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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藏研究 上 (初稿)
文學博士  平川  彰著
有限會社  山喜房佛書林刊
序言
佛學的研究自昔就集中於戒．定．慧三學，但是在明治以後的佛學研究中，戒律研究受重視的程度，似乎不如另外的定、慧研究。不過截至目前為止，關於戒學方面的研究當然還是很優秀，其成果也不在少數。但如果就整體來看，戒律的研究其實很稀少，所以這個領域的研究可以說一直都很落後。
只是為了理解釋尊的教說，研究其教理或思想是很重要的，而另一方面，研究佛陀日常生活的實踐，其重要性也不亞於前者。而且「佛陀用什麼方法教育弟子」或「規定弟子過怎樣的修行及生活」，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的問題。佛陀和弟子共同組成僧伽，想要在其中實現理想的人類團體秩序；正如被稱為「和合僧」那樣，佛教的僧伽以實現和平為目的，而且實際上也做到了這一點。但是，「其和平具有怎樣的特色」且「用了什麼方法實現」，這些都是問題。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從佛陀為了實現和平所採取的方法上，可以顯示出佛陀對社會團體的理想狀態的看法。因為人類為了生存，無可免於過團體生活，相信闡明佛陀在這方面的立場，除了有助於佛學研究外，還另具重大的意義。
關於佛陀這方面的想法，主要宣說於律藏中，而且從這個觀點來看時，研究律藏除了探討戒律外，還發現了許多有趣的問題。我在研究律藏時，也留意去釐清佛教原始教團的組織及運作，不過，為了在學術上闡述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對所使用的文獻有正確的理解，所以認為必須先整理相關資料的研究。一開始是將「相關資料的研究」、「僧伽的組織及運作」、「原始佛教教團法規兩百五十戒的研究」等三個問題，彙整於一個計畫中，希望藉著這個研究，從生活的側面了解原始佛教。但因為相關資料的研究比預期中龐大，只好將這部分獨立出版。
不過這份研究預計要研究律藏的內容，是以這個目標著手作準備，所以如果視為獨立的資料，會發生很多沒有說明的部分在內容上卻又涉及到等問題，缺乏統一之處也顯而易見。不過站在我的立場來看，我認為如此一來，處理律藏的相關資料，可以為研究原始佛教教團奠定基礎，所以就暫且將之付梓。至於欠缺的部分，預定繼續添補在不久的將來所出版的下一本新書中。
我在昭和十六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接著就讀研究所，立志研究原始佛教。當時由於宮本正尊老師的推薦，開始著手研究律藏，至今將近二十年的歲月，宛如夢幻般消逝。其間雖然不只埋首於研究律藏，但還是繼續研究至今，即使是在形式上學會了如何作研究，都得之於諸位恩師及學長的悉心指導。特別感謝指導教授宮本老師的指導鞭策，這麼多年來，在研究、生活兩方面給予我特別的關懷。我就讀於東京大學時，能夠參與宇井伯壽、長井真琴兩位老師的課程，感到無上的喜悅；而且能獲得宮本正尊、辻直四郎、花山信勝、池田澄達、中村元、山本快龍、多田等觀、結城令聞、水野弘元諸位老師的指導，還受到已故的坂井尚夫教授的學恩。我有今天，完全拜這些老師的指導所賜。
另外，在彙集這次的研究方面，受到花山、中村兩位老師特別的關照，才能勉強以這樣的成果發表研究。此外出版方面，承蒙福井康順博士的關懷。至今能夠順利地繼續研究，已故的父母自不待言，並拜許多人士的庇護所賜，無法一一書於文中，其中尤其倍受今橋勝真師與岡谷惣助氏的照顧。在此正值首次發表研究成果，謹向之前照顧過我的許多人，獻上由衷的感謝。
此外這本書是由文部省的研究成果發表補助費資助出版的。在校對方面，得到東京大學研究所學生今西順吉、柏木弘雄兩位同學的協助；英譯方面，得到海野徹雄同學的幫忙。還有承攬這部較難印刷的書的山喜房佛書林青木正雄先生，以及印刷方面得到三陽社印刷廠的井田聖治、兼田道治兩位先生的幫助，謹向各方的好意，敬致最深的謝忱。
昭和三十五年七月七日
                                               筆者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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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律藏資料論的意義
一  問題所在
想借由律藏來研究佛教的原始教團，必須先從現存的律藏取得原始部分，重新組成原始律藏，因此一定要從研究資料論著手。
換句話說，就算是「原始律藏」，也存在有「其具體內容為何」及「能用什麼方法取得」等問題。根據不同性質的原始律藏為材料，所想研究的原始教團的內涵及所處年代等就會產生差異。不過一般認為，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二：一、如何理解律藏資料論的性質；二、用什麼方法取出原始律藏的方法論問題。其實，研究律藏資料論的問題，基本上與研究阿含資料論沒有什麼不同；阿含資料論的研究已經有將近一世紀的漫長歷史，幾乎已經被徹底地作過精密研究了。而且當時除了將阿含作為研究資料外，律藏也一起被研究進去，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律藏資料論的性質，已經被以往的學者研究得十分透徹了。
但是在我們目前的研究中，與直接以資料論為研究目的的情形有少許的差異。因為在資料論研究中，即使對阿含提出否定的結論，總之如果得到一個結論的話，那麼就可以達到直接的目的；然而在我們的研究中，這樣的結論無法達到目的。因為在某些意義上來說，必須得到一個類似可以確定資料論領域的結論，以作為研究律藏內容的基礎，而這個結論不能含混籠統。例如在以往的研究中，律的「波羅提木叉」一直都被承認是較早成立的部分，但只是說它較早成立，卻無法具體地指出其中哪些部分是最早的，因此拿來作為資料的話，便無法研究其內容。不過話雖如此，像B.C. Law分析波羅提木叉的內容，範圍限定在最初的一百五十二戒，把這些當作是最早的部分時，內容應該就可以十分具體地顯示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以這一百五十二戒為資料，也許就有可能研究古律。但是他只是以巴利律為資料，而我們還必須將漢譯及藏譯都列入考慮，這時候即使是同一條文，表現也各有不同，所以就連這一百五十二戒的內容也無法輕易決定。也就是說，如果各部律中相對應條文的字句不同時，就產生了「哪一部律的條文最能保持原型」的問題。或是也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必須在這些條文中，探求其條文最原始的形態。因此只指定若干條文，定義它們為最早的，不足以作為研究律的內容的資料。何況像是比較諸部律條文數目的研究，即使這些是資料論研究中的上乘作品，單憑這些，也還無法直接運用於戒律的內容研究上。
由上述可知，我們可以直接利用在內容研究方面的，必須是方法論的成果。
接著，我們的研究要求，經由資料論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是明確的年代。單單在律內部判別出相對性的新舊是不夠的，因為如果不確立資料的年代，想要奠基於此來研究的原始教團，就不知道該賦予怎樣的年代位置。因此，在滿足上述要求的範圍內，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要正確到什麼程度？還有，能夠取得多早的資料？
接著應該要注意律藏資料論的價值，與阿含不同之處。律藏的異本很多，亦即除了巴利律外，還有藏譯，而且漢譯有許多異譯，部分也有殘留梵本，資料之豐富，非阿含能及。以往阿含的資料論一直都是理所當然地以律藏為研究對象，但重點則放在阿含。因此雖然在阿含方面已經作研究得十分透徹，但是卻談不上充分運用了律藏方面的資料。倒是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一個趨勢──想要將在阿含所得的結論，也適用於律藏。只不過阿含必須比較對照的異本很少，所以其研究成果的嚴密度自然也很有限，因此其結果理應也不適合直接用於律藏上。律藏，應該從律藏的內部徹底檢討。一般來說，在律藏與經藏成立起源相同這一點上，其資料上的價值也很容易被立即判斷為程度相同，但是其中卻有明顯的差異。因為即便是含有舊資料的情況下，如果資料不完整，就無法回溯到最早的部分；如果資料齊備，就能夠清楚地指出所包含的最早部分。也就是說，必須考慮到區別「資料成立的新舊」以及「辨別其新舊的材料是否完整」的問題。不過，從後者的角度來看，律藏更甚於阿含。
換句話說，有一些領域無法以阿含為資料作論證，如果以律藏為資料的話，就可以論證了。當然，也有無法由兩者中的任何一個取得的領域──例如像佛親自說的，但是不應該因此而將兩者的資料論的價值等同觀之吧。一般認為，以往的研究中，似乎並不太注意這一點，畢竟因為律藏的資料龐大，不容易充分運用全部資料。一般認為律藏一直沒有被充分運用，大部分是因為資料量龐大。本書希望能儘量利用這些資料，以期確定可能範圍內的早期資料。當然不可否定的，即使資料多麼豐富，但是因為藏譯和漢譯都是翻譯的，所以其資料的價值自然就有限。因此也必須要對這個限度擁有確的認識。只有站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才能正確地利用漢譯資料。
如上述，我認為律藏與阿含有著不同的資料價值，而且，我們在可能的範圍內處理律藏，想要確定能夠利用在研究內容的資料論的領域，立場是，和以往阿含研究的資料論比起來，資料取捨上有不同之處。
二  阿含聖典成立之研究史
１  教法的連續性
將現存的阿含及律藏固定為聖典，是佛滅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之後的事了，這一點以往的學者並無質疑之處。但是在這同時，我想可以看待為，這些經律與佛陀的教法並非毫無關係地成立，而是以佛陀的遺教為基礎而發展的，也就是說，在某些意義上含有佛說的成分，這些看法在學術界也同樣受到承認。換句話說的話，這自然就變成「承認佛陀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以及「承認佛陀滅後教法傳持的連續」的問題。
其中一般認為，關於佛陀在歷史上確實存在的問題，如今早就不再有任何疑問了。不過在教法傳持的連續性的問題方面，也可以在以往的學者間見到各種不同的解釋。佛教教團本身傳有第一、第二、第三結集等結集傳說，因此一直主張教法的連續性，不過可以說，近代學者中大概沒有人全盤承認這些傳說吧。結集傳說中，明顯地含有某些無法全盤承認的非歷史性記述，但是如果將這類非歷史性部分捨去之後，究竟是什麼也沒有剩下呢？或是還殘留一些歷史要素呢？關於這一點，學者的意見紛歧。很久以前，Oldenberg
以阿含的大般泥洹經中，完全沒有關於遺法結集的記載為理由，否定第一結集，而只承認第二、第三結集是歷史的事實。Rhys-Davids也同意他的看法，否定第一結集的記載。接著，像是Franke
，視結集傳說為毫無根據之事，完全否定其歷史性。雖然這是很偏激的看法，但總而言之，許多西方學者對結集傳說抱持懷疑的態度，如Kern及Copleston
也是站在這個立場。然而也有很多西方學者即使不全盤承認結集傳說，可是也不至於否定結集本身；換句話說，也有學者認為三個結集在某些形式上是歷史上的事實，如Geiger
就是強烈主張這一點的學者，還有Pischel
、Winternitz、Rockhill、E.J. Thomas、B.C. Law等，也都是支持此一說法的學者。
在日本，宇井博士
尊重說一切有部的資料勝過錫蘭傳承，從這個立場來承認第一、第二結集，否定第三結集。有些學者是因為第三結集牽涉到佛滅年代論而否定的，但是在日本似乎沒有否定第一、第二結集的學者。姉崎
、松本、椎尾、赤沼等諸位學者全都承認第一、第二結集。但是一般認為，關於第一、第二結集的歷史性，如今在西方學術界中，情況也逐漸不同了。因為以往的西方學者一直都只依賴巴利文資料，所以在這個資料有嚴重缺失時，就沒有補救之道了。因此我認為，似乎很容易因為一部分的矛盾，演變成連全體都要否定的結果。但是如果連藏譯和漢譯資料也合併使用的話，某一個資料的缺點可以藉由比較研究其他各資料，找到補救之道，因而得以免除全部陷入偏激的結論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學者中，大概就是Przyluski
能充分應用漢譯資料後，剖析第一結集資料的性質，同時闡明漢譯應重視之處。同樣地，其後則有他的弟子Hofinger
，將這個研究方法套用於第二結集的資料後，闡釋其歷史性。
如上述，故第一、第二結集的傳說便成了當時學術界的重大論題，而我認為，如今承認其在某些層面上的歷史性，才是妥善的立場。總而言之，即使不全盤承認結集，但只要承認佛陀真有其人，大概也不得不承認其教法由弟子傳承給弟子的事實吧。我認為從這個立場來看，便能夠以承認教法的連續性為前提來作探討。
Winternitz
在現存經典宣說的種種教說中，分析出能承認是佛說的部分，如下所述：「除了巴利聖典中的許多句子外，如梵文佛典中也經常重複同樣詞句的有名的波羅奈教說，亦即四聖諦、八正道這類的教說，或是如大般涅槃經所傳，教主臨入滅時給弟子的遺訓，或像是法句經、自說．如是語經，以及用十分類似的詞句，在尼泊爾的梵文經典和同樣譯為藏文或中文的經典中，以「佛陀的語言」來流傳的偈頌或短格言等，我們即使視為佛陀親自說的，也絕不會被批評為輕易相信吧。」這被公認為常識豐富且非常妥當的見解。然而就實際的資料而言，即使是最早成形的教說──四聖諦教說，
其中也已經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類型，也就是說，可以從中區分出發展階段。八聖道方面，因為教說實在太簡單了，所以很難決定如何解釋其內容。或是其他被認為是很古老的偈頌方面，因為其中也有可能被後世改變或插入新偈頌，所以必須要一偈一偈地檢討其新舊。但是即使論證了這些較早的教說，也無法清楚地判斷出「到底可以回溯到多早？」的年代問題。因此有關判別經典或教說新舊的研究雖然十分進步，但正因為如此，根據最近的進步解釋證明，不可能從現存經典中直接取得佛陀所說的部分。因此我們的考察也必須從「如何處理具有這種特色的資料」這一點出發。但是為了了解資料的特色，檢討以往各家的資料論大概是最有用的吧。因此我們的考察想要從這一點出發。
２　經典的新舊與Oldenberg的七階段說
過去與阿含資料論研究有關的學者的成果，因為和辻博士
已經詳細介紹並下了精譬的批判，在這裡不需要再附加任何意見。所以這部分打算只依據博士的論述作簡單的檢討，特別希望把重點放在瀏覽學者將原始經典判別為新舊階段的看法，藉由這些看法，能了解以往的研究中，律藏在原始經典的新舊階段佔了什麼樣的地位。
巴利聖典方面，首先概括性地整體論述阿含及律的經典的成立過程的學者，是Oldenberg
。他在一八七九年發行巴利律藏原典的第一卷，在「前言」中評述巴利聖典的成立，區分為下面的七階段來判別其新舊。
一、產生波羅提木叉；首次出現達磨（教法）文學。
二、形成波羅提木叉注釋（收錄於現存的經分別中）。
三、編纂經分別；製作大品、小品，產生經典文學的主要部分。
四、毗舍離結集（佛滅百年）。
五、產生王舍城結集傳說；製作律卷末兩章（第一、第二結集記載）
六、僧團分裂；產生阿毗達磨
七、華氏城結集（第三結集）；論事成立
對於Oldenberg上述的結論，和辻博士
批判為：Oldenberg的方法混合了，從原典本身的性質，簡別波羅提木叉及其注釋、大品、小品等之新舊層的努力，以及企圖基於結集傳說之類的「傳說」，決定現存經律的成立年代的方法。的確，用巴利經律論現存的形態，將其成立配置於如此早的年代，是不正確的。亦即Oldenberg建立的聖典成立階段，不應該以現存形態來論述，而應論述已經發展為現存形態架構的「原始形態」部分。如果換成這個立場來看的話，他所成立的七階段，大體上尚稱妥當。因此有關Oldenberg採用的「從原典本身的性質探求新舊部分」的方法，和辻博士也承認了此方法與結論的正確度，「
關於此方法的正確度及他獲得的結果，大致上也許沒有人反對吧」。
如和辻博士所批判的，Oldenberg全盤採用第二、第三結集的傳說，作為聖典成立年代的判別基準，這一點的確不盡完善。但是如果不用這種方式的話，我認為會產生一個問題──我們用什麼作為判別聖典古層成立年代的基準呢？一般認為單只在阿含中相對地判別資料的新舊，無法完全符合歷史性研究的要求。Oldenberg在這裡引用了結集傳說，我想，是因為除此之外，無法找到判定早期資料年代的基準吧。如果進入比阿育王還早的年代的話，也沒有可供參考的考古學資料，即使用語言學的方法，也無法期待所確定年代的精密度。是故一般認為，即使部派分裂史的資料是傳說，倘若要更深入這個領域的話，它就成了唯一可供依循的資料了。因此關於結集傳說是否能成為學術研究的資料，我們還必須再仔細斟酌。
總之，在Oldenberg的七階段說中，有關我們當前面臨的律藏成立問題方面，要注意波羅提木叉Patimokkha的成立與有關達磨的教說，同樣被置於最古層的問題。亦即他認為波羅提木叉成立得相當早。但是波羅提木叉並非以現在的形態成立於那麼早的年代一事，已受到後來學者的批評訂正。也就是與達磨一起被置於聖典成立的最早階段的，應該是波羅提木叉的「原形」。
３  Rhys-Davids、Law的十階段說
接著，繼Oldenberg之後，通盤論述巴利聖典成立的學者，是Rhys-Davids。一九○三年出版名著Buddhist India（佛教印度），對佛教經典作了如下的新舊簡別。他認為經典中表現教義的「制式詞句」，或歸納為短格言風格的「韻文及散文」，都較早成立，以此為準則來分配新舊；或是以出現在經典中的思想的新舊等作為基準，進一步運用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以及歷史上的考古學遺物等，區別聖典發展的新舊，成立了巴利聖典發展的十階段
。如下所述：
一、開示教理的極簡短詞句（這些在經典中，以同樣的語詞、短文或詩句的形式重複）。
二、出現在兩個以上的現存經典中的同型小故事。
三、戒、彼岸道品、八偈品（義品）、波羅提木叉。
四、長部、中部、增支部、相應部。
五、經集、長老偈、長老尼偈、小部、小誦經。
六、律的經分別、犍度部。
七、本生、法句。
八、義釋、如是語、無礙解道。
九、餓鬼事、天宮事、阿波陀那、行藏、佛種姓
十、論藏，其最後是Kathavatthu（論事），最初可能是Puggalapabbatti（人施設論）。
上面的十階段說中，包含了全部的巴利三藏，並且將《論事》視為是最後成立的。這部《論事》認為阿育王時期由目犍連子帝須所主持的第三結集的傳承是事實，Rhys-David’s便是站在這個立場成立了十階段，因此才將上述十階段的最後置於阿育王時期。在認為三藏完成於阿育王時期的根據方面，Rhys-Davids舉出種種理由，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如下：
（一）原始經典未提及阿育王，這表示阿育王以後聖典沒有大幅度的改變。（二）原始經典未提及錫蘭，也不曾提及南印度，這表示經典並非在錫蘭成立。（三）原始經典只提及三吠陀，不知道atharva-veda譯注。（四）紀元前三世紀的碑文中，比丘的稱號方面，已經使用了Dhammakathika（說法者）、Petakin（藏，亦即知藏者）、Suttantika（知經者）、Pacanekayika（知五尼柯耶者）等語詞。Rhys-Davids
推斷這些是阿育王以前的碑文（但實際上，將這些碑文視為是西元前兩世紀的看法較為妥當
），認為阿育王以前就已經成立五尼柯耶及三藏了。接著他並且以（五）阿育王的白布拉（白拉特）的法敕中所舉的七經，可以在現存經中找到為理由。
阿育王在白拉特法敕中，為了增長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的聽聞，舉出七種經典
，這七經如下。括弧中為Rhys-Davids所作的對照
。此七經為：
一、Vinayasamukase  毗奈耶的最上教說
二、Aliyavasani  神聖系譜（Dn. Savgiti-suttanta的一部分）
三、Anagatabhayam  未來的恐懼（AN. vol.III, pp.105~108）
四、Munigatha  牟尼偈（Sattanipata, vv. 206~220）
五、Moneyasute  沈默行之經（Itivuttaka, p.67.; AN. vol.I, p.272.）
六、Upatisapasine  優婆提舍所問（Sariputta所問）
七、e cha Laghulovade musavadam adhigichya bhagavata Budhena bhasite  此外關於那個謊言，世尊．佛陀對羅候羅所宣說的教誡。
Rhys-Davids只對其中的五經舉出相對應經典。至於第六經只標注為「舍利弗所問」，沒有明示相應經典（但是他在其他著作中，嘗試了與上述不同的對照
）。有關這七經的對照，諸學者間意見紛歧，然而根據現今的研究成果的話
，下列經典的對照說法大致上較為有力。
一、律藏
中記載的釋尊最初說法，特別是四諦說。
二、Ariya-vamsa（AN. IV, 28, vol. II, p. 27.）

三、AN. V. 77-80, vol. III, p. 100ff.

四、Muni-sutta（Suttanipata I, 12, vv. 207-221）.

五、Nalaka-sutta（Suttanipata III, 11, vv. 679-723），以及Itivuttaka 67; AN. III, 120, vol. I, p. 273.

六、Sariputta-sutta
（Suttanipata IV, 16, vv. 955-975）
七、Rahulovada-sutta（MN. 61. AmbalattikA-Rahulovada-suttanta  中阿含卷三、羅云經、大正一、四三六）
如上述，因此也許可以認為，在阿育王時期，與現存經典類似的教說已經存在了。
總之，Rhys-Davids根據上述諸理由，認為三藏並非在錫蘭完成，而是在摩喜陀渡海到錫蘭前至阿育王時期，在中印度成立的；又考慮到之後經典內部各個因素的相互關係及概要重點、偈頌、思想內容的性質及其他，便成立了以上的十階段說。
但是這個說法受到宇井博士及和辻博士的強烈批判
。抨擊的重點在於，將三藏在阿育王時期已經成立的傳說應用於現存三藏後，成立了發展階段。因為現存經典之中，有著明顯被認為是在阿育王之後增廣的部分，例如有關轉輪聖王的完整故事，或者像是大般涅槃經中關於華氏城的預言都是。此外，視為在阿育王時期成立的《論事》的現存形態中，有處理部派佛教諍事的部分，一般認為，這很明顯是阿育王之後增廣的，因此不能把《論事》全部都當作是阿育王時期成立的。椎尾博士及宇井博士、水野弘元博士等
已經認為《論事》是西元前二世紀後半成立的。再者，Rhys-Davids所引為證據的Petakin、Suttantika、Pacanekayika等語詞，在記載這些語詞的碑文出現的時期（Rhys-Davids認為是西元前三世紀，但也有認為是二世紀的說法），經、藏、五部等似乎確實已經成立了，但是宇井博士
說明了，在那個情況下的「五部」不能和現存的五尼柯耶等同視之的理由。例如，檢討《小部》Khuddaka-nikaya的內容時，其中有很多經典不被認為是在那麼早的時候成立的；如經集因為包含有《彼岸道》及《義疏》這類最早的經典群，所以很容易就被草率地判斷為早期成立的經典，但是出乎意料地，《經集》的編集時間卻很晚。因此被解釋為
，巴利的小尼柯耶成立的時間，比尼柯耶被彙整的時期還更後面，似乎是為了配合較早的「尼柯耶」的語詞，之後才被彙整為那樣吧。接著，雖然寫有「藏」，不過立刻認為是「三藏」的話，也判斷得太草率。因為也有可能是兩藏。再者，宇井博士說明，出現於阿育王碑文中的七種經名，無法證明當時三藏已經成立，卻有可能是相反的情況。亦即因為
，提出上述七經的方法，被認為根本沒有預估到四阿含的分類。一般認為，如果四阿含的分類已經先成立，那麼選出重要經典的話，就不會以上述七種經典那樣的方式列舉。遵照宇井博士的解釋的話，必須看待成，這顯示出當時還有很多經典是個別存在的。
但是Rhys-Davids嘗試使用的，在經典內部判別新舊的方法，已經比Oldenberg的方法更精密了。這一點，宇井、和辻兩博士看法一致。因此可以視為，如果將現在形態與原始形態混為一談這一點除去不看，Rhys-Davids的十階段說比Oldenberg的七階段說更具信賴度。不過要注意的是，Rhys-Davids的十階段說中，將波羅提木叉及律藏的成立，判定得比Oldenberg還要更往後一些；但就整體來看的話，波羅提木叉及律藏還是位於比早的位置。
此外，在一九三三年，B.C. Law試著針對Rhys-Davids這個十階段說作修訂。Law的研究又更詳細地檢討經律的內容，改正了Rhys-Davids不周到之處。因此有些地方也變得更嚴密，但是也可以看到不合理的改變。其十階段說如下
：
第一、第二階段與Rhys-Davids相同。
三、戒、彼岸道品（但序偈除外）、八偈品（Atthakavagga）、諸學處。
四、長部第一卷、中部、相應部、增支部。波羅提木叉中，除了眾學法的一五二條。
五、長部第二、第三卷。長老偈、長老尼偈。五百本生、經分別、無礙解道、人施設、分別論。
六、大品、小品、波羅提木叉二二七條完成。天宮事、餓鬼事、法句、論事。
七、小義釋、大義釋、自說、如是語、經集。界論、雙論、發趣論。
八、佛種姓、行藏、阿波陀那。
九、附隨。
十、小誦經
上述十階段中，Law認為第六階段是阿育王時期，所以三藏全部固定下來的時間，比Rhys-Davids的判定還要更往後。此外，他也將波羅提木叉的成立區分為三階段，其成立比Rhys-David’s判定的還晚。但是我一直認為，包含眾學法的巴利律二二七條戒，在阿育王時期就已經完成了。
４  宇井博士的九分教說
接著，宇井博士
批判上述諸家說法，同時除了巴利資料外，還大量運用漢譯資料，奠定了嚴密的資料論。亦即博士在一九二二年公開發表〈原始佛教資料論〉，其中仔細研究關於漢巴方面現存經律的內容，藉由比較研究漢巴以檢討其特色，闡明現存經律是在部派分裂以後，由每一個部派所整理的作品。並進而認為，將阿育王即位是佛滅一一六年的佛滅年代論應用在這個論點後，在探討部派分裂時，就視部派分裂是阿育王以後形成的；因此而認為經律現在形的成立也是在阿育王以後。但是博士說明，因為現在形中明顯殘存有早期資料的部分，清楚這一點後，在論述經律的新舊時，應該明確地區分其原始形與現在形後再立論。再者博士指摘了上述諸家見解的謬誤在於，把應該列為原始形態方面的資料，應用於現在形而立論。並進而論斷，就現在形的角度而言，經和律都不能當作阿育王以前的佛教研究的資料。宇井博士提出這種說法的主要理由，是比較研究各部派傳持的經律的結果；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理由還有，出現在阿育王白拉特法敕中的「七種法門」，是十分樸素的形態，不像現在的經名那樣完整，而且一般不認為所舉的與五部四阿含的分類有關。
接著宇井博士將注意力轉移到阿含中所說的「九分教」
，說明這比四阿含的分類形式還早，在參考佛音Buddhaghosa九分教注釋的同時，也將其內容對照現存經典如下
。
一、sutta（契經），即現存經集中的初四聚。
二、geyya（應頌），即相應部第一聚的有偈聚。
三、veyyakarana（解釋），即相應部第二聚因緣聚的初編因緣編的初八小聚。
四、gatha（偈），即彼岸道。
五、udana（自說），即現存小部中的自說八聚八○經。
六、itivuttaka（如是語），即現存小部中的經典。
七、jataka（本生），即出現於白拉特彫刻中的二十八種本生。
八、abhuta（未曾有法），即增支部四的第一二七經～一三○經，八的第十九經～二十三經，中部第一二三經等。
九、vedalla（方廣），即中部第九、二十一、四十三、四十四、一○九、一一○經，以及長部第二十一經。
如上所述，這些當然還是現在形，而非九分教，但是顯然即使在現在形中也保存了古形，一般認為其原始形態是九分教。但是在上述中，也不是全部都保存得同樣早，將其中可以再分出新舊的，區分為下面三個階段
。
1.彼岸道。
2.a經集初四聚、相應部第一有偈聚。
  b如是語、自說。
  c相應部第二因緣聚第一編初八小聚。長部中部的七經。
3.本生二十八經、增支部中部的十經。
如上所述，一般認為彼岸道（PArAyana，ParAyaNa）中，保留了現存資料的最早形式。視彼岸道及八偈品為早期作品一事，在以上諸家的說法中都很一致，宇井博士這個分類，比上述諸家的聖典成立年代還更後面，可以視為將稍後一點的早期部分詳細分類出新舊。他進一步說到，「我認為九分教
的最早部分與律的早期部分，毫無疑問地，極有可能在阿育王時就已經整理完畢了」。由於宇井博士認為九分教是「法的分類」，其中不包括律在內，因此上述新舊判別中沒有包括律。但是如上所述，一般已經認為律最早的部分和經的最早部分同時成立。
而後博士活用研究聖典語言學的成果，時而也仔細研究經典內部的發展階段、引用的相互關係等，甚至能夠就九分教及律的最早部分，判斷出其中的發展及新舊階段，因此就下了這麼一個結論：無法得到想了解佛陀及嫡傳弟子的思想的研究資料。
即使阿含中含藏有佛陀親自說的法，然而闡明「在學術上，已經沒有辦法將之擷取出來」的宇井博士的結論，在現階段已被公認是學術界的定論，因此我們也必須從這個立場出發。其中的問題在於，果真如此的話，能夠用學術方法從現存的資料中取出的最古層為何？還有，這個最古層可能是哪一個時期的佛教研究資料？亦即重點在於，從現存資料中，能選取出部派佛教時期以外的研究資料嗎？或是能夠確定部派分裂以前的資料嗎？因為宇井博士的「資料論」中，論點轉移到為根本佛教設立其他標準，以及考察從這個立場來看的根本佛教的內容，所以關於這一點無法提出博士的見解。在這裡我們想要提出的問題就是這一點。當然，對於佛陀的根本思想的研究，並非光從歷史性研究著手就可以了。也有可能藉由哲學性研究或思想性研究，因此可以採用的方法也不只一個。所以從其他的立場而言，當然可以將佛陀的根本思想視為重點，但是其中首先應以歷史性研究為主，本論的論旨也在此。
５  分析和辻博士的作品
之後和辻博士
在一九二六年發表《原始佛教の實踐哲學》，其中展現了十分精密的方法論。博士在其中表明，完全贊同上述宇井博士提出的方法論及結論，但是博士特別主張，以上各家將結集傳說一類的「傳說」應用在判別經典新舊上，避開了決定年代的方法，應該採用徹底從經律內部判別新舊的方法。因此他所採取的方法是，比較研究異本並了解經典編纂者的編纂意圖，換句話說，根據作者的意圖，分析視為文學作品的經典，判別出當時被用來作為素材的原始資料。
宇井博士所採用的方法，如宇井博士所說的，是「大體論」
，就是要將每一部經典按照這一標準，一個個地判定。因此和辻博士表示
，「我認為在分析每一部經的作品方面，還有進一步考量的餘地」，應用上述的方法，站在把經典視為作品的立場來分析。接著以此為例，從律藏中提出《大品》第一章〈受戒犍度〉及〈波羅提木叉〉，從經藏中提出可以比較五種異本的《大般涅槃經》，還有《大本經》《大緣方便經》等作為材料，實際運用上述方法，導出非常明快的結論。
博士指出，在律藏的比較研究中，藉著比較研究諸部派的異本，追溯從原形到原形的發展路徑，取出其核心部分，但是就連其核心部分，也有很多地方是十分瑣碎的規定和說明，難以視為是偉大人格者所制定的；於是他斷定，這些只不過全部表示釋尊滅後
的教團生活罷了。同樣地，在經藏方面也由涅槃經的比較研究指出，構成涅槃經的原形是經中所包含的一個個故事，涅槃經本身「
只不過是盛行於教團中，相當鬆散地編纂關於涅槃故事的作品」。博士接著檢討核心部分的「故事」，說明在這些故事群中，除了宗教意味濃厚的故事外，還包含以佛滅後弟子們崇拜佛陀的感情為核心的故事等的「文學傳承」，以及將佛教教理整理為戒定慧三學的「教理傳承」。並且認為，在編集涅槃經之際，這些不同系統的故事，便被結合在一起了。
博士也把這樣的分析方法，應用在其他的大本經及大緣方便經中；以緣起支為例，向來被視為最早固定下來的「梗概要領」中，也可以極明快地抉擇出某些發展階段的部分。接下來他把重點放在經典編集者製作經典的「動機」，說明這其中有文學傾向及教理傾向，教理傾向涵蓋甚廣，特別是著名經典有強調修定及強調理論的分別。他認為，至於在理解每部經典之際，如果不看透經典作者上述的動機，依此來分析經典，還原及探討本來立場的話，大概怎麼也無法做到深入理解吧。也就是說，博士認為，如果以上述的觀點看待各種經典並加以探討的話，即使不對照比較包括五部四阿含的全部經典，也有希望可以理解初期佛教。
以上和辻博士分析經典的方法，是分析現存資料後，尋求其較早部分，一般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法。特別是分析經典之際，把重點放在經典作者的製作動機一事，是過去學者忽略之處，這是極為重要的想法，不得不說，博士闡述這一點的意義非常重大。在我們的研究中，一定也會忠實地遵循此一方法。但是在這同時，我認為應注意的是，在關鍵處誤解製作動機時，就很難免於失去分析鵠的、尋找解釋落空的命運；而且在作研究時，也不能忘記存在有這樣的危險。
接著應該注意的是，在和辻博士上述的方法中，並沒有把重點放在年代論上。博士的研究中
，因為以「理解關於初期佛教的思想」為目的，因此從現存資料中取出最早的思想後，以這些為材料，而傾向於系統研究。所以在此，不一定要將標示這些資料的年代位置，作為研究過程中的必要條件。但是因為如此，從現存經典取出的思想核心部分的年代便不明確，和辻博士也敘述
，「經由前述方法所得的現存經典的中心部分，是否無異於宇井氏所說的九分教？我自己也不是十分確定」。因此就無法解釋，以這些中心部分為材料所組織的思想體系，是表示部派佛教時期的佛教呢？還是表示這以前的佛教？因為採用宇井博士的年代論，或採用Jacobi等的年代論的話，就會全然改變部派佛教與阿育王之間的關係。若根據宇井說，在阿育王時期，部派還沒有發生分裂；從這個立場來看，就必須去解釋阿育王的碑文或巴爾胡特的碑文譯注。然而若根據Jacobi，阿育王的時期維持百餘年後，部派才分裂，因此理應站在這個立場解釋上述的資料。因為阿育王的資料是歷史資料方面的可靠文獻，因為必須將之視為最早的，所以能取出的核心思想，例如即使能夠判定為比阿育王碑文的佛教還早，但是不決定佛滅年代論的話，就無法決定要將之視為原始佛教呢？還是視為部派佛教的初期呢？但是因為博士定義「原始佛教」
，他說，「在這裡名為原始佛教，主要是從巴利經律藏及漢譯阿含小乘律所能知道的佛教」，所以博士的「原始佛教」可以說是根據文獻所設立的用語，因此這是不認為一定要定出年代位置的方法。但是從我們的立場來看的話，我認為除了將所有文獻都視為歷史性存在外，無法規避定位其年代位置的問題。因而我很懷疑，「原始佛教」這樣的用語，是否能夠省卻年代論而成立呢？
一般認為和辻博士的資料論擁有上述的特色，大概是因為在經律的資料解釋上，完全排除有關結集傳說或部派分裂的傳承。換言之，這豈不是顯示出，不利用這樣的傳承的話，就不可能在原始佛教的資料論中給予年代的基準嗎？然而應該說，因為我們的情況是以佛教的歷史性研究為目的，所以藉此就闡釋了，只是研究資料內部的新舊，無法達成目的。因此我認為，即使結集傳說或部派分裂的傳承中，已經包含許多非歷史性成分，還是要仔細查證，如果能夠在這裡找到歷史成分的話，就要毫不猶豫地利用它。
以上，藉由檢討各家的資料論，自然就表明了我們資料論研究的立場，但是無法從上面網羅到阿含的資料論研究。此外，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研究，特別在九分教方面，宇井博士指出其重要性後，在我國發表了許多關於九分、十二分教的值得注意的研究。而且我認為，在經典內部判別新舊這一點，九分、十二部經的研究可以說擁有了不容忽視的成果。但是因為現在阿含的資料論並不是直接的目的，因此決定省略關於這方面的探討。
三  律藏資料論的特質
１  佛滅年代論與阿育王的位置
縱觀上述各家的研究後，感受到決定經典成立年代的困難性。在經典內部作新舊判別，由於研究的進步而逐漸變得更為精細。但儘管這樣，還是無法決定，「能夠附予所得到的新舊層怎樣的年代位置？」，或「其中最早的部分距離佛陀大約幾年？」。但是到現在都無法確定，經藏或律藏的現在形是何時固定下來？因此決定新舊層年代這件事，是非常困難的工作。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值得一提的是，經由異本的比較研究能得到的結果，似乎表現出部派分裂以前的佛教；另一個結果是，因為藉由阿育王的碑文等，能夠知道一些阿育王時期的佛教，所以可以將之利用於歷史性研究。
但是為了從比較研究的結果中，取得部派分裂以前的佛教，異本的比較就必須具備儘量做到這一點的條件。顯然，並不主張雜亂無章地比較。為了檢討這個條件，必須確定部派分裂的順序及分裂年代。將此一部派分裂史應用於現存異本後，應該詳加考慮：異本的比較能夠取出多早的佛教？第二，由於要將阿育王時期的佛教運用在歷史性研究上，所以除了正確把握阿育王時期的佛教外，還必須闡釋出阿育王與佛入滅的年代距離。不確定這個的話，就不可能將阿育王時期的佛教利用於歷史性研究。本節決定先從後面的問題來考量。
關於佛滅年代論，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宇井博士的說法，以及西方學者，特別是Jacobi的說法，兩者之間相差約百年。西方學者在論述佛滅年代論時，大多數將之置於西元前五世紀。宇井博士在一九二四年發表〈佛滅年代論〉，在其中已經介紹九種
這類西方學者的說法，然而除了兩種說法外，其餘都主張西元五世紀，特別是四七七年說與四八三年說最為有力。在一九○三年所發表的Jacobi
的最後的年代論中，此一主張也沒有變動。亦即根據他所說的，佛入滅是西元前四八四年。由於阿育王即位公認是西元前二七一年
，如此一來，阿育王與佛入滅之間，大約有二一八年。相對於此，據宇井博士
的研究，佛入滅是西元前三八六年。這是因為認為阿育王及佛入滅之間是一一六年。亦即這兩種說法之間，約有一百年的差距。此一年代的不同，成為判斷阿含經典發展史的大障礙。
其實西方學者的說法主要立足於錫蘭傳，正如金倉博士
所說的，這個說法和眾聖點記的說法（西元前四八五年）大致符合，而且大體也和耆那教或古傳（Purana）譯注方面的傳承中的某些記載一致。在這裡，錫蘭傳有其優點。但是同時，如宇井博士所指出，因為錫蘭傳中有許多難以理解之處，所以有些地方無法全盤採用。而且另一方面，因為有一份有力的資料──將阿育王當作是佛滅百年出世的北方傳承，如果考慮這兩點的話，即使是有力學者的說法，也不應該對錫蘭傳的內容照單全收。

不過宇井博士的說法中，旁徵博引地貫串精密的邏輯，只是立論的根據主要是說一切有部的傳承。宇井博士舉出許多阿育王出世於佛百年的資料
。並且將這些資料對照下列四點來加以斟酌。亦即這四點：在印度本土，尤其是以摩竭為中心的地區的傳說；在其他地區也和這個一致的傳說；此一致之處在系統互異的部派之間也有；很早就有記錄下來；對照之後，再仔細考量，主張佛滅百年說的資料價值很高。

然而，以阿育王作為佛滅百年的資料，大多數是說一切有部的傳承。無法清楚地知道，這些資料之中到底包含多少有部以外的傳承。像是《分別功德論》
，似乎並非純粹是有部的論書。一般認為這部論可能和大乘佛教徒有關係，但是為大眾部所傳一事，又很令人懷疑。因此公認，漢譯、藏譯經論中記載的阿育王佛滅百年說的資料，其性質也許還有進一步檢討的餘地。這些不同部派所傳的內容，如果加以具體證明的話，大概就可以更強化宇井博士的看法。

總之，佛滅年代論中，存在有上述的兩個不同系統，在目前的情況下，還無法決定應該是哪一個。因為我認為，即使採用其中一個說法，也必須清楚地說明不採用另一個的理由，然而很難提出這種學術上的根據。我想，也許在佛滅年代論方面，除非另外發現其他新資料，否則很難在學術界歸納出一個統一的說法。但是一般認為，從佛教經典發展史的立場來看，宇井博士的佛滅年代論是十分穩當的見解，下面就說明其理由：

２　阿育王時期經典的情形

要了解阿育王時期經典情況的直接資料，是刻在加爾各答．白拉特法勅上的七種經典。其內容如前節所述；很明顯地，這些是阿育王特別有感觸的教說中，最重視的經典。宇井博士推斷
，在列舉這七種經典時，與四阿含的分類毫不相干，所以當時四阿含的分類尚未成立。此一推測十分合理。此外，進一步考慮的話，有兩點要注意──這些教說尚未具有極完整的經典的形式；又，在之前的學者提出的經典新舊層中，法勅上提到的經典並不是只被選在屬於特別早期的階段。

第一的形式不完整一事，在經典成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大家都知道的，佛教之中，sutta, sutra（經、契經）有廣狹兩種意思。狹義的sutta是指九分教或十二部經的其中一支，廣義的sutta指「經藏」中的各個聖典，有時候也稱為suttanta。前者較早成立，後者較晚。九分教其中一支的sutta是，佛滅後弟子將其重要教說編集為「簡單的話」，在傳持期間，採用印度稱呼這種聖典的傳統用語，之後，這一「被壓縮的教說」就逐漸被命名為sutta；在九分教中經常被第一個舉出，是特別重要的一支。傳持佛陀教說的「聖典形式」中，是最早的形式之一。

四阿含、五尼柯耶這類新聖典的分類成立時，此一sutta以何種形式融入其中？關於這一點，不清楚之處頗多，各家的解釋也不盡相同。但是
正如學者已經闡釋過的，律藏中有波羅提木叉類集成的「sutta」，有針對它作「注釋」的Suttavibhavvga（經分別）；以及經藏中也有可看到中部、中阿含「分別經」這種被分別的「略說體」等；這些也許都可視為是sutta的其中之一。但是將sutta稱為《波羅提木叉》一事，因為在《經分別》中到處都有明顯的證據，毫無懷疑的餘地，只不過似乎找不到將分別經中的「所分別」部分稱為sutta的實例，所以問題似乎在於，限定只有具備這種形式的教說才是「sutta」。我認為，也就是說，不具有分別及所分別形式的經典中，也有含藏sutta的可能性。但是關於用何種方法將之取出，目前很難提出適當的方法。

總之，上述意義的sutta，相當於宇井博士所說的「梗概要領」，可以視為，當弟子有意識地想要傳持教法後，就立即成立了。不過話雖如此，也許一開始不是被稱為「sutta」。相對於這麼早就成立的sutta，某些新成立的「sutta」乃至「suttanta」的經典，則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也就是指，形成長部（長阿含）及中部（中阿含）的十一部經典的sutta──梵網經Brahmajala-sutta及沙門果經Samabbaphala-sutta等。如果說這種情況下的sutta乃至suttanta，並非九分教的其中一支，學術界也許不會反對。但是形成經集的十一經是屬於後者的sutta？還是屬於前者，是九分其中一支的suttanta？關於這個問題，自然會有不同的論點。如宇井博士
所說，如果將九分的sutta對照「經集的初四聚」，就會發現這些屬於九分其中一支的sutta。

但是目前我們的探討中，沒有必要觸及這一點。但是應該看待為，九分其中一支的suttanta，主要是教法的梗概要領的形式，因此不一定擁有如「……經」這種形式（具有這種形式的也可以）。相對於此，構成長部及中部的經典，全都具備「……經」的形式。但是在相應部
及增支部的教說中，並非每個教說都有「……經」的形式。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形呢？無法簡單地說明，但是佛音
將這些經看待為與長部及中部資格相同的經。亦即相對於長部是「三十四經」，中部是「百五十二經」，他列舉相應部為「七千七百六十二經sutta, suttanta」，增支部為「九千五百五十七經」。

長部及中部經是何時成立一事，無法作適切的決定，但總之可以確定的是，《四阿含》這種分類形式產生的時候，這些經典都已經成立了。但是沒有可供證明，這些經典在四阿含開始成立之際，就具有與現在形相同的內容。例如問題之一：長部方面，其原始形態是否比長阿的三十經或長部的三十四經還早成立？因為總之，除了梵網經及沙門果經等之外，很難成立長阿含的組織。

考慮如上述的「sutta」的兩重構造，同時也要探討阿育王的七種法門。

阿育王在法勅中，從正法久住的立場，推薦了七種教說，其中敘述，「
也就是說，諸大德，這些法門……」imani bhamte dhamma-paliyayani……，稱七種教說為「法門」dhamma-paliyayani，而不稱為「經」sutta。我認為這顯示出，當時佛陀的教法尚未確立為一般稱呼為「經」的形式。換句話說，可以視為顯示出九分其中一支的sutta，當時當然已經存在了，而第二的廣義的sutta、suttanta則尚未成立。如果一一考量這七種法門
的話，就會更清楚這個看法。亦即七種法之中，關於經的語詞方面，只有第五的Moneya-sute（沈默行之經）。其他六種並沒有被稱為經。例如像是第一的Vinaya-samukase（毗奈耶之最上教說），也可以對照律藏中的四諦說，因為四諦的教中，經常伴隨有這句
buddhanam samukkamsika dhammadesana（諸佛之最上法說）的制式句。因此「最上教說」並非經名，其實是將教說中的特徵突顯出來，企圖藉此指示其教說，是以如果在這上面加上sutta一詞，還是與現在這類「經」毫無關係。

在看待其他的教說方面也是一樣。第二的Aliyavasani（神聖系譜）及第三Anagatabhayam（未來的恐懼）等，都可以對照增支部中的經典，然而在現在的巴利增支部中，將每十經左右編集為「品」vagga，並附上品名，不過單一的經並沒有經名。只有在攝頌uddana中，記載有「種」
vamsa，「未來」anagata。因此這些也是從內容的對照。或是也有學者將第二對照長部的Savgiti-suttanta，因為這時候這一經之中已經宣說了「十聖住」dasa-ariyavasa。也就是說，如果將阿育王碑文的Aliyavasani解釋為ariyavamsa的話，可以對照增支部的經典，如果解釋為aliyavasa的話，就要對照長部的經。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這些都只不過對照一經中的一部分而已，並非以現在形去對應整部經。但是當時，如果經典已經成立了的話，忽略整個經典，很難理解從其中列出的一部分。再者，第七e cha Laghulovade musavadam adhigichya bhagavata Budhena bhasite（此外關於那個謊言，世尊．佛陀對羅候羅所宣說的教誡）的列舉方式，一般認為，這明白地顯示出當時這個教說還沒有固定成經典的形式。如前所述，此經可以與中部的Rahulovada-sutta等作對照，我覺得這個對照十分可靠，而且如果這個教說已經固定為經典，可以藉著經名將其內容傳到別地方的話，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列出Rahulovada-sutta（教誡羅候羅經）等就夠了，應該不必用法勅那種冗長的表示方法。接著第四的Munigatha被對照為現今的Muni-sutta，第六的Upatisapasine對照為現在的Sariputta-sutta一事，都被認為和現今的經名有若干關係，不過即使在這種場合，經名也沒有完全相同。而且之前的Moneya-sute，現在形是Nalaka-sutta，經名完全不同。或是在將這經對照為Itivuttaka 67的說法中，其中並無經名，只不過說「三寂默」tini-moneyyani而已。

因為上述種種原因，所以單從這七種法門來看，必須理解為，阿育王時期的教說處於一段段「法門」的狀態，尚未達到將這些結合、整飭的經（sutra）的階段。因此不得不認為，這些在固定為四阿含、五尼柯耶前，在形式上似乎遭到了決定性的變化。學者從聖典發展史來理解這個阿育王碑文，說不定覺得沒有什麼重要的價值，但是也許不應這樣理解。因為兩千數百年前的事情，其實無法用我們的常識判斷，所以這樣的物證應該放在較優先的位置。但是以上的作法，只能就與巴利上座部經典的比較中來談，所以在與其他部派經典的關連上，就沒有嘗試著去考慮的必要了。但是很遺憾的是，漢譯之中找不到上述七經中
二、三、四、五、六等五經，因此無法具體地比較。但是阿育王法勅的第七經在漢譯方面記載為「羅云經」
，所以這一點與巴利的情況相同。

再者關於第四的Munigatha，一般認為在說一切有部系統中，這部經傳持為「牟尼偈」。應該注意，這一點，與巴利變成Muni-sutta不同。因為被視為有部傳持的漢譯《雜阿含》
卷四十九中記載，阿那律投宿在畢陵伽鬼子母的住處時，在後夜時分端身正座，誦「憂陀那Udana，波羅延那Parayana，見真諦Satyadrsti，諸上座所說偈Sthaviragatha，比丘尼所說偈Sthavirigatha，尸路偈Wailagatha，義品Arthavargiyani，牟尼偈Munigatha，修多羅Sutra」等「法句」。這與同樣取材自有部的
《根本有部律藥事》中所記載的，乘船出海的商人們，畫夜以妙音聲誦「嗢陀南頌、諸上座頌、世羅尼頌、牟尼之頌、眾義品」等，內容幾乎相吻合。這是梵文
Divya-avadana中記載，誦出「Udana-varga Sthaviragatha Wailagatha Munigatha Arthavargiyani Parayana Satyadrsti」，然而內容上卻有若干出入，不過大致符合。雜阿含與藥事中，使用了全然不同的故事，所以其中插入類似的法句一事，可以視為是顯示出在有部系統中，自古這些教說就整理好，以一系列經典的方式被傳持下來。這也可以對應到漢譯雜阿含的
巴利相當經典SN. I, X, 6, “PiyaGkara”中，只記載誦出DhammapadAni（法句的複數），而沒有明確表示誦了什麼法句。這似乎是因為持獨立經典的「法句」Dhammapada的巴利上座部，以及將其內容包含在Udana-varga之中來傳持的有部，兩者對「法句」意義的解釋也不同。同時一般認為，將MunigAthA變成了Munisutta的巴利上座部中，似乎也失去了彙整這一系列法句後加以傳持的內容。

關於這件事，總而言之，有部的雜阿含及根本有部律藥事中出現的「牟尼偈」MunigAthA，似乎相當於巴利經集〈蛇品〉第十二經Muni-sutta一事，由雜阿含中所列諸經典的相互關係，就可以輕易察覺。因此可知，其實在有部之中，長時間傳持與阿育王碑文相同經名的MunigAthA。

如上所述，故可得知，阿育王所列的MunigAthA與
尸路偈（世羅頌Wailagatha，Sela尼之偈，Sela尼對惡魔宣說身體無常的偈）等，都是當時在教團內部極受重視的經典。

再者大眾部所傳的《摩訶僧祇律》中，也可以看到使用「牟尼偈」的例子。亦即在其
卷二十七中指示，當布薩宣說波羅提木叉時，遇到小偷進入的規則。因為禁止在俗人面前宣說波羅提木叉，所以敘述，「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賊入者，即應更誦餘經，若波羅延PArAyaNa，若八跋耆經ASTaka-vargIya，若牟尼偈MunigAthA，若法句Dhammapaka。」這裡的「法句」與上述有部的用例不同，並非包括波羅延及牟尼偈的廣義情形，而是當作與之並列的其中一經。說不定是指Dhammapaka。總之這時候的牟尼偈，從一起列舉的其他經的關連來看，也可視為阿育王所示的MunigAthA。

接下來，將阿育王法勅的第一經對照「律藏中的四諦說」時，也應該看看在四分律及五分律中會有什麼結果？──十誦律及僧祇律中沒有佛傳──。

五分律
受戒犍度的佛傳的「最初說法」中，「最勝教說」表現為「諸佛常所說法」，表現雖然不同，不過有些可以看出意義。但是四分律
的佛傳的最初說法中，找不到與這個相當的明瞭的表現。因此最接近阿育王法勅的Vinayasamukase的表現，很明顯就是巴利律的最初說法中的BuddhAnaM SamukkaMsikA dhammadesanA。四分律因為是法藏部所傳，所以一般認為，逸失這句話的法藏部似乎與阿育王的佛教較無關係。但是公認同為法藏部所傳的長阿含
，其中的四諦說中，有些可以說是用「諸佛常法」的語詞來表現。而且公認為有部所傳的《中阿含》
中，形容為「諸佛所說正要」。這似乎可以看作是BuddhAnaM SamukkaMsikA dhammadesanA的譯語。因此可以說，有部藉著「牟尼偈」、「羅云經」和「諸佛所說正要」，保存了與阿育王的佛教形式十分接近的經典。

如上，漢譯系統中，與阿育王法勅的七經相關的資料並不充足，而由巴利經典探討的結果較為可靠。亦即阿育王時期的經典，尚未具有經典的形式，而以「法門」的形式傳持。換言之，還處於「不穩定狀態」。所謂處於浮重狀態就是能夠很容易地在上面作增廣或改變，而且這時也意味著，也許這些已經是受到增廣或改變的結果了。此時吸引我們注意的事實是，對照之前的學者的新舊判別的研究成果時，阿育王的七經應該不是只屬於古層的經典。但話雖如此，七經之中，三經屬於經集，但是卻沒有一集屬於經集中被認為最早期的ParAyaNa，只在ATThakavagga承認有一經（ATThakavagga 16. SAiputta-sutta）。但是因為宇井博士
的九分教說中，將經集的初四品對照九分教的「sutta」，因此阿育王法勅的第四、五、六經應該包含在其中，算是屬於古層。當然，這並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剩下的四經就沒有被包括在宇井博士的九分教的任何一支。根據其他學者的說法，這四經也不是特別屬於早期經典。因此僅從這一點判斷，不得不認為，在阿育王的時期，不只早期的法門，在某種程度上，連新的法門也已經存在了。然而如果是這樣的話，實在是無法極力否認，與這些類似的其他教說，當時也不存在。其實，就檢討七經內容來說的話，與這些類似的其他許多教說，當時已經存在了，這種看法似乎很自然。

如上，在阿育王時期，教說方面不只有古層，新層也已經存在，儘管為數頗多的教說已經存在了，但是經典的形式當未確定下來，似乎應該是處於不穩定狀態。因此阿育王時期的經律的信賴度，十分受限於佛陀與阿育王的年代間隔。如宇井博士所說，在佛陀的嫡傳弟子時期，教法似乎尚未固定化、類型化。因為佛陀的說法還犖繞在嫡傳弟子的耳際，所以大概會努力於企圖用從佛聞法時的形式來憶持。相對於此，到了再傳弟子的時期，因為應該是間接地聽聞教法，所以很容易儘量在教法中心來憶持。因此說法的場所不同，聽聞者也不一樣，如果說法的內容相同的話，也許就會將兩者合起來憶持。然而嫡傳弟子的情況下，自己聽到的教法是直接的，其他人所說的教法是間接的，所以即使是同類型的教說時，大概就不會做出合併兩者之類的事情。因此自再傳弟子的時期開始，開始將教法固定化、類型化，這個看法十分恰當。

宇井博士認為，嫡傳弟子時期在佛滅後三十年間，因此，對於自再傳弟子時期至阿育王即位年代的看法，若根據宇井說為八六毛，根據Jocobi說則為一八八年。但是在阿育王的時期，因為已經承認了「佛說」這方面的神聖性，所以不可能允許與阿育王同時期的增廣，所以至少再早三十年前左右時，也許佛說已經被整理出來了。因此再扣掉這三十年的話，宇井說就會變成教說形成期間為五六年，Jocobi說的期間就成了一五八年。應該理解為，前者的說法中，其世代約為兩代，後者則歷經七、八代。在有部的傳承中，自佛滅到阿育王的遺法相承
，為大迦葉MahAkAZyapa，阿難Ananda，末田地MadhyAntika，商那和修WANavAsa，優婆掬多Upagupta五代。雖然這是錫蘭傳
，但根據律的傳承，認為至阿育王為五代，世代數不合。亦即為優婆離UpAli、提沙迦Dasaka、蘇那迦Sonaka、悉伽婆Siggava、目犍連子帝須Moggaliputta等五人。因此南北咸認為有五代，大致上應該是吻合宇井說。但是在再傳弟子時期，也許還有長壽的嫡傳弟子，而在第三代時，再傳弟子中較長壽的人可能還活著，因此第四代的弟子保有的教法中，當然有可能附帶了大量的夾雜物，而可以視為，在其核中心部分，佛陀的教說被相當忠實地保存下來。宇井說中就認為，在這個時期，阿育王時期的法門正好已經形成了。相對於此，如果根據Jocobi所說，是歷經八代、九代的話，根據中間的人不同的傳持方式，也許甚至連中心思想都不免會產生變化。因此宇井說與Jocobi說相差一百年，從聖典發展史的立場來看的話，不單是量上面相異的問題，其實也包括質方面的不同。

那麼，如果試著考慮阿育王時期的教法的話，宇井說中，教法形成的期間為六十年前後，推測在這段時間內，經典無法達到完備的形式，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也許因為在兩三代的期間，要十分專心地在蒐集教法方面付出努力，所以分類整及形式化的部分還停留在很樸實的階段。因此如果認為，當時sutta或是suttanta這類形式（並非分教的sutta。九分教的sutta比現行sutta還早一個階段）也許尚未充分確立，也並無不可。因此如果就宇井說的立場來看的話，阿育王時期的教法被稱為「法門」一事十分合理。而且更進一步而言，一般認為，即使這個時期的教法在形式上還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這些教法也不是距離佛陀真正說法的時間十分遙遠。相對於此，Jocobi說會是什麼看法呢？Jocobi說中，應該將聖典形成的時間視為歷經六、七代，這是宇井說的三倍。因為傳承了六、七代，在每一個世代，教說必然會更為完備，因此可以說，給予教法十分充裕的時間去形成經典。當然，並非六代之間必定要成立「經典」這種形式，這是可能性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必須連同阿育王以後的狀況一起思考。

如前節已經敘述過的，阿育王的下一個世紀中，PeTakin（知藏者）、Suttantike（誦經者）、PacanekAika（通五尼柯耶者）等語詞，出現在碑文中。「知藏者」的情況中，因為並非指一藏，所以必須視為，至少經藏、律藏這兩藏已經成立了。接著，因為有「誦經者」的語詞，所以顯然當時經典的形式已經確立了。此一suttantika的sutta不是九分教的sutta，大概可以視為是新階段的sutta的用例。接下來，因為五尼柯耶的語詞，所以不可否認的，當時尼柯耶的分類已然成立。如果當時已經有藏的話，似乎也可以視為，這裡的尼柯耶意味著經藏已經分類成為五尼柯耶了。但是「通」或「誦」等，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做到，所以必須假定為十年或二十年，只是由於在這之前，照理說藏或尼柯耶的分類應該已經確立了，所以自然就必須看待為，藏、經、尼柯耶等的形式成立於阿育王以後百年內，或是在比這更短的時間。如果認為這樣的話，阿育王以後，必然以相當迅速的速度，進行教說的分類整理。如果試著將這個和阿育王以前作比較的話，其區分不就在於Jocobi說中，王以前稍微失去一段較長的時間嗎。亦即阿育王以前兩百多年的時間裡，教法幾乎還沒做到形式上的完備，然而其後的一百年內，就突然完成了，這樣的看法似乎稍嫌不合理了一點。

這件事也可以從教團分裂史的立場來談。佛教的教團分裂肇始於佛滅後百餘年的根本分裂，此事在南北兩傳的傳持中完全相同。因此如果根據宇井說的話，阿育王滅後，理應就進入枝末分裂的時期。是故如果從宇井說的角度而言，可以解釋為，在阿育王以後，經典急速地整理分類一事，導致教團分裂。可以認為，似乎應該是因為教團分裂，於是部派佛教內部對於護持教法更加強烈地關心，急速地完成了形式上的完備。也許是部派的分裂助長了部派間的對抗意識，而且也強化了對正法護持的自覺及關心。然而在Jocobi說中，這個理由其實成了反作用。在Jocobi說的情況下，必須視為在比阿育王還早一百年以前時，根本分裂就以經發生了。儘管如此，還是必須視為，到了阿育王時期，各部派之間為了護持正法沒有特別努力去結集教法。我想，如果承認這個推論的話，那麼就很難說明，為什麼阿育王以後的一百年間，會迅速地完成了經典形式上的完備工作呢？

如上所述，因此我認為，從佛教經典成立史的立場來看的話，應該是以宇井博士的佛滅年代論為較穩當的說法。但是，當然筆者並不認為只用這個理由，就可以決定佛滅年代論了。

３　結集傳說的價值與原始佛教的定義

我認為佛教經典成立史的研究，也如和辻博士的結論一般，一定要以異本的比較研究為主軸，但是這麼做就必須與部派分裂史的研究同時進行。因為異本的比較研究，如果忽略傳持此異本的部派的部派分裂史立場的話，就無法決定其價值了。同時，部派分裂史的年代，對於判斷經典成立年代的根據也有幫助。

如前所述，一般的學者對結集傳說投以懷疑的眼光，而其中的確有很多傳說的部分。因此為了要將結集傳說利用在歷史研究的資料方面，一定要採取慎重的程序。不過我認為，因為我們在漢巴藏方面已經擁有了十分豐富的資料，所以如果適切地活用這些資料的話，要自傳說中篩選出歷史的成分，也並非不可能的事。例如在根本分裂的研究方面，不可忽略律藏「七百犍度」的記載，但是這個七百會議的內容為何？從來就不怎麼受到重視。根據上座部系諸律的話，認為七百會議的議題是「十事」問題。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根本有部律等，都是如此記載。而且除了兩三個例外之外，十事的每一個項目也都很一致。因此只根據上座部系諸律，則七百會議的內容似乎是十事問題一事，毫無懷疑的餘地。但是大眾部的摩訶僧祇律中，完全沒有提到十事，反而提到了「五淨法」之類的事。因為以往沒有對十事的每一項作細部研究，所以它與五淨法的關係也沒有受到重視。但是如果就兩者作比較研究的話，就很難將「十事」視為是七百會議的中心問題。只是放棄這類問題之後，就無法正確地評價部派分裂史中，七百犍度的資料上的意義。

或者是，一般都認為，部派分裂的資料方面，在南傳與漢譯、漢譯等之間，有無法會通的矛盾對立之處，但是一直都傾向於圍繞著阿育王的年代來研究。但是在阿育王的年代上，南北之間有無法去除的矛盾，只不過如果僅就部派分裂的問題來看的話，矛盾就不一定這麼難以會通了。

如上，因此我認為，我們並非絕對不可能闡明部派分裂史。而且希望藉著將其結果適用於異本的比較研究上，清楚地介紹根本分裂以前的佛教。我們將如此做而得到的佛教命名為「原始佛教」，我認為十分適切。宇井博士
將包含佛陀及其嫡傳弟子的思想的佛教，命名為「根本佛教」，但是此一根本佛教無法自現存資料中擷取出來一事，已由宇井、和辻兩博士說明過了。因此我們在次善之策方面，必須要檢討，是否能夠將根本佛教之後的佛教，即部派分裂以前的佛取出？這裡，「原始佛教」就成了重點。但是所謂原始佛教，並非指不包括佛陀及其嫡傳弟子的以後的佛教。因為已經無法確定根本佛教了，所以當然就不能決定其他的佛教。因此「原始佛教」的情況，其實也有包含根本佛教式教理在其中的意思。但是這樣的原始佛教，自然也不可能從現存資料中原封不動地擷取出來。。

由於巴利資料中，阿育王之後的改變也相當大，而且在利用漢譯等翻譯資料時，幾乎作不到原語的研究，所以即使把重點放在原始佛教，也完全不可能全盤重現其古用語。因此，和辻博士
僅遵循檢討諸家方法後所得的「漢譯諸異本及巴利本之比較對照」的方法，即使稱之為原始佛教，畢竟也只不過就思想內容的角度來說。然而我們希望藉由律藏來研究的，並非原始佛教的教理，而是其教團組織。換句話說，就是研究原始佛教的僧伽的意思。

為了要確立從上述立場來談的原始佛教，必須經由異本的比較，釐清可以排除哪些被部派增廣的部分。但是這個工作不能只堅持比較的異本數目。例如
，如果根據錫蘭島史、大史等，認為自上座部分派出化地部及犢子部，再從犢子部分出法上部Dhammuttarika、賢冑部BhaddayAnika、密林山住部ChandAgArika、正量部Sammitiya四部。認為自犢子部分出這四部這一點，異部宗輪論也相同
。異部宗輪論中主張，這是在佛滅三百中的事。因此不得不說，即使就阿含來比較四部的異本的話，當這四本是這四部傳持的情況下，兩者一致的部分的價值，有勝過前者之處。因此異本的數目如果很多的話，不能只因為如果就說可靠度很高。在作異本的比較研究時，先決條件應該是要先確認傳持的部派。然而這一點，在阿含及律藏中的情形截然不同。如果是阿含，異本的數目很少，但是其傳持的部派不明。相對於此，律藏方面的異本數目很多，但是傳持部派清楚。因此我們在研究阿含時，無法確定始佛教的場合，也有可能經由律藏來研究原始佛教的教團組織。以下即說明這一點。

此外在這裡必須反省的問題在於，為了確立原始佛教，異本的比較研究是否是最適當的方法？贊同此事的大前提是，部派分裂尐後的佛教各派，各各獨立傳持聖典，而且部派相互間沒有產生影響。例如如果在距離枝末分裂進行的時期十分遙遠的後代，碰巧大眾部上座部住在同一地區，相互受到影響後，自己傳持的聖典被其他派的教改變，那麼，這樣的資料比較在原始佛教研究的方法方面，全然沒有助益，這一點自不待言。但是似乎應該考慮到，在歷經數百年的部派佛教並存時期，除了各部派各個縱的傳承之外，也可能有橫的相互影響。因此由於可能招致關於這一點的大錯，所以自然就不可以忽略現存資料的固定的年代，以及在這之前的部派佛教的分布的狀態及相互交涉等。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們受部派佛教教團史資料不足所誤，不可能作完整的臆測。至多就做到慎重地清查現存資料的內容，注意不錯過這樣的後世影響。因此雖然稱為原始佛教教團，站在我們的立場，處於這種只能期待相對性成果的狀態，是不得已的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夠能從律藏中得到比阿含研究還豐富的資料。關於這件事，我想要就資料的比較研究，具體地闡明這一點。

４　異本的比較研究與律藏

阿含經研究的資料方面，主要是巴利五尼柯耶及漢譯四阿含。當然，阿含的研究資料應該不只這些而已，而且除此之外，漢譯中有別譯雜阿含，還有更豐富的別出單經的翻譯。此外梵本及藏譯等都有少數的資料。其中，巴利的五尼柯耶是上座部所傳持，只承認巴利傳承，沒有懷疑的餘地
。與此相反的，關於傳持漢譯四阿含的部派，自古就沒有確切的傳承。因此，慈恩大師
根部派佛教的研究，判定四阿含皆由大眾部所傳持。相對於此，法幢
在其《俱舍論稽古》中反對此說，判定中、雜兩阿含為有部所傳，增一阿含為大眾部所傳，長阿含為化地部所傳，別譯雜阿含為飲光所傳。此一慈恩及法幢的主張清楚地顯示出，漢譯四阿含的傳持的部派自古便沒有定論。換句話說，在這些經典翻譯之際，並沒有將是譯何部派的阿含保留下來。但是法幢的研究因為是研究被部派論書所引用的經典等的結果，所以是有根據的看法。因此近代學者經由新的研究方法，訂正為
長阿含是法藏部所傳，並認為別譯雜阿含的傳持部派不明，但是中、雜兩阿含為有部所傳一事，在現今的學術界中都承認法幢的說法。而且漢譯增一阿含為大眾部所傳一事，為慈恩大師以來的說法，近代學者對這一點也持肯定態度。

但是增一衛含為大眾部所傳一事，沒有任何確實的論據。其實從內容的檢討上來看，很難認為增一阿含屬於大眾部。和確定為大眾部所傳的摩訶僧祇比較之下，有種種相異之處。相對於
僧祇律宣說九分教，增一阿含
則列出十二部經。此外相對於僧祇律
以長、中、雜、增一、雜藏的順序，列出阿含，增一阿含
的列出四阿含的順序為增一、中、長、雜阿含。第三，相對於僧祇律
說明雜藏的內容為，「雜藏者，所謂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如是等比偈頌，是名雜藏。」，增一阿含
則記載為，「方等大乘義玄邃，及諸契經為雜藏」，兩者的雜藏內容不一致。進而，分別功德論
為增一阿含的注釋書，但是其中提及「外國師」，介紹「薩婆多家」之說，並認為兩百五十戒與五百形是「俗戒」，且斷為「聲聞家之戒」。即使是大眾部，因為是聲聞乘，所以大眾部有這樣的表現並不令人訝異。而且在分別功德論中敘述，「眾僧」之中有羅漢僧、緣覺僧、大乘僧。這一點也無法被大眾部的比丘說接受。因為增一阿含及分別功德論中有許多大乘表現，不難將此認為是一大乘教徒所傳持的經典，而要認為是部派佛教內部的大眾部所傳持的，就有困難了。不過根本沒有任何正面的根據，認為增一阿含是大眾部所傳，所以我認為，將增一阿含的所屬部派看待為不明，比較妥當。如上，漢譯阿含並非同一部派所傳，但最後卻合為四阿含，因此藉由將此與巴利尼柯耶作比較，就可以做到異本比較。但是原則上，這些只能比較兩部派的異本。只是，在異譯單經或是包含別譯雜阿含的經典的情況下，有可能作這樣的比較；但是因為別譯雜阿含的所屬部派不明，所以別出單經的部派時常也無法確認。然而應該注意的是，一般認為，四部四阿含的傳持部派，除了增一阿含的所屬部派不明外，其他都是上座部系所傳。也就是說，在阿含的研究中，單用漢巴比較的方式，導出根本分裂以前的原始教的教理，在學術上可以說是相當困難。但是這件事並非意味著，無法從阿含研究中取出原始佛教。因為可能還有其他的研究方法適用於阿含。

總之，阿含的比較研究上，異本的數目很少，而且在實地進行比較的場合中，有很多部分不一致。這顯示出有很是後代改變、增廣的，而這大部分是源自阿含本身的性質。阿含是宣說教理的經典，然而在它採取對機說法的情況下，自然就會也包含文學式表現在內。首先，從宣說教理的點而言，為了使對方更清楚地理解其教理，很容易產生插入
說明性注釋文句的情況。或者很容易做出並列、增廣類似教說等事。這樣的事實，經常可以在異本的比較中看到。接著，在文學式表現方面，很容易附加潤飾性說明。為了強調佛陀的偉大，或是要顯示教化的卓越，說明的文章很明顯地會容易作文學式潤飾。但是應該注意的是，如上述的教理上的增廣及文學式潤飾，都可以經由傳誦者個人的想法來執行。由於這種情況，在尼柯耶及阿含的比較中，如果只對這些經典名稱作比較的話，就可以看到漢巴之間有頗多相當經典具有一致性。從
姉崎博士及赤沼智善師詳細比較漢巴後所得的結論中，也清楚表示了這件事。亦即經典與經典的比較中，應該很容易論證四尼柯耶與四阿含分離自同一個源頭。但是在每一個經典方面，一比較其內容才發現，兩者很少有逐語一致的地方，所以到底到什麼程度可以稱之為一致，這個部分一直相當模糊。因此
宇井博士也說，「只是說一致、共通，名稱是很好聽，但是事實上則極為模糊」。而且和辻博士藉由可以比較五種異本的大般涅槃經，實際說明了這些觀點。

如上，阿含的研究中，異本的比較研究這個方法也因為受制於其資料，而有無法充分發揮之處。相對於此，律藏與阿含不同，可以比較的異本很多。進而關於增廣改變的部分，律藏也具有與阿含不同的性質。因此在律藏中，比較研究異本的方法，可以收到比阿含更確實的效果。律藏的廣律方面，除了巴利上座部的律外，就有有部的十誦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大眾部的摩訶僧祇律、藏譯、漢譯以及部分存在於梵本的根本有部律等六種異本。關於這些廣律的傳持部派，是由很堅定的傳承所傳持下來的，同時，由內容研究的結果來看，也可以證明這個傳承的確實性。廣律有以上六種，而波羅提木叉還有更豐富的異本，可以比較十幾種異本。因此在波羅提木叉方面，應該可以推定出比廣律更確實的原始形。如上，律藏的研究中，在異本數量方面，已經具備了遠比阿含更有利的條件。

接著關於內容的改變增廣這一點，律藏與阿含的性質互異。律藏的目的在於明示僧伽的組織及規則，所以傳持時，不能輕易地因為律藏傳持者的個人創意及判斷，而改變規則或是變更組織說明。因為這些是僧伽全體人員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實踐的。改變規則必須要僧伽全體人員同意。在阿含的情況，大可以由傳持者的主觀判斷，對傳承內容作改變；而律藏之中幾乎可以說沒有這種可能。在這裡，律藏傳持的客觀性受到認可。此一律藏傳持的性質，應該可以在異本的比較中，實地確認。如上所述，律藏中的異本很多，但是在僧伽的組織及規則說明方面，異本間的一致性十分明顯，非阿含所能及。當然，在律藏中，如因緣談等一些極為不穩定的成分，也不可忽略。因此，如果比較這些部分的話，理應無法一致，但是這只是在資料的性質上而已，應該考慮這樣的性質，判斷資料價值。只是，關於傳持者個人的意見無法改變的部分，如果僧伽的組織及規則被改變的話，反而會漠視傳承者的意向，傳承的內容有不得不改變的地方。這樣的改變，也許在原始佛教時期就有了，同時可能在部派佛教時期也有產生。

廣律中極不穩定的部分，即所謂的「因緣談」。因為這極不穩定，所以如果說在我們的研究中是否沒價值呢？不一定如此。因緣談是在制定律的條文之後，指示其來歷的故事，主要包含波羅提木叉的注釋部分。此外犍度部也有存在一些。因緣談是故事，其中應該沒有包含律的規則。因為是故事，所以具文學性質，因此很容易有改變及增廣。因此在異本的比較中，吻合的部分很多。一般認為，在這個因緣談中，有些地方也有包含實際成為制戒因緣的歷史事實，但是很多時候似乎是為了要配合其形式而假託的故事。因此，也有律藏以簡單的形式來宣說因緣談，其中在同一個規則中同時宣說許多種因緣談，增廣這一點的律也有，並不一樣。而且極端增廣這樣的故事的，是根本有部律中可以看到的龐大的avadAna文學。如此一來，由於因緣談並非律藏的中心要素，所以就可以自由增廣，異本之間也有了極大變化。因此，我們著眼於這一眼，認為藉由檢討因緣談的增廣及改變的程度，可以應用在判定廣律現在形成立的新舊及年代。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部分也對資料的研究有助益。

上述為律藏資料論的性質與阿含不同之處，和阿含相較之下，律藏資料論的價值較殊勝之處。

四  研究順序與資料

１　研究順序

以上述對律藏的認識為基礎，在著手研究之際，所訂定的目標，當然就是要開拓部派分裂以前的資料。這要借助諸異本的比較研究。但是為了完成這項工作，就必須決定傳持諸律本的部派，並確定部派的分裂史。關於傳持律藏的部派，有必要從兩個方面探討：一、從傳承律藏的方向研究；二、從檢討律藏內容來斟酌其傳承。律的資料大部分都保存在漢譯中，所以關於這些資料所屬部派的傳承，就一定要仔細研究漢譯資料。但是漢譯諸律方面，同時還要進一步考慮到翻譯的情況。漢譯律典中，題為翻譯的，其實包含有中國撰述的律典，所以必須要分辨清楚這些。接著，在實際上是翻譯的律典方面，有關譯者及譯出年代，經錄及大藏經的記載中有相當程度的錯誤。因此在利用資料之前，必須要釐清這些地方。在本研究中，下一章題為「關於翻譯的研究」，準備要就每一部律典譯出的真偽、譯出年代、譯者等作研究，同時還要深入探討傳持部派的傳承。

接下來在漢譯資料以外的律典方面，有巴利文資料、梵文資料、藏譯資料等，此外也可以看到一些西域語的斷片。巴利律及藏譯資料的數目較少，其資料性質也很單純，所以在此僅列舉內容以及說明所屬部派。其次，梵語資料大部分是斷片，除了根本有部律的相關梵本外，其他都殘破不堪，很多都是小斷片，所以可以利用於律的內容研究的部分很少。不過在這裡盡可能蒐集之前所報造的資料，也盡可能努力於決定與其他律典的關係及其所屬部派等事宜。進而作利用於內容研究的準備。

接著關於傳持部派的傳承，有必要檢討律典的內容並探究其真偽。但是此事應當是研究全部律典後所得的結論，所以照理說本研究全部都與此有關，故並未特為這個問題另闢一章。取而代之的是，不斷地留意這一點，努力於闡明資料所屬部派。特別是也可以和律典以外的經論等內容作比較一事，會留意這一點，並加以檢討。

其次部派分裂史的研究，因為是其本身的大問題，所以無法隨著律藏研究來處理。因此在此決定依賴以往的研究。但是從律藏的研究方面，有許多地方有助於這個問題，所以在闡釋這些地方，反省以往的研究的同時，只能補足部派分裂史的研究。

律藏的資料可以分為四類：波羅提木叉、羯磨本、廣律以及注釋文獻。律的注釋文獻很明顯地，是部派分裂以後產生的，所以在企圖釐清部派分裂以前的資料的這個研究中，不把這些注釋文獻當作是直接研究的對象，只利用在參考文獻方面。其次廣律的現在形是部派分裂以後整理完成的結果，此事預定留待後章於內容研究上解釋清楚。但是如此一來，連其原形的成立是否往後推到部派分裂以後一事，都無法遽下定論。因此我們的研究中，一定要將廣律的資料性質探討清楚。

廣律的中心部分為「經分別」與「犍度部」。前者是「波羅提木叉」的注釋，後者與「羯磨本」有關。波羅提木叉比經分別還早成立一事，從許多地方可以容易地推論出來。但是不能只以這個作為原始教團的研究資料，所以必須設法自廣律擷取較早的部分，盡量加以利用。廣律的成立年代的研究方面，其中的「經分別」的成立年代必然是重點，而對整個經分別作異本的比較研究一事，因為份量很大，所以不可能做到。但是經分別大致上由因緣談、條文解釋、判例適用等三個部分構成，所以關於各個部分的特徵，如果比較研究諸異本的話，關於經分別的資料性質及異本間的先後順序等，都有可以得到結論。特別是包含在因緣談中的「apadAna, avadAna」（教訓譬喻）的比較研究，在判定諸律典成立的先後順序上，是十分有力的資料。因緣談本來是說明戒條制定完成的因緣的故事，但是收錄於現存律藏中的因緣談，有許多與其說是實際發生的事，其實大部分都是虛構的故事。可是因為大多是訓誡性質的故事，所以就有加入「教訓譬喻」的餘地。而且因為這與律的規則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就可以和律不相干地自由增廣了。因此諸律的apadAna的數量各不相同。其中可以很明確地看出發展階段。所以藉由比較研究這些，就可能判定諸律成立的新舊。因為未必較早分裂出去的部派的律較舊，較晚分裂出去的部派的律就較新，所以現在形的新舊必須就現在形來決定。藉由如上所述的過程，我們研究「經分別」的現在形，而且也考慮到部派分裂史中所屬部派的立場，企圖決定律典的資料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決定在第三章提出「從經分別的成立來看諸律的新舊」。

如上所述，因為經分別所根據的就是波羅提木叉，所以部派分裂以前的律的研究方面，這是最重要的部分。現存關於波羅提木叉的資料十分豐富，因此藉著考慮與經分別關連的同時，比較研究諸資料，理應可以闡釋出能夠以什麼方式來擷取部派分裂以前的資料。因此緊跟著經分別之後，就必須處理波羅提木叉。

接著在廣律之中，僅次於經分別的重要部分為「犍度部」。至於要如何自犍度部中取出廣律形成以前的素材，是個困難的問題。之前必須要先說明諸律犍度部的現在形成立的新舊。因此似乎必須就整個犍度部進行異本的比較研究，然而這也由於分量的關係而不好處理。雖然全體的比較很困難，不過受戒犍度的「佛傳」的比較則有助於上一目的。佛傳本身當然與律沒有關係，但是在受戒犍度中含有佛傳方面，則有自有其合理的解釋。藉由探究這個理由，就可以明白受戒犍度集者的編集意圖。如果能明瞭編集意圖，則可以理解許多律藏成立的問題。如此一來，就有可能推知受戒犍度的原形了。但是受戒犍度的佛傳之後逐漸偏離本來的意圖，而從佛傳本身的立場去增廣。所以諸律受戒犍度中所擷取的佛傳各不相同。根據比較研究這一點，就可能推測到諸律受戒犍度的現在形的固定年代的新舊。當然，受戒犍度成立的新舊並非可以無條件地全盤適用於其他犍度成立的新舊上，不過大致上這個結論適合用在整個犍度部。因此在這裡要藉由受戒犍度的佛傳，來探討度部成立的新舊。

接著，參照如上的結論的同時，還要探討：比較研究犍度全體的組織，取出犍度部原形一事是否可行？形成犍度部中心的是「羯磨」kamma, karman，而將之彙整起來成為「羯磨本」KammavAcA, KarmavAcanA。雖然波羅提木叉比經分別的成立還早，可以比經分別的研究更容易得到結論，但是羯磨本與犍度部的關係卻無法這麼簡單就下定論。現今殘留下來的羯磨本為不多。由於羯磨本的資料不足波羅提木叉這般完備，所以難以確定其成立年代。其實羯磨本的成立似乎比犍度部還早。此外因為種種理由，羯磨本無法用和波羅提木叉同樣的方式處理。因此很難將羯磨本視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只能做到利用為探求犍度部原形的資料之一。

為了要闡釋犍度部的成立，特別是與其傳持部派的關係，有必要研究處理第二結集的「七百犍度」。一般認為，七百犍度的研究有助於了解部派分裂史的地方頗多，而且在犍度部之中，與「五百犍度」同樣都較晚成立。因此此一犍度的研究，在清楚犍度部的現在形成立方面，十分重要。同時在了解七百犍度的成立時期的「律的內容」上，也提供有力的資料。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決定要研究「七百犍度」。

藉由研究受戒犍度與七百犍度，掌握到犍度部的最初與最終，如果進一步從組織犍度部的三個部分來研究犍度部的話，我認為犍度部的問題就差不多解決了。企圖藉此明白犍度部的原形是什麼樣。將這個結果與波羅提木叉的研究結果合併探討後，預計釐清律的原始形為何，並了解這些是否能作為原始教團的研究資料。

以上的研究中，沒有將「附隨」ParivAra的部分列入探討範圍，但是巴利律的「附隨」成立較晚，與經分別或犍度部的成立情況不同。因此即使從成立的角度來看，也認為附隨與前兩者分開探討較妥當。連這個部分也加進來一起討論新舊的話，反而會對資料作錯誤的評斷。巴利律中清楚地區分了「經分別」SuttavibhaGga，「犍度」Khandhaka，「附隨」ParivAra三部分，而其他律在這方面不一定有清楚的區別。因此關於針對巴利的「附隨」，對照其他的每一個部分，有許多地方無法簡單決定。特別是十誦律與四分律方面，存在了大量遺漏的經分別及犍度部的部分，其中也有許多重要的資料。這些顯然比巴利律的附隨比擁有更多較早成立的要素。而且僧祇律正如上座部系諸律那樣，將犍度部歸納得很明顯。因此連同屬於十誦與四分的附隨的資料，也與僧祇律合併，彙整在一起。如上，附隨的部分的資料價值不同，所以如果不全部採用的話，不是十分恰當，但是機械式地比較研究附隨部分的作法，不算正確處理資料。因此在這裡，決定視需要採用「附隨」的部分。

立足於上述的律藏的資料研究的成果，可以進一步作內容上的研究，內容的研究簡直可以說就是原始僧伽的研究，所以在資料論方面的研究，就以上述內容告一段落。

２　研究資料的種類

如上所述，律藏的研究資料可以大致分為巴利文資料、漢譯資料、藏譯資料、梵文資料四類。這四類資料各有特色。第一的巴利律是屬於一個部派的，但是全部完整地保存下來，從以原文保存下來的角度而言，價值很高。

接著的漢譯資料，雖然在翻譯上有不利之處，但是資料十分豐富。並非一個部派的產物，而是保存了許多部派的廣律、波羅提木叉、羯磨本、注釋等種類。在比較研究的資料方面，是最有力的資料。

第三的藏譯資料，是根本說一切有部律MulasarvAstivAda-vinaya。義淨所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並非完整的翻譯，犍度部中有缺本。但是藏譯為完整本。在這一點上，藏譯有其優點。

第四的梵文資料並完整，為發現自喀什米爾及中亞的寫本類的公開發行物。至今所發表的，主要屬於說一切有部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屬於大眾部的僅存少數。但是也有發現後沒有公開發行的，而且因為今後也許還有可能發現，所以梵文資料將來還有希望會再增加。但由於這些是在遺跡發現的古寫本類，所以幾乎全都破損不堪，文章到處都有脫落，令人十分惋惜。但是藉由這些資料可以推斷出與巴利律不同類型的梵文律典的原本，從這點來看，梵文資料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其中，漢譯資料部帙浩繁，內容也較複雜，所以決定於下一章中探討，這裡則列出其他三種資料來討論其性質。

３　巴利律相關資料

據島史及大史所傳，巴利律隸屬上座部TheravAda，是由分別部VibhajjavAdin傳持的律藏。但是也有學者
懷疑上一傳承。當然，即使每一個資料中都有值得懷疑之處，但是大致上來說，錫蘭佛教屬座部系統，似乎是不可否認的事。而且現在尚未找到正面的資料，來否定錫蘭佛教就是上座部一事，我認為承認此一傳承是很穩當的。我們無法取得要更深入地研究這一點的資料，因此在這裡，決定立足於「錫蘭佛教屬於上座部」的大前提。換句話說，也許可以看待為，如同自上座部分派出來的有部及法藏部或犢子部等，錫蘭佛教並非繼承上座部的枝末部派，而是繼承分出枝末部派後，留下來的上座部本身的流派。當然，因為錫蘭佛教的三藏是以巴利語傳持，所以在這一點上，擁有最優秀的資料價值。巴利律的相關資料如下：

(1)
Vinaya-piTaka

為巴利律的廣律。根據島史及大島史記載，在阿育王時期，由摩喜陀將三藏傳到錫蘭。三藏於阿育王時期已經成立一事，是毫無疑問的，而其後如果中印度和錫蘭之間也保持連絡，則中印度所產生的三藏，應該有可能傳到錫蘭去。但是錫蘭佛教自何處移入這一點，學者的意見紛歧，不清楚之處頗多。錫蘭佛教傳入的年代及中印度佛教移出的地點如果確定的話，那麼就可以十分清楚初期錫蘭佛教的部派性質了。但是現階段談不上有什麼可靠的資料，只是大體上而言，似乎可以說，支持
島史及大史傳承的學者較多，尤其和阿槃提（Avanti）有很深的關係，這個地方有摩喜陀母親的出生地卑地寫（Vedisa, VidizA(Bhilsa)），及阿育王曾任太守的優禪尼（UjjenI）
等地。總之，根據
錫蘭傳承的記載，西元前一世紀的瓦塔賈瑪尼王（VaTTagAmaNi）時期，三藏被書寫下來；所以只要相信此一傳承，就可以視為，錫蘭的律藏自此以後遭到重大變革。但是嚴格說起來，必須採用的方法是，根據五世紀的佛音的律的注釋《SamantapAsAdikA》，從所注釋的內容推斷出佛音時期的律的組織。

巴利的律藏歷經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三年，由
Oldenberg發行了五冊羅馬拼音版。這是基於傳承於錫蘭及緬甸的寫本，來決定原典的評論性刊物。此外，據傳在
一八五三年由泰國王室以泰文出版了三十九冊巴利三藏，但是如今我們能夠利用的，是同樣由泰國王室於一九三○年出版的四十五卷本三藏。其中，律藏佔了最初的八冊。再者，在一九五五年，在緬甸召開了ChaTTha-saGghAyanA，舉行三藏的第六結集。並以緬甸文出版三藏，因此其中也有包括巴利律藏。

(2)
PAtimokkha（波羅提木叉、戒經）

據載，巴利律的波羅提木叉最早由
 Minayeff及Dickson出版，如今這些皆已佚失。其後似乎沒有發行羅馬拼音版。由於巴利波羅提木叉主要部分的比丘兩二十七學處及比丘尼三百十一學處，都包含在Oldenberg的VinayapiTaka中，因此也許是因為從學處研究的立場，沒有必要特別出版波羅提木叉吧。但是波羅提木叉並非只由學處組成，之前有「戒序」，學處結束後也有附加「七佛通戒偈」等。（但是巴戒經中沒有七佛通戒偈。）因此，從廣律選出的巴利波羅提木叉的形式是不完整的，必須知道現在南傳佛教徒實際上使用的形式。在錫蘭、緬甸、泰國等，都已經各以其國語出版了波羅提木叉，
由這些國家的波羅提木叉發現，在「戒序」前，巴利戒經獨自的偈文似乎是被附加上去的。此事也可以從佛音的戒經注釋
KaGdhAvitaraNI中推測出來。但是最近由Poona所出版的
 PAtimokkha，直接就從NidAna開始，沒有上述的偈文。這份原典包含有Bhikkhu-pAtimokkha與BhikkhunI-pAtimokkha，使用天城體。但是此一原典是為大學的巴利文課程所編的，底本等也沒有說明，不知道是根據哪些資料。嚴格說來，很難列入評論性刊物。

(3)
SamantapAsAdikA
(4)
KaGkhAvitaraNI
兩書都是佛音針對律的注釋。前者是對廣律的注釋，後者是對波羅提木叉的注釋。SamantapAsAdikA已由
高楠、長井、水野三博士校訂，共七冊，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七年間，巴利聖典協會出版。泰國的三藏注釋中也有兩冊，這些並非完整本，只是經人別的注釋部分而已。此外，漢譯《善見律毗婆沙》十八卷為SamantapAsAdikA不完整的翻譯一事，如
高楠、長井等博士所解釋的那樣。

接著，KaGkhAvitaraNI是對比丘戒文、比丘尼戒文簡潔的注釋，原典於一九五六年由
Dorothy Maskell校訂，巴利聖典協會出版，共一冊。

(5)
KammavAcA
在巴利佛教，犍度部中的羯磨也被彙整起來，編集為羯磨本。由H. Baynes在一八九二年，發表於A Collection of KammavAcA, (JRAS, 1875, pp.1-16)中，接著自一九○六年起的七年間，由G. L. M. Clauson出版了A New KammavAcA, (JPTS, 1906, pp.1-7)。但是很遺憾的是，這些已經佚失，因此也無法檢討其內容。所以，連這些著作是採取什麼方向成立的，都無法得知，而巴利羯磨本似乎不是早期成立的。因為「經分別」及「犍度部」中，並沒有提到這種羯磨本存在的文章。和波羅提木叉被廣律到處引用的情況大相逕庭。羯磨本連在附隨中都沒有提到。甚至佛音似乎也沒有針對羯磨本的注釋。
Geiger認為，巴利律的羯磨有十七種，然而其計算方式卻沒有說明。

以上是關於巴利律的研究資料。

４　藏譯律藏

藏譯本為根本說一切有部律（MulasarvAstivAda-vinaya）的翻譯。此事從各個地方探討後，毫無懷疑的餘地。根本有部律因為內容極其龐大，所以並沒有和其他部派的律藏一樣，將全部都整理為一部。這個情形，漢譯和藏譯都相同。藏律在
？版及德格版中，位於經部（bkaH Hgyur）的最初，以及論部（bstan Hgyur）的中間；在北京版則被置於經部最後及論部中間。但是律文獻的排列方式則各版都一致。首先，經部包含以下七部。

(1) Hdul-ba gshi, Vinayavastu  律事

翻譯者  SarvajJAdeva (KashmIr), VidyAkaraprabha, DharmAkara (KashmIr), Dpal-gyis lhun-po.

審定者  VidyAkaraprabha, Dpal-brtsegs.

屬於其他律的〈犍度部〉，和後面所列的〈律雜事〉合起來，形成其他律的犍度部。但是由於根本有部大多含有譬喻，所以在份量上遠比其他律的犍度部龐大許多。〈律事〉中包含〈出家事〉（Rab-tu-HbuG-baHi gshi, PravrajyA-vastu）以下的十七事（vastu）。只存在漢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四卷》以下的「七事」。漢譯與藏譯的對照，於本書第六章中處理。

(2) 
So-sor-thar-paHi mdo, PrAtimokSa-sUtra  波羅提木叉經

Jinamitra譯

KluHi-rgyal-mtshan譯．閱．審定

相當於其他律的波羅提木叉。除了包含在大藏經外，由Vidyabhusana增添英譯後，出版原典。So-sor-thar-pa; or a Code of Buddhist Monastic Laws; Being the Tibetan version of PrAtimokSa of the MulasarvAstivAda School, ed. And tr. By S. C. Vidyabhusana, (Journ. Of the Asiat. Soc. Of Bengal, March & April, 1915, pp. 29-139.) 漢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卷，與此相當。

(3) Hdul-ba rnam-par-Hbyed pa, VinayavibhaGga  律分別

Jinamitra譯

KluHi-rgyal-mtshan譯．閱．審定

相當於其他律的〈經分別〉中的〈比丘分別〉。亦即比丘波羅提木叉的注釋。漢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與此相當。

(4) Deg-sloG-maHi so-sar-thar-paHi mdo, BhikSuNI-prAtimokSa-sUtra  比丘尼波羅提木叉

Jinamitra譯

Cog-ro, KluHi-rgyal-mtshan譯．閱．審定

比丘尼的波羅提木叉。漢譯中，《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一卷與此相當。

(5) Deg-sloG-maHi Hdul-ba rnam-=par-Hbyed-pa, BhikSuNI-vinayavibhaGga  比丘尼律分別

   翻譯者  SarvajJAdeva, DharmAkara, VidyAkaraprabha, Dpal-gyi lhuJ-po.

   閱．審定者  VidyAkaraprabha, Dpal-brtsegs

為比丘尼戒經的注釋，與前面的「律分別」同屬其他律的經分別。漢譯中，《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二十卷與此相當。

(6) Hdul-ba phran-tshegs-kyi gshi, VinayakSudraka-vastu  律雜事

   翻譯者  VidyAkaraprabha, DharmaZrIprabha, Dbar-Hbyor

由標題看來，理應相當於其他律的《雜犍度》，但是內容上，範圍更廣。換句話說，此一《律雜事》也包括其他律的五百犍度及七百犍度等，此外連相當於其他犍度的也包含在內，幾乎擁有相當於其他律的五犍度的內容。這一點放在第六章檢討。漢譯中，《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四十卷與此相當。

(7) Hdul-ba gshi bla-ma, Vinaya-uttaragrantha  無上戒律科（律上分）

   譯者缺

應該是對應到其他律的「附隨」，漢譯中缺此，而且也成立得較晚。此外，根據大谷大學的《北京版目錄》，北京版中，除此之外，還列舉出數種歸類於「無上戒律科」的經典。

以上是相當於其他律的廣律及戒經的部分。

接下來，包含在「論部」的律典為四十五部（北京版  Nos. 5605-5649），或是四十六部（德格版  Nos. 4104-4149）。《影印北京版》中，收錄在第一二○卷至一二七卷的八卷中。北京版與德格版中，內容有一兩個異同，除此之外，順序、內容幾乎都一樣。這裡就略去列舉內容的工作，內容包括了波羅提木叉的注釋、犍度的注釋、羯磨本．沙彌戒的解說書，以及異部分派解說（異部宗輪論）及許多譬喻等。

至於北京版，包含於第一百二十卷至一百二十二卷的七部（Nos. 5605-5611），為比丘的波羅提木叉的注釋類。特別是其中的No. 5606 Hdul-ba bsdus-pa, Vinaya-saMgraha（律攝），被比照為漢譯中義淨譯的《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影印北京版第一二○卷。東北目錄  p. 625, No. 4105）作者為漢藏及ViZeSamitra（勝友）。而No. 5614是比丘尼波羅提木叉的注釋。

收錄於影印北京版第一百二十二卷中的Nos. 5615, 5616兩部，是犍度部的注釋。

接著，收錄於第一百二十三卷至第一百二十七卷中的Nos. 5619, 5621-5624五部，是包括了整個比丘戒、比丘尼戒及犍度部的注釋，大部分的篇幅都很大。

包含在第一百二十三卷的Nos. 5620 Las brgya rtsa gcigs-pa, Ekottara-karma-Zataka（百一羯磨），雖然沒有被比照為義淨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不過是十分類似的經典。

接著，No. 5625 Hdul-baHi leHur byas-pa, Vinaya-kArikA（律頌），比照為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作者一致，同樣都記載為Sa-gaHi lha (ViZAkhadeva)，漢譯「毗舍佉」。（影印北京版第一百二十七卷。東北目錄  p.628, No. 4123）此外，相類似的偈文約可看到三部。（Nos5628, 5630, 5633.）

接下來，關於沙彌戒的注釋類有六部。Nos. 5626, 5627, 5629, 5631, 5632, 5634.

此外，關於部派佛教的經典有三部（Nos. 5639-5641），其中也包括《異部宗輪論》的藏譯。

接著Nos. 5643, 5644兩部，是優婆塞的八關齋戒的解說書。

Nos. 5645-5648四部，屬譬喻類，也有被視為相當於漢譯的經典。

如上所述，包含在藏譯論部中的律的注釋文獻十分豐富，內容上也很充實。相當於這些經典的義淨譯作有六部三十九卷：根本有部律的《尼陀那目得迦》十卷、《百一羯磨》十卷、《尼陀那目得迦攝頌》一卷、《略毗奈耶雜事攝頌》一卷、《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十四卷、《毗奈耶頌三卷》等。在根本有部律方面，不管從份量或內容上來看，藏譯都是漢譯所遠不能及的。尤其在律的運作方面，利用《律攝》與《百一羯磨》，大致上就足夠了，但是遇到較微細的問題時，只靠這些就顯得不敷使用。其實這是因為，根本有部律包含在「經部」的根本律典主要都是譬喻，律的重要說明反而被省略了。因此根本有部律並不適合作為律的研究書，一定會演變成非靠「論部」的注釋文獻不可的情形。從某個角度來看的話，大概可以說，因為根本律典在律文獻方面不完備，自然就著述出如此豐富的注釋文獻了。因此由成立較晚的第二批律典，擔任起律實際上運作的工作，這件事在理解根本有部律資料上的特色，也是非常很重要的。

接著，關於藏譯律藏的翻譯者與譯時，簡而言之，翻譯者就如每部律典所記載的。譯時則是九世紀。這是從翻譯者的生存年代來推測的。根據
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記載，在波羅王朝MahApAla王的時期，在喀什米爾出現了持律（Vinayadhara）的Jinamitra, SarvajJAdeva, DanaZIla，據說他們是自西藏過來的。而且
 Rockhill提到，西藏的Ral-pa chan（Khri-ral-pa chan）王於八一六年即位（但是也有人認為此王生於
八六四年），進而敘述到，此王從印度延請Dinamitra, Çrilendrabodhi, DanaçIla, Pradjnavarman, Surendrabodhi延擔任經典的翻譯工作。由這些可知，藏譯律藏的譯出可以視為在九世紀。這與漢譯的義淨（六三四－七一三）在八世紀初譯出根本有部律相較之下，時間較為後面，此事應該注意。而且相較於其他的漢譯諸律都在五世紀前半譯出，從譯出年代這個部分來看的話，不得不說，藏譯律典的品質較不好。

５　隸屬說一切有部的梵文斷片
梵文資中，完全沒有廣律的存在。雖然發現了相當多的寫本類，但是尚未整理的似乎還很多。至今發表的梵文資料中，與律有關的文獻，在山田龍城博士〈梵語佛典の文獻學序說〉中，有詳細的調查。應該依發表的年代順序，檢討至今發表過的梵文寫本。公認屬於說一切有部的資料如下：

(1) 犍度部《受具足戒法》的斷片

培利歐探險隊在Koutcha附近的DouldurAqour發現的律的斷片，Finot解讀後，於一九一一年發表於Journal Asiatique。（Fragments du Vinaya Sanskrit par M. L. Finot, JA. 1911, pp. 619-625）寫本為三葉，全部都可以在十誦律的〈受具足戒法〉中，找到相當的文章。此事Finot已研究並指出了，更詳細的討論如下。

第一葉是「曾為舊外道者」（anyatIrthikapUrvaka）的有關出家的說明。對於曾為舊外道者課以「四月別住」，如果通過此一試驗的話，便允許受具足戒。此事諸律中都有提到。但是給予「四月別住」的羯磨，在
巴利、四分、五分、僧祇等，皆作「白二羯磨」，而只有
《十誦律》及《根本有部律百一羯磨》認為此為「白四羯磨」。如今，因為此一斷片也作白四羯磨（
evaM jJapticaturthena karmaNA……），所以與十誦等一致；而且其羯磨文在經過對照後發現有省略，相較之下，梵文斷片比根本有部百一羯磨還更吻合十誦的說法。談到在四月別住的試驗期間，為了要考驗這個外道的心，所以在他面前讚嘆佛、法、僧、戒（ÇikSA），觀察他的反應，而在羯磨結束後，緊接著就敘述這件事的，只有此一梵文斷片與十誦律。在巴利等也有提到這件事，但是並非在直接放在羯磨文的後面。《百一羯磨》中也有談到，而文章與梵本不同。從以上這點看來，此一斷片應該可以斷定是十誦系統，亦即為說一切有部的律藏的「受具足戒法」的一部分。梵文斷片的內容，大約相當於十誦律卷二十一，大正大藏經第二十三冊一五○頁下段第一行至十八行。

第二葉同樣是「受具足戒法」的一部分，禁止未得主人允許，而為其奴（dAsa）授具足的說明。此一說明在
巴利、四分、五分、僧祇、十誦中也都有，但是梵文斷片的內容與十誦律卷二十一完全相同。相當於大正藏第二十三卷的一五一頁下段十三行至一五二頁上段第四行。

第三葉為禁止「污比丘尼人」（bhikSuNI-dUSaka）受具足戒的說明，這也是「受具足戒法」的一部分。關於污比丘尼人，
諸律中說明，而梵文斷片很明顯地，與十誦律卷二十一的污比丘尼人的說明一致。大約相當於大正藏二十三卷一五二頁下段二十六行至一五三頁上段二十五行。

如上，Finot發表的梵文斷片三葉，應該是屬於說一切有部所屬律藏的「受具足戒法」。

(2) 說一切戒經  PrAtimokSasUtra
這是貝里歐在庫車發現的寫本，由Finot研究、校訂，附上Huber將羅什的漢譯十誦戒經譯出的法文，於一九一三年出版。Le PrAtimokSasUtra des SarvAstivAdins, Teste Sanskrit par M. Louis Finot, avec la version chinoise de KumArajIva traduite en Français par M. Édovard Huber, JA. Nov-déc. 1913, pp. 415-547. 梵文斷片方面，枚數甚多，是最為完整的斷片之一。可惜卷首與卷尾的破損較嚴重，不過總而言之，藉此可以獲得梵文戒經一事，令人十分雀躍。這正如由校訂者的研究所判定的那樣，很明顯地是說一切有部的戒經。但是與十誦戒經比起來，條文的順序有若干出入。關於這一點，將會於第四章戒經的研究中論及。

(3) 比丘尼經，僧殘法的斷片

波逸提法，點淨學處的注釋的斷片

犍度部「七法」中的斷片

Finot在上述有部的梵文波羅提木叉的校訂出版的
最後，報三種律的斷片，對內容進行對照，如下：

第一的斷片<Fragment du BhikSuNI-PrAtimokSa>為比丘尼戒經的斷片，一葉。內容為
比丘尼僧殘的第二條至第三條的部分。（此為共戒，相當於比丘戒僧殘法的第八條一直到第九條的部分）由於這個部分的條文，諸律的表現較為一致，因此單就內容而言，很難決定是哪個部派傳持的律。但是其他的斷片都屬於有部，所以如果將這些也視為有部所屬，也許不會有太大的錯誤。

第二<Fragment du commentaire sur le PrAtimokSa>也是一片斷片，這應該是屬於比丘戒的經分別。為波逸提法的「三種點淨學處」的注釋部分，
巴利律、根本有部律第五八條，
十誦律第五九條。此一斷片包含學處，而其文章與
梵文有部戒經的相同，前後的注釋文章也與十誦律十分一致。無論與巴利律、根本有部律，或其他廣律的說明都不一致。所以此一斷片可以說是有部系的廣律的斷片。

第三<Fragments du Saptadharmaka>為兩片斷片，其中一片
Finot就在十誦律的「七法」Sapta-dharmaka的第一「受具足戒法」中，發現相當的文章。這是禁止殺阿羅漢者出家受具足戒，禁止畜生出家受具足戒，說明的順序及內容都與
十誦律吻合，與其他律不同。因此如Finot所對照的，可以視為是有部律系統。還有一片斷片，同樣可以在十誦律的七法中的「
自恣法」中，找到相當的文章，這也是Finot指出的。這部分是說明有病比丘時自恣的方式，當一住處中住一位比丘時，乃至二人、三人、四人、五人以上的比丘時，自恣的方式，與十誦律的說法一致。因此這片也可以說是有部律系的廣律的斷片。

(4) 與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有關的斷片

G. Macartney在喀什米爾附近發現的寫本，歸Hoernle所有，並作研究，其中和律有關的斷片有三種。其研究成果於一九一六年發表。Vinaya Texts; 1. Monastic Regulations, 2. Monastic Regulations. 3. Technical Terms.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facsimils with transcripts translations and notes edite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scholars by A. F. Rudolf Hoernle, Oxfore, 1916, pp. 4-16)

這三種寫本各有一片，
渡邊海旭師判定屬於律藏，但是在文章中寫著，無法決定實際上根據的典藉。雖然無法在現存律藏中確切地指出完全吻合之處，但是在《十誦律》的〈比丘誦〉（比尼誦）以及《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中，可以看到類似的地方，所以我認為，應該就可以視為是說一切有部系統的斷片。尤其因為具有與《摩得勒伽》類似的組織，所以這在裡要稍作詳細的介紹。

《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彙集了「律的論母」（vinaya-mAtRkA）後，作簡單地解說。在
〈摩得勒伽雜事〉中列舉出「受具戒．應與受具戒．不應與受具戒」等論母，共三百十二項。接著在後面對這些論母作簡單的說明，在說明結束之處記載「
佛說摩得勒伽善誦竟」。然而，此一「善誦」與十誦律的第十誦有關係。十誦律的大正藏本中，第十誦為〈比丘誦〉（卷五六起），（但是卷五七則為〈毗尼誦〉）卷六○、六一是〈善誦毗尼序〉。但是根據大正藏本的
校勘注，記載大正藏的〈比丘誦〉之處，元本、明本則作「善誦」。十誦律的十誦本來是〈善誦〉一事，也可以從
大智度論的說明中推測出來。

總之，在十誦律的〈比丘誦〉中提出的問題，也是針對「律的論母」的解說。而且在其中提出的論母，幾乎與《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中的〈摩得勒伽雜事〉完全相同。無論是順序或內容都一樣，我想，可以視為是出自同一個源頭。但是說明的文章則沒有完全相同，法相也有若干出入。例如在觀察有關論母的第一「受具足戒」的說明時，兩者都以「十種具足戒」來說明受具足戒，而在
十誦律的〈比丘誦〉中，舉出：

自然無師具足戒．得道具足戒．自誓具足戒．答佛論具足戒．持律第五具足戒．八重法具足戒．遣使具足戒．善來比丘具足戒．三歸依具足戒．白四羯磨具足戒

在
〈摩得勒伽雜事〉中則舉出：

    無師得．見諦得．問答得．三歸得．自誓得．邊地持律五眾得．中國十眾得．八重得．遣使得．二部僧得

兩者列舉具足戒的方式不同，內容也有少許差異。換句話說，〈比丘誦〉所舉的「善來比丘具足戒」，〈摩得勒伽雜事〉中沒有，而置入「二部僧得」來代替。這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總之，因為理所當然地，可以看待為〈摩得勒伽雜事〉自十誦的〈善誦〉中取得論母（或是相反），所以兩者的內容相仿也不算是很不可思議的事，且可能是因為傳承的系統各異，所以可以在法相上看到些許差異。

如今從此一梵文寫本的斷片來看，一般認為，這也是自十誦律的〈善誦〉中挑選出論母（律母）後，再加上說明的其中一種。由於取材的問題，與上述〈比丘誦〉及〈摩得勒伽雜事〉中的項目相同。但是與比丘誦與摩得勒伽雜事在說明上有若干不同的現象一樣，此一梵本的說明也沒有和這些完全一致。簡而言之，梵文的說明方式詳細得多，如下所述。

梵文的三葉寫本都保存得很好，是篇幅相當長的寫本。第一葉一開始是以
”sannISIditavyaM saMprajAnena gantavyaM saMprajAnena sthAtavyaM saMprajAnena niSIditavyaM saMprajAnena bhoktavyaM/……”〈應坐下（sannISIditavya）。應慎重地（以正念正智）行走。應慎重地站立。應慎重地坐下。應慎重地進食。〉為首的「食事行法」（bhakta-vRtta）（以上四行）。接著講述「與食法」（bhakta-visarjana-vRtta）（四行半）、「乞食行法」（piNDapAta-vRtta）（兩行）、「乞食人行法」（piNDacArika-vRtta）（四行半，未完）。在律藏中，這些行法是宣說於
「威儀犍度」（Vattakkhandhaka）的問題，但是在諸律的威儀犍度中，找不到以這種順序宣說威儀法。
十誦律卷四一〈雜法〉中的「後二十法」有處理這些問題，然而順序及內容都不同。但是《十誦律》卷五七的
〈比尼誦行法〉中，提到了食法．食處法．與食法．乞食法．乞食人法．乞食持來法．阿蘭若法等。目前這片梵文斷片可以視為，相當於這些行法中的「食處法」至「乞食人法」。順序也一樣。但是內容則全然不同，十誦律的內容較為簡單，例如以「食處法」為例，只記載著：「食處法者，比丘若到食處，應默然一心淨持威儀，能起他淨心，當徐入坐，是名食處法」。梵文的說明篇幅是比這個還長，也使用與漢譯類似的用語，但是很難看到相同的句子或是簡略譯出的句子。

而且
〈摩得勒伽雜事〉中，此一問題按照食、食時、食（與食）、受食、乞食、請食的順序作說明。一般認為，從說明上來看的話，第三的「食」是「與食」的筆誤。因此應該也可以視為，這些處理了與十誦或梵本相同的問題。但是因為說明比兩者還簡略，有不同之處，所以無法將此視為梵本與相當。但是也許可以說是同系統的。

接下來，梵文斷片第二葉為有關分配
「臥坐具」ZaiyyAsana的說明，以及緊接是對老比丘Aryasoma（Aryasoma）的daNDa-Zikya-saMmati（允許畜杖與紐）「畜杖絡囊乞羯磨文」。前者以”……JcAZaM cAtuSpaJcAZaM trayopaJcAZaM dvApaJcAZaM edkpaJcAZaM paJcAZaM varSANAM ZaiyyAsanaM grAhayAmi……”（……命五十四、五十三、五十二、五十一、五○（的比丘）取臥坐具。……）開始，接著談到分配臥坐具給四十歲、三十歲乃至無歲的比丘，再接下來給予沙彌。安居開始之前，照慣例將在其精舍安居的人全部集合起來，自長老順次分配房舍。一般認為，此事便是這裡所說的。房舍的分配並非按照羯磨作法進行，而如今此一梵文也不是羯磨。另外，很遺憾的是，現存律藏中很難發現與此梵文相對應的部分。因為安居開始之際進行分配房舍一事，每一部律藏都宣說於〈安居犍度〉中，但沒有說明得如此詳細且形式化。

接著所謂的「畜杖絡囊羯磨」如下。一般而言，禁止比丘將缽置於囊中，以紐繫住後背在肩上，拿著柺杖步行。但是病比丘及老比丘如果得到僧伽的許可，就可以如此做。僧伽許可這件事的羯磨為「畜杖絡囊羯磨」。此羯磨在每一部
律藏中都有。白二羯磨的一種。即存在於巴利律〈雜事犍度〉（Khuddakavatthukkhandhaka），四分律卷五三〈雜犍度〉，五分律卷二六〈雜法〉，十誦律卷三八〈雜法〉，摩訶僧祇律卷三一〈杖絡囊法〉，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七等。但是上述諸律中，此羯磨皆以一老比丘、病比丘為主題來講述，而不像梵文斷片中，以Aryasama個人為主題。因此羯磨文本身與漢譯諸律十分一致，而人名則不同，所以不得不說，很難在現存律藏中找到相當的文章。

十誦律卷五六
〈比丘誦〉中，也處理到這些問題。換句話說，說明了「地法」（建僧房時的規定）、「僧坊法」、「臥具法」、「治塔僧坊法」、「治塔僧坊人法」等。梵本的ZaiyyAsana應該相當於十誦的「臥具法」，梵本中可以看到的房舍分配法，十誦則沒有提到。
十誦稍微後面一點的地方，有談到「杖法」、「杖囊法」。但是此處沒有出現Aryasoma的名字，也沒有看到「畜杖絡囊羯磨文」。以上的情形同樣發生在
《摩得勒伽雜事》中。摩得勒伽雜事中，按照「籌量」（建僧舍、僧寺時的計畫）、「臥具」、「營知事」、「次第禮拜」的順序說明，
「杖」、「杖絡囊」的說明置於稍遠處。每一項說明都很簡略，也是沒有「畜杖絡囊羯磨文」。因此可以說沒有與梵本相當的文章，但總之，也許能視為是同系統的文獻。

接下來，梵文斷片的
第三葉，舉出了和律相關的術語「律母」（vinayamAtRkA）。由於並沒有附上說明，所和《摩得勒伽雜事》的律母極為一致。寫本的左端破損嚴重，從下面的文章開始，記載著：”dRSTipA(pikA) yA dRSTyA utkSepa(nI) karma[pari] vAsa……kiMkaraNaM, mAnApyaM kimAnuZaMsam, Avra(ha) NaM puna(H kiM) karaNaM tat-svabhAvaiSiyaM dAnaM.”（由於惡見的擯羯磨、別住……為何？摩那埵有何利？而出罪<巴利文作abbhAna>為何？與覓罪相）。這在
〈摩得勒伽雜事〉中記載著：「惡邪不除擯羯磨、別住羯磨、本日羯磨、摩那埵羯磨、阿浮呵那羯磨，別住有何利？何以故？本日治、
摩那埵有何利？何因緣故，出阿浮呵那覓罪相羯磨」。梵文的左半部破損了，因此有缺少之處，然而如果把這一點考慮進去的話，可以說十分一致。

接著十誦律的
〈比丘誦〉中，依惡邪見不除擯羯磨、別住羯磨、摩那埵羯磨、本日治羯磨、出罪羯磨、別住的理由、本日治的理由、摩那埵的理由、出罪的理由、覓罪相羯磨的順序，列出題目後附上簡單的說明。因此如果將說明的文章除去不看的話，就變成和梵文斷片及《摩得勒伽雜事》的內容相同了。

接著在
梵文斷片中，舉出關於「犯罪」的律母。亦即一開始是Apatti（罪）、duSTUlApatti（麁罪）、aduSTUlApatti（非麁罪），最後為p®avAraNA-sthApanam（遮自恣）。這相當於在
《摩得勒伽雜事》位置相當之處的「輕罪、重罪、有餘、無餘、邊罪、麁罪、罪聚、出罪、憶罪、鬪諍、止鬪諍、求出罪、遮說波羅提木叉、遮自恣」部分。將
十誦律〈比丘誦〉的說明部分除去，並取出與此相當的律母的話，就會得到如下的順序：「阿跋提（Apatti）、無阿跋提、輕阿跋提、重阿跋提、殘阿跋提罪、無殘阿跋提罪、惡罪、可治罪、不可治罪、攝罪、攝無罪、語、憶念、說事羯磨、薩耶羅羯磨、誣謗、誣謗處、與聽、用聽、遮波羅提木叉、遮自恣」。可以視為是同性質的種類。

接著梵本上記載著：
”Anto-vustaM, antaH-pakvam, svapakvam, bhikSu-pakvam, udgRhNItam, apra……n-AsthikANi puSkarANi AstA(raH) anAstAraH uddhAraH anuddhAraH gurukA(H pa)riSkArAH la……”（內宿、內煮、自煮、比丘作食、捉（食）……林中所生、池中所生….以下不明）。後半部的意思不明，這一段在
《摩得勒伽雜事》中為：「內宿、內熟、自熟、捉食、受食、惡捉、受、不受、不捨、水食」。可以視為與此相當。接著自
十誦律〈比丘誦〉中挑出律母如下：「內宿、內熟、自熟、惡捉、不受、惡捉受、初日受、從是出、食木果、池物」。這些其實是舉出有關儉開八事的律母。雖然不完全相同，不過自第三葉起，同樣的內容以同樣的順序出現，所以不排除兩者是同種類。

接著
梵文斷片正面的最後一行與背面的第一行不清楚，從第二行開始記載著：”PaMca-Zata-vinaya-saMgItiH sapta-Zata-vinaya-saMgItiH vinaya-samuddAnam, ……lpa vana-kalpaH paryaNa-kalpaH deZa-kalpaH diZA-kalpaH janapada-kalpaH cIvara-ka……stu samAptam”（五百律結集、七百律結集、律攝、……林淨、邊淨、處淨、方淨、國土淨、衣淨……事（vastu）竟）。在
《摩得勒伽雜事》中，在上述的「水食」後，舉出二十七個律母，接著列出「五百集毗尼、七百集滅、毗尼因緣、摩訶鏂波提舍、迦盧鏂波提舍、等因、時雜、園林中淨、山林中淨、堂淨、邊方淨、方淨、國土淨、衣淨。可以說內容及順序都與梵本相同。但是梵文斷片中，再接下來就暫時寫著”samApta”（竟），所以「律母」應該就這樣結束了。但是在《摩得勒伽雜事》中，這些差不多才在中間而已，接著還舉出一百九十幾個律母。前面提到的「臥具……杖、絡囊」等律母，也收錄其中。因此不得不視為，梵文與《摩得勒伽雜事》中，雖然列舉同類的律母，但同時，其編集方法則各不相同。

附帶一提，
十誦律〈比丘誦〉中，「池物」之後列舉的，大約與《摩得勒伽雜事》相同，接著舉出「五百人集比尼、七百人集比尼、比尼攝、黑印、僧坊淨法、林淨法、房舍淨法、時淨法、方淨法、國土淨法、衣淨」等項目後作說明，其後寫有
「具足戒竟」。寫有「竟」這點，與梵文斷片一致。因此知道，律母到了以上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在十誦，全部的律母並非到此就結束，十誦的〈比丘誦〉中，接下來還繼續宣說於「自恣法」以下。這一點與摩得勒伽相同。

進而，
梵文斷片接下來記載著：”UpasaMpada katamA upetya saMpAdayatIti upasaMpadA a……tAnAm, upasaMpadA paJcakAnAM jJAnAbhisamayena upasaMpadA AyuSmato mahA(kA)……yinaH praZnavyAkaraNena upasaMpadA ehibhi(kSa)datAyA upasaMpadA trai-vAci(tve)[na]……deSu vi[naya]dhara-paMcamena saMghena[u]-pasaM[padA]……”（）。這是說明「受具足戒」的律母的部分。《摩得勒伽雜事》在全部舉出三百十二個律母後，就談到這個。現在這片梵文斷片大概是在舉出「受具足」的律母後，就直接提到這個「受具足戒」的律母。
《摩得勒伽雜事》中，這個部分寫著：「云何受具戒。受戒者受羯磨，共羯磨住故，故名受具戒。彼有十種受具戒：一、無師得，謂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馱；二、見諦得，謂五比丘；三、問答得，謂須陀夷；四、三歸得；五、自誓得，謂摩訶迦葉及三說；六、邊地律師等五眾得；七、中國十眾得；八、八重得，謂摩訶波闍波提等；九、遣使得，謂法與；十、二部僧得」。與梵本的內容相較之下，提出十種具足戒的順序不同，內容也不同。梵本中有「善來得」，而《摩得勒伽雜事》中則沒有。善來得出現於十誦律的〈比尼誦〉，因此在內容上，梵本應該與十誦一致才對，但是順序不同。十誦的
十種具足戒的順序，如本斷片一開始檢討所示。（本書△頁）

總之，從上面可以清楚地知道，梵文應該與《摩得勒伽雜事》的內容相同。

綜觀以上，上述三葉梵文斷片雖然不能說與《摩得勒伽雜事》完全相同，但是應該可以說是同系統的經典。在這個部分之所以對此稍作詳細的介紹，是因為想要藉此顯示出，十誦律〈比尼誦〉的部分及《薩婆多部摩得勒伽》都是出自梵本的翻譯。因為有同種類經典的梵本一事，就可以推測出這些漢譯有梵本存在。

(5) 說一切有部比丘尼戒經的斷片

在中亞的Qyzil及Martaq發現的寫本中，包含有說一切有部的《比丘尼戒經》。這些由Waldschmidt整理、解讀，再附上詳細的研究後出版。E. Waldschmidt, Bruchstücke des BhikSuNI-prAtimokSa der SarvAstivAdins mit einer Darstellung der Überlie-ferung des BhikSuNI-prAtimokSa in den verschiedenen Schulen, Leipzig, 1929.
他在Qyzil的兩種寫本以Pa、Pb表示，在Martaq發現的一種寫本以V表示。寫本的量十分大，Pa有十四葉，Pb有三葉，V也有三葉。根據
他的研究，這些寫本全部都是說一切有部的比丘尼戒經中的斷片，相當於如下的地方。我認為此一對照十分恰當，因此在這裡略為細說。

Pa  1  比丘尼戒經（以下同）波羅夷法第六、七、八條中的詞句。

2
波羅夷法的結文，僧殘法的前文，以及僧殘法第一條。

3
僧殘法第一條最後的句子，第二條、第三條的句子。’
4
僧殘法第五、六、八條的句子。

56僧殘法第十一條的句子。

7
僧殘法十一條的結語，十二條的句子。

8
捨墮法第五、六條的句子

9 10 11捨墮法第八條的句子。

12
波逸提法第四－七條的句子。

13
波羅提提舍尼法的前文，以及波羅提提舍尼法。

14
眾學法第八六－九六條。

接著是Pb的三葉，

1
2  捨墮法第八條的句子。

3
捨墮法第十四－十八條的句子。

然後是在Martaq發現的三葉，

Va  比丘尼經分別的波逸提法第九三條的注釋部分。

Vb　波逸提法第一一六條的最後，第一一七條的一部分。

Vc　波逸提法第一六四條最後的句子，以及第一六五條的一部分。

如上，也有非常短的斷簡，不過Pa 2, 13, 14, Pb3, Va b, c等，篇幅都很長，應該有助於內容的比較研究。而因為短的斷簡上有些也有明確地寫出條文數，所以這些也都具有利用價值。由於Waldschmidt對這些斷片作了透徹的研究，所以在此毋須再添加什了。

(6) 說一切有部律「眾學法」及「受具足戒法」斷片

久野芳隆氏與Filliozat共同研究貝里歐在中亞發現的寫本，發現與十誦律相當的句子，將此相當於十誦律的部分譯為法文，與原文一起發表。Fragments du Vinaya des SarvAstivAdin, par Jean Filliozat et HōryU Kuno, JA. janvier-mars, 1938, pp. 21-64.

寫本有A與B兩種，都是數葉的長篇幅。A為「眾學法」的注釋的斷片，相當於十誦律的眾學法第七十六條至一百零二條（卷十九－二十，大正二三，一三八下－一四○中）的部分。B是「七法」中的「受具足戒法」的一部分，即「十僧現前白四羯磨」的說明部分，在具足戒的說明上，是很重要的部分。相當於十誦律卷二十一的最初部分（大正二三，一四八中－一四九下）。以上，久野氏等的對照十分妥當。

(7) 說一切有部的「羯磨本」（KarmavAcanA）

Härtel一整理、研究R. ？在Qyzil發現的寫本後出版。Herbert Härtel, KarmavAcanA—Formulare für den Gebrauch im buddhistischen Gemeindeleben aus ostturkistanischen Sanskrit-Handschriffen—Berlin, 1956.

校定者Härtel似乎也認為此斷片屬於有部，而在檢討內容時，大部分屬於有部，小部分如校訂者所說，可能屬於根本有部。寫本全部有一百零五面，算是很龐大的。但是發現地點有多處，每一個寫本都嚴重破損，所以無法確切地了解其內容，不過原本似乎不是一本。內容包括優婆塞的三歸依、五戒文、八齋戒文等，接下來有具足戒的（upasaMpadA）的羯磨文，布薩（poSatha）、入雨安居（varSopagama）、自恣（pavAraNA）等的羯磨，進而還包含衣（Civara-vastu）、迦絺那衣（KaThina-vastu）、臥坐具（WayanAsana-vastu）、諍事（AdhikaraNa-vastu）等諸vastu的斷片。

由於破損頗多，所以就很難決定關於這些寫本整個所屬的部派，不過根據下面的理由，可以視為，大部分屬於說一切有部。

第一，「入雨安居羯磨」中，有
「受三十九夜法後出界」（ekonacatvAriMZadrAtrayaH bahisImAM gamanA……）羯磨文。
校訂者指出此三十九夜法的羯磨文位於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中。這位校訂者的努力令人佩服，但是在中國，十誦羯磨比丘要用屬於「依律撰出」，並非以梵本為基礎的著作。三十九夜法也出現在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這些可能都根據
十誦律卷六十一的「三十九夜法羯磨文」。十誦律方面，這是補足的部分，成立較晚。正因為這樣，三十九夜法是其他律看不到的特殊規定。
校訂者指出《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提到「四十日法」，然四十夜出界的羯磨文出自《根本說一切百一羯磨》卷四
。比丘在安居時，原則上禁止出界，不過發生了不得已的事時，得受「七日法」，允許只出界七天。這是較早的形式，只有
巴利律、五分律等說到七日法。但是
四分律提到，「受過七日法，若十五日，若一月，出界外」。
僧祇律還進一步談到「若二月，乃至後自恣」的出界。但是無論如何，只有十誦律說到三十九夜法。因此從四分律抄出的《羯磨》中，也就因為四分律裡沒有三十九夜法，所以就從十誦補上「
十誦律受三十九夜羯磨文」。

由上可知，宣說三十九夜法的梵文斷片，屬於有部系統。

接著照校訂
者的說法，滅諍法的「不癡毗尼」中提到的
Secusa比丘，與
十誦律的「施越比丘」很有關係。
巴利律在這個地方的比丘是Gagga，
五分律沒有提到比丘名字，
四分律作難提比丘。
僧祇律為難提與缽遮難提，根本有部律方面，吉爾吉特梵本缺〈滅諍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九的「不癡白四羯磨」中作「西羯多苾芻」。從這些看來，名字最接近梵文斷片的Secusa比丘的，大概是十誦律的「施越」吧。

接下來，關於「迦絺那衣事」的斷片有
三種，其中根據
校訂者指出，Nr. 91-92可以視為相當於
十誦律卷二十九「迦絺那衣法」的最初部分。接著第二的Nr. 102-103，
校訂者認為，可以視為相當於
十誦的迦絺那衣法的結束部分。其中有caturth(A viMZatikA), paJcamA viMZatik(A)等語詞，這可以視為相當十誦律的「第五之五四」等，這樣的表現方式僅見於十誦律的特殊用語。

但是關於「迦絺那衣法」的第三斷片Nr. 104-105，
校訂者認為屬於根本有部。此一斷片敘述的部分是，佛陀為了讓比丘安樂住，制定迦絺那衣的故事，接著說到其作法。這片斷片的內容與N. Dutt出版的Gilgit manuscripts的KaThinavastu中的文章（vol. III, Part IV, pp. 152 l, 7~153 l. 16）十分一致。然而這斷片的內容在十誦律中似乎找不到，所以也許可以認同校訂者的主張。

如上，最後的斷片因為屬於根本有部律，所以其他也許也摻雜有有部以外的寫本，不過大部分都可以視為有部所屬的斷片。

(8) 說一切有部廣律斷片

這是德國探險隊自中亞帶回來的斷片中，由Rosen研究、發表的。Valentina Rosen, Der VinayavibhaGga zum BhikSuprAtimokSa der SarvAstivAdins, --Sanskritfragmente nebst einer Analyse der chinesischen Übersetzung. –Berlin, 1959. 寫本共三十八葉，根據
Rosen的對照，發現其中三十六葉相當於十誦律的《比丘分別》，剩下的兩葉中，一葉在《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的波羅夷法
「殺戒」的說明中，發現相當的句子；另一葉在十誦律的
〈優婆離問法〉中，發現了相當的句子。在十誦律〈比丘分別〉中發現相當句子的地方為，

僧殘法第十條（Rosen, SS. 67-72. 十誦律卷四，大正二三，二五上－下）

捨墮法第三條（Rosen, SS. 80-83. 十誦律卷五，大正二三，四一中下）

同上，十四條（Rosen, SS. 92-94. 十誦律卷七，大正二三，四八中下）

同上，第十五條（Rosen, SS. 98. 十誦律卷七，大正二三，四九下）

同上，第十七條（Rosen, SS. 101-103. 十誦律卷七，大正二三，五○中下）

同上，第十九條（Rosen, SS. 104-106. 十誦律卷七，大正二三，五二上）

同上，第二十條（Rosen, SS. 106-111. 十誦律卷七，大正二三，五二上－下）

同上，第二十三條（Rosen, SS. 114-116. 十誦律卷八，大正二三，五五上中）

波逸提法第四條（Rosen, SS. 126-128. 十誦律卷九，大正二三，六九下）

同上，第五條（Rosen, SS. 129-132. 十誦律卷九，大正二三，七○下）

同上，第十一條（Rosen, SS. 136-138. 十誦律卷十，大正二三，七五上中）

同上，第三十八條（Rosen, SS. 157-159. 十誦律卷十三，大正二三，九五中下）

同上，第四十一條（Rosen, SS. 161-162. 十誦律卷十四，大正二三，九七中）

同上，第四十四條（Rosen, SS. 166-167. 十誦律卷十四，大正二三，九九下、一○○上）

同上，第四十九條（Rosen, SS. 170-173. 十誦律卷十四，大正二三，一○二中）

同上，第五十一條（Rosen, SS. 174-176. 十誦律卷十五，大正二三，一○四上）

同上，第五十七條（Rosen, SS. 181-183. 十誦律卷十五，大正二三，一○六下－一○七上）

同上，第七十二條（Rosen, SS. 197-199. 十誦律卷十六，大正二三，一一六中下）

波羅提提舍尼法第三條（Rosen, SS. 217-219. 十誦律卷十九，大正二三，一三二上中）

眾學法第十七條（Rosen, SS. 220-221. 十誦律卷十九，大正二三，一三四上中）

同上，第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條（Rosen, SS. 222-224. 十誦律卷十九，大正二三，一三五上－下）

同上，第一百零四條（Rosen, SS. 224, 225. 十誦律卷二十，大正二三，一四○中下）

同上，第一百零五條（Rosen, SS.226-228. 十誦律卷二十，大正二三，一四○下）

以上多達二十七條。Rosen解讀並復元寫本，參照十誦律後，譯為德文。Rosen對這些斷片與十誦律相當的句子所作的對照，都十分完善。她除了作這些對照外，並沒有特別論證這些斷片符合十誦律之處。但是律藏中，諸部派的廣律間有許多類似的內容，所以有必要大致上對比與檢討這些斷片與其他律相當之處。

試著列舉這些寫本的特徵如下。第一，這些寫本上，說明「波夜提」，
”pAtayantikA pacati dahati uddahati avyutthitasyAvaraNakRtyaM karoti tenAha pAtayantikA.”（）。這段與
十誦律的「波夜提者，是罪名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一致，而且也和
根本有部律記載的同系統：「波逸底迦者，是燒、煮、墮落義。謂犯罪者墮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之中，受燒、煮苦。又此罪若不慇懃說除，便能障礙所有善法。此有諸義故，名波逸底迦」。其他律並沒有說明有關波逸提的語義。換句話說，這樣的解釋為有部系統的律典的特徵。從這點也可以知道，這些寫本是有部系統。但是光憑這個特徵，也許很難定這些寫本不屬於根本有部律。

選取出現在寫本中的特定名詞與諸律比較如下。
寫本M 118，Rosen對照為波夜提三十八條，十分恰當。這條條文規定，不能食用貯藏一天以上的不新鮮的食物。梵文斷片上舉
AyuSmaMtaM ZreSThaM為這一戒制戒因緣的比丘。十誦律上記載，
「知而故問上勝比丘」，其中的「上勝」，梵本與十誦律一致。
根本有部律作「具壽哥羅」，
四分律也作「迦羅」。這些大概都出自原文Kala。
五分律以「一阿練若比丘」為制戒因緣的比丘，
僧祇律則作「阿那律」。
巴利律中記載為阿難的和尚BelaTThasIsa。比較這些之後發現，梵文斷片屬十誦律系統，與根本有部律不一致。

接著，斷片D 151 b對照為波夜提五十七條，此條文禁止與起惡見被僧團擯斥的沙彌來往。梵文斷片上，這個沙彌的名字是
Magadhika，與十誦律的
「沙彌名摩伽」一致。根本有部律中，起惡見的沙彌有兩人，
「一名利刺，二名長大」。
四分律也作跋難陀（Upananda）的兩位沙彌弟子，羯那、摩候迦，
五分律也是跋難陀的兩沙彌弟子，未列出名字。
僧祇律為阿梨吒的沙彌弟子「法與」，
巴利律為KaNDaka沙彌。在這些比較中可以知道，梵文斷片與十誦律一致。根本有部律因為是兩沙彌，所以不能說是相同。

接著斷片D 117，Rosen對照為波夜提七十二條。此條文禁止為未滿二十歲的小孩授具足戒，制戒因緣是為十七位少年授具足戒。授具足戒的人，在梵文斷片上為
MaudgalyAyana。同一人，
十誦律作「長老目犍連」，
根本有部律作「大目犍連」。兩者皆與梵本相合。但是
五分律中，讓十七群比丘出家的，是畢陵伽婆蹉（Pilindavatsa），
四分律與
巴利律為「諸比丘」。
僧祇律中作十六群比丘，沒有說明為授具足戒的比丘。

接下來寫本M 182對照為波羅提提舍尼第三條。此條文規定，不能向「學家羯磨」乞食。這個地方的學家在梵本作
WuraH hastyArohakaH（象師蘇臘），與
十誦律的「首羅象師」一致。
根本有部律作「一長者，名曰師子」。
四分律為「居士家夫婦」，沒有注明名字。
巴利律也一樣。
五分律為「長者瞿師羅」，
僧祇律中記載，「大臣毗闍因緣，此中應廣說，乃至仙彌尼剎利」。由這些可知，梵本只與十誦律吻合。

接著斷片M 112, 1對照為眾學法第一百零五條。其中有一句話是，
”summA nAma puSkarINI(puSkariNI)”（蘇曼那這口蓮花池），與
十誦律的「有一大池，名須摩那」一致。
根本有部律只作「水中」，沒有提到池名。同樣地，
四分、五分、巴利、僧祇等，都沒有列出池名。這點也顯示出梵本與十誦律吻合。

以上藉由寫本中的特定名詞，證明了梵文斷片為十誦系統，不過如果就內容作詳細比較的話，可以更精確地證明此事。

接著斷片
Sg 255，Rosen在根本律的波羅夷第三條「斷人命戒」中，找到相當的句子。這部分談到，如果比丘唆使他人自殺，此人因而自殺的話，唆使的比丘得波羅夷。其中分三個情況說明：唆使破戒人自殺、唆使持戒人自殺、唆使病人自殺。梵文與
根本有部律十分一致，因為採用這種說法的，除根本有部律以外，其他都沒有看到，斷片似乎很明顯是根本有部律的寫本。因此三十八張寫本中，應該只有這個屬不同系統。

接著斷片
M 139，Rosen在十誦律卷五二
「優波離問」中的「問十三事」說明破僧中，找到相當之處。兩者十分一致，所以此一對照可以說很正確。

6  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屬梵本

一九三一年，在吉爾吉特周邊的古塔發現了許多佛教經典的寫本。
斯坦因偶而路過此地而得到數葉，亞肯也從外國旅行者那裡得到一片斷片。但是剩下的寫本歸喀什米爾政府管理，出版Gilgit Manuscripts。此一寫本中存在大量關於根本有部律的梵本。斯坦因等獲得的寫本，與一九三二年李維在巴米揚發現的梵文斷片，共同發表研究成果，歸喀什米爾政府管理的部分，N. Dutt分批出版為Gilgit Manuscripts。

(1)
李維發表的，包括在Note sur des manuscrits sanscrits provenant de Bamiyan (Afghanistan), et de Gilgit(cachemir), par Sylvain Lévi, JA. 1932, pp. 1-45中。關於吉爾吉特寫本，李維介紹了其中六種，表示
第五為根本有部律的寫本。這是多達數張的大篇幅寫本，相當於根有部律〈律事〉（Vinayavastu）中的第一〈出家事〉（PravajyA-vastu）最後，至第二〈布薩事〉（PoSadha-vastu）開頭的部分。漢譯方面，相當於《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冊一○三八頁中段倒數第三行以下。不過梵文的說明較為詳細。

此外，李維提出的斷片第一、二、三，都可以視為根本有部律所屬。李維將第一片斷片對照為DivyAvadAna, pp. 336 l. 5.的SaMgharakSitAvadAna，而
西本龍山師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四中，發現與此相當的句子。同樣，李維將第二片斷片對照為SvAgatAvadAna(DivyAvadAna, pp. 183 l. 21-185)，西本師則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十二「善來苾芻因緣」中，發現與此相當的句子。我認為這些都是十分恰當的對照。

接外第三片斷片，
李維參照了MahAvyutpatti, 8603-8619，很明顯地，這是眾學法中的斷片。與最近出版的
Banerjee的梵文《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相較之下，相當於其眾學法第八十一條至九十八條。但由於斷片破損不堪，中間有脫落之處。

(2)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律事〉（Vinayavastu）的梵本

接著，關於歸喀什米爾政府所有的寫本，N. Dutt在一九三八年於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xiv中發表報告，進而在Gilgit Manuscripts第三卷中，將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相關寫本整理為四冊出版。其後Banerjee出版戒經與羯磨本。Dutt出版的Gilgit本根本有部律寫本，全部都屬於〈律事〉（Vinayavastu）。因此照理說應該沒有屬於「經分別」的部分，犍度部中也沒有屬於〈律雜事〉（VinayakSudrakavastu）的部分。但總之份量非常龐大，對研究者而言，能夠有這樣的原典，是一件十分高興的事。Dutt藉著寫本的標記與藏譯，整理了四二三張寫本。
據他所說，在十七個vastu中，有「八事」是完整的：

7
Civaravastu  衣事

8
KaThinavastu  迦絺那衣事

9
KoZAmbakavastu  喬賞彌事

10 Karmavastu  羯磨事

11 PANDulohitakavastu  黃．赤比丘事

12 Pugalavastu  人事

13 ParivAsikavastu  別住事

14 PoSadhasthApanavastu  遮布薩事

有「六事」中間乃至前後脫落不完整，

1
PravrajAvastu  出家事

2
PoSadhavastu  布薩事

3
PravAraNAvastu  隨意事

4
VarSAvastu  安居事

5
Carmavastu  皮革事

6
BhaiSajyavastu  藥事

但實際上，在他出版的書中，除此之外還有「兩事」，

15 WayanAsanavastu  臥具事

17 SaMghabhedavastu  破僧事

全缺的只有，

16 AdhikaraNaZamathavastu  滅諍事

此寫本整理得相當好，是梵文斷片中數量最龐大的。

(3)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  PrAtimokSasUtra

Banerjee根據吉爾吉特寫本研究後出版。A. C. Banerjee, PrAtimokSasUtraM (MUlasarvAstivAda), IHQ, 1953, 1954. 之後於一九五四年整理為一冊出版。由內容來看，這其實就是根本一切有部的戒經。

(4)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羯磨本」  BhikSukarmavAkya

為Banerjee根據吉爾吉特寫本，所出版的根本有部律羯磨本。發表於一九一四年的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pp. 19-30. 雖然題為「羯磨本」，但是內容只包括具足戒的羯磨。內容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一的具足戒的羯磨，十分相似。根本有部的具足戒羯磨，其中談到包括信者的三歸五戒、出家、沙彌十戒等部分是其特色。而且在羯磨結束之後，宣說四依、四波羅夷一事，諸律都相同，不過根本有部的羯磨中，在這之後還有提到其他的教理。這些地方，梵本與漢譯也都十分一致，且梵本更為詳細。總之，能夠發現具足戒羯磨的梵本，是一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

(5)
翻譯名義大集  MahAvyutpatti

在根本說一切有部系統的梵文資料中，不能不談到《翻譯名義大集》。據傳此書成立於
九世紀，其中，Nos. 255-265整個都彙集了「律的名目」。尤其Nos. 257-264中，選取戒經的要點並列出，所以與戒經具有同等價值。比較根本有部律的藏譯及漢譯後發現，此一《翻譯名義大集》顯然與根本有部律同系統。但是在細部方面，還有是些許不同。翻譯名義大集除了梵文外，在對照藏譯、漢譯、蒙古譯這一點上，具有特殊的價值。

７　大眾部所屬斷片

如上所述，梵文斷片大部分都屬於有部及根本有部律。沒有看到其他部派所屬的，大眾部所屬的斷片只報告一個例子。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確認大眾部律典的原典存在方面，其資料上的意義十分重大。可以在李維研究亞肯在巴米揚發現的寫本後，與吉爾吉特寫本一起發表的上述一九三二年的研究中看到。Note sur des manuscrits sanscrits provenant de bamiyan(Afghanistan), et de Gilgit (CachemIre), JA. 1932, pp. 1-13.

李維在其中介紹了巴米揚的九種寫本，其中
第五之一葉有與《摩訶僧祇律》相當的句子。李維對照為
僧祇律卷二十四的「發喜羯磨」（PratisAraNIya-karman）的說明部分。此一對照十分正確，為學者所承認。這是相當於六群比丘破壞質帝隸（Citra）居士淨信的故事，以及迦露（KAla）比丘非梵行的故事的地方，可以看到僧祇獨特的表現。梵文與此十分一致，和其他律不一樣。由此可以確認僧祇律存在有梵本。

此外，巴米揚的斷片第七，李維也題為Vinaya（？）。內容是關於敷具（saMthata）的作法的解說，不過由於破損的緣故，文章脫落頗多，難以明確指出與律藏相當之處，十分遺憾。但是也許如李維所說的，大概是屬於律藏的產物。

８　西域文斷片

發現自中亞的寫本中，存在有以西域地區語言書寫的寫本。其中似乎不少是與律有關的。但是至今發表的律的相關斷片為下面兩種。

(1) 說一切有部廣律的庫車文斷片

為庫車文斷片。在Hoernle的蒐集品中，有一個是在距離庫車很近的Jigdalik發現的庫車文波羅提木叉。這是一九○七年發現的，李維將之解讀，加上法譯與研究，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在Journal Asiatique發表（S. Lévi, Un fragment Tokharien du Vinaya des SarvAstvAdins, JA. 1912, pp. 21-64）。接著再次收錄於Hoernle的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1916, pp. 357-386。資料有三種，第一葉為波羅提木叉，第二有兩葉，為波逸提至波羅提提舍尼的「經分別」部分，第三是波羅提提舍尼的短文。

如果就李維的研究而言，
第一是波羅提木叉中的波逸提法（pAyti）的斷片，相當於羅什譯的十誦戒經的波逸提法第七十一條至八十五條，也就是大正藏第二十三冊，四七六頁上段與中段。庫車文本大致上來說譯文簡潔，繁瑣的語句經常略去不譯。因此語句比十誦戒經還少，總之，這應該就是說一切有部系統的戒經。


第二是經分別的斷片，有兩葉。這也是說一切有部所屬，與十誦律一致，包括波夜提（paSSeJca）第八十九條因緣談的一半、第九十條，以及提舍尼（aksaSSalle）的第一條及第二條一半的經分別。相當於十誦律卷十八最後至卷十九開頭的部分（大正大藏經二三，一三○頁中段－一三一頁中段）。從與十誦律一致的角度而言，應該可以視為屬於說一切有部。

第三是
一葉小斷片，題為pratideZanIya，只有庫車文的原文。

(2) 羯磨本斷片

以伊朗方言記錄的斷片。Bailey解讀原典，發表其研究與英譯。H. W. Bailey, The Tumshug KarmavAcanA(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XIII, 1949-1950, pp. 649-670)。Bailey題為「羯磨本」，內容為對佛、法、僧（bArsA, dAtA, saGgA）的歸依文、優婆塞（uvAsA）五戒（paMtsi ZikSAvate）的最初兩戒，也就是不殺生與不偷盜，還有第三的不邪淫戒的一半。因此雖然是羯磨本的一部分，但也只不過是最初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因為很短，所以無法單憑這些就決定所屬部派。

這裡看到的三歸或五戒的表白形式，與巴利律有很大的不同。特別不同處像是不邪淫戒，這裡作「非梵行」。
Bailey將寫本這個地方讀作bimäyya，譯為unchastity。但是這個地方由於破損而解讀困難，所以這個讀法似乎有問題（ibid. p. 667）。因為一般而言，在家信者過家庭生活，無法守梵行。因此應該是發願離「邪淫」（micchAcAra）。所以Tumshug斷片如果將非梵行放入在家信者的五戒中，照理說是偏離部派佛教的一般常識的特殊戒文。

總之，因為這個斷片只有在家信者的戒文，所以目前在我們的研究中無法成為直接的研究資料。

９　梵文文獻的性質

如上所述，梵文與庫車文資料，大多屬於說一切有部。就份量而言，很多都屬於根本有部律，這是整理自吉爾吉特後發現的。從廣為流傳的點上，可以說有部資料在西域極為有力。同時似乎也意味著，在教團方面，有部在西域也很有地位。但是當時西域也盛行大乘佛教，所以必須也考慮到和這個的關係。換句話說，到了《瑜伽論》時期以後，即使是大乘教徒也採用部派的律，所以西域的大乘教徒之中，理應也可能有人實踐有部的律。西藏的大乘佛教採用根本有部律，中國佛教最初多習十誦律，後來逐漸盛行四分律，而且最後確立四分律宗，道宣說：
「律儀一戒不異聲聞」，表示只有戒律是連大乘教徒都必須遵守聲聞律。大乘佛教因為沒有獨自的律藏，所以漸漸就會發展出這樣的結果。

總而言之，由於上述，有部律盛行於西域一事，不能直接就下結論說，有部教團盛行於西域，不過總之就會讓人認為，在西域盛行有部教團，或者是認為有部律與大乘教團有密切的關係。還考慮到中國的大乘佛教最初沒有與特定部派的律結合，應該檢討西域佛教應有的情況。

以上，梵文、西域文的律的斷片，能夠確認所屬部派的，大部分為有部、根本有部，大眾部所屬的只有得到一個例子。此外有少數報告在前面無法提及，而且也和律有關的梵文斷片。斯坦因自敦煌帶來的寫本中，有一部分眾學法和羯磨文的斷片，Poussin於一九一三年公諸於世（L. de la Vallée Poussin, Nouveaus fragments de la collection Stein, JRAS. 1913, pp. 843-847）。還在一九一九年，由C. M. Ridding與Poussin發表比丘尼律的羯磨本的斷片（Miss C. M. Ridding & L. de la Vallée Poussin, A fragment of the Sanskrit Vinaya, BhikXuNIkarmavAca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19, pp. 123-143）。這個的份量也相當多，似乎是整理過的羯磨本。還有Waldschmidt提出的第一結集的資料似乎也和律有關（E. Waldschmidt, Aum ersten buddhistischen Konzil in rAjagRha, Sanskrit-Bruchstücke aus dem kanonischen Bericht der SarvAstivAdins,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Leipzig, 1954, SS. 817-823）。很遺憾地，這方面的報告都還沒看到，所以還沒確認內容及部派所屬等事宜。

第二章  漢譯律典翻譯的研究

一  五大廣律的翻譯及其意義

１  判別漢譯律典新舊標準的五部廣律
根據現存的大藏經，記載為曇無德部的
《羯磨》一卷為曇諦（
正元年中，二五四－五來中國）所譯，不過就內容來看，難以認為是如此早期的作品。同樣，還有一本
《曇無德部雜羯磨》一卷，也是康僧鎧（
嘉平，二四九－二五三末來中國）譯出的，不過就內容而言，也難以認為是如此早期的譯作。是否能將這些律典歸為是這些人所譯，從中國佛教的戒律史上看來，是很重要的問題。根據
慧皎的高僧傳記載，魏的嘉平年間，中天竺的曇柯迦羅來洛陽，翻譯僧祇戒心，接著請梵僧立羯磨法後受戒。緊接著後面提到，上述的曇諦及康僧鎧來中國，由曇諦譯出《曇無德羯磨》（但是慧皎的
高僧傳中，關於康僧鎧的記載為，譯出郁伽長者經等四部經，但是沒有特別注明有譯出律典）。總之，慧皎寫道，「
中夏戒律，始自于此」，由於中國的戒律史由此開始，所以在佚失曇柯迦羅的僧祇戒心的今天，如果曇諦及康僧鎧本的羯磨，實際上就是他們翻譯的話，在闡明戒律傳來之初，中國戒律的實際情況方面，這些應該屬於很貴重的資料。而且現存曇諦本與康僧鎧本的《羯磨》，內容十分完備，在律的翻譯方面也十很傑出，顯示出譯者對於律的理解與造詣很深。因此這些如果真是曇諦等的譯作的話，那麼當時傳來的中國戒律，應該可以說十分先進。

但是事實上，這種看法根本不可能。現存的曇諦本及康僧鎧本，其實並不是他們的譯作，如後節所論證地，是後世在四分律譯出之後，在中國根據四分律所編集的著作。但是除此之外，由大藏經中可以看到，在律的翻譯方面，有許多譯者及譯時混淆之處。例如，
《大比丘三千威儀》兩卷，指明是後漢安世高的譯作，不過，這很明顯是錯的。同樣，
《佛說戒消災經》一卷，記載為吳的支謙所譯，可是這也很難令人相信是這麼早期的作品。或者像是
《優婆離問佛經》一卷，大正大藏經中為求那跋摩所譯，然而許多經錄中都處理為「失譯」或「漢代失譯」。除了這些之外，大藏經中還舉出
《彌沙塞五分戒本》及《五分戒本》這兩本五分律系統的戒經，而且注明「佛陀什等譯」，但是內容根本不同，明顯存在有錯誤。而且在四分律系統中，也有
《四分律比丘戒本》及《四分僧戒本》兩本戒經，都是「佛陀耶舍譯」。這些在檢視內容後，也可以看到譯語及譯文中的些微差異。因此，似乎難以將兩本翻譯歸於同一個人。以上不過提出其中一個例子，此外在漢譯律典、譯者及譯時方面，還有很多須要嚴格檢討之處。大藏經中所標示的譯者，可以原封不動地採用的，其實可以說是很少。

確認漢譯律典的譯者及譯時，在研究中國佛教時，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同時，對於印度佛教，特別是戒律的研究而言，是不容疏忽的問題。律典的漢譯數量龐大，換句話說，根據《貞元錄》卷三十，其
〈小乘入藏錄〉中記載，

小乘律  六十一部四百九十三卷，五十帙。

，以下列舉此六十一部，為大部頭的數量。由為這是「入藏錄」，所以只記載了當時實際存在的律典。因此除此之外，還有譯出並亡失的律典，同樣，貞元錄將這些記載於
〈別錄中有譯無本錄〉中，

小乘律闕本  四十四部九十二卷。

並將之列舉出來。

貞元錄由於成立較晚，所以所載的經典量也最多。當然，就其中所列舉的各個經典而言，很多還是有問題，但總之，關於律典的「入藏錄，四百九十三卷」，已經有舉出當時實際存在的經典，其經典名與現今大藏經所收錄的幾乎完全相同。因此，在目前的問題上，似乎有必要一一斟酌這些經典。但是要詳細地將這些全部檢討，並非容易的事，而且其中也有不需要的文獻。因此打算在這其中，就律藏的研究上必須的範圍內，來探討問題。

在探討律典的翻譯及其年代時，經錄及高僧傳成為主要的依據，但是經錄的記述方面，包含有相當程度的錯誤。因此必須接照其他的可靠標準來斟酌。我們認為，在「其他的可靠標準」方面，可以採用出現在律典的翻譯上的「譯語的新舊」。

有些
學者也主張「律的翻譯上沒有譯語的新舊」，然而實際上，如果就文獻來看的話，決非如此。就用語的新舊而言，即使在律的翻譯方面，都可以看到明顯的區別。公認列入古譯時期範圍中的敦煌發現的說一切有部系統的
《戒經》，以及竺佛念翻譯的《鼻奈耶》等譯文，明顯地十分晦澀，有很多句子光靠翻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意義。此後進入羅什以後的舊譯時期，可以發現連律的譯語都固定為所為的「舊譯」，而且古譯與舊譯之間，連在律的文獻內，譯語都劃分得十分明確。其後一段很長的時間，明顯受新譯影響的《根本有部律》，以及距此若年後，真諦的《律二十二明了論》等，都顯示出與舊譯截然不同的新譯語、譯文。關於這些地方，擬置於後節中，就資料來作論證，總之，譯語根據時期而有差異，所以可以按照這個來仔細推敲有疑問的文獻的年代。

在討論譯語的新舊時，當然應該先決定作為其標準的文獻。漢譯律典中，譯者、譯時正確的，首推「五大廣律」。這可以看待為，想必是因為廣律的份量大，譯出不容易，所以很自然地，譯出的情況等也就流傳得比較正確一。而且在譯之後，出現了此一律典的研究者，也著作了注釋及研究書等。或是根據這個而形成了學派。如此一來，譯出後，由於給予後世種種影響，所以綜觀這些地方，對照經錄及高僧傳、律典的內容等，檢討其結果，如果其中沒矛盾的話，就不認為譯者及譯時方面存在有根本上的錯誤。而且實際上，就資料作檢討之後，五大廣律的譯者及譯時方面就沒有懷疑的餘地了。此五大廣律在大正大藏經中記載為下列五律：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三十卷

摩訶僧祇律  四十卷

四分律  六十卷

十誦律  六十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

其中，由於根本有部律譯出時間較晚（七○一－七一三），因此一直到了開元錄、貞元錄才開始出現，而其他的四大廣律則記載於《出三藏記集》之後的所有經錄中。但是關於這些廣律及其譯者、譯時，經錄及高僧傳等之中都沒有存在本質上的矛盾。下面擬就這一點作檢討。

２　十誦律　六十一卷

首先要檢討十誦律的翻譯。大正大藏經中，十誦律的翻譯者名稱十分混亂。換句話說，其卷一中記載「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出現了弗若多羅與羅什兩個名字。但是自卷二起便記載為「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大多數的情況都只有出現弗若多羅。卷四十一至四十九也有出現羅什的名字。而卷六十、六十一這兩卷記載為「東晉罽賓三藏卑摩羅叉續譯」，視為是卑摩羅叉所譯。但是根據古經錄來考慮譯者時，將譯者分成這樣的情況是不正確的。

根據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記載薩婆多部十誦律六十一卷的來歷如下：


昔大迦葉具持法藏，次傳阿難，至于第五師優波掘，本有八十誦，優波掘以後世鈍根不能具受故，刪為十誦。以誦為名，謂法應誦持也。自玆以下，師資相傳五十餘人，至秦弘始之中，有罽賓沙門弗若多羅誦此十誦胡本來遊關右，羅什法師於長安逍遙園三千僧中共譯出之。

也就是說，法本來有「八十誦」，但是在第五代優波掘Upagupta時，為了讓後世鈍根者也能受持，便精簡為「十誦」。相傳這便成了《十誦律》。這個看法與認為由簡單的形態逐漸增廣後，成立了廣律的聖典成立史的立場相反，而且在說一切有部系統中，律在被傳持之間，大概在某個時期被作出這樣的傳承。此事在大量擷取有部資料的大智度論中，也有敘述。即其卷二中說道，


二百五十戒義，作三部、七法、八法、比丘尼、毗尼增一、憂波利問、雜部、善部，如是等八十部作毗尼藏。

同樣，在卷一百中也敘述，


略說有八十部，亦有二分，一者摩偷羅國毗尼，含阿波陀那、本生，有八十部，二者罽國毗尼，除卻本生、阿波陀那，但取要用，作十部。

其中並沒有說到刪八十部（八十誦）後，作成十部（十誦），總之換句話說，曾經有十誦與八十誦兩種律。而且智度論所謂的「三部、七法、八法、比丘尼、增一、憂波利問、雜部、善部」的分類方式，也和現今的十誦律的
分法相同。因此，顯然「十誦」這樣的律的名稱及其組織並非產生於中國，理應在印度就已經成立了。而且此十誦律應該是說一切有部的傳持一事，在出三藏記集將此律題為
「薩婆多部十誦律」這一點上，照理說是主張為有部律，不過這件事在檢討十誦律的內容後也沒有衝突之處。由種種跡象可以顯示，此律便是有部的律。這一點留待下一章論證。

總之，由上述出三藏記集的敘述可知，十誦的胡本於弘始年中（三九九－四一五），罽賓沙門弗若多羅以記誦的方式帶來。當時羅什根據他的記誦，和他共同著手翻譯。此外根據出三藏記集接下來的敘述發現，譯出兩分時，多羅去世，譯業因而中斷。暗誦者如果去世的話，照理說原典就沒了，因此這是很自然的事。據出三藏記集同一處記載，正巧當時外國沙門曇摩流支攜十誦的經本來長安，所以在感慨廣律不完備的盧山慧遠的慫恿下，這位曇摩流支便與羅什共同翻譯未完的部分。之後完成了，據載共有五十八卷。接下來敘述，其後羅什的律師──罽賓的卑摩羅叉來長安，於壽春的石澗寺校訂羅什等翻譯的本文，改正名品，成六十一卷。這是如今流傳的十誦律。

以上根據僧祐的記述可知，十誦的漢譯中，與弗若多羅、羅什、曇摩流支、卑摩羅叉等四人有關係。此事與慧皎
高僧傳卷二中收錄的羅什、弗若多羅、曇摩流支、卑摩羅叉的傳記相較之下，趣旨也相同。不過高僧傳的敘述較為詳細，亦即其弗若多羅的傳記中敘述，


偽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搆疾，菴然棄世。

由此可知，開始翻譯的時間應該是弘始六年（四○四），僧祐所謂的「二分」就是「三分之二」的意思。接著，之後曇摩流支來中國，據高僧傳的記載是「弘始七年秋」。高僧傳中也提到，慧遠在寄給曇摩流支的書簡中說，
「傳聞仁者齎此經自隨」，所以曇摩流支的應該是所帶的梵本，並非背誦的。而且因為記載，
「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因此說明了其翻譯已經完成。但因為說到，
「研詳考覈，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所以得知在十誦的譯文方面，羅什還不滿意就這麼去世了。這件事，同樣地與高僧傳的羅什傳記中相呼應，
「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亦即已經翻譯完畢，但是應該就在譯文尚未完全潤飾的時候，羅什便遷化了。因此接下來，之後的卑摩羅叉便著手進行。據高僧傳所載，卑摩羅叉於弘始八年來中國。並且提到，在羅什死（弘始十一年）後，於壽春的石澗寺，


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名為善誦，叉後齎往石澗，開為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為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

意思是說，羅叉校訂羅什的五十八卷本後，成六十一卷，將最後一誦〈善誦〉改為〈毗尼誦〉，因此現行本中，這兩個名稱應該都存在。

根據以上的出三藏記集及高僧傳，可以知道十誦律的翻譯過程。但同時，卑摩羅叉如何著手將羅什等的五十八卷本，作成六十一卷？這一點，高僧傳中的記載並不十分詳盡。而且現行的六十一本的組織與高僧傳的記述有少許差異。高僧傳的敘述與現行十誦律的相異處，是接下來要討論的重點。十誦律全部被分為「十誦」這一點，應該是出自其名稱，在現行的十誦律中，十誦的後面有附錄。亦即前述引用於智度論中的律，第十誦是
「善部」，現行十誦律中與此相當的，是第十誦的
〈比尼誦〉。但是這個在元本及明本中也作
「善誦」。從高僧傳中，羅叉將善誦改為毗尼誦這點看來，這也可以視為是相當於第十誦。然而十誦律中，〈比尼誦〉自卷五六至五九止，卷六十、六一這兩卷為
〈善誦毗尼序〉。而且由大正大藏經中可以發現，卷六十為〈善誦毗尼序卷上〉，卷六一的卷首記載
〈善誦毗尼序卷中〉，卷六一中間記載
「毗尼序卷下」。因此現行大藏經的六十六一兩卷，理應有曾經被分為三卷的痕跡。宋、元、明、宮等，題目的訂定上都各有不同之處，然而無論如何，分為三卷的部分共通於〈善誦毗尼序〉的部分。因此可以認為，這個部分曾經是三卷本，在某個時期被整理修訂為二卷。

剛開始翻譯時，羅什等所譯的是五十八卷，卑摩羅叉加以校訂後，成六十一卷；現存的大藏經內含有如此混亂的情況，似乎可以視為與這些事情有關。換句話說，在這裡就會有三卷之差，然而精查經錄後發現，後世的經錄家似乎是認為，卑摩羅叉在羅什等人所譯的五十八卷本上，進一步補譯了三卷。而且將這個部分稱為「毗尼誦」。也就是出三藏記集卷二中，列舉羅什所譯經典時，舉出了，


十誦律六十一卷  已入律錄
此外並沒有提到卑摩羅叉曾經補譯的事情。也就是說，僧祐很清楚地承認，羅什等所譯的五十八卷本所改變型式後的六十一卷本。然而這在歷代三寶紀卷八中，弗若多羅譯經的部分記載，


十誦律五十八卷  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於中寺出。見二秦錄
敘述弗若多羅與羅什共譯十誦律，多羅亡後，羅什接著與曇摩流支共譯。然而三寶紀進一步所列的卑摩羅叉的譯經提到，


毗尼誦三卷  是十誦後善誦
談到他將羅什等著手進行的五十八卷本，改為六十一卷。其中所敘述的事情，與出三藏記集和高僧傳並無不同，但儘管如此，一般認為，其中有視為「毗尼誦三卷」是羅叉新譯的意圖。至少，似乎有解釋為如此的餘地。大唐內典錄記載卑摩羅叉的譯經中有，


毗尼誦三卷  是十誦後善誦
三寶紀的處理方式也一樣，至於開元錄中，卑摩羅叉的譯經中記載，


十誦律毗尼序三卷  亦云十誦律序，令合入十誦末後三卷。是房云毗尼誦，注云是十誦後善誦，非也。其善誦有四卷，是十誦中第十誦也，見二秦錄。
也就是說，開元錄中，毗尼誦變成了「毗尼序」。而且主張，三寶紀等作「毗尼誦」是錯的。其理由是因為，十誦律的毗尼誦有四卷（卷五六－五九），而此羅叉所譯的只有三卷。因而一般認為，現存十誦律的最後記載為「善誦毗尼序」，開元錄也許認為這是羅叉補譯的，所以才會作這樣的改變。
貞元錄沿襲開元錄。現存大藏經將卷六十、六一的〈善誦毗尼序〉處理為「卑摩羅叉續譯」一事，似乎顯然是依循此一開元錄的解釋。

如上，關於十誦律譯者的處理，可以區分為三個階段：出三藏記集及高僧傳的作法、三寶紀及內典錄的作法、開元錄與貞元錄的作法。其中，由於開元錄的說法是立足於三寶紀說法的主張，所以如果三寶紀的說有誤，那麼開元錄的說法就會全然沒有根據。那麼，檢視三寶紀的說法時，將〈毗尼誦三卷〉歸為卑摩羅叉所譯一事，出三藏記集及高僧傳未曾提及，是毫無根據的說法。但是一般認為，從高僧傳卑摩羅叉的傳記中記載的，
「最後一誦改為毗尼誦」這點，三寶紀以高僧傳的這個說法為根據，進一步認為，羅什本的五十八卷與羅叉校訂本的六十一卷，其中三卷之差為卑摩羅叉所補譯，才會導致這樣的敘述。而且認為毗尼誦有三卷一事，根據開元錄所指出，與現存十誦律不合。因此，十誦律的譯者方面，根據出三藏記集及高僧傳的說法應該是，由羅什等人全部譯出後，卑摩羅叉重新校訂過，成為現行的六十一卷本。

但是一般認為，如果是像上述所解釋的那樣的話，現存十誦律第十誦的比尼誦，在五十九卷結束之後有〈毗尼序〉一事，與全部分為「十誦」的說法相矛盾。當考慮到要怎麼處理這一點時，一般認為，〈毗尼序〉的部分似乎本來也包含在第十誦之中。這個推論，在公認不受開元錄等說法影響的古寫本「天平寫經」的正倉院聖語藏本中，現存十誦律的卷六十一中「毗尼序卷下」開頭〈因緣品第四〉的地方，為
「十誦律第十誦卷第六十一序因緣品第四」，顯示出毗尼序也包含在第十誦中。因此一般認為，現行十誦律受開元錄說法的影響後，似乎將毗尼序自第十誦中獨立出來。

之所以耗費筆點在〈毗尼序〉的部分，是因為十誦律的這個部分，包括了
〈五百比丘結集三藏法品〉
和〈七百比丘集滅惡法品〉，這兩個相當於其他律的五百結集、七百結集的犍度。巴利、四分、五分等諸律中，此兩犍度置於「犍度部」的最後，巴利與四分中，進而在其後有「附隨」的部分。相對於此，十誦、僧祇、根本有部律的組織較為零亂，此兩犍度置於與巴利、四分、五分等不同的地方。但無論如何，不管哪一部律藏中，都有相當於這兩犍度的文章。不過，以十誦律的情況而言，如果將〈毗尼序〉視為卑摩羅叉的續譯，那麼自然就應該看待為，羅什等所譯的十誦律中缺這兩犍度。再者，在同樣的情況下，也會產生一個問題：卑摩羅叉是從什麼地方摘錄這個部分來補譯的呢？但是檢視高僧傳中卑摩羅叉的傳記，也都沒有交待他帶來這樣的文獻一事。這當然很合理，如前面指出的，〈毗尼序〉並非羅叉所譯，其實在羅什等的譯作中就已經存在了。

如上，關於十誦律的譯者方面應該是：弗若多羅、羅什、曇摩流支三人翻譯，卑摩羅叉進一步加以校訂。關於翻譯，可以說是以羅什為中心。接著有關翻譯年代的部分，由於
高僧傳中記載，自「弘始六年（四○四）」開始著手進行，所以似乎可以採用這個說法。進而，據載，羅什於
「弘始十一年（四○九）」遷化，因此卑摩羅叉的補訂理應在此之後。但由於一般認為羅什是翻譯完成後才遷化的，所以如果就這點而言，十誦律的翻譯年代可以視為是四○四－四○九年。這是在五大廣律中，最早的譯出年代。但是如果將卑摩羅叉的補訂考慮進去的話，其完成應該在距此數年之後。

３　四分律　六十卷

接著要來看看四分律的翻譯情況。大正大藏經中記錄，四分律的譯者為「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是佛陀耶舍與竺佛念共同的譯作。首先預計就這一點作檢討。根據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敘述，


曇無德四分律　四十卷或分四十五卷
曇無德者，梁言法鏡，一音曇摩掬多，如來涅槃後，有諸弟子顛倒解義，覆隱法藏，以覆法故，名曇摩掬多。是為四分律，蓋罽賓三藏法師佛陀耶舍所出也。初耶舍於罽賓誦四分律，不齎胡本而來遊長安，秦司隸校尉姚爽欲請耶舍於中寺安居，仍令出之，姚主以無胡本難可證信，眾僧多有不同，故未之許也。（中略）於是咸信伏，遂令出焉。故肇法師作長阿鋡序云，秦弘始十二年歲上章掩茂，右將軍司隸校尉姚爽於長安中寺集名德沙門五百人，請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出律藏四分四十卷，十四年訖，十五年歲昭陽奮若，出長阿含，涼州沙門佛念為譯，秦國道士道含筆受。

由此可知，四分律為曇無德部（Dharmaguptaka），即法藏部的律。四分律之中，並無文句明白表示此為法藏部傳持的律，但是沒有會與認為是法藏部的律相矛盾的記述。因此這應該可以認為是法藏部傳持的律藏，一般也都如此承認。根據出三藏記集上面的記述可知，四分律為罽賓的三藏法師佛陀耶舍所翻譯。耶舍並非持梵本而來，與十誦律的情況相同地，是背誦出來的，再根據此誦持的結果而譯出。經由以上出三藏記集的敘述，明白佛陀耶舍是譯者，然而似乎有一個問題是，竺佛念是否是共譯者？上述出三藏記集中，引用僧肇的
〈長阿含經序〉，由此可知，自弘始十二年起，開始進行四分律的翻譯。而且於十四年完成，隔年，十五年時，佛陀耶舍便譯出長阿含。而且其中是竺佛念譯，道含筆受。但是此一僧肇的〈長阿含經序〉中，「竺佛念為譯，道含筆受」一語，是只與長阿含有關？還是也與四分律的翻譯有關？在僧肇的文章中，並沒有清楚地交待這一點。然而，這件事根據慧皎高僧傳的佛陀耶舍傳記載，


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

從字面上可以理解為，竺佛念參加了四分律及長阿含兩者的翻譯。至於僧祐如何解釋呢，他似乎認為，佛陀耶舍單獨譯出四分律，而與竺佛念共譯長阿含。出三藏記集中舉出四部佛陀耶舍的譯經，所列的內容為，


長阿鋡經二十二卷  秦弘始十五年出竺佛念傳譯
曇無德律四十五卷  已入律錄
虛空藏經一卷  或云《虛空藏菩薩經》。三藏後還外國，於罽賓得此經，附商人送到涼州。
曇無德戒本一卷

也就是說，只談到長阿含是竺佛念的傳譯，其他經則沒有提到。如此一來，由於出三藏記集中，這一點十分曖昧，所以之後的經錄，在
三寶紀及內典錄中敘述，佛陀耶舍自弘始十二年著手翻譯四分律，至十五年解座，接著寫道「沙門道含竺佛念二人筆受」，將竺佛念置於四分律翻譯的「筆受」中，共譯者則沒有提到。可是在
法經錄中提到，

四分律六十卷  後秦世沙門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清楚地指出是兩人「共譯」。
仁壽錄、靜泰錄、大周錄等皆沿用此說法。開元錄接受高僧傳的說法，敘述
「涼州沙門竺佛念為譯秦言，道含筆受」。
貞元錄承襲此說。因此嚴格說來，關於竺佛念是否是共譯者，意見應該有不同，但是這件事也許應該視為，竺佛念以共譯者的身分參加翻譯。
竺佛念是當時少數通胡語的中國人之一，因此翻譯三藏來中國後不久，在他們不熟悉中文的情況下，佛念成為共譯者，幫助翻譯的例子很多。但是由記載中得知，他
「義學之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似乎是精通語言學的人，但是在教理的理解上不太擅長。因此一般認為，竺佛念雖然擔任共譯者，但是翻譯的主要工作還是借助翻譯三藏的力量。此事在律藏的翻譯上也說得通。換句話說，距四分律二十多年以前，竺佛念獨力譯出的《鼻奈耶》十卷，與此四分律的文章相較之下，由其中差異頗大這一點也可以作如此的推斷。總之，如果在翻譯長阿含時，竺佛念擔任共譯的話，那麼不久之前翻譯四分律時，他也有參加，這個看法似乎也算合理。但是即使有竺佛念的幫助，但此時似乎應該重視的是擔任譯者的佛陀耶舍的工作。

接著關於四分律的翻譯時期，根據
高僧傳及僧肇的
〈長阿含經序〉等，可以將之視為自弘始十二年（四一○）開始翻譯，於弘始十四年（四一二）完成。
歷代三寶紀及大唐內典錄沿襲此說。這應該緊接在十誦律譯出（四○四－四○九）之後。但是關於四分律的譯出年代，開元錄提出了弘始十年（四○八，但是宋元明本作弘始七年）的說了。也就是說，開元錄在佛陀舍的譯出經中記載，


四分律六十卷　　亦云曇無德律本，譯四十五卷，或云四十卷，或云四十四卷，今亦有七十卷者，弘始十年於中寺出（下略）
接下來的
貞元錄也承襲開元錄的這個年代。但是開元錄這個年代沒有什麼說服力。智昇以此為根據，舉出晉世雜錄、祐錄、僧傳，而且如今雖然不清楚晉世雜錄為何，但是如前所述，因為僧祐錄及高僧傳持「弘始十二年」的說法，所以一般認為，就一點開元錄應該有一些錯誤。

接下來，四分律的卷數方面並不固定。如前述，開元錄舉出「六十卷」為正說的同時，以外的其他說法方面，還提到四十五卷本、四十卷本、四十四卷本、七十卷本等異本。出三藏記集中，
〈律錄〉的記載為「四十卷，或分四十五卷」，而且
〈經律論錄〉中作「曇無德律四十五卷已入律錄」，出現了四十五卷。
高僧傳中為「四十四卷」。由於四分律被分為四分，所以也許一開始是分為四十卷。「四十四卷」的說法似乎也與此有關係。但是這個分法好像有不合理之處，一般認為，是否就因為如此所以卷數才產生變動？而且實際上，似乎從很早以前就有「六十卷本」存在。
歷代三寶紀中，列出佛馱耶舍的譯經部分，舉出「四十五卷」，夾注寫有「或六十卷」，將六十卷本視為別說。但是其
〈小乘錄入藏目〉中作「四分律六十卷」，舉出了六十卷本。因此當時實際上應該就已經有六十卷本了。此事在同時期的
法經錄也一樣。法經錄只舉出六十卷本。
靜泰錄也一樣，但是
仁壽錄作「六十一卷」。
內典錄的處理方式與三寶紀相同。而且開元錄中，如上述，以六十卷本為正說。
貞元錄與開元錄一模一樣。如上，所以四分律的卷數應該是，早期為四十五卷等，而之後變成了六十卷。因為從四分律的內容來看，並非全然沒有之後增廣的痕跡，而且又因為自古在卷數方面也沒有人提出疑義，所以這一點應該只是卷數上的變動，內容則沒有作改變。

４　摩訶僧祇律  四十卷

摩訶僧祇律的翻譯如下。大正大藏經中，摩訶僧祇律的譯者為「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也就是佛陀跋陀羅與法顯共譯的。這個說法很合理，然而仍要就這一點作詳細的檢討。根據《出三藏記集》的〈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僧祐敘述，


婆麁富羅律  四十卷

婆麁富羅者，受持經典皆說有我，不說空相，猶如小兒，故名為婆麁富羅。此一名僧祇律，律後記云，（中略）。婆麁富羅眾籌甚多，以眾多故，改名摩訶僧祇。摩訶僧祇者，言大眾也。沙門釋法顯遊西域，於摩竭提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寫得胡本，齎還京都。以晉義熙十二年，歲次壽星，十一月，共天竺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訖。

書中認為婆麁富羅律為正式的名稱。而且接著說明婆麁富羅律就是摩訶僧祇律。其中說到，婆麁富羅律說有我，不說空相，就如同是小孩子一樣，所以很明顯地，此一婆麁富羅可以說其實就是指犢子部（VAtsIputrIya）。因為犢子部承認「非即非離蘊我」，所以為其他部派所非難。但是接著，由於取婆麁富羅眾的籌者較多，所以婆麁富羅便改名為摩訶僧祇（MahAsaMghika），也就是大眾部；一般認為，所說的這件事是指佛滅百年左右，發生於毗舍離的「十事非事」爭議中，不服從非事判決並集合徒眾舉行大結集的「跋耆子」（VajjiputtiyA）的傳承。亦即此時僧伽分裂為上座部與與大眾部，而此「跋耆子」等人的團體便成為大眾部。因此一般認為，婆麁富羅由於徒眾甚多而成為大眾部一事，很明顯是接受了這個傳承。跋耆子音譯為婆麁富羅，而犢子部（Vajjiputtaka）的音譯也是婆麁富羅，所以被認為是在這一點產生了陰錯陽差。總之，毗舍離的跋耆子等人成為上座部系統的犢子部，進而又轉換為大眾部一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因此
關於這一點，僧祐上述的記錄是錯誤的。

因為僧祐認為婆麁富羅就是大眾部，所以摩訶僧祇律便以「婆麁富羅律」的標題出現，這絕沒有想要顯示此律為犢子部的律的意圖吧。但是因為當時中國流傳有「五部律」的傳承，而且這五部之中，犢子部也有算在內，所以一般認為，也許僧祐在這一點上產生了誤解。僧祐〈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正前面為
「新集律分為五部，記錄第五，出毗婆沙」，傳達了說明五部律成立的傳承。因為寫著「出毗婆沙」，所以大概是說一切有部系統的傳承。由文中可知，佛滅一百一十餘年，阿育王時，大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提、優波掘所傳持下來的八十誦律，由於阿育王破佛而化為烏有，不過後來阿育王歸依佛教，對佛法產生信心時，有五大羅漢，帶領各自的徒眾，因於見解不同，於是產生了五部。僧祐在這裡沒有寫出五部的名稱，但是在同一處記載，「大集經佛記，未來世當有此等律出世……」，所以也許認為是
大集經所說的五部。大集經中說到法藏部、說一切有部、飲光部、化地部、犢子部等五部。不過除此之外，大集經在後面接著敘述，「廣博遍覽五部經書，是故名為摩訶僧祇」，另外也提到了大眾部。因此大集經在談五部的同時，實際上應該是承認有六部。大集經為何持有這種說法，並不清楚，但總之，因為這樣，
之後說有五部的記錄很多，其中，有除去大眾部，承認上述五部的說法，有除去上述五部的其中一部，再代以大眾部而成五部的說法等，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說法。一般認為，在這裡，由於僧祐將婆麁富羅視為大眾部，所以就確保了「五部律」這個五的數目。此事理應與摩訶僧祇律卷末，譯者法顯的〈私記〉也有關係。
〈私記〉在敘述與出三藏記集〈律分為五部記〉同趣旨說法的同時，也只舉出曇摩崛多（法藏部）、彌沙塞（化地部）、迦葉維（飲光部）、薩婆多（說一切有部）等四部的名稱；其中並敘述，「於是行籌，取本眾籌者甚多，以眾多故，故名摩訶僧祇」。也就是說，文中沒有說出犢子部的名稱，而說成「本眾」，這應該視為是大眾部。僧祐在〈婆麁富羅律四十卷〉的說明中，以「律後記云」的方式引用此〈私記〉，而在引用時，將原文中的「取本眾籌者甚多」改作「婆麁富羅眾籌甚多」。一般認為，從這點看來，僧祐將摩訶僧祇律當作婆麁富羅律來介紹一事，似乎在費心解釋，既要維護五部律的傳承，而且也應該承認摩訶僧祇律。但是認為只傳持五部的五部律傳承並不正確。如今錫蘭上座部中，律也早已有傳承，正量部傳持律一事，由此派存在有注釋律的
「律二十二明了論」這點，便可以清楚地知道。但是在漢譯的傳承方面，由於在《大比丘三千威儀》及《舍利弗問經》等其他經典都有敘述到「五部」，所以僧祐可能認為，只有五部持有律。將摩訶僧祇律介紹為婆麁富羅律一事，應該是基於僧祐這樣的認識。因此，僧祐的這個說法應該不是想要主張，摩訶僧祇律便是上座部系統的部派之一的犢子部的律。

這部律也如僧祐所說，是法顯遊西域，在摩竭提（Magadha）巴連弗邑（PATaliputra）的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寫得胡本，帶回中國翻譯的。其實法顯本身稱此律為摩訶僧祇律，所以這裡也可以視為如此。而且將此律視為大眾部的律一事，理應和從內容檢討所得的結果一致。

如前所述，此律的原典為法顯在華氏城的阿育王塔天王精舍所得，而且根據法顯的
〈摩訶僧祇律私記〉記載，這部律原本是傳承祇洹精舍的律。根據出三藏記集，譯者為法顯與佛馱跋陀羅共譯。譯時則自義熙十二年（四一六）起，至十四年（四一八）止。這些事的記載，完全與法顯的〈私記〉相同。此外，即使檢視
《高僧傳》的〈佛馱跋陀羅傳〉及〈法顯傳〉，這一點也完全一樣。但是在
《高僧法顯傳》中，梵本寫得的場所是在巴連弗邑的摩訶衍僧伽藍。而且僧祇律的譯者、譯時、卷數方面，在之後的
諸經錄中完全都沒有不一樣的說法，都與上述的記載相同。也就是說，《法經錄》卷五、《歷代三寶紀》卷七、《仁壽錄》卷一、《靜泰錄》卷一、《大唐內典錄》卷三、《開元錄》卷三、《貞元錄》卷五等，都持相同的說法。不過，三寶紀、開元錄、貞元錄中所傳的是三十卷本，而這當然也是說法之一，每一部經錄所承認的正式卷本都是四十卷。

５　五分律　三十卷

關於五分律的譯者、譯時如下。根據大正大藏經的記載為，「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三十卷，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出三藏記集》的〈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在五分律方面題為，


彌沙塞律　三十四卷

認為化地部的律就是五分律。而且從《法顯傳》中引文，說明這是法顯在師子國得到的原典所譯出的。並敘述，

又至師子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胡本。法顯以晉義熙二年還都，歲在壽星，眾經多譯，唯彌沙塞一部未及譯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七月，有罽賓律師佛大什來至京都，其年冬十一月，瑯耶王練比丘釋慧嚴、竺道生，於龍光寺請外國沙門佛大什出之，時佛大什手執胡文，干闐沙門智勝為譯，至明年十二月都訖。

這裡似乎很清楚地，五分律的梵本是法顯在師子國所得。但是法顯歸國後翻譯眾經，然而在五分律沒有譯時時就圓寂了。因此瑯耶王練、便與釋慧嚴、竺道生一起，邀請佛大什翻譯剩下的梵本。譯時自宋景平元年（四二二）起，至二年終。但因為卷數記載為三十四卷，所以與現行的三十卷不同。

此外根據《高僧傳》的
〈佛馱什傳〉記載，佛馱什為「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部僧」，所以他是化地部的人，而且據說他「專精律品，兼達禪要」，因此是律的專家。有關譯者、譯時等，高僧傳中也與前面引用三藏記集的記述相同。而且上面寫有，「譯為三十四卷，稱為五分律」，顯然彌沙塞律被稱作五分律。而且這裡也記載為「三十四卷」，應該自古就是三十四卷本。這個三十四卷本何時變成三十卷本的，並不清楚，但是似乎在《歷代三寶紀》的時，就已經存在有三十卷本了。換句話說，三寶紀在列舉佛馱什所譯經典時出現，


彌沙塞律三十四卷  見道惠宋齊錄。別錄云二十四卷，此恐誤
，記載有三十四卷，但是三寶紀的〈小乘錄入藏目〉中則出現，


五分律三十卷

。所以在這個時期，實際上應該已經是三十卷本了。因此，《法經錄》中也出現，


彌沙塞律三十卷  宋景平年，沙門佛陀什共智勝譯
，已經變成三十卷本了。之後的
《仁壽錄》、《靜泰錄》也都是這個卷數。
《大唐內典錄》的處理方式也與三寶紀相同。而且在
《開元錄》及《貞元錄》中，在列舉佛陀什的譯作時也作「五分律三十卷」，提出三十卷本為正說；而且視三十四卷為別說。如上面所述，所以在很早以前就應該存在有三十卷本，由於不管在哪一部經錄中，都對三十卷本持不容置疑的態度，因此這裡似乎沒有必要把重點放在這個地方。換句話說，照理說一開始是被分為三十四卷，然而在中途變成了三十卷。此外，關於譯者及譯出年代，在各經錄間也沒有異說。

另外，大正大藏經中作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插入「和醯」一語。但是
並不清楚這個語詞是什麼意思？以及因為什麼理由而插入？在上述各經錄中並沒有插入這個語詞，可能是大藏經漸次開版之後才被插入的。審視
《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卷可知，高麗藏以及北宋版大藏經中，沒有置入「和醯」一語。到了南宋版就被插入此語，元版中也置入。但是明藏中沒有置入。在日本，天海版中沒有置入，而縮藏、卍藏、大正藏中則有置入。如上，所以一般認為，此語被插入一事應該是有點偶而的關係。

如上，有關五分律的翻譯應該是：此律為化地部所屬，譯者為佛陀什與慧嚴、竺道生共譯，譯時為四二二－四二三年，卷數三十卷。

６　迦葉維律

《出三藏記集》的〈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目的在闡釋上述薩婆多部的十誦律、曇無德部的四分律、摩訶僧祇、彌沙塞部的五分律等四部律的來歷，但是如前所述，僧祐一心繫念「五部律」的傳承，所以連未傳的迦葉維部（KAZyapIya  飲光部）方面，也稍微提到。亦即在敘述上面四種律之後，題為，


迦葉維律未知卷數
接著敘述著，

此一部律，不來梁地，昔先師獻正，遠適西域，誓尋斯文，勝心所感，多值靈瑞，而葱嶺險絕，弗果玆典，故知此律，於梁土眾僧，未有其緣也。

意思是說，獻正到西域尋找這部律，最後還是沒有拿到。由此可知，相傳印度存在有五部律一事，不只僧祐這樣認為，在中國，當時一般人都這樣認為。飲光部的廣律始終沒有在中國譯出，而且連梵本也還沒有發現，所以這部律實際是否存在？至今都無法決定。但是《戒經》似乎存在。因為自出三藏記集（五一○－五一八）起，稍後被譯出的
《解脫戒經》一卷記載為「出迦葉毗部」，認為屬於飲光部。這部已經被記載為「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附在僧昉的
〈譯經緣起〉。其〈緣起〉中敘述，「每尋斯文，概五數闕，敢以追訪，獲斯戒本」。此「五數闕」所說的，應該是五部律之中，缺少了飲光部的律一事，其中表明了獲得飲光部戒本時的喜悅。而且根據〈譯經緣起〉，此解脫戒本的翻譯年代為「大魏武定癸亥年（五四三）」。再者，譯者方面，也有經錄只記載為「瞿曇留支」，不一定。關於這一點，預計留待下一節檢討。

７　根本有部律

據
《宋高僧傳》卷一〈義淨傳〉敘述，義淨歸朝時間為證聖元年（六九五），入寂為先天二年（七一三）。其間他進行翻譯工作，所以他的譯作只出現在之後成立的《開元錄》、《貞元錄》中。義淨在有關戒律的譯作方面，據
《開元錄》卷九，列舉出下列十一部一五十九卷（或一百五十一卷）。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　五十卷　長安三年十月四日，於西明寺譯，沙門波惠表等筆受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　二十卷　景龍四年，於大薦福寺翻經院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四十卷　景龍四年，於大薦福寺翻經院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　十卷　或八卷。長安三年十月四日於西明寺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　一卷　景龍四年，於大薦福寺翻經院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　一卷　景龍四年，於大薦福寺翻經院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　十卷　長安三年十月四日於西明寺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　五卷　尊者毗舍佉造。龍四年，大薦福寺翻經院譯。先在西域那爛陀寺譯出，還都刪正。景龍奏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攝頌　一卷　景龍四年，於大薦福寺翻經院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攝頌　一卷　景龍四年，於大薦福寺翻經院譯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二十卷　尊者勝友集，或十四卷。久視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東者大福先寺譯
等十一部。其中，久視元年為西元七○○年，長安三年是七○三年，景龍四年相當於七一○年。而且開元錄在說明義淨的譯經方面敘述，


又，出說一切有部跋窣堵即諸律中犍度跋渠之類也，梵音有楚夏耳，約七八十卷。但出其本，未遑刪綴，遽入泥洹，其文遂寢。

跋窣堵vastu（事）即相當於其他律的犍度（khandhaka），在譯出的作品中，如第三的《毗奈耶雜事》（VinayakSudrakavastu），為跋窣堵的一部分。根本有部律中也存在有犍度部一事，詳細可以參考最近出版的
Gilgit Manuscripts中的MulasarvAstivAda-Vinayavastu，以及藏譯根本有部律等。義淨也有帶回來，並加以翻譯過了，然而最後應該是來不及刪綴便入寂了。此未及刪綴的七八十卷，實際上是哪一部作品？《開元錄》並未明示。但是之後的《貞元錄》中，有就這點加以敘述。

在義淨所譯經論方面，
《貞元錄》敘述與開元錄相同的內容，不過接著在最後附加如下的「七部五十卷」，即記載：

根本說一切有部藥事　二十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二十卷內欠二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　五卷　內欠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　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隨意事　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　二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恥那事　一卷

右此上，從藥事下七部，共五十卷。並從大周證聖元年至大唐景雲二年以來，兩京翻譯未入開元釋教錄，今搜撿乞入貞元目錄。

似乎很明顯地，其中新舉的七部五十卷（內缺三卷），相當於開元錄中所說的「約七八十卷。但出其本，未遑刪綴」。但是這裡只舉出五十卷（四十七卷），所以似乎還有剩下的。這是因為義淨的根有部律與上述的梵文根本有部律事及藏譯根本有部律相較之下，犍度部中還有若干脫落的部分。因此開元錄所謂的「七八十卷」如果全部都存在的話，那麼，也許義淨的根本有部律也全部都譯出了。有關與梵本及藏譯的比較方面，將闡釋於下一章，總之，如果實際上有翻譯，而且散逸了的話，實在很令人惋惜。

以上根據開元錄及貞元錄，計算義淨的根本有部律方面的翻譯的話，全部有十八部兩百零九卷（內缺三卷）。但是這個數目與現行大藏經的卷數有出入。這裡只舉出不同的部分如下。亦即現行大藏經中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　三卷（經錄為五卷）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十四卷（經錄為二十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　十八卷（貞元錄為二十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二十卷（貞元錄為二十卷，而且注明「內二卷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　四卷（貞元錄為五卷，而且注明「內一卷缺」）

其中，毗奈耶頌為三卷本一事，《開元錄》、《貞元錄》的〈入藏錄〉中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  五卷或三卷      
視三卷本為異本來介紹。同樣，
律攝方面，除了二十卷本外，還有十四卷本，視為異本來列出。因此，這兩者也許應該視為，異本就是如今通行的。接著，出家事一直到了貞元錄，搜查並檢查之後才被入藏，從這時候起，就已經缺少一卷了，之後理應沒有被發現。因此重點在於，藥事的十八卷與破僧事的二十卷。貞元錄中，破僧事為二十卷，內缺兩卷，而現在是二十卷齊全，反而在貞元錄中沒有提到缺本的藥事二十卷，現在有兩卷缺本。所以一般也認為，這是貞元錄將兩卷的存缺弄錯了，或是之後的筆誤。總之，如今除此之外便無跡可循了。

無論如何，有關義淨的根本有部律的翻譯，若參照經錄為「十八部兩百零六卷」，如果是現存本的話，有「十八部一百九十九卷」。五大廣律中，份量最多，因此在內容上也顯示出與其他律不同的種種特徵。此外，根本有部律中，不存在義淨以外的譯者。

８　廣律的翻譯及十誦律的意義

以上，結束對五大廣律的譯者、譯時等的探討。由此可知，五大廣律之中，最早譯出的為十誦律（四○四－四○九），接著的順序為四分律（四一○－四一二）殿後，第三是摩訶僧祇律（四一六－四一八），第四是五分律（四二三－四二四），最後為根本有部律（七○三－七一三）。

其中，除了根本有部律外，其他的四大廣律在五世紀前半時，都已經被翻譯出來了。十誦律的自四○四年開始翻譯，最後的五分律於四二四年譯完，所以應該是短短二十年的時間裡，四種廣律就全部出齊了。這似乎正顯示出，在當時的中國佛教界，強烈地要求完整的律藏。法顯於
三九九年（或四○○年）自長安出發到印度去，也因為概嘆漢地的律不完備。他自印度歸國的義熙九年（四一三）時，十誦律和四分律應該都已經譯出了，不過總之，這表示在十誦律以前，中國並沒有完整的律藏。關於大量翻譯經與論的同時，卻怎麼也沒有譯出完備的律一事，似乎具有許多原因。大乘經典中不時強調讀誦書寫的功德，而律則與之全然相反。原則上不能對在家信眾開示，主要似乎經由口傳的方式在比丘僧伽內部授受、傳持。因此，法顯也敘述，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涉，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換句話說，律以口傳的方式傳承下來，所以律本的寫得就十分困難。因此，攜廣律來中國的情形，似乎自然就十分少有。但是十誦律之前，有譯出廣律的不完整本
《鼻奈耶》十卷。而且並非廣律而光是戒本的原本，似乎經常被帶到中國來。經錄中
被譯出的戒本部分，也記錄了長達數回。但是，當十誦律一譯出後，不消多時，三部廣律就緊跟著翻譯出來，而且這些至今都被視為標準律典來運用，一般公認，這顯示出之前律典的翻譯非常不完整的同時，也說明了十誦律的譯出具有劃時期的意義。

中國佛教方面，一開始盛行十誦律的研究，不過逐漸為四分律所取代，接著四分律宗成立後，只要一談到中、日的律的研究，幾乎可以說就是四分律。但是這個現象，不應該認為是因為四分律的翻譯較優秀，而十誦律的翻譯較差。當然，四分律的內容完整，翻譯得既優美，譯文也十分流暢。但是關於這種上乘譯作的產生，只視為是直接的譯者佛陀耶舍等，或是共譯者竺佛念等的功續，並不恰當。因為，如果與其他佛陀耶舍翻譯的經典，如長阿含經等，或是十誦律譯出以前，竺佛念獨力譯出的鼻奈耶的譯文的晦澀相較之下，就十分清楚了。一般認為，四分律譯文的優美流暢，其實受十誦律的譯文影響甚鉅。說到四分律與十誦律開始著手進行翻譯的時間，十誦律早了六年。大體而言，十誦翻譯完成後，四分才開始譯出。而且四分與十誦都在
長安翻譯。且十誦的譯者之一的羅什，推介佛陀耶舍翻譯四分律。根據《出三藏記集》及《高僧傳》，姚爽想要邀請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而姚主以耶舍只是背誦而沒有帶梵本，無法信任他，不同意翻譯。當時，羅什聽到這件事後說，
「耶舍甚有記功，數聞誦習，未曾脫誤」，試著請他背誦藥方一卷、民籍一卷時，經三日全部背誦下來，一字無誤。因此連姚主也信服，答應翻譯。因此羅什與耶舍之間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一般認為，翻譯四分律之際，也許有參照十誦律的譯文。四分、十誦當然是不同部派所傳持的律，所以各具特色。但是原本就分裂自同一部律藏，所以理應有非常多類似的文章及表現。是故一般認為，四分如果參照十誦來翻譯的話，受其影響的地方也很多。這是因為就四分及十誦而言，譯語及譯文中可以看到非常類似的地方。其實不只四分律，大致上，十誦、四分、僧祇、五分的譯語相同處頗多；這一點，如果試著將十誦律譯出以前產生的律典，以及十誦以後這些廣律的文體作比較，就會更清楚地發現四大廣律譯文有明顯的類似之處。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決定四大廣律的律的譯語的就是十誦律。亦即，十誦律著手翻譯的時間最早，再加上十誦律有稀世的翻譯家羅什，從這兩點可以這樣認為。但是為了成立這種說法，似乎有必要按照實際資料，來說明四大廣律的譯語十分類似，以及與之前的律的譯語大不相同之處。下面便就這點加以闡釋。

二  廣律譯語的標準性與十誦律的位置

１　鼻奈耶於十誦律之前譯出

以上，以經錄及高僧傳為線索，決定了五大廣律的翻譯年代及譯者。我認為，像廣律這種大部頭的作品，翻譯年代也會很明確，所以不妨以這種方法來確定譯出年代。那麼，五大廣律之中，除了根本有部律之外的其他四律，是在五世紀前半，約二十六年之間相繼譯出的。但是在這裡，這些四大廣律的譯語已經固定，而且我覺得這一點可以成為其他譯出年代不明的律典，決定年代的標準，因此，必須以實際的例子證明，這些廣律的譯語與這之前的律典的譯語有一道清楚的分水嶺。

在大藏經中，收錄了被記載為安世高、支謙、曇諦、康僧鎧等翻譯的律典，但是這些不管是從內容上來看或是從經錄等記錄來看都有問題，實在很難看出是四大廣律之前的譯作。多數現存的漢譯律典中，可以很明確地視為十誦律之前譯出的，在現存方面，只有下面兩部：第一是竺佛念譯的《鼻奈耶》十卷。第二，沒有被收錄在大藏經中，而被收於失吹慶輝博士的《鳴沙餘韻》中的《戒經》一卷。這些從內容、形式兩方面來看，都應該可以視為是十誦律以前的譯作。這兩部中，首先從鼻奈耶開始檢討起。

大藏經中收有
「鼻奈耶十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然而不知為何，《出三藏記集》中沒有收錄。大藏經的鼻奈耶中，附有道安的
〈序〉，而這篇〈序〉也沒有被收在出三藏記集中。這一點令人費解，但是即使是《出三藏記集》，可能也並非一卷不漏地，網羅當時存在的經典，所以遺漏的情況也可以想見。《出三藏記集》中，竺佛念譯出經方面，有
「出曜經十九卷」之後的「六部凡五十卷」，而且除此之外，竺佛念以共譯者的身分參加翻譯的部分，為曇摩侍的「十誦比丘戒本一卷」之後的「十一部」經典。竺佛念參加許多經典的翻譯工作一事，
《高僧傳》也有談到。且敘述他在當時的翻譯界居功厥偉，說道，「在符姚二代，為譯人之宗」。竺佛念是解胡語的少數中國人之一，因此來中國的三藏法師由於剛到不久，還不熟稔中文時，他時常幫助其翻譯工作，參加翻譯。而且，其間竺佛念也獨力翻譯了許多經典。所以竺佛念所譯經典自然就比較龐雜。雖然《鼻奈耶》在出三藏記集中沒有記載，但是在之後的經錄中，全部都有記上。亦即《歷代三寶紀》中作，


鼻奈耶經  一十卷  或云《戒因緣經》。沙門曇景筆受，見釋道安經序
，包含在竺佛念的譯經中。三寶紀除此之外，還新列出竺佛念的譯出經，所以全部增加為「十三部合八十六卷」；遠比《出三藏記集》的「六部凡五十卷」還多。而且《三寶紀》提到
「高僧傳中唯載五部，其外八部彰別雜錄，故備列之」。但是這裡沒有餘力，去一一檢討《三寶紀》新提出的八部是否正確，但總之，一般推測，竺佛念的譯出經方面，《出三藏記集》中有若干遺漏。關於《三寶紀》的「十三部八十六卷」，
《內典錄》在列舉竺佛念的譯出經時，與此完全相同，而
《開元錄》作「十二部七十四卷」，有一些出入。
《貞元錄》與《開元錄》同。亦即在之後的經錄中，有一些不同，但是鼻奈耶十卷則全部都有包含在其中。這個情況在
《法經錄》、《仁壽錄》、《靜泰錄》、《大周錄》等，也都完全相同，同樣都承認鼻奈耶十卷是竺佛念的譯作。因此，鼻奈耶十卷沒有收在《出三藏記集》中，而在其他經錄則歸為竺佛念的翻譯一事，並沒有不同的論點。

三寶紀將鼻奈耶收為竺佛念譯出經的理由，如前所示，因為「其外八部彰別雜錄」，「別雜錄」中有記載這些；而且，尤其關於鼻奈耶，「見釋道安經序」，已經附在道安的經序中，所以可以說這就是竺佛念的翻譯。由於以上兩個理由，三寶紀便將鼻奈耶加到竺佛念的譯出經中。如今「別雜錄」方面並不清楚，而由於道安的序還存在，所以可以從中知道內容。這篇序與道安其他所作的許多序相較之下，沒有特別不同之處，視為道安的作品並不矛盾。
宇井博士也認為這是道安所作。其中敘述，


道安常恨三藏不具，以為闕然。歲在壬午，鳩摩羅佛提齎阿毗曇抄、四阿含抄，來至長安。渴仰情久，即於其夏出阿毗曇抄四卷，其冬出四阿含抄四卷。又其伴罽賓鼻奈，厥名耶捨，諷鼻奈經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書，佛念為譯，曇景筆受。自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為四卷，與往年曇摩寺（宋、元本作侍）曲相似，如合符焉。於二百六十事疑礙之滯，都謏然焉。

由此序可知，壬午年時，鳩摩羅佛提來長安，同年夏，譯出阿毗曇抄四卷，同年冬譯出四阿含抄四卷，之後譯出鼻奈耶。因此，所說的鼻奈耶自正月十二日開始翻譯，應該是指「壬午年」的次年。而且根據這篇序，鼻奈耶最初是四卷。但是道安的這篇序與現在的事實稍有不同。第一，記載鼻奈耶有四卷，而現行的鼻奈耶為十卷。一般認為，如果是四卷的話，那麼一卷中的內容也未免太多了。第二，談到譯出阿毗曇抄、四阿含抄各四卷，但是這與各經錄的記述也不一致。例如，
《出三藏記集》中敘述，

四阿含暮抄經  二卷

右一部，凡二卷。晉孝武帝時，西域沙門鳩摩羅佛提於鄴寺出，佛提執胡本，竺佛念、佛護為譯，僧導、僧叡筆受。

，只舉出四阿含（暮）抄，未舉出阿毗曇抄。這個情形，在之後的
經錄中也都一樣。而且卷數並非四卷，而是兩卷。雖然有這樣的差異，但是阿毗曇實際上似乎也有譯出。因為收於《出三藏記集》卷九的


四阿鋡暮抄序第十  未詳作者

的〈序〉中說，「此歲夏出阿毗曇，冬出此經，一年之中，具二藏也」。也就是說，在這裡也說到，除了四阿含抄之外，還有譯出阿毗曇抄。大體上來說，這篇〈序〉中敘述到的，與前述道安的〈鼻奈耶序〉中所說的，內容上相呼應。因此我認為，在卷數這一點，有與事實不符之處，然而可以看待為，道安的〈鼻奈耶序〉傳達了大致上的事實。所以，如果從記錄上來看的話，應該可以視為，鼻奈耶十卷為竺佛念譯出。而譯出年代，根據〈序〉記載，「壬午年」（建元十八年，三八二）時，鳩摩羅佛提來長安，翻譯鼻奈耶一事，是翌年（建元十九年，三八三）正月十二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之間。所以，似乎應該採用這個年代。而且三寶紀及內典錄都沒有說到譯出年次，開元錄上則寫有，
「符秦建元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出」。但是建元十四年（三七八）並非壬午，所以這是開元錄的錯誤。開元錄也有說到「壬午」，所以這裡自然應該取「壬午」。因此建元十四年毫無根據。此一鼻奈耶譯出的建元十九年，距離十誦律著手翻譯的年次（四○四），不過早了二十一年而已。

２　敦煌本《有部戒經》與古譯戒本

矢吹慶輝博士出版之
《鳴沙餘韻》（三九－四一枚）中，收入波羅提木叉的寫本。卷末記著
「建初元年（四○五）寫」，所以不消說，當然是在這之前翻譯的作品。問題是，到底是在多早之前呢？這部戒經卷有破損，所以缺題名及譯者名等，本文一直到四波羅夷法的一半都有缺損。但是從內容上判斷，
矢吹博士推測這是十誦戒本的一部分。而且
西本龍山師也支持這個說法，認為尤其難以辨認是曇摩侍翻譯的十誦戒，或是竺法護的「十誦比丘戒本」。總之，這是說一切有部系統的戒本一事，從內容上來看並無異議。而且前述的鼻奈耶十卷也是十誦系統的律典，此事一般也都承認。因為這些律在條文數或順序上，都和羅什譯的十誦律若合符節。一般認為，與其他的四分、五分、僧祇、巴利律等相較之下，在主要部分方面，十誦、鼻奈耶、敦煌本戒經等有密切的共通點。在這一點，這些毫無疑問的，都是同系統的律。但是如果細看的話，這三者之間也都各有不同之處，有部系統的諸律之間，也可以區分出若干不同的系統。以下稍微檢視一下這些系統，以探討敦煌本戒經屬於怎樣的系統。

根據《出三藏記集》中收錄道安的〈比丘大戒序〉，以及竺曇無蘭的〈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等，知道當時存在有各種戒本。亦即根據道安的
〈比丘大戒序〉中敘述，

至歲在鶉火（午，三七○），自襄陽至關右，見外國道人曇摩侍諷阿毗曇，於律特善，遂令涼州沙門竺佛念寫其梵文，道賢為譯，慧常筆受。經夏漸冬，其文乃訖。考前常行世戒，其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舉意，昔從武遂法潛得一部戒，其言煩直，意常恨之，而今戒規矩與同，猶如合符，出門應轍也。

可知這是附在曇摩侍誦出，竺佛念翻譯的
《十誦比丘戒本》的，道安的序。他剛拿到這個戒本，顯得十分喜悅，因為「前常行世戒」謬誤頗多，文字難懂，而且只舉大意，戒文沒有詳細譯出等，很難理解。此外，道安也提到，從武遂的法潛得到一部戒，這部戒也是譯文煩直，理解困難，經常覺得對這一點十分遺憾。但是根據這篇〈序〉記載，從法潛得到的戒，與曇摩侍翻譯的戒，規矩相同，內容「猶如合符，出門應轍」。因此可以說，從法潛所得的戒與曇摩侍本的內容相同。故在曇摩侍本以前，具有與曇摩侍本相同組織的戒經，應該就已經譯出了。接著，「常行世戒」與從武遂的法潛所得的是相異或相同？光從字面上，無法清楚知道，不過，也許是不同。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曇摩侍本翻譯之時，就有三種戒本存在了。但是經錄中，關於曇摩侍本以前戒本的翻譯，除了在
竺法譯出經中的「闕經」中，舉出「誡具經一卷」、「比丘尼誡經一卷」之外，沒有留下任何確實的記錄。在《出三藏記集》中，相當於曇摩侍本的敘述為，


十誦比丘戒本　一卷　或云十誦大比丘戒
右一部凡一卷。晉簡文帝時，西域沙門曇摩持誦胡本，竺佛念譯出。

，翻譯時間為晉簡文帝時（三七一－二）。這本戒本如今散逸不存。而且後者所謂的「常行世戒」，是誰翻譯的戒本？或是名稱為何的戒本？完全不清楚。根據道安前面的序，進一步敘述，


外國云戒有七篇，而前出戒皆八篇。今戒七悔過後，曰尸叉罽賴尼。尸叉罽賴尼有百七事明也，如斯則七篇矣。又
侍尸叉罽賴尼有百一十事，余慊其多，侍曰：「我持律許口受十事，一記無長也」，尋僧純在丘慈國，佛陀舌彌許，得比丘尼大戒來出之，正與侍同，百有一十，爾乃知其審不多也。

由文中可知，曇摩侍的戒本有一百一十條尸叉罽賴尼（ZikSA-karaNIyA，應當學），即「眾學法」。上述也明白提到，相對於此，當時存在有眾學法為「百七事」的戒本。也許「常行世戒」就是指眾學法一百零七條。或者也有可能是武遂的法潛所持的戒本。曇摩侍的戒本為眾學法一百一十條，當時盛行的戒本與此不同一事，在竺曇無蘭的〈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中也有提到。即敘述，


昔在於廬山中，竺僧舒許得戒一部，持之自隨近二十年。每一尋省，恨文質重，會曇摩侍所出戒，規矩與同，然侍戒眾多施有百一十事，爾為戒有二百六十也。

也就是說，竺曇無蘭從廬山的竺僧舒那裡得到的戒本，譯文晦澀，曇摩侍的戒本的眾學法（同所說的眾多施）有一百一十條，與前者的規矩都一樣，但是只有眾學一百一十條這個部分不同。這與前面道安〈序〉的旨趣相同。因此，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十誦系統的戒本盛行，而這就是眾學法一百零七條，譯文比曇摩侍本還要晦澀。而且上述竺曇無蘭的〈三部合異序〉中提到，當時也有「二百五十條」的比丘戒本。但是這是兩百五十戒，所以可能是四分系統，或是與之相近的，並非十誦系統。竺曇無蘭
「以二百六十戒為本，二百五十者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繫之於事末」，來從事三部合異。

曇摩侍的戒本是眾學法百一十事一事，在有部系統方面算是特例，而且談到僧純在丘慈國得到的比丘尼戒本也是一樣，所以似乎也曾盛行有這樣的一部戒本。現行十誦系統的律中，十誦為眾學法一百零七條，十誦戒本為眾學法一百十三條。前述道安當時盛行於世的戒，記載為眾學法一百零七條，所以這與十誦廣律相合。但是十誦戒經具眾學法一百十三條一事，應該沒有錯。因為竺佛念所譯的鼻奈耶有眾學法一百十三條，西域出土的梵文戒經也與此一致。如此一來，各系統彼此擁有與其他相合的部分，應該視為，十誦系統中曾經盛行各種戒經。普通來說，戒本條文數在眾學法部分較不固定，而其他部分，無論是哪一個部派的戒本，除了一個地方外，其他都完全相同。也就是，
波羅夷法四條、僧殘法十三條、不定法兩條、捨墮法三十條、波逸提法九十條（九十二條）、波羅提提舍尼法四條、滅諍法七條。其中，巴利、僧祇兩律的波夜提法為九十二條，五分律為九十一條。四分、十誦、根本有部律等，波逸提法為九十條。在這個地方有兩條不同，其他地方每一部律藏的條文數都一樣。但是條文的順序有異，條文的表現上也各有不同之處。但是唯獨眾學法，律的內容有相當程度的差別。例如四分律、五分律都是眾學法一百條，而這也只是數量相同，內容有很大的不同。巴利律為七十五條、僧祇律六十六條。根本有部律有九十九條。總而言之，條文的數目如上，所以有眾學法一百一十條的曇摩侍本，其戒條總數就是兩百六十條。竺曇無蘭所謂的「兩百六十戒」，指的就是這個。但是除了有部系統外，沒有具有這麼多眾學法的戒本。

那麼，在這裡視為重點的敦煌本戒經中，眾學法，也就是敦煌本所謂的「僧袍羅識叉曇摩解脫法」（僧袍羅識叉曇摩為saMbahulAH ZaikSA dharmAH眾學法的音譯）有一百零七條。敦煌本是每十條作一個記號，記載「百」之後只有數到七條，所以有一百零七條眾學法一事，不會有錯。然而，眾學法一百零七條的律，為十誦廣律及道安、竺曇無蘭時期盛行於世的戒。因此，光從這裡看來，無法將敦煌本戒經推斷為曇摩侍本，而其實應該推斷為，從曇摩侍本譯出以前就存在的十誦系戒本。其理由有二：第一，眾學法共有一百零七條；第二，譯文晦澀，翻譯不完整。敦煌本戒經的譯文十分晦澀。上述的「僧袍羅識叉曇摩」等，是梵語素養不好的人怎麼也無法理解的譯語。除此之外，與舊譯不同的譯語也隨處可見。舉其中幾個例子，例如，優婆塞譯為
「擾披塞」，婆羅門譯為
「披羅門」，如來譯為
「多薩阿竭」，摩那埵譯為
「摩褥兜」，不定法譯為
「阿尼竭法」aniyatadharma。而且不僅譯文晦澀，還可以看到難解的語詞沒有譯出，全部略去、刪掉的情況。因此，也可以看到無法理解的字句，以及意思不透徹的情況。如上，所以內容十分晦澀這一點，也是敦煌本與道安當時盛行於世的戒本共通之處。道安說，這個戒本得自武遂的法潛，竺曇無蘭說，這得自廬山的竺僧舒，因此一般認為，這個戒本流傳得相當廣。因此一般認為，即使視作也盛行於
敦煌，也不無可能。

如果認為敦煌本戒經就是，從曇摩侍本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十誦系戒本的話，那麼問題是，這是何時翻譯？且是何人翻譯？但是關於這個問題，很遺憾的是，目前無法得到明確的結論，還處於不明朗的狀態。有關曇摩侍以前的有部系戒本的翻譯，出三藏記集之後的任何經錄都沒有提及。但是，如上所述，出三藏記集在竺法護譯出經中，列在成為當時闕本的的譯經中，出現了兩部：


誡具經  一卷

比丘尼誡經  一卷

這部所謂「誡具經」的，也可以視為比丘戒經之類的。但是，似乎很難直接斷言這就是敦煌本戒經。總之，敦煌本中因為有
「阿提迦羅晉言依怙」一語，所以可以知道，這是晉代（西晉二六五－，東晉三一七－四二○）的譯作。如上述，一般認為敦煌本比曇摩侍本譯出的時間還更早，所以自然就是二六五年至三七○年之間譯出的。而且，竺曇無蘭作「三部合異」，為晉
泰元六年（三八一），此事在他的序中已經提及。然而，因為他說，在此之前的二十年前，從竺僧舒處得到此戒，所以就是說，在三六○年左右，這個戒本就已經存在了。

根據竺曇無蘭，當時兩百五十戒的戒本應該已經存在了，此事在經錄中沒有明確的記述。僧祐在戒經的翻譯方面，比竺法護的《誡具戒》更明瞭的部分，是舉出曇摩侍的十誦比丘戒本的最初。但是僧祐舉出「異出經」時，在「比丘戒本」下出現曇摩侍本、羅什本、四分戒本、僧祇戒本、五分戒本後，說到，


校眾錄，並云，二百五十戒凡有六種異出，其一本無譯名，入失源錄中。

，因此照理說，他應該也知道除了上述的五本之外，還有一本譯者不詳的戒經。此經大概是對應在僧祐列於「闕經．未見經」中的


波羅提木叉　一卷

大沙門羯磨　一卷

大戒經　一卷　舊錄所載
也就是說，這裡舉出兩本戒經。《出三藏記集》的成立截至五一八年（僧祐寂），所以嚴格說起來，這些翻譯應該顯示出這個時間之前的事實，但是一般認為，這些譯者不詳的戒本，也許顯示了廣律譯出以前的情況。而且檢視法經錄以後的經錄，也只有梁高僧傳追加了曇柯迦羅的
「僧祇戒本一卷」。關於曇摩侍以前的戒經，除此之外，再也沒有提到什麼，所以，無法從這些經錄得到線索。

總之筆者認為，從以上的探討可以清楚地知道，敦煌本戒經為二六五－三六○年左右的翻譯，是比鼻奈耶還早的譯作。

３　四大廣律的譯語

以上，經由文獻的檢討，闡釋了鼻奈耶與敦煌本戒經，是比十誦律等廣還早的翻譯，因此以下擬比較這些與廣律的譯語後，藉由廣律闡釋律的譯語的固定情形。但是在這裡，不可能作全面性的比較，所以預計比較兩三個重要的地方。首先要提到兩百五十戒的第一條「波羅夷法淫戒」的條文。這出現在每一部律的開頭，而且也是第一條，所以翻譯者似乎也譯得十分用心，所以很容易看出譯者的功力。除此之外，這個條文有許多難懂的語詞，整體而言，是比較難理解的條文。首先根據巴利律譯出，可以看到其意思為，


任何比丘已經受持諸比丘的學及生活規範，不捨學，不表示意志薄弱，如果行淫法，乃至與畜生，犯波羅夷，不共住。

所謂「已經受持諸比丘的學及生活規範」（bhikkhUnaM sikkhA-sAjIvasamApanno），根據《經分別》的說明，「學」指戒定慧三學中的「增上戒學」，「生活規範」是比丘應遵守的「學處」（sikkhApada），即所謂的兩百五十戒。這在任何一部廣律中，都是這樣解釋。因此這裡意思是指「擁有正規比丘資格者」。「不捨學」的意思是不捨棄比丘戒。如果捨棄比丘戒，就會失去比丘的戒體，所以即是外貌還是比丘，而實質上並非比丘。「不表示意志薄弱」是說，沒有向他人表白，自己沒有能力從事比丘的修行。換言之，意思是說，即使是受具足戒的比丘，捨棄比丘戒後，或是向他人表白，自己沒有能力實踐比丘的修行的話，即使行淫法，也不構成波羅夷罪。淫戒之所以附帶這樣的條件，是因為遵守不淫對比丘而言，是一條困難的戒，尤其被女性用種種方式誘惑時，即使再怎麼道心堅固的比丘，也有無法堅守這條戒的情況發生；但是由於這樣的情況，比丘犯了波羅夷罪而被僧伽驅擯十分可憐，所以這樣的場合中就可以很快地被承認捨戒。捨戒的話，失去身為比丘的資格，但是不違犯波羅夷戒，因此如果另行重受具足戒的話，就可以再次加入僧團。由於這種理由，所以淫戒特別附帶這樣的條件。

這條戒，在十誦律被譯為如此，


若比丘同入比丘學法，不捨戒，戒羸不出，行婬法，乃至共畜生者，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十誦將「學」（ZikSA）譯為「戒」，或者像是將「不表示意志薄弱」（daurbalyam anAviSkRtya）譯為「戒羸不出」等，譯語上有若干不同，但總之，譯得與巴利的意思相同，而且只從漢譯也可以充分地清楚解意思。然而這條戒在鼻奈耶中翻譯如下，


若比丘比丘犯戒，婬意起，不還捨戒，戒羸不自悔，為不淨行。下及畜生、有形之屬，犯者不受，棄捐。

此譯文中，「比丘犯戒」應該相當於十誦律的「同入比丘學法」，怎麼也稱不上是正確的翻譯。接著的「婬意起」也應該是譯錯了，或是譯者加入的。之後的譯文也是文意不明，很難正確理解其內容。最後的「不受棄捐」，鼻奈耶在其他地方譯為
「此比丘波羅移、菩提、阿薩婆肆」。這是”ayaM bhikSuH pArAjiko hoti asaMvAsyaH”的音譯。就這句譯文來說，幾乎是譯得語焉不詳。被僧伽驅擯一語，巴利文是asaMvAsa（不共住）（梵文戒經中則是
asaMvAsya），十誦律譯為「不應共住」，四分律譯為「不共住」。如果看十誦的翻譯，就會覺得好像很簡單，但是這句在翻譯上似乎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在上述鼻奈耶的譯文中也可以很清楚地顯示出來，而且敦煌本也一樣。敦煌本中省略此語。敦煌本由於卷首有破損，所以缺波羅夷第一條，至於第三條則為，


若比丘自手殺傷人命、授人持刀、教人自殺、嘆死、惡活，常懷殺意，若干方便，欲務成殺，如是者波羅移。
只譯出「如是者波羅夷」，缺少了相當於「不共住」的語詞。鼻奈耶上述的音譯當然很不清楚，而且「不受」的意譯也不明確。

如上所述，敦煌本或鼻奈耶，與十誦律之間，只從這一小段文字，其實無法看出明顯的差別，自十誦律開始，發展成光從譯文就可以了解意思。繼承其成果的四分律則譯為，


若比丘共比丘同戒，若不還戒，戒羸不自悔，犯不淨行。乃至共畜生，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

四分律中可以看到與鼻奈耶共通的譯語，而且這似乎是因為竺佛念與雙方之間的關係。但是整體方面的文章，四分律就清楚得多了。如果試著將十誦律置於兩者中間，應該就開始可以理解到雙方的差異了。至於僧祇律的翻譯為，


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足戒，不還戒，戒羸不出相，行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五分律的翻譯為，


若比丘共諸比丘同學戒法，戒羸不捨，行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兩者都與十誦律沒有多大差別。因此我認為，經由比較這些翻譯，岢以說，在十誦律之中，產生了一個翻譯的形式。而且在十誦律中所確定的翻譯形式，被仿效於之後的許多律典的翻譯中。但是除了真諦譯的《律二十二明了論》，以及顯著受玄奘新譯影響的義淨《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的翻譯外，不沿襲舊譯形態而出現了新的文體。例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中，第一條波羅夷法的譯文如下，


若復苾芻與諸苾芻同得學處，不捨學處，學羸不自說，作不淨行兩交會法，乃至共傍生，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比丘譯為苾芻，是新譯的譯語。不捨戒譯為不捨學處，是忠實於原文。淫法譯為不淨行兩交會法，畜生譯為傍生，波羅夷譯為波羅市迦。換句話說，可以看到幾乎所有的譯語都受到改變。由此看來，很明顯地，十誦、四分、僧祇、五分的譯語，彼此間有密切的關連。如果一一比較並呈現兩百五十戒的條文，這個結論一定會更明顯，不過這裡因篇幅有限而作罷。

接著就律的主要術語來看，四大廣律之間也可以看到密切的相似處，公認之前以及新譯之前，有一道明顯的分水嶺。以第一的「波羅夷」來說，如前面已經分析給大家看的，敦煌本及鼻奈耶譯為
「波羅移」，十誦則為「波羅夷」，這個譯語為之後的廣律所承襲。但是根本有部律作「波羅市迦」。這是因為原文是pArAjika，所以根本有部律的翻譯最為忠實。關於這語詞，收錄於《出三藏記集》的〈關中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并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中，譯為
「其皮賴夷」。這也是舊型的。

第二，在「僧殘」方面，此一原文，
巴利為saGghAdisesa，在
梵文有部戒經則拼成saMghAvaZeSa；在
翻譯名義大集（MahAvyutpatti）、
根本有部律事（MUlasarvAstivAda-Vinayavastu）、
根本說一切有部梵文戒經等，也都如此。在漢譯的音譯，前面提到出三藏記的〈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中，譯為
「僧伽衛尸沙」，
敦煌本戒經也相同。鼻奈耶譯為
「僧伽婆施沙」。此語在十誦律中為
「僧伽婆尸沙」，在這之後的中，全部都使用這個譯語。但是律二十二明了論中變成
「僧伽胝施沙」，根本有部律中改為
「僧伽伐尸沙」。這個語詞的情況可以說，也是在十誦以前沒有固定，而在十誦律所作的譯語中固定下來，接著到了新譯又作了一次改變。

至於第三，「捨墮法」、「單墮法」方面，此一原文，
巴利律拼為nissaggiyA pAcittiyA、pAcittiyA，
梵文有部戒經中作niHsargikA pAtayantikA、 pAtayantikA，
根本有部律戒經的梵本為naisargikA pAyantikA、pAyantikA，
翻譯名義大集是naiHsargikAH pAyattikAH、pAyattikAH。單墮在
梵文根本有部律事寫作pAyantikA。也就是說，這個語詞，巴利文和梵文的形式不同，而且梵語方面，也因文獻而形狀各異。談到關於此語的漢譯音譯，
敦煌本譯為「尼薩祈波失提」、「波失提」，
鼻奈耶譯為「尼薩耆貝逸提」、「貝夜提」（或「貝逸提」）。在下一個廣律的時期中，這個語詞的譯語也全然不同。可以看到「逸」與「夜」一字之差。換句話說，
十誦律譯為「尼薩耆波夜提」、「波夜提」，
四分律譯為「尼薩耆波逸提」、「波逸提」。亦即其中可以看到一字之差。不過，現行
大藏經中，十誦律中混入了「波逸提」，而四分律中也有使用「波夜提」之處。但是一般認為，這些可能是後世轉錄時混入的。因為很難想像十誦律本身一開始就混用夜與逸，所以如果要確定是其中的哪一個，從梵文有部戒經是pAtayantikA這一點看來，也可以認為十誦律的譯語是「波夜提」。若果真如此，那麼應該可以將「波逸提」視為是四分律新創的譯語。事實上，四分律中，逸的使用次數遠比夜還多。四分律只有這一點沒有沿襲十誦律；創新譯語一事，令人懷疑是不是因為其原文本來就與十誦律不同。我認為此時最好參考巴利律的pAcittiya等。而且接著的
僧祇律與
五分律中，也都混用波夜提與波逸提（但尼薩耆則一樣）。不過僧祇律中經常使用波夜提，五分律則主要用波逸提。因此，在這些語詞方面，四大廣律之間也可以看出一字之差，所以不算完全相同。

然而，這些語詞到了新譯，也創出了完全不同的譯語。亦即律二十二明了論作
「尼薩耆波羅逸尼柯」、「波羅逸尼柯」，
根本有部律譯為「泥薩耆波逸底迦」「波逸底迦」；就是與舊譯全然不同，因此整體看來，這裡也可以視為有十誦律之前、十誦之後、新譯等三個區別。

第四談到「悔過法」，原文在
巴利律為pATidesaniya，
梵文有部戒經、
梵文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以及
翻譯名義大集皆作pratideZanIya，
根本有部律事則為pratideZanika。這個語詞意譯的話，被譯為「對首懺」，或也有譯為「悔過法」。此語大多是意譯，也有音譯。音譯方面，
敦煌本譯為「波梨提舍尼」，
鼻奈耶譯為「其皮麗提舍尼」。然而這在
十誦律中譯為「波羅提提舍尼」，為之後的
四分律、
僧祇律、
五分律等所沿用。亦即就此固定下來。在之後的
律二十二明了論中譯為「波胝提舍尼」，
根本有部律則作「波羅底提舍尼」。所以此處也可以承認譯語的三階段變化。

第五，就「眾學法」來看，其原文在
巴利為sekhiyA dhammA，意思是「學法」，其中缺少相當於「眾」的字。但是
梵文有部戒經及
梵文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中，都作saMbahulAH ZaikSAdharmAH，翻譯後便成為「眾學法」。
翻譯名義大集為saMbahulAH ZaikSadharmAH，其
藏譯為”bslab paHi chos maG po”，都可以譯為眾學法。此語在漢譯較常被意譯為「眾學法」。一般猜測，可能是因為如果音譯此語的話，會變成十分冗長的語詞。只是
敦煌本中似乎找不到適當的意譯，而音譯為「僧袍羅識叉曇摩」。實際上這個音譯當然很不恰當，所以在之後的律中，都沒有使用這個譯語或是相類似的譯語。
鼻奈耶中譯為「尸叉罽賴尼」，可是這是ZikSA karaNIyAm, sikkhA karaNIyA（應當學）的音譯，可能是因為眾學法的每一條戒中都附上ZikSA karaNIyA這句話，所以鼻奈耶才以此為標題；似乎並非鼻奈耶的原典中，不存在相當於眾學法的原文，因為同為有部系的律，當然也是如此。只是一般認為，如前面所看到的，這個語詞很難音譯，而且鼻奈耶的譯者也很難將之意譯，所以就用這個方法作標題。接著的
十誦律中，此語也不音譯，只使用「眾學法」這個意譯。這自然譯得相當好，而且這個譯語也被接下來的
僧祇律、
五分律所沿用。但是只有
四分律使用音譯的「式叉迦羅尼法」。當然也有「眾學戒法」等意譯，然而保存這麼舊的譯語一事值得注意。這大概是因為翻譯鼻奈的竺佛念有加入翻譯的緣故吧。此一「式叉迦羅尼」是十誦以前一般使同的語詞，
敦煌本中也用來取代「應當學」。而且收錄於出三藏記集中的道安
〈比丘大戒序〉中，使用「尸叉罽賴尼」，並且也用
「眾多施」這個譯語。總之，四分中存在有「眾學戒法」這個明顯受十誦影響的譯語，而且除此之外，還保存了這樣的舊譯。但總而言之，四分中也有「眾學戒法」這一點，可以說是十誦律以後，譯語大致上有個共通性。但是，這在後代的
律二十二明了論中被譯為「學對」，
根本有部律譯為「眾多學法」。因此，雖然只有眾學法清楚地區分出譯語的三階段變化，十分不合理，但是一般認為是起因於此語很難音譯。

最後，「滅諍法」是
adhikaraNasamathA dhammA, adhikaraNaZamathA dharmAH的意譯。
敦煌本將此語音譯為「阿提迦羅尼」，
鼻奈耶則意譯為「悔過法」。敦煌本的音譯是正確的，鼻奈耶的「悔過法」則譯得不太恰當。adhikaraNa大致上是「問題點」、「論爭點」的意思，這裡特別含有「爭執」的意思。Samatha是止息的意思。因此adhikaraNa-samatha可以說是處理問題，特別突顯出包含在其中的爭執意思後，譯為「止諍法」或「滅諍法」等。但是止息紛爭一事，就結果而言，因為引發糾紛的人後悔並懺悔其過失，所以在內容方面似乎也有可能譯為「悔過法」。但是有時候爭執沒有全都以悔過來平息，而判給更重的罪。而且，由於其他的波逸提或波羅提提舍尼的罪等，是以「悔過」的方式得清淨，所以照理說，這些也稱得上是悔過法。因此不能說只有滅諍法才是悔過法。普通都將波羅提提舍尼譯為悔過法，這種情況十分普遍。總之，鼻奈耶將滅諍法譯為「悔過法」不太合適，但是當時除此之外，似乎也都用這個譯語。道安的
〈比丘大戒序〉中也有「七悔過法」的語詞。因為有「七」這個字，所以顯然應該是「七滅諍法」的意思，將滅諍譯為悔過。這也許是曇摩侍本戒經中使用此一譯語。

然而，此語到了
十誦律被意譯為「滅諍法」，然後為其後的律藏沿用，成為公認的用語；
四分律、
五分律以及之後的律典中都使用。律二十二明了論中沒有出現這個語詞的地方，至於
根本有部律也將此語譯為「滅諍法」。只有
僧祇律將此譯為「止諍法」。如以上，看出滅諍法在十誦律以前與十誦律以後，譯語有明確的不同。

將以上所述的律的術語列表如下。表中也列出廣律以外主要律典的譯語。

４　漢譯律典譯語對照表

	出三藏記集所收〈

律序〉

敦煌本戒經

鼻奈耶

十誦律

四分律

摩訶僧祇律

五分律

善見律毗婆沙

薩婆多部毗尼摩得

勒伽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

大沙門百一羯磨

毗尼母經

解脫戒經

優波離問佛經

律二十二明了論

根本有部律
	其皮賴夷

波羅移

波羅移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夷

波羅市迦
	僧伽衛尸沙

僧伽衛尸沙

僧伽婆施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

僧伽胝施沙

僧伽伐尸沙
	尼薩祈波失提

尼薩耆貝逸提

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逸提

尼薩耆波夜(逸)提

尼薩耆波逸(夜)提

尼薩耆波夜(逸)提

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逸提

尼薩耆波逸提

捨墮

尼薩耆波羅逸尼柯

泥薩耆波逸底迦
	波失提

貝逸提

波夜提

波逸提

波夜(逸)提

波逸(夜)提

波夜(逸)提

波夜提

波夜提

波夜提

波逸提

波逸提

波逸提

波逸提尼柯

波逸底迦
	波梨提舍尼

其皮麗提舍尼

波羅提提舍尼

波羅提提舍尼

波羅提提舍尼

波羅提提舍尼

波羅提提舍尼

波羅提提舍尼

波羅提提舍尼

悔過法

波羅提提舍尼

悔過法

悔過法

波胝提舍尼

波羅底提舍尼
	尸叉罽賴尼

僧袍羅識叉曇摩

尸叉罽賴尼

眾學法

式叉迦羅尼

眾學法

眾學法

眾學法

眾學法

眾學法

眾學法

眾多法

學對

眾多學法
	七悔過

阿提迦羅尼

七悔過法

滅諍法

滅諍法

止諍法

滅諍法

滅諍法

滅諍法

滅諍法

滅諍法

滅諍法


５　翻譯的三階段與十誦律的位置

以上試著檢討各律的譯語，從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譯的三個階段──古譯、舊譯及新譯。而且可以發現舊譯時期翻譯的特徵為，譯語已經統一了。換句話說，鼻奈耶與敦煌本戒經屬於古譯時期，其中語譯尚未統一。例如就律的術語方面來看，敦煌本戒經譯為波羅移、僧伽衛尸沙、尼薩祈波失提、波失提、波梨提舍尼、僧袍羅識叉曇摩、阿提迦羅尼，鼻奈耶譯為波羅移、僧伽婆施沙、尼薩耆貝逸提、貝夜提、其皮麗提舍尼、尸叉罽賴尼、悔過法，譯語並不相同。兩者共通的譯語只有第一的波羅移。亦即古譯時期，律的譯語還不固定，可以說標準性的譯語尚未確定下來。

相對於此，到了廣律時期，譯語就固定了。如前面的對照表中清楚地呈現，不只是四大廣律的譯語一致，之後譯出的善見律毗婆沙、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大沙門百一羯磨、毗尼母經、解脫戒經等主要律典，其實都沿這些譯語。換句話說，在律的術語方面，譯語統一為波羅夷、僧伽婆尸沙、尼薩耆波夜（逸）提、波夜（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滅諍法；裡面只有波夜提與波逸提一字之差而已。只不過其中只用「悔過法」這個意譯來代替波羅提提舍尼，或是以意譯的「捨墮」取代尼薩耆波逸提，也有以「單墮」或「單提」這類譯語來取代波逸提。但是這種意譯其實已經可以在十誦律中看到，絕非之後的律典新創的譯語。不過只有在四分律可以看到保存「式叉迦羅尼」，或者是將滅諍法譯為「悔過法」等古譯的譯語。而且僧祇律中已經用「止諍法」來代替滅諍法了。但是這些只是些許的例外罷了，整體而言，舊譯時期律典的譯語已經統一了，而且文體也在十誦律中展現出律特有的表現，之後並固定下來被使用。

此外，就中國佛教整體翻譯史的立場來看，真諦的翻譯照理說不該列入新譯的範疇，但是如前面的表中所見，由於律二十二明了論的譯語與十誦律等的譯語有明顯的差異，所以從律的翻譯立場而言，應該毫不猶豫地將之列入舊譯之中。不過，《律二十二明了論》並非廣律或戒經，而是正量部的律注釋書。而且份量很少，僅有一卷。由於這屬於中國四分律宗系統之外，所以在中國的律的文獻方面很少受到重視，並且也沒有被運用，因此最後沒有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律二十二明了論》的譯語給與其他翻譯影響的部分，完全沒有被發現。相對於此，根本有部律在玄奘的翻譯之後譯出，所以明顯受到新譯影響；由於整體而言，根本有部律本身是大部頭的作品，而且其後律典中也有沿有根本有部律的譯語而譯出，再加上根本有部律以大乘性質的律受到尊重，所以從這些立場來看，根本有部律的譯語不會被忽視。

由於上述種種，所以如果我們權且將《律二十二明了論》排除在外，就可以明確地承認，在律的翻譯中有古譯、舊譯、新譯三個經論翻譯的階段。這裡我們特別提出譯語的新舊來論述，是因為希望基於這個標準，來判定譯出年代不明的律典的新舊。就是說，如果就檢討鼻奈耶或敦煌本戒經譯語的立場而言，即使安世高及支謙有譯出律典，那麼這些譯語跳過鼻奈耶及敦煌本戒經後，與十誦律及四分律的譯語完全相同一事，著實難以令人同意。因此筆者認為，基於這個標準，我們就可以仔細考慮其他律的文獻的新舊。

而且關於舊譯的譯語及文體的統一，不得不承認十誦律發揮了指導性的作用。其原因是，第一，開始翻譯的年代是廣律中最早的，因此從年代的角度來看，必定會承認其他的廣律受十誦律影響。第二，如前節所指出的，四分律中完整地保留了古譯的譯語，例如似乎有將眾學法譯為「式叉迦羅尼」、滅諍法譯為「悔過法」的情況發生。而且這些地方，僧祇律及五分律，乃至這的律典的譯語，都沒有依循四分律，而是按照十誦律。從這點看來便可以知道，十誦律的譯語成為以後翻譯的標準。但是只有波夜提及波逸提的例子，其後的律典也有採用四分律的波逸提。但是不應該因為這件事，就認為四分的譯語是後世的標準。而且四分的「式叉迦羅尼」或「七悔過法」，也不是整個四分律本身都如此使用。換句話說，由於譯者──翻譯鼻奈耶的竺佛念添加進去，所以才如實地保存了古譯的譯語，但是整體而言，顯著表現出受十誦律的影響。因此，十誦律成為廣律以及其後律典翻譯時的標準一事，不容置疑。而且從顯示出《十誦戒本》及《摩訶僧祇律戒本》、《彌沙塞五分戒本》三本間類似的程度來看，這一點也可以說得通──附加在這些戒經前後的偈文都一模一樣。因為一字一句都完全吻合，所以根本就應該視為是其他兩本借用一本。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當檢討三本的翻譯關係時，其實就不得不斷定十誦戒本是其他兩本的標準。而且關於這一點，本章第四節會檢討。

如以上，從種種的點來思考後，可以說廣律的譯出之際，擔任主導性功能的，就是十誦律。那麼，翻譯十誦律時，如前所述，有弗若多羅、羅什、曇摩流支、卑摩羅叉四人參加，但是若僅就譯文來看，可能經驗豐富的羅什居功厥偉。其他三人是律的專家，剛開始並沒有貝葉時，全靠他們背誦才能翻譯，所以他們是共譯時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從律的立場來檢討羅什的翻譯方面，似乎應該有羅叉的校訂才對。再加上此十誦律的譯文是其後漢譯律典譯文的標準，因此應該可以說，把光從漢譯律典來研究律、實踐律一事變得有可能的，其實是十誦律。所以關於律的翻譯方面，如果仔細探索的話，其實就會知道，羅什擔任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　檢視古譯時期的律典
1　公認古譯時期譯出的律典

上一節說明了在律的譯方面，可以清楚地區分為新舊部分。因此在這裡決定要援用經由記錄的研究，以及譯語新舊兩個方法，來檢討古代律典譯出的真偽。特別將此視為重點的原因是因為，希望從文獻層面來確定中國佛教的戒律史。如前所見，十誦律譯出之前，律的文獻十分不完備，此事只要稍微將敦煌本戒經及鼻奈耶譯文，與十誦以後的廣律作比較，便可以明白。儘管如此，道安很高興地表示，由於曇摩侍譯出十誦戒本，以及竺佛念譯出鼻奈耶，在理解戒律的容易度上，有了長足的進步。由此看來就可以想見，在這些律典譯出之前，律的文獻是何等的不完備。況且據現今的大藏經的記錄，有距離道安時期很久遠的安世高及支謙所譯的律典；而且審視這些律典，譯語及譯文都很完善，無論如何都看不出是這麼早以前的譯作。因此在此預定要檢討這些被歸為古譯時期譯者的律典，並闡明這些實際上並非他們所譯。

大藏經的律部中，除了所謂的「小乘律」之外，還包含有大乘戒的典籍。但因為目前研究上需要的，是屬於小乘律的文獻，所以這裡將會略去檢視屬於大乘戒文獻的工作。此外，律部中明示譯者，且注明是古譯時期譯出的未必很多。古時期的律典方面，除了先前論證過的敦煌本戒經及鼻奈耶十卷之外，大正大藏經中歸為古譯時期譯者的經典為下面五部：

佛說犯戒罪報輕重經　一卷　後漢安世安譯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　二卷　後漢安世高譯

佛說戒消災經　一卷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曇無德律部雜羯磨　一卷　曹魏康僧鎧譯

羯磨　一卷　出曇無德律　曹魏安息沙門曇諦譯

而且除此之外，還有記載為「漢代失譯」的律典，但是這一些因大藏經而處理方式不同，而且經錄中的處理應該也沒有固定，再加上實際上作檢討的話，似乎很明顯地，並非漢代失譯，所以在此特別不提這些律典，決定留待下一節與其他律典一起檢討。所以這裡預計僅止於檢討明示譯者名稱的五部律典。

２　安世高翻譯的律典並不存在

試就現行大藏經中，歸為安世高譯的《犯戒罪報輕重經》及《大比丘三千威儀》來探討。結論如前所述，此兩部經典不管從內容來看，或是從經錄等記述來看，都不可能視為是安世高的翻譯。

(1)  犯戒罪報輕重經  一卷

首先從內容來看，此經有如下的一段文字：


目連即白佛言：「世尊，若比丘比丘尼無慚愧心，輕慢佛語，犯眾學戒，如是犯波羅提提舍尼、波夜提、偷蘭遮、僧伽婆尸沙、波羅夷，得幾所不饒益罪？唯願解說。」

文中所使用的「波羅提提舍尼」以下的律的術語，全部都是十誦律譯出之後才確定的譯語。但是關於「偷蘭遮」，至今尚未提到，這是sthUlAtyaya, thullaccaya的音譯，此語的語義接近「麁罪」這樣的意思，但是從律的立場而言，這是「未遂罪」的意思。換句話，將意圖違犯波羅夷、僧殘等重罪而沒有完成時的罪，稱為「偷蘭遮」。這也是一直到了
十誦律才出現的譯語。從這類譯語的角度來看，此經應該可以視為是十誦律譯出以後成立的。整體而言，譯文也看不出古拙的表現。因此從內容的角度來看，根本就不可能歸為安世高的譯作。

同時，即使從經錄的檢討上，也無法將此經歸為安世高譯。首先，《出三藏記集》中，這部經典沒有被包含在
安世高譯出經中。而且〈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中有
「犯戒罪報輕重經一卷」，由於這被包含在
「右八百四十六部，凡八百九十五卷，新集所得，今並有其本，悉在經藏」中，所以此經當時理應是以「失譯經」的身分存在。那麼，這被加入高世高譯中，是在接下來的《歷代三寶紀》──其卷四的安世高譯出經中，被加上
「犯戒罪報輕重經一卷」。不知道道此經由於什麼樣的原因而被加入，總之三寶紀大量擴增安世高的譯出經。
出三藏記集中，安世高的譯出經是「三十四部，凡四十卷」，而在
三寶紀就變成有「一百七十六部，合一百九十七卷」。如此一來，三寶紀在安世高譯出經中，加入了這部經典，但是其處理方式卻前後不一致。亦即其
「小乘入藏目」中，犯戒罪報輕重經包含在「小乘毗尼失譯錄」中，沒有列入「小乘毗尼有譯錄」。因此這個地方，三寶紀應該是將此經以「譯者不明」的身分來處理。

比三寶紀（五九七年成立）成立還早的
法經錄（五九四年），其「眾律失譯」下有「犯戒罪報輕重經一卷」。列為失譯一事，在接下來的
仁壽錄、靜泰錄中也都一樣。但是
內典錄與三寶紀相同，將此經加到安世高譯出經中，同時還在
「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中，以失譯的身分列舉此經。以上各經錄中共通的部分是，當重點放在此經的實物時，全都以「失譯」的方式來處理。因此三寶紀與內典錄把此經列在安世高譯經中，是否憑著明確的認識才這麼做的，就很令人懷疑了。至少同名的經，一方面處理為「安世高譯」，一方又處理為「失譯」，這樣的處理方式實在可以說是很不負責任。而且關於三寶紀將之加入安世高譯出經中，也沒有表明是什麼原因，所以自出三藏記集之後，此經的譯者記載為「失譯」，應該是很正確的處理方式。

總而言之，三寶紀、內典錄中，此經被列在兩個地方，而察覺到這個矛盾後，將之統一的，是
大周錄。在大周錄中，列為「失譯」的這一經被刪掉，成為安世高譯的一部經。而且其後的
開元錄、貞元錄都繼承此一作法，固定為安世高譯。現行大藏經其實是繼承這個傳統。

如以上，《犯戒罪報輕重經》從內容上來看，必然成立於十誦律譯出之後；而且從經錄上來看，以經錄的立場而言，應該是列為「失譯」者為正確。因此，無論如何，實在很難將此經視為安世高的譯作。那麼，在考慮到這部經是什麼時期成立的問題時，目前除了視為十誦律譯出之後、出三藏記集成立之前，此外沒有其他線索可循。而且這是否是從原典譯出的，還相當令人懷疑。這是一經只有兩張紙的短經，而且內容上也不是談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並且其內容與《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卷上》的
〈五篇事品第一〉完全相同。因此顯然這兩者之間，一定有某一個是引用另一個。但是此一《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從經典的角度來看，也是一部問題很多的經典，所以兩者關係的前後，無法驟下決定。但是，也許將《戒罪報輕重經》看待為，是基於《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而在中國完成的經典，並無大過。

(2)  大比丘三千威儀  二卷

此經也記載為安世高所譯，不過這並不正確。首先，如水野弘元博士也有指出的，在此經卷上有一句話，


布薩者，秦言淨住。

所以這部經應該是晉代（三三四－四一七）的翻譯。而且從全體譯文來看，也幾乎不是古拙的譯語，實在無法視為是安世高譯的那麼古老的譯作。但至於這部經是否是十律譯出之前成立的，無法很肯定地下斷言。正如此經談是「三千威儀」，其實就是詳細列舉比丘的日常威儀，就律的文獻來看，是屬於第二次的產物。換句話說，並非兩百五十戒的說明，而應該是列舉出兩百五十戒中遺漏的，日常生活中詳細的規定。因此像上一節舉出的七種律的術語，自然就不是正面的問題了。是以出現了
「波羅夷」的譯語，而其他的譯語則沒有出現；十三僧殘譯為
「十三事」，三十捨墮法譯為
「三十事」，九十波逸提譯為
「九十事」。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不清楚十三事、三十事、九十事的原語，所以光憑這些根本不可能決定是在十誦律之前或之後。

但是出現在這部經中的律的術語──
布薩、自恣、羯磨（
出三藏記集的律序中譯為「劍慕」）、突吉羅、阿闍梨、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
鼻奈耶中三衣譯為僧伽梨、憂多羅僧、安陀羅衛）等，都廣律中一般使用的譯語。但是其中也存在十誦律之前就有使用的譯語，所以光憑此就決定此經是在十誦律之後，並不恰當。而且關於三學，此經譯為
增戒學、增心學、增慧學，這在
鼻奈耶譯為無上戒戒、無上意戒、無上智戒，在這方面讓人覺得此經的譯語較為洗練。
十誦譯為善戒學、善心學、善慧學。
僧祇律譯為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與之相較之下，此經令人認為是古形的經典。

這部經因為是敘述比丘的日常行儀，所以從律的立場來看，沒有難解的文章，也看不出有什麼難以譯出的字句，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也很難審視這部經的新舊。但是大致上譯文很流暢，譯語也類似廣律時期，近似十誦律之處比鼻奈耶還多。如以上，因此從內容來檢討這部經後，難以斷然決定譯出年次，但總之，經本身說「晉代」一事應該可以認同，也許可以視為大約在十誦律前後譯出的作品。無論如何，自然不能將這部經歸為安世高的譯作。

即使從經錄的檢討上，這個結論也一樣。
《出三藏記集》中，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並沒有加到安世高譯出經之下。而且其
「新集續撰、失譯雜錄」中，有《大比丘威儀經二卷》。這與現行的《大比丘二千威儀》，題名上稍有不同，但是同樣是兩卷，之後的經錄也都繼承這個名稱，所以可能是指同一部經。
《法經錄》「眾律失譯」中，有《大比丘威儀經二卷》。
仁壽錄的處理方式與此相同。然而到了接下來的
靜泰錄，記載為《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二卷》，經名變成與現行的相同。但是視為「失譯」之處，與上述的經錄一樣。只是
三寶紀在安世高譯出經之下，加上《大僧威儀經四卷》。如果將「大僧」當作與「大比丘」相同的話，這大概就相當於大比丘威儀經了。但三寶紀是在
「小乘毗尼失譯錄」中記載「大比丘威儀經一卷」。而且在
「小乘毗尼有譯錄」中，卻沒有提到理應記載的安世高的大僧威儀經。這個情形與《犯戒罪報輕重經》的場合完全一樣，關於這一點，三寶紀的處理態度十分不嚴謹。
內典錄的處理方式與三寶紀一模一樣。而且將失與安世高譯的兩本統一起來的，是
《大周錄》，其中記載為，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  一部四卷  或二卷四十七紙
右後漢代安世高譯，出長房錄

這裡所說的「出長房錄」，就是指前述的大僧威儀經。而且將記載為失譯的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刪去。這個作法為接下來的
開元錄所承襲，《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二卷》被記錄在安世高譯經中，這裡變成「二卷」。而且寫上「或四卷，亦云大僧威儀經」，記載大僧威儀經是這部經的別名。這個就成了現行大藏經記載的基礎。因此從經錄來看，本來是記載為失譯，這才是正確的。這部經在被歸為安世高譯的過程，與犯戒罪報輕重經的情況完全吻合，可以說是基於誤解所造成的混淆。

總之，這部經應該可以視為，相當於《出三藏記集》中記載為失譯的「大比丘威儀經」，在僧祐時期，這部經的譯者就不詳了。但是從僧祐將此經加入「新集」這一點可知，這部經並沒有被收錄在道安的經錄中。因此我們從內容檢討之後，推測這部經的譯出時間在十誦律前後一事，從經錄的檢討結來看，也沒有相衝突之處。而且這部經典有「到底是中國撰述還是翻譯經典」的問題，這一點也無法作確切的判斷，不過一般認為，也許可以視為是翻譯經典。

以上，大藏經中記載為安世高譯仈的兩種小乘律典，應該視為不是他的譯作。換言之，小乘律典方面，其實沒有安世高的譯出經。

３　檢視支謙譯．戒消災經

《戒消災經》為一卷且僅四紙的小經，這是一部敘述持戒者免災的經典。舉兩人由於持戒而免於受鬼神所害的的例子，說明持佛的五戒者，自然有善神守護；這是一部教訓式的故事，被加到「小乘律部」去，不過其實算不上是律的文獻，因而也幾乎沒有出現教理上的術語。因此，要從內容來判別這部經的新舊，並不容易，但是整體的感覺讓人強烈感到，是在中國成立的。例如像是宣說五戒為，「
因便為說三自歸五重戒，一曰慈仁不殺，二曰清信不盜，三曰守貞不婬，四曰口無妄言，五曰孝順不醉」，普通在印度成立的佛典中，沒有看過這樣的表現方式。順帶一提，支謙譯的《義足經》中，將五戒譯為，「
釋中亦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僧者，釋諸女人自歸亦如是。中有持不殺戒者，持不盜戒、持不婬戒、持不欺戒，中有遠酒、不飲酒戒」，可以看出兩者的表現及譯語的不同。

此經將不飲酒譯為「孝順不醉」，此外並宣說對父母的孝行，還有像是「
必順子親」或「
亂法之漸，非孝子也」等一類語詞，直覺就是在中國成立的。而且像是說到「
舍衛國給孤獨園」，在翻譯方面應該也不甚嚴密；《
義足經》中就經常譯為「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但總之因為是一部短經，而且也沒有明確的特徵，所以難以正面斷定是支謙的譯作，不過從內容來看，一般認為，似乎應該就是在中國成立的。

此外，如果從經錄上來看這部經的話，它一開始被視為「失譯」，之後逐漸被歸到支譯的譯作，此一過程與《犯戒罪報輕重經》及《大比丘三千威儀經》的情況完全一致。也就是說，
《出三藏記集》的支謙譯出經中，並沒有包括此經，反而包含在
「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中，

戒消災經  一卷  舊錄云戒消伏
接下來的
《法經錄》中，也在「眾律失譯」中收錄有《戒消災經一卷》。而且將這部經視為「失譯」一事，接著的
仁壽錄、靜泰錄也一樣。然而《歷代三寶紀》一方面在
「小乘毗尼失譯錄」中，載有「戒消災經一卷」，但又在支謙譯經中收錄有，


戒消伏災經  一卷  見舊錄
，重覆處理同名經典的作法，在之後的
內典錄中也承襲下來。後來
《大周錄》將這兩者合為一本，刪去失譯，處理為支謙譯一本；這裡因為已經被決定為支謙譯，所以之後的
開元錄、貞元錄等，都沿用此一說法。

如上所述，因此大藏經中將此經歸為支謙所譯一事，並沒有確切的證據。《出三藏記集》以下認為是「失譯」，應該比較有根據。因此這部經在僧祐的時期時譯者不明，但總之被視為是翻譯的經典。如果從內容上來檢討的話，將這部經視為是中國撰述的較恰當，不過現在不可能作進一步的探討。總而言之，在律藏的研究中，這部經不是重要的資料。

４　探討被歸為曇諦及康僧鎧的兩羯磨本，以

及求那跋摩譯．四分羯磨．四分尼羯磨

根據慧皎的《高僧傳》記載，在魏嘉平年中（二四九－二五三），中天竺的
曇柯迦羅來洛陽，由於眾僧的請求而譯出《僧祇戒心》，之後並邀請梵僧立「羯磨法」來受戒；這被形容為「
中夏戒律，始自于此」。換句話說，由於《僧祇戒心》可能是講述摩訶僧祇律系的戒經，所以跟著如果在上面加上「羯磨法」的話，雖然不完善，但如此一來，就有可能實行戒律。但是，不清楚曇柯迦羅所立的羯磨法屬於哪一個部派。接下來，同樣根據高僧傳記載，安息
沙門曇諦擅長律學，於魏正元年間（二五四－二五五）來洛陽，譯出《曇無德羯磨》；同時也在魏嘉平年末，
康僧鎧來洛陽，並且譯出郁伽長者經等四部經典。高僧傳中並沒有記載康僧鎧譯出《雜羯磨》，而認為他有翻譯四部經典，因此郁伽長者經之外的三部經典為何，在後世就成了問題，後世的經錄中，發展成認為他有譯出《曇無德律部雜羯磨》。但是另一方面，慧皎高僧傳（五一九年成立）與同時期成立的僧祐《出三藏記集》中，全然沒有記載康僧鎧的譯出經；也沒有提到曇柯迦羅的《僧祇戒心》或是曇諦的《曇無德部羯磨》譯出情形。換言之，出三藏記集不承認這些律典的譯出事實。

但因為高僧傳與經錄的記述立場與態度並不相同，所以兩者似乎無法相提並論。如今如果根據高僧傳的記述，那麼由於曇迦羅及曇諦翻譯律典，中國的戒律歷史才得以開始，因此每一位講中國佛教史的學者，都是從這裡開始談論中國的戒律史。我們將重點放在律典的翻譯上，從這個立場來看，由於曇柯迦羅的《僧祇戒心》沒有殘留現今可以推斷的文獻，故無法就這一進一步的討論。但是各被歸於曇諦與康僧鎧的
《羯磨》，現各存有一卷，因此必須檢討這些的真偽。不過這兩本羯磨除了內容十分有條理外，譯文也很流暢，並無早期翻譯中常見的晦澀生硬。因此如果將這些視為真的是曇諦及康僧鎧的翻譯，那麼中國佛教早期的羯磨法，應該可以說是非常進步；同時也應該視為當時中國佛教實行戒律的實際情況。正因為基於敦煌本戒經及鼻奈耶，我們只看出羅什以前的戒經十分不完全，所以如果假設在「羯磨法」方面，從那麼早以前就已經有如此完整的翻譯，那麼理所當然地，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見解似乎應該就要有所改變。

不過如果先說出結論，現在留下來的所謂《曇諦本羯磨》以及《康僧鎧本羯磨》，其實不是他們所翻譯的，而是四分律譯出之後才成立的；而且並非譯作，而應該是中國佛教人士編集的作品。但是這個說法並非意指曇柯迦羅及曇諦沒有翻譯律典，這是否是史實還須另當別論，這裡預計不牽涉到這個部分。只是僅從現存的兩本《四分羯磨本》來看，我認為這些並非曇諦及康僧鎧的譯作，因此只能說，把這些羯磨本當作資料，來研究早期中國佛教的實際情況，是不正確的作法。

曇諦本及康僧鎧的羯磨實際上並非他們的翻譯一事，也可以從譯語以及經錄記載的角度來證明。首先從譯語方面來檢討的話，由於兩者都不是戒經，所以之前提到的「律的七種術語」，全都派不上用場，只能看到「
波羅夷」、「尼
薩耆波逸提」、「波逸提」這三個語詞的用例，其他都是用「僧殘」、「捨墮」等意譯。但是其他的術語方面，有用戒場、戒師、教授師、羯磨、突吉羅、偷蘭遮、摩那埵、布薩、自恣等譯語，這些都是廣律時期固定下來的譯語。只從這些地方面來看，也可以說兩羯磨有可能是廣律以後成立的，不過強烈斷定兩羯磨為四分律譯出以後的根據，在於兩羯磨本的文章與四分律中的羯磨文，逐字逐句都一樣。例如曇諦本、康僧鎧本的最初都收錄有「
結界法」的各個羯磨，曇諦本一開始列出「
結大界羯磨文」，接著舉出「結戒場羯磨文」；康僧鎧本一開始舉出「結戒場羯磨文」，接著列出「結大界羯磨文」，順序相反，但總之文章幾乎可以說是完全一致。試將出現於曇諦本最初的「結大界羯磨文」，與四分律相對應處對照如下，

曇諦《羯磨》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某甲唱四方大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某甲唱四方大界相，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誰諸長老忍僧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

僧已忍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大界竟，僧忍，默然故，是時如是持。
康僧鎧《雜羯磨》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某甲唱四方大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四方大界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某甲唱四方大界相，僧今於此四方大界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誰諸長老忍僧於此四方大界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

僧已忍於此四方大界相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大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四分律〈說戒犍度〉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唱四方大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唱四方大界相，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誰諸長老忍僧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

僧已忍於此四方相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大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三者相較之下，只有兩三個語詞有出入，其他的用語全部一致。在兩羯磨本中，一開始的「比丘某甲」有置入「某甲」一語，四分律則無；這應該是宣讀羯磨者在自報姓名，羯磨文先將這一點準備妥當。其他不同點方面，康僧鎧本在「四方相」的地方記載為「四方大界相」，加入「大界」一語，共有三處。此外曇諦本也有一處置入「結大界」一語。接著，最後的「是事如是持」的「事」字，曇諦本作「時」（這可能是抄寫間的筆誤）。除了這些相異處外，剩下的文章一字一句都完全相同；這種類似的情況不只這個羯磨文，其他羯磨文的情況也都一樣。這裡無法全部作對照後列出，所以舉一個例子，從大正大藏經二十二冊中對照這三本，列出「結界法」各羯磨對應之處如下：

《結界法第一》

結大界羯磨文

結界場羯磨文

解大界場羯磨文

解戒場羯磨文

結不失衣界羯磨文

解不失衣界羯磨文

結小界羯磨文

解小界羯磨文

結小界自恣法

結同一說戒同一利養羯磨文

結同一說戒別利養羯磨文

結別說戒同一利養羯磨文

曇諦本《羯磨》

一○五一頁下段第八行起

一○五一頁下段十七行起

一○五二頁上段第五行起

缺

一○五二頁上段十四行起

同右上段二十五行起

同右中段第五行起

同右中段十四行起

一○五二頁中段二十行起

同右下段第一行起

一○五二頁下段十一行起

同右下段二十一行起

康僧鎧本《雜羯磨》

一○四一頁中段第八行起

一○四一頁上段末三行起

同右下段第九行起

同右下段十七行起

同右中段二十行起

同右下段第一行起

缺

缺

一○四一頁下段二三行起

缺

缺

缺

《四分律》

八一九頁中段二二行起

八一九頁下段第六行起

同右下段十七行起

缺

八二○頁上段第十行起

缺。參同右上段二二行起

八二○頁下段二十五行起

八二一頁上段第四行起

八三七頁中段二三行起

八二○頁中段第五行起

八二○頁中段十八行起

同右中段最後一行起
曇諦本與四分律中沒有「解界場羯磨文」，但是這可由將之前「解大界場羯磨文」的「大界場」，機械式地置換為「戒場」而得，似乎因而才省略的。此外四分律中沒有「解不失衣界羯磨文」，這也可由將「解大界場羯磨文」的「大界場」，置換為「不失衣界」而得，因此四分律中沒有特別以羯磨文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有說明其趣旨。另外，康僧本中省略的羯磨頗多，一般認為可能是意義相同，可以將其他的羯磨文稍作變形而得，所以才省略。其次，四分律中「結界法」的各羯磨，大部分都宣說於〈說戒犍度〉中，但只有「結小界自恣法」是在〈自恣犍度〉中說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曇諦本羯磨的列舉方式，與四分律〈說戒犍度〉所列的羯磨順序相同，不過可以說，最後三種羯磨因為是「結大界羯磨文」的特殊形式，所以曇諦本將此置於最後，而康僧本可能認為不必要而略去。如此一來，曇諦本與四分律，不僅羯磨的內容相同，而且也可以看出羯磨的順序有關連，不可否認地，兩者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康僧本的羯磨內容與其他兩者相同，但是有省略的羯磨，而且羯磨的順序也與四分律有些微差異。這應該是為康僧本從獨立的立場去取捨、安排羯磨，但是就內容幾乎完全一樣的角度來看，不能否認它與四分律的密切關係。

接著在結界法的後面，10兩羯磨本的順序都是：受戒法第二、除罪法第三、說戒法第四、安居法第五、自恣法第六、分衣法第七、衣藥法第八（但《雜羯磨》的為作淨法第八，內容一樣）、房舍法第九（《雜羯磨》為雜法第九，內容相同，但有省略）。接著舉出「比丘尼羯磨文」（《雜羯磨》為「比丘尼雜羯磨」），宣說的順序為：結界法第一（略）、受戒法第二、除罪法第三、說戒法第四、安居法第五（略）、自恣法第六、分衣法第七（略）、衣食淨法（作淨法第八）（略）、雜法第（略）。記載為「（略）」的，因為與比丘羯磨的內容一樣，所以便省略羯磨文。另外，曇諦本在這個的後面接著提到「11內護匡救僧眾擯罰羯磨法」，而康僧鎧本則缺。以上各羯磨都可以在四分律中找到相當的羯磨文，內容的相似程度與「結界法」中所說的相同。

如上所述，四分律與兩羯磨相較之下，從其密切的類似性而言，怎麼也無法認為這三本是各個獨立譯出的作品，因此必定是這三本中有某一本為底本，被作出極為近似的作品。在考慮誰是底本時，因為康僧鎧本缺羯磨的部分很多，所以不可能是以它為底本。至於剩下的曇諦本與四分律之間的關係，四分律應該是底本；假設曇諦本先成立的話，那麼就變成四分律在進行翻譯時，只有羯磨的內容是全盤採用曇諦本，但這似乎很不合理。四分律並沒有非這樣作不可的理由，而且四分律的譯文前後連貫，沒有只在羯磨文部分特別去借用其他地方的跡象。因此當然就應該是，從四分律之中節錄出羯磨本，在上面附上適當的注釋文字後，就產生了曇諦本的《羯磨》。而且康僧鎧本的《雜羯磨》中，卷末記載有「12僧祇律一人安居文」，是附加節錄自僧祇的一節；而曇諦本中，卷末的「13僧祇律受事訖羯磨文」、「十誦律三十九夜羯磨文」、「十誦律受殘夜法」三節，是摘自僧祇律及十誦律後，附加上去的。從這些地方來看，也可以說，一般所謂的曇諦本、康僧鎧本，實際上根本就不是他們的譯作，而是在四分律譯出後，由某個人自四分律中抄出羯磨文，加上注解，整理安排後，再自其他律中補全不足處，所編集完成的作品。

從內容來檢討曇諦本、康僧鎧本後，得到如上述的結果，那麼就必須弄清楚，為什麼後世抄錄自四分律的羯磨本，最後會演變成被假託為曇諦及康僧鎧的譯作？下面就從經錄來探討這一點。

根據經錄記載，四分律譯後，由求那跋摩譯出《曇無德羯磨》一卷，因此首先必須要知道《曇無德羯磨》與上述兩羯磨本的關係。雖然在出三藏記集中，曇諦本與康僧鎧本都沒有記錄，不過求那跋摩的翻譯經典中記載有，

14曇無德羯磨  一卷  或云雜羯磨
提到他譯出四分系統的羯磨一事。求那跋摩譯出四分羯磨一事，15梁高僧傳也有說到，所以似乎可以承認這個事實。求那跋摩於元嘉元年自海路到達廣州，元嘉八年（四三一）亡故，時當四分律譯出約二十年後，因此想當然爾，他的翻譯受到四分律的影響。如今被視為他翻譯的四分羯磨並不存在，但因此而推斷現存的曇諦本及康僧鎧本是他的譯作，並不合理。因為第一，沒有理由將他的翻譯轉嫁給曇諦及康僧鎧；第二，如上所見，兩羯磨本的每一個字幾乎與四分律完全一樣，難以視為是獨立的翻譯。如果是獨立的翻譯，即使是參照四分律，也應該有某些地方的譯語不同，或是產生出相異的句型。由於這些理由，所以很難認為現存兩羯磨本是求那跋摩的譯作。

根據經錄，距出三藏記集約八十年後完成的16《法經錄》中出現如下的記載，

曇無德羯磨  一卷  魏正元年安息沙門曇諦於洛陽譯
四分羯磨  一卷  宋元嘉年求那跋摩於楊州祇桓寺譯
因此在這時候，羯磨本為兩本，曇諦本與求那跋摩本已經共存了，所以從這點也無法認為是求那跋摩本轉化為曇諦本。但是當時這兩本是否真的存在，還有若干疑問；因為法經錄與同時期的17《歷代三寶紀》中，舉出曇諦譯出的羯磨及求那跋摩的羯磨本兩者，同時在〈18小乘錄入藏目〉中，只舉出「四分雜羯磨一卷」，他認為四分系統的羯磨只有一本。因此，當時兩本羯磨本實際是否存在，很值得商榷，但總之要注意的是，在這時候，曇諦本已經出現了。不過，這並非之前不明的曇諦本被發現了，而只不過是錯將抄錄自四分律的其他羯磨本，歸為曇諦所譯罷了。原因是，迄至法經錄的時期，由光統律師與隋的法願各從四分律抄出羯磨，而且曇諦本與光統律師本據說是同一本。這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應該是，光統律師的抄錄本在抄寫間，其中一本最後被誤歸為曇諦譯。

懷素的〈19僧羯磨序〉說明了以上的事實，從中可知，在懷素的時期，四分系統的羯磨本共有五本。

然自古諸德取解不同，各述異端，總有五本。

一本一卷：曹魏鎧律師於許都集  題云，「曇無德雜羯磨」。以結戒場為首，受日加乞，不入羯磨，屢有增減，乖於律文。
一本一卷：曹魏曇諦於雒陽集  題云，「羯磨一卷出曇無德律」。以結大界為首，受日增乞牒入羯磨。魏郡礪律師受持此本。銳想箴規，雖去尤非，未祛謏過。分為兩卷并造義釋。
一本一卷：元魏光律師於鄴下集  此同曇諦集本，述錄不順正文。
一本兩卷：隋願律師於并州撰  題云「羯磨卷上出曇無德律」。願雖自曰，依文無片言增減，然詳律本非無損益，兼造章疏，并汾盛行。
一本一卷。皇朝宣律師於京兆撰(下略)。

也就是說，在懷素（六三四－七○七）的時期，除了曇諦本外，也出現了康僧鎧本，而且除此之外，光統律、願律師、道宣律師這三位，都曾從四分律抄出羯磨。而且，光統律師與願律師都是法經錄成立以前的人，光統律師為南北朝時期的人，由於公認是20四六八－五二七年左右的人，所以距著作法經錄的21開皇十四年（五九四）相當早。接著，在談到懷素所謂的「隋的願律師」是誰時，《續高僧傳》22〈明律〉中敘述了隋「釋法願」的傳記；他擔任并州大興國寺主，所以也與懷素所說的「於并州撰」相合，而且雖然傳中沒有提到抄出羯磨一事，但是說到他研究四部律，製作義疏，此外也敘述到他鑽研到被譽為「律虎」，所以應該有抄出羯磨。因此懷素所說的願律師有可能就是這位法願，他歿於開皇七年（五八七），也就是法經錄完成的數年前。總之，法經錄、三寶紀的時期，至少存在有兩本自四分律抄出的羯磨本了，而且根據懷素記載，光統律師本是「此同曇諦集本」，所以就上述所探討的角度來看，可以說，被法經錄列入新入藏的曇諦本，實際上似乎就是光統律師自四分律抄出的羯磨本，在抄寫的傳承之間被誤歸為曇諦譯作。順帶一提，法經錄並沒有提到光統律師抄出羯磨一事。

如上，一般認為法經錄及三寶紀所說的曇諦本，事實上就是光統律師本，那麼，「求那跋摩本」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從三寶紀（開皇十七年完成，五九七）來判斷，這部經在當時應該不存在。法經錄中時列出了上述的曇諦本與求那跋摩本，因此，當時時可能真的存在有這兩本，但是法經錄是根據記錄所作的，公認並非一部實地檢討經典所作的經錄，所以僅以法經錄中所載的，不足以作為當時實際存在此兩本的證據。且距法經錄不久即問世的仁壽錄（六○二），以及加以增補而成的靜泰錄，都將求那跋摩的四分羯磨一卷置入23「闕本」之列。由於法經錄與仁壽錄相距不到十年，加上三寶紀在「入藏目」中也只舉出一本羯磨（但是入藏目中沒有列出譯者，所以這一本到底是曇諦本還是求那跋摩本，只有三寶紀沒有決定），所以綜觀以上諸點，自法經錄當時起，求那跋摩本應該就沒有實際存在了。

那麼，求那跋摩譯四分羯磨為何散逸呢？也許是因為它和四分廣律的內容不一致吧。羯磨是用來說明受戒及其他的教團儀式，因此如果儀式的方法有誤，那儀式本身自然就無效了；如此一來，羯磨本的記述就被嚴格地要求與廣律的記述一致。廣律與羯磨本之間，如果說明有異，最後當然是以廣律為主，羯磨本自然會被捨棄。一般認為，求那跋摩僅譯自原典，內容上可能也有與四分廣律不一致之；如果求那跋摩本與廣律完全相符的話，那麼光統律師及隋法願應該就沒有必要再從四分律抄出羯磨了。因此一般認為，求那跋摩本似乎是因為這些原因而沒有被實際運用，所以才散逸了。

此外，24仁壽錄在求那跋摩譯出本中，新加入了「四分尼羯磨一卷」，這是錯的。由於在仁壽錄中，這是新加入的，所以之後的25經錄中全部都記載有「尼羯磨」的譯出，但這並不為之前的經錄及高僧傳所承認，而且即使現在檢視實際存在的26《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也很難認定這是求那跋摩的譯作。現存於大藏經中的「求那跋摩譯四分尼羯磨」，其內容為：結界法第一（略）、受戒法第二、除罪法第三、說戒法第四、安居法第五（略）、自恣法第六、分衣法第七（略）、衣食淨法第八（略）、雜法第九（略）、內護匡救僧眾擯罰羯磨法，與曇諦本（實際上為光統律師抄出本）的「比丘尼羯磨文」完全相同。「省略」的地方也一樣，如果這是獨立的比丘尼羯磨本，應該沒有道理被省略。而且最後的「擯罰羯磨法」並非比丘尼羯磨特有的，而是與比丘羯磨共通，曇諦本中只不過將此置於比丘尼羯磨後面，絕非意味著這屬於比丘尼羯磨，因此現存的求那摩本尼羯磨，很明顯地是自曇諦本中節錄出比丘尼羯磨文後，製作成的，一般認為，當時誤將擯罰羯磨也節錄下來。所以如果由此逆推回去的話，仁壽錄中開始被加入的求那跋摩譯四分比丘尼羯磨，其實可能是誤將節錄自曇諦本的比丘尼羯磨文，歸為求那跋摩的譯作。因此，綜合仁壽錄以前的經錄的記載，實際上應該沒有求那跋摩譯出《四分尼羯磨》一事。

接著要來探討，康僧鎧雜羯磨是經歷了怎樣的過程才出現的。如前所述，在相當早的時候，光統律師及法願律師就已經抄出四分羯磨了，早期懷素只舉出這兩人，但是不能說另外沒有抄出羯磨的人，一般認為可能還有。之後道宣也有抄出，懷素在擁有五本羯磨本的同時，還是不滿意而編集了自己的羯磨，所以之前除了這些以外，很有可能還有其他羯磨本被抄寫下來。另外，康僧鎧本首先出現的經錄是開元錄，仁壽錄方面如前所述，之後的靜泰錄、大唐內典錄、大周錄等，都只有說到曇諦本與求那跋摩本，此外沒有舉出四分系統的羯磨本。到了開元錄，在康僧鎧的譯經中加上這樣的記載，

27四分雜羯磨  題云「曇無德部雜羯磨」，以結界場為首，新附。
康僧鎧的譯出經，出三藏記集中完全沒有收錄，接下來到了28三寶紀及法經錄就收錄有《郁伽長者所問經》，而且三寶紀中也沒有看到無量壽經。內典錄沿襲此一說法。但由於在29《高僧傳》中曾經提到，康僧鎧有譯出郁伽長者經等四部經，所以剩下的經典為何，似乎應該是後世經錄家的問題了。開元錄在以上的兩部再加上此一「雜羯磨」，所以明載這是「新附」的，說到「今更得一部，餘欠一經，檢亦未獲」；因此很明顯地，一直到了開元錄才開始入藏。但是此經在開元錄之前就被記載是康僧鎧譯出的，30如前所述，懷素時就已經有康僧鎧本了，他於七○七年（七十四歲）圓寂，所以是比開元錄成立時的31開元十八年（七三○）還早的人。因此可知，距此相當早以前，康僧鎧本就已經存在了。開元錄在經錄中收有「康僧鎧本雜羯磨」一事，如果說懷素已經承認這件事的話，那當時應該有確實的證據。只不過如前面已經論證過的，從內容上來看，現存的「康僧鎧本雜羯磨」事實上並非他的譯作。因此康僧鎧本雜羯磨應該是懷素之前的某個人，參考曇諦本，並自四分律中抄出羯磨，然而後來從一般認為康僧鎧譯出經典不明的立場來看，也許是錯誤地，或是故意地，假託為康僧鎧。無論如何，自《出三藏記集》至開元錄以前的經錄，如果綜觀不承認康僧鎧本，以及由內容可以看出是四分律成立之後的作品這兩點，很清楚地，現存康僧鎧本事實上並非他的譯作。

以上對四分系統羯磨本的曇諦本、康僧鎧本、求那跋摩本、求那跋摩譯尼羯磨，進行檢討後清楚地知道，而應該真正有被譯出的，只有「求那跋摩本四分羯磨」，而且現已逸失，其他現存的三種羯磨本都是後人假託的。換句話說，單就四分系統的羯磨本來看，經錄不確實記載的程度著實驚人，但這似乎源於四分羯磨的特殊性。一般認為，四分羯磨十分不固定的首要原因，似乎是因為四分廣律的譯者佛陀耶舍並沒有譯出羯磨本。眾所周知，在中國，剛開始十誦律的研究風氣很盛，之後漸為四分律所取代，因此一般認為，在這段期間，對以四分為宗的人而言，可能就會迫切需要一本具權威的羯磨本出現。因為自己實踐羯磨一定要用到，同時也為了對抗其他以十誦及僧祇等為宗的人，也許在這兩層意味上，具權威的羯磨本被要求出現。此一要求應該就是讓人假託曇諦本及康僧鎧本的最大理由吧。

如上，由於四分羯磨方面要考慮到特殊的理由，所以不應該因為這些經錄的記述，連帶也懷疑到經錄其他方面的記述。

５　關於曇柯迦羅的《僧祇戒心》

此本現已逸失，但由於在戒律初期翻譯上十分重要，所以打算略為一談。

如前所述，曇柯迦羅於魏嘉平年中（二四九－二五四）來洛陽譯出《僧祇戒心》一事，見於
《梁高僧傳》，而《出三藏記集》中無此記載。經錄方面，首先處理此經的是
《法經錄》，其中提到，

僧祇戒本　一卷　晉世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
僧祇戒本　一卷　魏世沙門曇柯迦羅於洛陽譯
右二律同本異譯

接著
為《歷代三寶紀》之後的經錄所收錄。而且在《大唐內典錄》卷九的
〈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中記載，

僧祇律比丘戒本　二十紙，前魏曇摩迦羅於許昌譯

內典錄作「曇摩迦羅」，似乎認為原文是DharmakAla。
宇井博士認為，「曇柯迦羅」的「柯」也許是衍字。如果將Dharma視為以曇這一字來表示的話，曇迦羅與曇摩迦羅自然是指同一個人，沒有矛盾之處。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內典錄時期，被歸為曇摩迦羅的戒本理應還存在，其存在連
之前的仁壽錄、靜泰錄、內典錄等都承認，不視為是缺本。但是在開元錄時期可以看到它已經消失了，
開元錄將此經置於「闕本」之列。

由此看來，自法經錄至內典錄當時，被歸為曇柯迦羅的戒本理應存在。但是應該注意的是，那時候法顯與覺賢譯出的《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已成缺本，此事將在下一節探討戒經譯出的情況時論及，我想，說不定法顯本僧祇戒本被誤作曇柯迦羅本。但如今被歸為曇柯迦羅的戒本已經不存在了，所以關於這個問題，無法再作進一步討論。

四  廣律以後譯出的律典

１　律典的種類

上一節檢討了被歸為古譯時期譯者的律典，了解這些都不是古譯時期譯出的作品。因此，可以明確地視為是廣律以前的譯作的，在現存的經典方面，只有《敦煌本有部戒經》與《鼻奈耶》兩部。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兩三部無法清楚地斷定是廣律以後譯出的律典，不過這些也只不過是無法提出十分充分的疑問罷了。所以大部分現存的律典，應該都是舊譯以後的譯作。但同時，玄奘以後的新譯時期的律典方面，除了根本有部律外，只有一些小經，所以大部分的律典就都是舊譯時期的作品。所以這裡除了前面已經檢討過的律典外，預計要檢討剩下的律典的譯者、譯時等。

屬於小乘律的律典中，除去前面檢討過的，被收錄於大藏經中的如下所列。首先是戒經，分為自原典翻譯出來的，以及自廣律抄出的兩類，一併列出如下。

彌沙五分戒本　一卷

五分戒本　亦名彌沙塞戒本　一卷

五分比丘尼戒本　一卷

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一卷

摩訶僧祇比丘尼戒本　一卷

四分律比丘戒本一卷

四分僧戒本　曇無德出　一卷

四分比丘尼戒本　一卷

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　一卷

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　一卷

燉煌出比丘尼戒本　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　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　一卷

解脫戒經　出迦葉毗部　一卷

以上共十四部。此外不是戒經，但也歸入戒經類的

優波離問佛經　一卷

與戒經同時討論較方便。

其次為羯磨本。其中也有譯自原典及抄自廣律的兩類。關於曇諦本、康僧鎧本的羯磨，已經討論過了，不過也一起列出；現存的羯磨本如下，

彌沙塞羯磨本　一卷

曇無德律部雜羯磨　一卷

羯磨　一卷　出曇無德律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　一卷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　一卷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　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　一卷

共七部。

接下來是與律有關的注釋書。其中在翻譯律典方面有下面幾部，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　九卷

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　十卷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十四卷

善見律毗婆沙　十八卷

律二十二明了論　一卷

毗尼母經　八卷

阿毗曇經出家相品　二卷

苾芻五法經　一卷

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一卷

以上共九部。

此外，屬於律的旁系文獻方面，除了先前檢討過的《大比丘三千威儀》、《戒罪報輕重經》、《戒消災經》外，有如下的文獻。這些並非研究律的必備資料，不過就順便瀏覽一番，這些文獻是

舍利弗問經　一卷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　一卷（或兩卷）

大愛道比丘尼經　二卷

迦葉禁戒經　一卷

五恐怖世經　一卷

除了這些，與其說是律的文獻，其實應該說是戒的文獻──因為是有關於優婆塞五戒及沙彌十戒的文獻，列出如下，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　一卷

沙彌威儀　一卷

沙彌十戒儀則經　一卷

沙彌尼戒經　一卷

沙彌尼離戒文　一卷

優婆塞五相經　一卷

有六部屬於這個範疇。

在上述的文獻中，也有被視為是譯作，但實際上是中國撰述的經典，還有即使實際上是譯作，但是譯者則誤傳為他人。下面擬就這些來順次檢討。

２　關於戒經的翻譯
(1)  十誦．僧祇．五分三本戒本的關係

由於戒經是用於布薩說戒時，所以如果根據小乘律來實行布薩的話，戒經就不可或缺了；再加上要遵守律就必須要知道戒律的條文，所以在學習律時也必須用到戒經。因此在漢譯律之中，也就有許多戒經譯自原典，或是自廣律中抄寫出來。如前項所示，如果加上敦煌本戒經的話，就有十四種漢譯戒經，實在十分豐富。以下擬就這些漢譯戒經的成立加以檢討。

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  一卷

彌沙塞五分戒本  一卷

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  一卷

因為以上三本有共通點，所以一起探討較為方便；也就是說，這些戒本的一開頭都寫著二十八句偈頌，三本戒本全同，


合十指爪掌　　供養釋師子    我今欲說戒　　僧當一心聽

乃至小罪中　　心應大怖畏　　有罪一心悔　　後更莫復犯

心馬馳惡道　　放逸難禁制　　佛說切戒行　　亦如利轡勒

佛口說教誡　　善者能信受　　是人馬調順　　能破煩惱軍

若不受教敕　　亦不愛樂戒　　是人馬不調　　沒在煩惱軍

若人守護戒　　如犛牛愛尾　　繫心不放逸　　亦如猴著鎖

日夜常精進　　求實智慧故　　是人佛法中　　能得清淨命

同樣，在誦完兩百五十戒的地方，每一本戒本都宣說了七佛的「
偈波羅提木叉」。也就是根據這三本所記載的，毗婆尸佛說了一個偈，

忍辱第一道　　涅盤佛稱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為沙門

此為「偈波羅提木叉」。接著記載尸棄佛的偈是，

譬如明眼人　　能避險惡道　　世有聰明人　　能遠離諸惡

為此佛的偈戒經，接下來隨葉佛宣說了六句偈戒經，拘留孫佛八句，拘那舍佛四句，迦葉佛四句，釋迦牟尼佛十四句。接著在其後附有這樣的偈頌，

七佛為世尊　　能救護世間　　所可說戒經　　我已廣說竟　　

諸佛及弟子　　恭敬是戒經　　恭敬戒經已　　各各相恭敬　　

慚愧得具足　　能得無為道　已說戒經竟　　僧一心布薩

這些偈頌在三個戒本中全部一致。四分律戒本前後也附有偈文，不過與上述三本有出入，即卷首是以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今演毗尼法　　令正法久住

開頭的十二個偈頌。而戒經最後的七佛
偈戒經，其意味與這三本相同，但譯文有異；此外釋迦佛的偈戒經有六句，較三本少。而且四分戒本中，接下來敘述了十四偈的偈文。此外在
解脫戒經中，卷首附有其他戒本都置於最後的七佛「解脫戒」，卷末則宣說了其他的偈文。從上面的情況看來，漢譯戒本成立時，十誦、僧祇、五分三戒本之間，必定有密切的關連。

換句話說，十誦、僧祇、五分的戒本，幾乎不可能是譯自各個獨立的梵本，所以就必須釐清這三本的關係，首先由記錄可知，《彌沙塞五分戒本》並非譯自梵本，而是從漢譯五分廣律中抄出。在
《梁高僧傳》的佛馱什傳記中提到五分律翻譯後，記載，

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

也就是說，根據高僧傳的看法，五分戒本根本就是抄自廣律，但經錄上並沒有明確記載此事。出三藏記集中只在卷二佛馱什譯經中記載，

彌沙塞比丘戒本  一卷  與律同時出。
不過因為沒有說到是缺本，所以當時似乎是現存。不過接下來的
《法經錄》有列出，但是《仁壽錄》中沒有提到。但
《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小乘錄入藏目〉中有加入，而
《靜泰錄》中也有列出。後面的
《內典錄》、《大周錄》、《開元錄》、《貞元錄》等也同樣都有列出。

也就是說，經錄視為「翻譯」，但是僧傳中則明確記載為「抄出」，而且僅從上述三本的關係來看，最晚譯出的五分戒本不可能作為十誦及僧祇戒本的根據，所以這裡似乎可以斷定，五分戒是抄自廣律。如果實際對照原文的話， 就可以看到五分戒本的戒序及兩百五十一戒的條文，在五分廣律中都有相對應的內容，而且文章完全一樣。因此應該是，從廣律抄出戒序及兩百五十一戒的條文，再加上從十誦及僧祇戒本借用前後的偈文，就成了如今我們看到的彌沙塞五分戒本了。此外如果抄自廣律的話，就出現了「是誰抄出？」的問題，而這很有可能就是佛馱什等抄出的；而大正大藏經中收錄有
《彌沙塞五分戒本一卷》及《五分戒本亦名彌沙塞戒本》等兩本五分系戒本。但是在這裡問題是，前者是彌沙塞五分戒本，後者則不是，後者如後面所闡釋的，並非五分系的戒本。

接下來談到《十誦戒本》與《僧祇戒本》的前後關係，此事無法輕易決定。因為如上所述的，戒本自廣律中抄出條文後，在編集上比較簡單，因此當現行的十誦戒本與僧祇戒本都不是在廣律譯出的同時成立時，後世就比較好編集。如此一來，如果要將之視為翻譯當時的作品，就必須要有確實的證據了。首先，十誦戒本方面，《高僧傳》的羅什傳記中敘述，其所譯經論為「
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論、成住、中、百、十二門論、凡三百餘卷」，所以就成為承認除了十誦廣律外，十誦戒本有譯出的一個理由。

接著關於《僧祇戒本》，高僧傳的法顯傳記中雖然完全沒有提到，不過
《出三藏記集》說到，除了十誦之外，四分、僧祇、五分在譯出廣律的同時，也成立了比丘戒本；因此，關於僧祇戒本，應該可以視為與廣律同時成立的。但是《出三藏記集》認為，當時十誦、四分、五分的戒本是現存的，唯獨僧祇戒本是
「今闕」，視為當時已經是缺本了。因此在之後的經錄中，《僧祇戒本》方面的記述就出現了混淆的情形。其中高僧傳中記載曇柯迦羅曾譯出僧祇戒心一事，暫不討論。也就是說，三寶紀的
〈小乘錄入藏目〉中，並沒有列出譯者，而只寫著「僧祇比丘戒本一卷」。
法經錄中出現有法顯本與曇柯迦羅本等兩本，視為「同本異譯」。然而之後的
仁壽錄及靜泰錄中，都只將曇柯迦羅本視為現存，而將法顯本置入「闕本」之列。
內典錄也把曇摩（柯）迦羅本視為「存」。不過此事到了
開元錄後，與上述的處理方式相反，法顯共覺賢本為「存」，反之，曇柯迦羅本置入「闕本」之列。貞元錄也是如此。開元錄中處理方式逆轉一事，也許是因為此戒本的內容與僧祇廣律一致。總之，僧祇戒本在法經錄、三寶紀之後，經常被認為只存在一本。但是這也許是認為是曇柯迦羅本的法經錄等的處理方式有誤；當時曇柯迦羅本怎麼也不可能存在，而且也如看到現傳本的開元錄所判定的那樣，此戒本與僧祇廣律一致。那麼，在考慮現傳本到底是否是法顯與覺賢在譯出僧祇律時就同時產生的？如上所述，出三藏記集在將之視為闕本的地方，就有若干疑點了。

相對於此，《十誦戒本》方面，
法經錄並未列出，但出三藏記集之後，三寶紀、仁壽錄、靜泰錄、內典錄、大周錄、開元錄、貞元錄等都有列出。如在大周錄中可以看到混淆的景象，然而由現傳本也可以知道，這是與十誦廣律同系統的，所以羅什譯的戒本應該有被傳持下來。但是
《歷代三寶紀》中談到釋法穎「依律選出」三部三卷：

十誦律比丘戒本  一卷

十誦律比丘尼戒本  一卷

十誦律羯磨雜事并要用  一卷

。因此在三寶紀以後就產生了「是否有混淆此法穎的依律抄出本」的疑問。在典據方面，三寶紀說是「便見祐三藏記及寶唱錄」；
內典錄亦沿襲此一典據。但是三寶紀在舉法穎「依律選出」的三部方面，似乎有誤；因為三寶紀在典據方面引用的
《出三藏記集》，在法穎京都選出的部分，只列舉「十誦比丘尼戒本一卷。十誦律羯磨雜事一卷」，沒有談到選出比丘戒本。這一點
開元錄和出三藏記集一樣，貞元錄也依循。因此，這一點也許有可能是三寶紀的錯誤；換句話說，法穎似乎並沒有抄出比丘戒本。

如上，十誦戒本、僧祇戒本都無法從經錄中得到決定性的結論，不過從內容來看的話，首先就可以說十誦戒本是從梵本譯出的。其理由是，相對於《十誦廣律》的眾學法有「百七條」，《十誦戒本》的眾學法為「百十三條」；但是如前所論證的，與其他十誦系統的律典相較之下，眾學法一百零七條或是一百十三條的，都是有根據的。也就是說，眾學法一百零七條與《敦煌本有部戒經》一致，而一百十三條則有梵本及《鼻奈耶》的實例。因此就這件事而言，也不可能將現傳本十誦比丘戒本視為抄出自十誦廣律，所以羅什自梵本譯出的戒本，其實一定就是現傳本了。這個結論與經錄的記載也沒有如上述的矛盾之處。

如上，如果認為十誦戒本是羅什的譯作，那麼僧祇戒本當然就是之後成立的，所以似乎就有可能是抄自廣律。也就是說，如果是法顯等直接自梵本譯出的話，卷首與卷末與十誦戒本全同一事，必定就很值得懷疑。但是《僧祇戒本》中也有無法認為這是抄出的理由，即波逸提法第四十條「別眾食戒」，在僧祇廣律中記載著：
「祇桓精舍中梵本蟲噉脫，無此別眾食戒」，獨缺「別眾食戒」的部分。因此別眾食的戒文也沒有存在於廣律中；然而
僧祇戒本裡有這個條文。所以，由於將僧祇戒本視為是自廣律抄出的，就產生了別眾食戒的條文是補自何處的問題。當然也不是沒有可能是補自其他的廣律，但是也很難說就隨便地做出這樣的事，而且內容也沒有和其他廣律完全一致的。

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僧祇律》卷二十七有布薩的說明，其中談到「偈布薩」，這是
「七佛偈戒經」。不過這個偈文與十誦戒本及僧祇戒本最後的「七佛偈」完全一樣，這件事意味著，法顯等譯出僧祇律時，已經知道七佛偈的譯文了。因此假設十誦戒本確實為羅什所譯，那麼在僧祇律翻譯之際，譯出廣律時，戒經卷末的偈文必定有被參照、利用過。

總之，由於上述種種，即使僧祇比丘戒本在出三藏記集中作「闕本」，不過似乎應該如開元錄等所述，將現傳本視為是法顯與覺賢譯出梵本，這樣比較恰當。

此外，關於十誦戒本，羅什譯的卷首的偈文與曇摩侍本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有學者質疑這是否是翻譯的作品。亦即道安的
「比丘大戒序」及竺曇無蘭的「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中，抄寫了曇摩侍本戒經開頭的偈文。但是這段偈文有十三句，比羅什譯十誦戒本的數量還少，而且內容也不同；所以如果以曇摩侍本為說一切有部傳持的戒經，就會發現同一部派中有不同戒經的矛盾，而且之後出現的羅什本戒經自然要被否定掉。但是筆者私下認為，單就與曇摩侍本不同的理由，就質疑羅什譯的翻譯，並不正確。

如前所見，曇摩侍本的眾學法有一百一十條，與羅什譯的系統有異。因此即使偈文不同也不會很奇怪。例如同樣是根本有部律戒經，義淨的漢譯與藏譯，乃至梵文戒經，偈文的數目都不同。
漢譯根本有部戒經有六偈之處，梵文戒經為十三偈，
藏譯則有十七偈；藏譯偈數最多貝似乎有許多是自其他地方補充的。如此一來，即使是同一系統的戒經，偈數也有不同，所以曇摩侍本與羅什譯本的情況，系統也已經不同了，因此只因為偈數不同就推翻了是羅什譯作的說法，似乎過於草率。此外敦煌本也屬說一切有部系，而且屬於有部的梵本也存在，不過卷首皆已破損，這裡無法比較參考，十分遺憾。但是梵本的
卷末也有七佛偈，很明顯地與羅什譯十誦戒經的七佛偈相合。

如上，關於這三本戒經應該是：十誦戒本為羅什翻譯，僧祇戒本為法顯共覺賢自梵本的翻譯，彌沙塞五分戒本為佛馱什依律抄出。若是如此，則戒本卷首及卷末偈文的一致，除了視為羅什譯的十誦戒本在僧祇戒本譯出和五分戒本抄出之際被利外用，別無合理的解釋。

(2)  有部系比丘尼戒本的譯出
現存部系的《比丘尼戒本》為收錄於大正大藏經第二十三冊的

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  一卷

上面寫到「宋長干寺沙門釋法穎集出」，為法穎「依律集出」。
大正藏中記載「釋法顯集出」，這是錯誤的；元、明、宮本等作「法穎」為正確。如前所見，
《出三藏記集》之後都敘述，法穎依律集出「十誦比丘尼戒本一卷」與「十誦律羯磨雜事一卷」，所以可以承認此一事實。

即使檢視內容，也不會和這種看法相衝突。如前述，羅什譯《十誦比丘戒本》有眾學法一百一十三條，而此比丘尼戒為一百零七條的系統，與十誦廣律一致；譯語也與廣律相合，戒本則不合。例如，眾學法第一條記載為
「不高著泥洹應當學」，與十誦戒本
「不高著內衣應當學」的譯語有出入，廣律中作
「不極高著泥洹僧應當學」，尼戒本明顯依循廣律。除此之外，譯語也與廣律相合，而且實際上也記載為「法穎依律集出」，所以理應可以承認此事。但是，此一「尼戒本」中，眾學法實際上只有「一百零六條」，比廣律少一條；只不過這並非因為兩者的系統有異，而是因為尼戒本在中間脫落了一條。也就是說，眾學的第七十五條到七十八條之間，廣律與尼戒本互有混淆之處；
廣律所列的第七十五條為「不指捫缽食」，而在尼戒本為第七十七條；而且廣律列為第七十八條的「不膩手捉飲器」，
尼戒本作「不膩手受食器」，置於第七十五條；再者，廣律列為第七十七條的「不棄著手飯應當學」，尼戒本已經脫落了。如此一來，從七十五條就開始混亂，當時尼戒本第七十七條似乎就已經脫落了。總而言之，與廣律間的相異，單就這一點而言，顯然此一尼戒本可以說是「依律集出」的。

如上，有部系的尼戒本只存有一本法穎「依律集出」的，但是在此之前，尼戒本早已有數次的記錄了，且最近西本龍山師的報告中指出，敦煌本之中也存在有十誦系的尼戒本。

比丘尼戒本方面，
出三藏記集中記載有，

比丘尼戒

竺法護出比丘尼一卷，今闕。釋僧純出比丘尼大戒一卷。釋法穎撰十誦比丘尼戒本一卷。覓歷所傳大比丘尼戒一卷，是疑經，今闕。

竺法護出《比丘尼誡經一卷》一事，由於包含在他所譯經典的
「闕本」中，所以也許早已是事實，但自古便佚失，道安時已經不存在了。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中，有「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橫超慧日博士從內容有「法汰」的名字一點，推斷這篇序為竺法太所作；然而此「序」為附於僧純於「拘夷國」所得的比丘尼戒本，令竺佛念、曇摩持、慧常傳的序。這篇序有一行夾注說「出戒本前，晉孝武帝（三七二－三九五）世出」，因此可知是在這個時候翻譯的。但是
《出三藏記集》卷二中記載，

比丘尼大戒　　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晉簡文帝時（三七一－三七二），沙門釋僧純於西域拘夷國得胡本，到關中令竺佛念、曇摩持、慧常共譯出。

雖然兩者年代不同，但是如果解釋為，得胡本時為簡文帝在位期間，實際進行翻譯為接下來的孝武帝時期，那麼就不會有矛盾之處。

不過關於此一戒本，同樣於出三藏記集卷十一中有
「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并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其中敘述，「卷初記云，太歲己卯（三七九）鶉尾之歲十一月十一日，在長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訖。僧純於龜玆佛陀舌彌許戒本，曇摩侍傳，佛念執胡（本），慧常筆受」。因此可知，此比丘尼戒本的譯出，詳細是在三七九年。

但是此「前中後三記」中說到，當時在中國缺比丘尼戒本，吳土不可能沒有受五百戒的比丘尼，不過其戒是覓歷所出的戒，若深入研究的話，就會覺得並非佛陀制定的；竺法汰去年也令外國人譯出比丘尼戒，然而並不完全；慧常在涼州得到五百戒一卷，而這也只不過一一列出戒條，內容十分淺近。同時並說，在比丘尼戒本譯出的同時，「授大比丘尼戒儀」與「二歲戒儀」等被譯出，比丘尼受戒作法的儀式已經完備了。「授大比丘尼戒儀」者，談論比丘尼「受戒羯磨」的作法，「二歲戒儀」則是說明成為比丘尼前的正學女，受二年期限「六法戒」的作法。

如上可以推測出，羅什譯出十誦律前三十年左右，比丘尼戒大致上的情形。

接著談到覓歷所出的比丘尼戒，如上述，正式的戒本並不承認，而並不清楚究竟是循何種途經而成立的。
橫超榑士已經推斷，「第一的覓歷為譯出的五百戒，似乎是基於西域沙門帛尸利密之所傳」，然而理由不明。

此外若根據
西本龍山師所說，大谷大學所藏的敦煌本中有《比丘尼戒本》，其內容明顯與十誦系十分接近。此寫本缺戒序、四波羅夷法、十三僧殘法、三十捨墮法第七之前，之後的都有存留下來，據說卷本記載有「比丘尼元暉所供養經」。根據西本師的內容研究，從譯語、譯文、戒條順序來推測，認為不但是十誦系的戒本，而且應該正確地推斷為羅什譯的十誦比丘尼戒本。但是羅什有譯出比丘尼戒本一事，經錄上並沒有確實的根據，因此不能就妄下斷言說是羅什所譯。
總而言之，這似乎沒有與法穎自廣律中抄出的《比丘尼戒本》同本。但如今因為無法審查實物，所以就只能記載西本師的報告。

有部系「尼戒經」的譯出如上。

(3)  根本有部律系戒本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  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  一卷

以上兩部為義淨所譯。從附加在戒經前後的偈文及其他方面看來，應該是譯自原典。為義淨譯出一事，從內容來檢討就會很清楚。本章第一節第七項中，列出了根本有部律的全部資料，這些戒經也包含其中。經錄方面，到了開元錄、貞元錄才開始出現。

以下預計檢討其餘剩下的戒本。

(4)  五分系戒本

五分戒本  亦名彌沙塞戒本  一卷


大藏經中記載為「佛馱什等譯」，顯然是錯誤的。五分戒本方面，前述的「彌沙塞五分戒本」才是正確的，這個則不是五分律系統的戒本。首先從內容來看，這個戒本中寫
「九十波夜提法」，波夜提法有九十條；五分律及彌沙塞五分戒本為「九十一波逸提」，有「九十一條」。換句話說，就條文數而言，不屬五分系統。大部分不用「夜」而用「逸」，也與五分律不同。而且九十條的順序也與五分律不一樣，與十誦律相合處頗多。接下來的眾學法有一百零八條，五分律及彌沙塞五分戒本的眾學法有一百條，這一點也與五分律不同。一百零八條接近十誦律的一百零七條，而且順序及內容雖然不是與十誦完全一致，但大體上都相合。

因此從內容上來看的話，有可能就是誤將自十誦律抄出的戒文視為五分戒本。此事高麗藏的編者應該已經察覺到，收錄於高麗藏的前述「彌沙塞五分戒本」的
卷末注中有指出這點，其中敘述，「按此戒本，國本同於宋本，丹本獨異」，意思是說，就五分戒本而言，北宋版及繼承北宋版的高麗初刻版兩系統，與契丹版的內容不同。而且編者根據五分廣律檢視此戒本後提出，國宋兩本與十誦戒本同，丹本則與五分廣律相合，因此取丹本入藏。大正大藏經收錄時，並非取自高麗藏，而取自明藏，所以大正藏中五分系戒本有兩本，而取自明藏的
五分戒本其實應該剔除掉。

那麼，關於為什麼宋、元、明等大藏經中，會發生這種收錄錯誤的五分戒本的事情，並不清楚。因為諸經錄中只有一本五分戒本，所以在
經錄時期，這件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也許是在大藏經逐漸出版之後發生的。


五分比丘尼戒本  一卷

大藏經中，此戒本記載為「梁釋明徽集」，即明徽自五分律抄出後編集的。佛馱什等不曾自尼戒抄出，因為
高僧傳及出三藏記集中都沒有提過此事。但是這位明徽的事情一直到了
開元錄才揭載出來。開元錄敘述，
「徽以宋代覺壽譯彌沙塞律，但出比丘戒本而無尼戒，遂以武帝普通三年壬寅，於大律內抄出尼戒一卷，即今見行者是」，普通三年即西元五二二年。

明徽的傳記不詳，不過現在也找不到得以否定開元錄說法的理由。而且將開元錄也說到「見寶唱錄」這點列入考慮的話，這裡似乎應該認同此一說法。雖然收錄於之前的經錄的很值得懷疑，不過並非翻譯，而是中國人抄出的，因此其實也可以視為是例外。除此之外，光統律師及法願的四分系羯磨本等，經錄中也都完全沒有記載，然而也許可以看待為同樣的理由。

(5)  大眾部戒本


摩訶僧祇比丘尼戒本  一卷

大眾部系中，除了前述的《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外，還有比丘尼戒本。這部《比丘尼戒本》在大藏經中作「法顯共覺賢譯」。其內容有八波羅夷、十千僧殘、三十捨墮、一百四十一波夜提、八悔過、七十七眾學、七滅諍法；除了「七十七眾學」外，其他都具備了僧祇律比丘尼戒的特徵。大藏經中記載此為法顯與覺賢所譯，而如果從經錄檢討的話，就會略為質疑這個說法。其理由是因為，在出三藏記集等，都沒有提到此事。雖然
出三藏記集中，僧祇律的譯經出現於法顯的譯出經中，但是沒有提到尼律戒本一事；而且其
「新集異出經錄」中，在比丘尼戒本的重譯部分，也沒有列出僧祇比丘尼戒本。因此僧祐並不承認法顯等曾經有譯出乃至抄出僧祇尼戒本。而且這個情形在接下來的
法經錄中也一樣。首先列出僧祇尼戒本的，是之後的
《歷代三寶紀》。三寶紀在法顯的譯經中記載「僧祇尼戒本一卷，共覺賢譯」，列出了這部戒本，而且之後的
經錄全部都承襲此一說法。靜泰錄中記載這部戒本為「二十四紙」，可以說顯示出這就是現傳本。

如上，從經錄來看的話，僧祇尼戒本在三寶紀時期才開始出現，所以一般也認為，可能在三寶紀之前，由某個人從僧祇律抄出僧祇尼戒本，並在其上附上原譯者的名字後而流傳下來。但是此一僧祇尼戒的眾學法與廣律不同，有
七十七條，檢視內容則有十三條不一致（參照本書四八九頁），這一點很值得懷疑。但是這部戒本如果視為自廣律抄出的，有不合理之處，同時如果視為自原典譯出的，也有不合理之處。在每一個部派的律中，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的眾學法都完全一致，因此僧祇尼戒本可以視為是在三寶紀之前，由某個人自廣律抄出後，編集起來的，只不過似乎流傳之間，在眾學法上產生了混淆的情形。

(6)  四分系戒本


四分律比丘戒本  一卷

四分僧戒本曇無德出  一卷

四分比丘尼戒本  一卷

大藏經中，這三本都作「佛陀耶舍譯」，但是佛陀耶舍不可能從兩本原本，譯出同樣的比丘戒本，所以必定至少有一本是後人的抄出本。檢視內容發現，第二的四分僧戒本應該是佛陀耶舍從原典翻譯出來的，而其他的比丘戒本及比丘尼戒本，也許可以看作是懷素從廣律抄出的，以下擬說明這一點。

首先，認為第一的比四分僧戒本是譯自原典的理由是，戒文的譯文與廣律不同，如四波羅夷譯作
「四棄法」，除此之外，譯文與廣律不同的地方也隨處可見。而且眾學法中，其相異情形尤其嚴重，例如眾學法第一條，四分僧戒本為
「齊整著內衣應當學」，四分廣律中作
「當齊整著涅槃衣僧式叉迦羅尼」，四分律比丘戒本中作
「當齊整著涅槃僧應當學」。換句話衶，四分僧戒本與四分廣律，譯語有明顯的差異。而且可以說，四分律比丘戒本擷取廣律的條文後，只有最後的「式叉迦羅尼」，參照四分僧戒本後作了改變。這些地方如果進一步詳細比較的話，就會更清楚。從這裡可以知道，四分僧戒本獨立自四分廣律，因為是同一位譯者的作品，所以譯語不同的地方就暫時存疑，但因為除了佛陀耶舍與竺佛念外，找不到四分僧戒本的譯者，所以自然應該將之視為他們的譯作。尤其使用古譯的譯語一事，之後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得出來。總之，由此可以闡釋，四分僧戒本並非抄自廣律。

而且四分僧戒本的卷尾有一偈：
「我今說戒經，所說諸功德，施一切眾生，皆共成佛道」，
有些學者以此偈具大乘特色為由，質疑四分僧戒本譯自原典的可能性。但這是不正確的，在四分僧戒本中，緊接著此偈之前有一偈：「和合一處坐，如佛之所說，我已說戒經，眾僧布薩竟」，有可能戒經本來是到此就結束了，十誦戒經等都是在
「已說戒經竟，僧一心布薩」處結束戒經，若與這些戒經相較之下，四分僧戒本來是在這一偈結束戒經，「皆共成佛道」一偈必然是在中國譯出後，被穿插進去的。總之，不應該用這一偈就質疑整部四分僧戒本是翻譯的作品。不過也可以說，即使上面寫著「皆共成佛道」，也不能就此視為這句偈文是在中國被插入的；例如，
根本有部律戒經中，也有一句「福利諸有情，皆共成佛道」，然而在
藏譯及梵本中也存有與此同旨趣的偈文，所以理應存在於根本有部律戒經的原典。只不過四分律與根本有部律的情況不同，所以沒有固守這一點的必要，總之，四分僧戒本應該是譯自原典。附帶一提，戒本的卷首偈與卷末的七佛偈戒經的偈文，與十誦戒經等的偈文不同一事，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樣，從這一點看來，《四分僧戒本》必然是翻譯的。

將四分僧戒本視為是佛陀耶舍等的譯作，和經錄的記述也不相矛盾。佛陀耶舍有譯出《四分比丘戒本》一事，自出三藏記集以下的
經錄都有記載，但同時，佛陀耶舍沒有譯出比丘尼戒本一事，
經錄也有記載。在出三藏記集，尼戒本的
「一經四人出」之中，並沒有列出四分尼戒本。將現行大藏經中的「四分律比丘戒本」與「四分比丘尼戒本」，都視為是懷素抄出的理由是，在內容與四分廣律一致這一點上來看，顯然這些是抄出的（當然其中有像應當學與式叉迦羅尼這種不同，而這應該是自四分僧戒本抄出者所改變的），再者這兩本都附有懷素的
序文，因此可知這是他所抄出的。但是在四分系統的戒本方面，懷素以前的人也有抄出，例如已經出現在前面的
歷代三寶紀中的「四分尼戒本一卷」，
大周錄中記載，僧威天在天監三年（五○四）抄出「四分比丘戒本一卷」與「四分比丘尼戒本一卷」。但是開元錄中並未指出僧威有抄出戒本，除了佛陀耶舍的「四分僧戒本」外，還記載有，


四分比丘戒本  一卷 亦云四分戒本
大唐西太原寺沙門懷素依律集出 新編入錄
四分比丘尼戒本  一卷 亦云四分尼戒本
大唐西太原寺沙門懷素依律集出  新編入錄
出現了兩卷懷素的抄出本，現傳本應該就是這個。大周錄所說的僧威抄出本，今已不傳。

(7)  飲光部戒本

解脫戒經 出迦葉毗部  一卷


大藏經中，此經的譯者為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雖然般若流支的譯經與菩提流支的譯經等相混淆，也被形容為
「難得詳定」，但是關於這部解脫戒本，經錄家之間對譯者並無殊論。
《法經錄》記載此戒本為「瞿曇流支譯」，
三寶紀、內典錄、開元錄都將此戒本置於般若流支的譯經中。且解脫戒本中附有據傳擔任般若流支翻譯
筆受的僧昉的
「譯經緣起」，因此從這一點也可以說明是般若支所譯。而且此經從譯語來看，使用了波羅夷、僧伽婆尸沙、尼薩耆波逸提、波逸提、悔過法、眾學法、滅諍法等譯語；從內容來看，也可以視為是廣律以後的譯作，並無矛盾之處。再者，根據僧昉的「譯經緣起」，解脫戒本譯於「大魏武定癸亥年」（五四三）。這部
《解脫戒經》中，於經題下有「出迦葉毗部」一語，而且僧昉的「譯經緣起」中也說到「聖所嗟歎，言迦葉毗部」，都顯示出這部戒經是飲光部所傳，所以似乎可以這樣認為。總之，這是迦葉毗部KAZyapIya（飲光部）戒本這一點，是戒經研究的珍貴資料。

(8)  其他


優波離問佛經  一卷

此經採用佛陀回答優波離發問的形式，從罪輕重的立場，簡略地說明了兩百五十戒每一個條文的意趣。因此並非戒經，而是以戒經為準則的作品，由其中可知條文的數目、順序。不清楚是哪一部派所傳持的，雖然
西本龍山師判定此經為「薩婆多部系」，但此經的波逸提法為「九十二事」，與十誦等的「九十條」不屬同一系統；反而與巴利、僧祇等相合。不過眾學法記載有「七十三條」（雖然寫著「眾多七十四竟」，但實際是七十三條），所以又與巴利及僧祇的系統不同。因此無法決定所屬部派，然而是研究律的珍貴資料。雖然大正大藏經中，此經的譯者作「宋元喜年求那跋摩譯」，不過經錄中並沒有支持這個說法的，大多作「失譯」或「漢代失譯」等。因此譯者、譯時的決定都很困難，但總之要作大致上的探討。

首先從內容來看，這部經的譯文除了完整且流暢外，時而可見古譯語，即有
「四棄捐法」（＝四波羅夷。
鼻奈耶中有「棄捐」的譯語，四大廣律中沒有使用此一譯語）、
「劍暮」（＝羯磨。
出三藏記集保存的律序中有這個譯語，也不為廣律使用）、
「土羅遮」（＝偷蘭遮。此譯語廣律也不使用）等，使用了廣律中看不到，而出現在古譯律典中的譯語。從這個地方產生了一個疑問：這部經是否是廣律之前的翻譯？但並非整部經都貫串了這些古譯語，也大量使用了
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捨墮、波逸提、四悔過法、眾多法、突吉羅等廣律時期的譯語。因為屢次使用「波羅夷」的譯語，所以可知並不是非使用「棄捐」不可。而語文中將十三僧殘、三十捨墮法等，譯為十三事、三十事、九十二事等手法，可以在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中看到相同的例子。進而，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中譯為
「請歲羯磨」一詞，在這部經中譯為
「請歲劍暮」（自恣羯磨？），這也是古譯語的一例。只不過文中有
「曇摩羅叉云，五種食者，麥少 、飯、魚、肉、煮麥飯也」的夾注，故顯示出是竺法護之後的譯作。總之，就敦煌本戒經及鼻奈耶中絕對看不到的廣律譯語，出現在此經中這一點而言，很難斷定這部經的譯出是在十誦以前。但同時，從沒有全然採用廣律譯語，而使用古譯語這一點看來，也不可能將這部經的譯出視為距廣律時期十分後面。因此如果從內容來看，此經的譯出時間也許應該是在十誦律前後；也就是說，似乎可以大致比照為與大比丘三千威儀經相同的時期。

接著在藉由經錄探討此經的譯出時發現，這部經已為
出三藏記集所收錄，但是其中只列入「失譯」之列。當作失譯來處理的作法，在之後的經錄中，為
法經錄、仁壽錄、靜泰錄、大周錄等所沿襲。但
歷代三寶紀中，此經被列於「後漢失譯」及「東晉失譯」兩處。
內典錄剔除後漢失譯一項，只涵蓋於「東晉失譯」下，
開元錄反而列為「後漢失譯」。無論如何，總之這部經在經錄中都被列為「失譯」，只不過在哪個時期失譯方面，後世的經錄家間意見歧異。但無論認為是東晉還是後漢，都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支持此一說法。

總之，照現傳大藏經，沒有經錄認為此經是求那跋摩的譯作，檢視
高僧傳的求那跋摩傳，也沒有提到他有譯出此經。因此將此經歸為求那跋摩翻譯一事，從各方面來看都不正確。因此從內容、經錄兩方面而論，目前除了視為「十誦律前後時失譯」外，別無他法。

以上，結束了關於戒經的討論。

３　關於羯磨本
在本節第一項列出七種羯磨本，其中也有已經檢討過的。即，


曇無德律部雜羯磨　一卷

大藏經中將此視為康僧鎧的譯作，然而是錯誤的，是自四分律中抄出羯磨後，補上不足的部分並添加注釋，是在中國編集的羯磨本。成立時間比後面的曇諦本還晚，一般認為編集之際有參照曇諦本。《開元錄》中開始收入經錄，因此是在之前成立的，編者、編時皆不詳。


羯磨　一卷　出曇無德律
大藏經中作曇諦譯出，但不正確。與康僧鎧本相同，是自四分律抄出羯磨後，添加注釋，為在中國編集的作品。《法經錄》中已經出現，所以應該是在之前成立的，但是很難確定編者及編時。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　一卷

大藏經中作求那跋摩譯出，並不正確。這只不過是擷取曇諦本羯磨中的「比丘尼羯磨文」所製作出來的。此事可由比照兩者得知。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　一卷

大藏經中被視為是義淨譯，這是正確的。即使就內容而言，此經為義淨譯一事也沒有什麼疑問，此事並沒有再作檢討的必要了。因此下面擬就乘下的羯磨本作討論。


彌沙塞羯磨本　一卷

大藏經中列出「大開業寺沙門愛同錄五分羯磨」為譯者名。佛陀什曾抄出「彌沙塞羯磨一卷」一事，為
《出三藏記集》及《高僧傳》所傳，因此可能是事實。但是此本似乎在途中散佚了，
法經錄及三寶紀中收錄為「彌沙塞羯磨」，而
仁壽錄、靜泰錄及內典錄的「入藏目」中都沒有收錄；
開元錄也說是闕本。因此一般認為，由於佛陀什的羯磨本已經散佚，所以由為了補其空缺的愛同來編集此羯磨本。

此羯磨本的組織及內容都深具特色，與四分羯磨本不同，是一部獨立的作品。羯磨文應該是抄自五分律，而其說明的注釋文字中，不足處乃補充自四分律等，可見撰者愛同踏實的學術風格。此外，愛同的《彌沙塞羯磨本》一直到了
開元錄才出現。根據
《宋高僧傳》所載，愛同為唐朝人，居住於開業寺，曾抄出羯磨一卷，也參與過義淨的翻譯，著有《五分律疏》十卷，是律學的專家；他抄出五分羯磨本應屬事實。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　一卷

大正藏中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此經譯者的訊息，而宋、元、明、宮本中提到
「失譯人名今附宋錄」，總之應該是「失譯」。首先從內容來看，此羯磨本理應屬十誦律系統。例如「七百集法」時，自東西各遴選四位比丘為僧伽斷事人，此時決定斷事人的
羯磨，此百一羯磨法中有收錄。其中記載此羯磨為三菩伽所宣布，內容也與十誦律一致。

然而此羯磨本雖題名為「百一羯磨」，然而並未廣收羯磨，例如缺少了像受戒羯磨這麼重要的羯磨，是一部很不完整的羯磨本。但是
譯語使用了僧伽婆尸沙、尼薩耆波夜提、波夜提、波羅夷、悔過法等語詞，為十誦律系統。而且從譯文整體的風格來看，必然是十誦律以後成立的。但是譯文沒有與十誦律完全一致，若互相比較相當的羯磨文，也可以看到些微的差異，故此羯磨本十分不可能是抄自十誦律。但由於視作譯自原典，自然就懷疑，為什麼要特地譯出如此不完整的羯磨本呢？如今在懷有若干疑問的同時，想要暫時視為是從原典譯出的。

接著從經錄來看的話，在《出三藏記集》〈失譯雜經錄〉的「未見經」中，出現有
「大沙門羯磨法一卷」，也許相當於此羯磨本。接下來的
法經錄、三寶紀中，也以同名來收錄。
仁壽錄中處理為「闕本」，到了
靜泰錄則發現了《大沙門百一羯磨 二十二紙闕本訪得》，而且題名與現行本相同。之後
內典錄、大周錄、開元錄等都與靜泰錄同。而且特別在開元錄中記載《大沙門百一羯磨法一卷 或云大沙門羯磨法出十誦律》，確定了出三藏記集的《大沙門羯磨法》就是此《大沙門百一羯磨》。同時所說的「出十誦律」一事，似乎可以說這部經就是自十誦律抄出的，總之這一點怎麼也沒有辦法作明確的斷定。此外，譯者乃至抄出者不詳，此經自出三藏記集以來便作「失譯」，至於記載為「宋代失譯」的，則是開元錄。但是如上面所說的，
「今且附於宋錄之末」，並沒有確切的根據來作這樣的判定。總之，此經應該存在於《出三藏記集》以前，此外的相關資料，現在還無從得知。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　一卷

大藏經中傳述此經為「釋僧璩依律撰出」。由組織及內容來看，此羯磨本明顯自十誦律抄出。但是內容以與受戒相關的羯磨為主，分八節說明，其他結界羯磨及安居、布薩相關羯磨及規則，宣說於第九節至第二十節中，大體上來說，這些都是短文，從量而言是十分稀少的。總之不用說，這是一部不完整的羯磨本。檢視後可以發現，是否因為前述《大沙門百一羯磨法》缺受戒羯磨，所以為了要補足這部分而編集了這部作品呢？

而且這部經自《出三藏記集》以來，都被記載為僧璩撰出的，所以似乎可以認同此一說法。
高僧傳敘述僧璩的傳記時也說到，「并撰僧尼要事兩卷」。
出三藏記集中出現「十誦羯磨一卷或云略要羯磨法十誦律出」，其他經錄中大多作
「十誦羯磨一卷」，不過
開元錄中與現行本的名稱相同。

此外《出三藏記集》所傳，十誦系的羯磨中有法穎選出的


十誦律羯磨雜事  一卷

在
高僧傳法穎傳記中也有提到。也許是因為上述十誦系的兩羯磨本不完整，所以才會去完成這樣的企圖。但是此羯磨本
法經錄中有記載，
仁壽錄及靜泰錄收錄於闕本中，之後的經錄也無確認其存在，也許已經散佚了。

四大廣律中，上述的十誦、四分、五分都存在有各自的「羯磨本」，但只有《摩訶僧祇律》沒有羯磨本。翻譯摩訶僧祇律之際，並沒有進行羯磨本的譯出乃至抄出。出三藏記集中也沒有提到此事。但是與僧祇律相關的羯磨本一類的作品，之後應該也不會都沒有被編集。出三藏記集的〈失譯雜經錄〉中舉出，


摩訶僧祇部比丘隨用要集法  一卷

當時此經可能存在，雖然不是羯磨本，但也許是相類似的。只記載為「失譯」，此外一概無從得知，因此也不知道是譯出本還是中國撰述本。且此經似乎在之後不久的時間就散佚了，並未出現在後面的經錄中。但是在
三寶紀及內典錄、開元錄等，都收錄於「漢代失譯經」及「東晉失譯經」的「闕本」中。總之想要附帶說明，僧祇律系統中也曾經有羯磨本存在。

以上結束羯磨本的討論。

４　律注釋書的譯著
四大廣律譯出之後，律的注釋書就被翻譯出來了。但因為不是附隨於四大廣律傳入的，所以沒有組織。僧祇律及五分律系統的注釋書沒有譯出，譯出的注釋書及其譯出年代也都形形色色。在現存方面，有部系統兩部、根本有部律系統一部、巴利律系統一部、正量部系統一部、公認為四分律系統一部、部派不明者一部。其中，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　十四卷

為義淨所譯，如前述，已經在討論根本有部律譯出時說明過了。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　九卷

這是律注釋書中的歸納性作品，在中國被稱為《薩婆多論》，十分受重視。此論的譯者在大藏經中作「失譯人名，今附秦論」，為「失譯」，而從譯語來看，應該可以斷定是十誦律以後的譯作。即使用了
波羅夷、僧伽婆尸沙、尼薩耆波逸提、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滅諍、偷蘭遮、羯磨等，廣律時期的譯語，譯文的整體風格也與廣律相同。而且此律有
「秦地染青法」或者是
「秦言身子」、
「秦言斷也」等語詞，所以似乎應該是是晉代（－四三一）譯出的。

不過此書並未被《出三藏記集》收錄，其原因不明，然而接下來的
《法經錄》〈眾律失譯〉中，出現有《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八卷》，故此時譯者已經不詳，而且卷數也少了一卷。
三寶紀、仁壽錄等也一樣，一直到
內典錄才增加為「九卷」。前者所謂的入卷，是缺最後的第九卷，最後這一卷被發現的因緣，詳見於智首的
「續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序」中。即智首一直以《薩婆多論》中有不全處為憾，有一天聽西蜀的寶玄律師說蜀地有最後一卷，便託可靠之人前去索取，據載當時為隋大業二年（六○六年），
其後的經錄中全都作九卷。不過決定此論為「秦代失譯」的，是
開元錄，如上所記，這應該是很恰當的判定，只是除此之外，如今關於譯者、譯時皆無從得知。再者，此論並非中國撰述而是譯作，以及此論是十誦系的注釋等，從內容來看，都是無庸置疑的。


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　十卷

大藏經中作「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應該沒錯。此經相當於《出三藏記集》中，列於僧伽跋摩譯經下的
《摩得勒伽經十卷》。
《法經錄》中收錄為《薩婆多毗尼摩得勒伽十卷》，記載為僧伽跋摩譯，這一點在其後的經錄中都一致。而且從譯語來看，也都是用
波羅夷、僧伽婆尸沙、尼薩耆波夜提、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滅諍法等譯語，明顯是十誦律以後譯出的作品。根據收錄於《出三藏記集》的
〈摩得勒伽記第十四．出經後記〉，僧伽跋摩於劉宋元嘉十二年（四三五）譯出此經。此外，此經也是說一切有部系的注釋一事，從內容來看並無疑問。再者，有與此同系統的梵文斷片一事，第一章（本書七七頁）已經指出。


善見律毗婆沙　十八卷

本書大藏經中作「簫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出三藏記集》中並收錄
〈善見律毗婆沙記．出律前記〉，其中記載僧伽跋陀羅在廣州時，與僧褘法師共同譯出的；出三藏記集記載此譯出年為
「齊永明七明」（四八九）；
《三寶紀》並進而詳述此譯出情形；總之，
經錄同樣都提到此書為僧伽跋陀羅所譯。而且在內容方面，此書使用了
波羅夷、僧伽婆尸沙、尼薩耆波夜提、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滅諍法等譯語，就譯語來看，也不會與譯年代相衝突。因此，關於譯者似乎也可以採用經錄的說法。

再者，《善見律毗婆沙》自古便被視為四分律的注釋，而一八九六年由高楠博士說明，此書為巴利律的注釋，是佛音Buddhaghosa的SamantapAsAdikA的漢譯；之後
長井真琴博士對照兩者，詳細地論證了這一點。因此這是巴利系的注釋書一事，毋須再作論議，但是漢譯時受到四分律的影響，有許多地方明顯感覺到是依照四分律而改變了內容。


律二十二明了論　一卷

大藏經中記錄為陳的真諦三藏所譯，應該沒有錯。此論在律的術語方面，使用了特殊的譯語一事，前面已經指出，即使用了
波羅夷、僧伽胝施沙、偷蘭遮耶、尼薩耆波羅逸尼柯、波胝提舍尼、學對等，與廣律不同的舊譯時期譯語，這裡可以看出是真諦的翻譯特徵。而且此論附有
「後記」，其中提到，為陳光大二年（五六八），法泰於廣州南海郡請三藏法師俱那羅陀譯出的。此外並提到還有「註解釋五卷」。真諦的譯出經方面，經錄間眾說紛云，十分有名，但是此一明了論並無異說，都認為是真諦所譯。即
《法經錄》中出現為「律二十二卷 陳世沙門真諦譯」（此二十二卷顯然是錯的，
宇井博士認為是「律二十二（偈）一卷」的筆誤）。
仁壽錄、靜泰錄中也有提到《明了論》，都說是真諦所譯；接著到了
三寶紀及內典錄之後，皆作《律二十二明了論》。此論將律的重要問題整理為「二十二偈」，並於其上作注解，雖然只是一卷的小論，但內容十分豐富。
卷首記有「正量部．佛陀多羅法師造」，
卷末也敘述，「此論是佛陀多羅多阿那含法師所造，為憐愍怖畏廣文句人故，略攝律義」。

由此可知，此論為正量部SammitIya所屬；內容也敘述了與其他部派的律不同的法相，理應視為正量部的律疏。


毗尼母經　八卷

此書大藏經作「失譯人名今附秦錄」。此為晉代譯作一事，由
「摩那埵者 秦言意喜」、「舍摩陀者 秦言名滅」等附有「秦言」的夾注看來，應該沒錯。但晉代並非較早的時期，一般認為是在十誦律等譯出之後，因為譯語方面，使用了
波羅夷、僧伽婆尸沙、尼薩耆波逸提、波逸提、偷蘭遮、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等譯語，此外也使用羯磨、自恣、布薩等廣律中十分常見的譯語，從這點而言，這樣的推斷應該沒錯。但是像
「章卑犍度」（瞻波犍度）這樣的譯語，則是其他地方沒見過的特殊譯語。不過此經未被《出三藏記集》收錄，一直到了
法經錄、三寶紀時才出現，法經錄在〈眾律失譯〉下列有《毗尼母八卷》，三寶紀也在〈小乘毗尼失譯錄〉中出現《毗尼母八卷》，所以此時譯者已經不詳了，
仁壽錄起變成《毗尼母經》。卷數方面，八卷並無變化。此外
大周錄中列為《毗尼母論》，記載有「右東晉太安年符蘭（三本，僧伽提婆）譯，出達摩  多羅錄」，但是所說的「東晉」和經中的「秦言」相矛盾，而且《達摩  多羅錄》也不詳，因此難以採用此說。將此一毗尼母經視為「秦代失譯」者，為
開元錄。譯者方面，目前並無線索。

此外，毗尼母經所屬部派方面，並無定論；內容也找不到特別顯示所屬部派的字句。早期，
凝然在《雲雨鈔》中提到，毗尼母經「釋十誦律」，
境野黃洋博士也介紹了自古將此視為有部所屬的說法，但提到，「是否真為有部所屬，頗為懷疑」。而
國譯一切經的《毗尼母經及薩婆多毗尼毗沙解題》中指出，毗尼母經及四分律有許多共同處，認為這是法藏部所屬。而
赤沼智善師也舉出毗尼母經與四分律種種相同處，判定毗尼母經是解釋四分律。然而，最近
金倉圓照博士將毗尼母經卷四中
「此是雪山中五百比丘所集法」中的「雪山」，解釋為「雪山部」Haimavata，介紹了認為毗尼母經為雪山部所屬的
Przyluski及
Bareau的看法，對此解釋深表贊同。

此一「雪山」是否能夠解釋為雪山部，似乎是很微妙的問題。除此處外，在毗尼母經尚可見到「雪山」一詞，所以必須討論這些用例間的關係。而且內容上，毗尼母經與四分律一致的教理及教法顯然很多，無法否定兩者間的親近性。相反地，就部派分裂史而言，無論從異部宗輪論及巴利的島史、大島史來看，或是參照西藏諸傳，都沒有說到雪山部與法藏部有親近關係。在部派分裂史中，雪山部與法藏部極為疏遠。故即使毗尼母經中有上述的語詞，但直接將文中的「雪山」解為雪山部，而斷定此經為雪山部所屬一事，深感躊躇，因此我認為，以目前無法決定此論所屬部派是較為恰當的作法。由於此處以決定是譯作還是中國撰述為首要問題，所以此書所屬部派的問題，留待其他機會再談。


佛阿毗曇經出家相品　二卷

大藏經中作此經為真諦三藏所譯，而且這應該沒錯。這部經從佛陀成道開始說起，詳述十二因緣，說頻婆娑羅的歸佛、優婆底沙、古利多的歸依具足戒，接著詳說有關弟子出家具足戒的作法，相當於諸律的「受戒犍度」。為何此書如標題所見，以經名別出而被譯出，並不清楚，總之，這是一部饒富趣味的文獻。因為已經相當於「受戒犍度」，所以不算是律的注釋，為了方便起見，決定在此作探討。

視此經為真諦三藏所譯一事，所有的
經錄都一樣。但是《歷代三寶紀》的卷數為「九卷」，所以這一點稍有混淆。但是這正如《法經錄》所說，以「兩卷」為正確。雖然三寶紀也在真諦三藏譯出經中記錄有
「佛阿毗曇經九卷」，但
〈大乘錄入藏目〉中則作「佛阿毗曇論二卷」；這一點，
內典錄中也相同。亦即無論是三寶紀或內典錄，都在出現實物時記載為「二卷」，所以應該以此為正確。但或許內典錄認為除了九卷本之外，還有兩卷本，所以除了真諦錄之中有
「佛阿毗曇經九卷」外，還另外列入「佛阿毗曇」。這似乎是認為兩者是不同的經，且想要讓兩者同時存在，所產生出來的混淆。這一點，
宇井博士已經詳細論證過了。總而言之，此經應為真諦的翻譯，有兩卷。

另外，不清楚此經究竟為何部派所傳，經中找不到暗示此處的記述。


苾芻五法經　一卷

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一卷

以上兩經在大藏經中作「失譯」，
《至元錄》中則記載為「宋天竺三藏法天譯」，這兩經似乎是他翻譯的。《苾芻五法經》說明了苾芻應該知道的五法──波羅提木叉、說波羅提木叉、結界、結界事、是新戒是減五年。而且在波羅提木叉的說明中，提出了
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三十捨墮波逸提、九十二波逸提、各四說、五十戒法，為此經特殊的說法。波逸提有九十二條者，與巴利、僧祇等南方系的律相同。眾學法有五十條者，在其他律中沒有出現過。因此這應該不是竄改自其他經典，而是翻譯的。


譯語也沿襲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等舊譯，但是也可以看到阿缽諦Apatti（犯罪）、各說pratideZanIya、寶沙他poSadha（布薩）等新譯語，因此此經可以說是法天所譯。

《苾芻迦尸迦十法經》宣說十種法，具足十種法的苾芻不依止其他，便能度人，令其出家、受戒。內容有與律相關以及與十二緣起、三十七道品等有關的教理。其中也可以看到「阿缽帝」等譯語，應該是法天所譯。

以上結束了律注釋書譯作的檢討。

５　旁系律典
所謂旁系律典，是想要表示在自古經錄中，被包含、處理於「律部」中，但內容上與廣律沒有直接關係的典籍。因為這些典籍包含在律部中，所以當然不會和戒律毫無關係，但是在廣律的研究中，又無法成為直接參考文獻的一類經典。這些大部分都譯者不詳，其中也有被認為是中國撰述的。這些文獻中，在《開元錄》等視作安世高譯的《戒罪報輕重經》、《大比丘三千威儀》，以及認為是支謙譯的《戒消災經》，這三部前面都已經討論過了。這些都不能視為安世高或支謙的譯作，應該是十誦律時代乃至之後譯出，或者是中國撰述的作品。這些文獻以外，旁系律典方面，本節一開始已經提出八部，所以預計以下就這些作檢視。


舍利弗問經　一卷

此經採舍利弗發問，佛陀回答的形式，處理各式各樣的問題。但是其中所處理的問題之中，找不到一貫性，每一個問題都雜亂無章地列舉出來。例如宣說了行法、不行法、佛滅後大迦葉以下的大弟子的教法傳持的系譜與弗沙蜜多羅的破佛、彌勒菩薩的再興、依循新舊律的上座、大眾的根本分裂，及其後枝末分裂的情況、五部的服色、律的規則的開遮、其他各種問題。內容雖然是雜集成的，不過這些並非在中國撰述的作品，似乎應該是翻譯典籍；小乘諸部派的音譯名稱等，可以明顯看出是基於梵文譯出的。

舍利弗問經在大藏經中作「附東晉錄」，而將此經判定為「東晉失譯」者，是
《開元錄》；在此之前的經
錄中，這部經通常都被收錄為「失譯」。而且在《出三藏記集》裡，並未舉出與此同名的經，而在「未見經」中記載有
《舍利弗問暑經（宋元明本作舍利弗問署經）》，一般認為也許相當於此經。如上所述，由於此經不是正統的律典，所以幾乎沒有使用律的術語，但是其中有關於律的內容，這些文體並沒有特別被認為是古譯之處。小乘部派的音譯名稱有
摩訶僧祇、他俾羅、薩婆多、曇摩尉多別迦、跋陀羅耶尼、沙摩帝、沙那利迦、彌沙塞、曇無屈多迦、蘇婆利師等，與十八部論、部執異論、異部宗輪論三部相較之下發現，最接近《十八部論》。因此，從譯語來看，不可能將此經的翻譯視為非常早期的作品。文中寫有
「其中一人，名曰不載吳音，是梵志」，有「吳音」的夾注，然而一般認為，不能僅憑此作為判定年代的材料。

總之，從譯語接近十八部論這一點來看，似乎也不可能將這部經推到距羅什十分遙遠的後代。開元錄認為是「東晉（三一七－四二○）失譯」一事，就內容而言，大致上應該算是恰當的判定。也許視為東晉末期的翻譯也並無不可。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

大正大藏經中，此經收錄有一卷本及兩卷本兩種。一卷本為高麗藏本，兩卷本為宋元明本的系統，以明本與宋本、元本、宮本對校。卷數的分法不同，份量大約相同。根據一卷本卷末的
「跋」敘述，高麗藏初版本為「三百六十七問」，契丹本與此相同，可是宋本只有「二百二十問」，脫落甚多；因此便取兩本來補充，但還是不滿五百。由此可知，此經在大藏經逐漸出版之後，內容是否有被增廣了呢？由於這部經是以目連發問，佛陀回答的形式，所成立的經典，所以似乎本來就應該以「目連問」為題。內容是將與戒律有關的種種問題，分類為十八節來敘述，是一部關於戒律的阿毗達磨式研究書。但是內容有關於
佛堂、佛塔、佛像等的說明，整體上的解釋有很多地方比廣律還新。此經的
譯語因為使用波羅提提舍尼、波夜提、偷蘭遮、僧伽婆尸沙、波羅夷、突吉羅、羯磨等語詞，所以顯然此經是在廣律之後譯出的，或者是在中國撰述的作品。

此經應視為翻譯或中國撰述這一點，難以驟下定論。與此同名的經典，經錄中並不存在；但是《開元錄》所載
「五百問事經一卷三十三紙失譯今附東晉錄」，可能相當此經。經名雖然有些不同，但因為也記載為「三十三紙」，所以份量方面大致相同。因為開元錄中提到它是
「拾遺編入」，所以之前的經錄自然就沒有收錄，但是為什麼此經在開元錄之前，一直都隱而不現呢？這一點十分令人懷疑。不過從內容來看，將此經視為是中國撰述，也應該是在距開元錄很早的時候成立的；而且因為不太可能是中國人獨自的著作，所以似乎可以說是從其他文獻擷取內容後，編集而成的。但是，可以很確切地決定這是中國成立的根據，目前尚未發現。


目連所問經  一卷

大藏經作「法天譯」。
《至元錄》也寫有「目連所問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法天譯」，因此也許是法天所譯，不過僅就內容而言，應該不太可能是翻譯的。因為前面提到的《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
〈五篇事品第一〉的內容，與此經的內容幾乎完全一樣。這當然是新譯，所以前者的比丘、比丘尼就變成是
苾芻、苾芻尼，偷蘭遮就成了吐羅缽底法了；不過也沿用
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等舊譯的譯語，內容上，許多地方有修正語句，而也可以看到一模一樣的文章，整體上的旨趣則兩者完全一致，因此實在無法視為是獨立的翻譯。使用舊譯的譯語這一點，法天的其他譯出經中也可以看到，所以不會影響將之視為出自法天之手的看法，果真如此，則必然是取前述五百輕重事的第一節後，加以編纂而成的。此經就內容而言，並非重要的典籍，即使從譯出情況來說，也不是應該重視的文獻。

大愛道比丘尼經　二卷

這部經自大愛裘曇彌請求佛許可出家談起，上卷宣說女人的三自歸、五戒、八敬法、沙彌尼十戒、沙彌尼十事法、受具足戒、女人五障、變男成佛等，下卷舉出比丘尼立德之本、入出房室、行步威儀、檀越請食法、入禪思之慧、大行小行之禁、女人八十四種恣態等。經中處處可見
般若波羅蜜、菩薩、建立大乘、六度無極等大乘式的表現，將這個與變男成佛之說等一併思考後，
大野法道博士將此經列入大乘戒經之中。而且正如大野博士所說的，此經所出的沙彌尼十戒，與律藏中提到的沙彌尼十戒的內容有異，是不同的系統。雖然文中也使用具足戒、比丘僧等律的用語，但似乎並不是了解律藏中這些用語的概念規定的意味後，再加以使用的；雖然談到受具足戒，然而完全沒有談到其作法，說明「八敬法」的譯文也十分晦澀，與律藏說法不一處極多。因此此經十分不可能是部派佛教的律的文獻。

接著，此經有是翻譯還是中國撰述的問題，這一點目前也很難下很明確的斷言。大藏經中，此經作「附北涼錄」，這是根據
《開元錄》的說法。此經自《出三藏記集》起便作
「失譯」，出三藏記集〈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中出現有「大愛道受誡經二卷舊錄云大愛道比丘尼今有此經」，之後的經錄也都處理為失譯。從譯語而言，可以看到將
瞿曇彌譯為裘曇彌，或像是將阿闍梨譯為阿祇梨，帝釋譯為飛行皇帝、六波羅蜜譯為六度無極等古譯語。從這一點來看的話，似乎應該是在羅什之前成立的，而且如果是在羅什之前成立的，視為譯作比較妥當。因為如果認為是在羅什之前的中國人所述作的話，那麼就會出現材料取用的難處。考慮當時存在於中國的律文獻，中國人實在不可能有作出這種程度的作品的資料。因此視為羅什之前的翻譯經較為恰當。順帶一提，大野博士判定此經為
「東晉失譯」。


迦葉禁戒經　一卷。

五恐怖世經　一卷

上面兩部經在大藏經中作「劉宋居士沮渠京聲譯」。認為是沮渠京聲所譯的，是
《歷代三寶紀》，之後
《內典錄》、《開元錄》等沿用此說，一直到大藏經出版。但是這個說法有疑問；
《出三藏記集》在沮渠京聲的譯出經方面，只列出「四部五卷」：觀彌勒菩薩生兜率天經一卷、觀世音觀經一卷、禪要祕密治病經二卷、佛母般泥洹經一卷，亦即並不包括上述二經。《三寶紀》擴大為「三十五部三十六卷」，新加入這兩經，然而大部分的經典都沒有清楚表示加入其譯出經的理由；關於這兩經，也沒有說明為什麼會判定為他所譯出的原因。由於
出三藏記集將上述兩經包括在〈新集安公失譯經錄〉中，所以這兩經應當很早以前就存在了，但總之列為「失譯」，此失譯的處理方式為接下來的
法經錄、仁壽錄、靜泰錄等沿襲。而且
三寶紀及內典錄的〈小乘錄入藏〉及〈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中，還是處理為失譯。將此統一為沮渠京聲譯的，是
《大周錄》。如上，從經錄上來看，此兩經為沮渠京聲譯一事，應該沒有問題。

從內容而言，由於是兩紙及三紙的短經，所以沒有使用律的術語，無法從譯語的形式來判別翻譯的新舊。《迦葉禁戒經》說明兩種比丘、四種沙門、四事像持戒人等，提到不持戒的比丘受墮地獄之苦，並排除像類沙門而稱讚真沙門，呵責形式上的持戒。

《五恐怖世經》是更短的短經，在當來世的五恐怖方面，明示比丘不持戒的狀態，是一部極無特色的短經，實在沒有什麼非翻譯不可的必然性。但由於找不到可以判定為中國撰述的積極根據，所以目前似乎只能因循經錄「失譯」的說法。而且此經不太可能是沮渠京聲所譯一事，因為《出三藏記集》視為他所譯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及《禪要祕密治病經》等，都以
「如是我聞」開頭，但是上述兩經卻以「聞如是」開頭，文體也不一樣。

以上旁系律典之中，除了有關於律的之外，還有關於戒的文獻，不部分都不算是律藏研究上的直接資料，不過像苾芻五法經，從律的立場來看則應該要重視。

６　關於五戒經、十戒經
宣說在家信者的五戒以及沙彌、沙彌尼的十戒的經典，是戒的文獻，不算律的文獻；也就是說，無法由這些文獻來研究比丘的生活及僧伽的組織。因此雖然這些應該摒除在律的文獻之外，但是自古在經錄及大藏經中，這些文獻都被處理為包含在小乘律之中，所以決定在這一節稍作說明。

關於五戒的經典方面，包含在律部的只有


優婆塞五戒相經  一卷

採用佛陀應淨飯王的請求而略說五戒，之後再為比丘詳說五戒的形式，來詳細說明五戒。
《出三藏記集》記錄為「優婆塞五戒略論一卷一名優婆塞五戒相」，列在求那跋摩的譯出經中，之後的
經錄都記載為《優婆塞五戒相經》，列為他所譯，此說也為大藏經所沿用。但是
長井真琴博士比較對照此經與十誦律，顯示十誦律中波羅夷法的殺戒、盜戒、婬戒、妄語戒，以及波逸提法的飲酒戒的譯文，與此五戒相經的文章全部一致，或者只有少數語句不同，論證出此緻工為十誦律譯出後，在中國以十誦律的譯文為資料而撰述出來的；
大野博士也贊成此說。也許有可能是如此。

接著，沙彌、沙彌尼十戒經方面有五部：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　一卷

沙彌威儀　一卷

沙彌十戒儀則經　一卷

沙彌尼戒經　一卷

沙彌尼離戒文　一卷


大野博士一一地仔細檢討這些經後判定，這些都不是翻譯經典，而是在中國成立的文獻；而且就其中都可以看到大乘戒思想方面，主張它們應該都置入大乘戒經之列。由於這些經典確實都是戒的經典，所以理應摒除在我們的律藏研究之外，因此在這裡僅止於簡單地約略說明。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　一卷

就此經為一卷本而言，實在是很長的一篇文章。一開始是籍著羅候羅出家來提到沙彌十戒，這與律藏中所說的沙彌戒一樣，類似
摩訶僧祇律卷二十九羅候羅出家的內容；如
大野博士所指出的。但是此經在此之後，舉出了別種的沙彌十戒，而這個部分也如
大野博士所說的，與《大愛道比丘尼經》的沙彌尼十戒的內容及譯語都有類似之處，不可否認的，這個部分似乎是參照《漢譯大愛道比丘尼經》後編寫出來。從此述各點來看，大野博認為，此經是在大愛比丘尼經譯出之後，於中國參照此經後製作出來的中國成立經典。

不可否認的，以上的部分確實都參照僧祇律及大愛道比丘尼經，並且受它們影響，但是這部分只不過佔全部經典的五分之一，剩下的五分之四似乎有必要從別的觀點來探討。而且與大愛道比丘尼經的類似處並非完全一致，沙彌戒第七條在此經中作
「不得習弄碁局，摴蒲博塞……」，大愛道比丘尼經中作
「不得采畫，不得金縷繡……」，也就是說， 第七條並不一致。而且整體而言，這部經和大愛比丘尼經的十戒比起來比較短。因此此經也可以解釋為改編自大愛道比丘尼經的十戒文，但同時，此經一方面參照大愛道比丘尼經的同時，一方面是自原典譯出的作品，這樣的解釋也可以成立。

因為正如上面所說，這部經剩下的五分之四的部分如果也視為是中國撰述的話，那麼就很難想像這部分究竟是仰賴什麼為資料呢？這部經的前面是「沙彌十戒法」，其餘的相當於「威儀」，談「沙彌威儀」及「沙彌七十二威儀」，照理說，這部分是說明僧伽中沙彌的日常生活的規則，所以和律藏的關係很深；而且也沒有和廣律的記述有矛盾之處，即使從律的立場來看，也是一部很優秀的作品。但是廣律中並沒有細說沙彌威儀的文章，所以根本不可能參照廣律後再述作出這些部分。而且這個部分經常使用
「摩摩帝」的語詞，而在中國佛教中，幾乎很少有使用這種用語的例子。再者如後述，「沙彌十戒儀則經」一直都被認為是施護的譯作，這是一部七十二頌的短經，總之，內容與此經同屬一類，
大野博士也認為是翻譯經，果真如此，這類經典就應該是在印度述作的。

由於上述的理由，筆者不敢斷言此經是中國成立的，但是宣說十戒的部分，可以明顯看出受僧祇律及大愛道比丘尼經影響，因此也很難百分之百主張這是譯作。

而且在經錄中，這部經相當於《出三藏記集》〈失譯雜經錄〉中的
「沙彌十戒經一卷舊錄云沙彌戒」，而正確應該是相當於
《靜泰錄》所載的「沙彌十戒并威儀一卷」。由於在靜泰錄中它被注記為「闕本訪得」，所以之前應該是不詳；而且在之後的經錄中，都被收錄為「失譯」，認定為「東晉失譯」的，則是
《開元錄》，而且此說為大藏經所沿用。因此即使視此經為翻譯經，譯者也不詳。無論如何，關於此經的成立，有很多不清楚之處。

沙彌威儀　一卷

可能相當於
《出三藏記集》〈失譯雜錄〉中所載的「沙彌威儀一卷」。然而到
《法經錄》之後，就被記為劉宋的求那跋摩的譯出經，此說也為現今大藏經所沿襲。但是此經與先前的沙彌十戒法并威儀的「威儀」部分，相合處甚多，換言之，此經的主要部分可以說是擷取自《沙彌十戒法并威儀》後，再編集而成的。而且卷末談到
「沙彌十數」與「五德」，其中「五德」與西晉法炬、法立共譯的
《諸德福田經》的說法與譯文完全相同，可能是抄自此經，正如大野博士所說的那樣。此沙彌十數與五德以「沙彌威儀」置入本文中，沙彌十戒法并威儀也附記於卷末，但是並沒包含在本文之中。而且
宮本與天平寫經本中沒有這部分，所以是否一開始就有附記上去，是個疑問。因此這部分無法斷定是《沙彌威儀》取材自《沙彌十戒法并威儀》，其實相反的假設也說得通。總而言之，大野博士認為此「沙彌威儀」是中國成立，而既然經的主要部分可以在沙彌十戒法并威儀中發現，那麼博士的說法似乎也對。因此，經錄對這一點的記載應該是錯誤的。

沙彌十戒儀則經　一卷

《至元錄》中記載為
「沙彌十戒儀則經一卷  宋北天竺三藏施護譯」，大藏經中的記載也與此相同。這是僅有「七十二頌」頌文的短經，內容是將沙彌日常生活規範及服侍師父的心得，連同沙彌十戒，巧妙地詠入偈文中，但是其中出現的「沙彌十戒」與律藏所載的沙彌十戒相同。
大野博士從最後的「速成無上覺」一語，將此經置入大乘戒經之列。可能是大乘佛教在印度逐漸廣為流行後，所製作的作品。

因為廣律本來是在闡明比丘的生活規範，所以關於沙彌日常生活的規範方面，只是附帶式地說明一下；但如此一來，沙彌的規則就嫌不足，因此細說沙彌生活規則的作品，在印度自然就有人述作。與在中國有這種需求一樣，印度必然也會如此。年代較新的施護有譯出這種經典一事，讓人推測到同樣地，之前可能也有譯出同類的經典。前述的《沙彌十戒法并威儀》，似乎有從這樣的立場來理解的必要。

沙彌尼戒經　一卷

此經舉沙彌尼十戒作說明，之後談到，若如法遵守此十戒，則五百戒自然具足，並提出譬喻來說明。沙彌尼的十戒與律藏所說的一樣，但是說明中有
「一心常志大乘」等語詞，而且也有
「六度無極」等語詞，所以是一部從大乘立場修潤沙彌尼戒的作品。而且如法遵行這十戒便自然具足五百戒的說法，似乎也包含有「不見得要成為比丘尼，如果好好地從事沙彌尼修行就足夠了」的思想。因此大野博士將此判定為大乘戒經一事，似乎十分妥當。

大野士認為此經與《大愛道比丘尼經》有共通點，因此判定是之後在中國成立的，但是《大愛道比丘尼經》與沙彌尼的十戒有出現相異處，而且在五百戒方面，相對於大愛道比丘尼經中記載
「凡有五百要事，若且復行十事可得道場」，此經中寫道
「能行是十事，五百戒自然具足」，譯文中並沒有看到共通點。因此，很難只憑「五百」一語便認為兩者有關係。而且沒有「序．流通」，也沒有說者、聽者一事，雖然可以視為是在中國成立的理由之一，但此事並不影響此經為譯作。不過，因為畢竟它只是一部短經，根本沒有可以積極論證它是翻譯的根據；目前只能做到暫時對它是一部譯作存有疑問的地步。

經錄方面，《出三藏記集》
〈失譯雜經錄〉中存有《沙彌尼戒一卷》，
《法經錄》、《三寶紀》將之記載為《沙彌尼十戒經》，但
《仁壽錄》中列入「闕本」，接著的
《靜泰錄》中寫有「沙彌尼十戒一卷，四紙，闕本訪得」。由於三寶紀記錄此經為「後漢失譯」，所以
開元錄沿襲此說，一直到大藏經。但不是漢代譯出一事，由內容便知悉。


沙彌尼離戒文　一卷

此經開頭舉沙彌尼十戒來說明，接著解釋「威儀七十事」，列舉沙彌尼日常生活的規則，有受經五事、省師病四事、夜臥五事、至檀越家五事及其他。雖然與《沙彌威儀》同屬一類，但內容不同。而且之後在「除覲說戒節度」部分，說明了沙彌尼布薩說戒的法式，但這部分聖語藏本缺，所以一般也認為是之後附加上去的。原因是，這部分屢次出現
「維那」的用語，但是律藏中幾乎不使用此語，僅中國佛教很常用。而且文中有
「於某州某郡某縣某檀越精舍」一語，這也是中國式的表現。由上述各點可知，這部分似乎原本不存在於沙彌尼離戒文之中。

而且在思考除去「除覲說戒節度」的部分時，其中說明的沙彌尼旳十戒，不說常用的「不捉金銀寶戒」，代之以「不得嫁」，與常見的沙彌尼戒不同，與《大愛道比丘尼經》的沙彌尼戒也不同，可以說是第三型。經中說十六歲以上應作沙彌離，普通也都不這麼說。而且記載有
「自非菩薩、阿羅漢，不可度尼」，也是很特殊的說法。大野博士從這句話，以及「除覲說戒節度」中有
「禮般若訖」一語，判定此經為大乘戒經。總之，這部經顯然已經脫離了律藏中所意味的沙彌尼的範疇了，從這一點將之視為大乘系統的典籍，未必不恰當。而且此經包含有如前所述的「不得嫁」的條文，這是無法理解的條文。由於沙彌尼是新出家者，所以根本不可能會去嫁人，沒有理由非特地加上這條戒不可。或者一般也認為這是「媒嫁」的略語，若是如此，便意味著不可從事結婚媒介一事，但光從「不得嫁」則看不出有這樣的意思。就印度成立而言，這樣的地方就很令人質疑。

此經在經錄的記述上也內缺明確的記載，大致上作「失譯」。《出三藏記集》〈失譯缺本〉中包含有
《沙彌離戒一卷》，
三寶紀、法經錄等都在失譯部分收入《沙彌離戒經一卷》，這些應該都相當於此經吧。仁壽錄中未載，到了
靜泰錄記錄為《沙彌離戒  四紙闕本訪得》。無法斷定這些是否真的是相當於此經，明確地記載與現經名相同的是《開元錄》，
開元錄中作《沙彌尼離戒文一卷失譯今附東晉錄》。由於開元錄判定為「東晉失譯」，所以大藏經中便沿用此說。因此這在經錄中從很早經名就不確定，內容也一併考慮進去後，目前正如大野博士所說的，似乎應該是在中國成立的。

７　律藏研究資料上的漢譯律典

漢文文獻之中，律藏的研究資料方面，中國人的著作當然也可以算作研究資料，其中特別像是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鈔》，是一部很好的指南書。但是在直接的研究對象上，實際立足於印度的僧伽佛教所記述的文獻，才能算是第一手資料。因此漢文文獻方面，翻譯律典無法成為第一手資料。站在這個立場對上面所檢討的結果作總結如下。

首先最重要的資料方面，當屬五大廣律，它們廣褒性地敘述僧伽組織，在漢譯律典上，是最具價值的資料。所謂五大廣律，當然就是指《十誦律》六十一卷、《四分律》六十卷、《摩訶僧祇律》四十卷、《五分律》三十卷、《根本有部毗奈耶》及《苾芻尼毗奈耶》、《出家事》、《安居事》、《隨意事》、《皮革事》、《藥事》、《羯恥那衣事》、《破僧事》、《雜事》等。而在廣律的準文獻方面，有《鼻奈耶》十卷。此外真諦譯的《佛阿毗曇經》也是受戒犍度的異譯，可以列入此一範疇。

接著在戒經方面，除了自廣律抄出後編集而成的戒經類外，可以列出《敦煌本有部戒經》、《四分僧戒本》、《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僧祇戒本》、《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解脫戒經》等。至於《優婆離問佛經》也是這部分的準資料，應該加以注意。

接下來在羯磨本方面，漢譯的羯磨本大都應該是抄自廣律，很少有被承認是翻譯的。可以視為是翻譯的，只有《大沙門百一羯磨法》、《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

接下來，在律的注釋文獻方面，《薩婆多毗尼毗婆沙》、《薩婆多毗尼摩得勒伽》、《根本薩婆多部律攝》，以及與根本有部律有關的《尼陀那目得迦》、《尼陀那目得迦攝頌》、《雜事攝頌》等，都可以列入此項。再者，《善見律毗婆沙》、《律二十二明了論》、《毗尼母經》等，也都是重要的注釋書。而翻譯年代再往後，如法天譯的《苾芻五法經》、《苾芻迦尸迦十法經》，也都可以算是參考文獻。

另外，旁系律典方面，在檢討時，似乎也有可以應時利用於律的研究的作品，但是這些在律的研究上，到底還是第二手資料，不算第一手資料。因此在我們研究律藏的漢譯資料方面，以上述所列的文獻為直接研究對象便已足夠。
第三章  由經分別成立看諸律新舊
一　經分別的組織
1　經分別的構造
將律藏的「經分別」視為重點的情況下，首先應該決定此一語詞所顯示的內容。巴利律藏由SuttavibhaGga（經分別）、Khandhaka（犍度部）、ParivAra（附隨）等三部分構成，但由於附隨成立較晚，所以不太適合一起探討這三部分，關於附隨的成立於下一章討論，這裡預計暫且不處理附隨。第一部分的「經分別」又再分成MahAvibhaGga（大分別）與BhikkhunI-vibhaGga（比丘尼分別）兩部分，「大分別」是比丘戒經的注釋，也稱為「比丘分別」bhikkhu-vibhaGga；「比丘尼分別」則對比丘尼戒經作注釋。如上述，故巴利律方面，由經分別一語所顯示的內容極為清楚，但漢譯諸律中不存在此語，不過因為被附與了其他名稱，所以為了方便起見，在提到漢譯諸律這部分時，必然也會借用「經分別」一語。而且由於巴利律和漢譯諸律的內容組織相同，所以在漢譯中借用此語也不會有矛盾之處。

每一部律藏的「經分別」都有如下的組織。「經分別」中，首先以「因緣談」說明制定一個條文的經過。以
波羅夷第一條為例，其制戒因緣為，迦蘭陀村的須提那子（Sudinno Kalandakaputto）受母親及前妻的誘惑而行不淨法。這個地方
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根本有部律等都一樣；只有大眾部系的
《摩訶僧祇律》，父親的名字是迦蘭陀，比丘的名字是耶舍。雖然只有僧祇律不同，不過故事的梗概大略一致。因緣談有一個的，也有兩個、三個的情況；當最初制戒的條文不完整時，便敘述適用此條文後不適切的其他因緣談，採用修訂制戒條文的形式。而且最後列出確定的文後，因緣談便告結束。在波羅夷第一條中，因緣談有三個，條文在第三次才成確定的形式。布薩中誦出的波羅提木叉（戒經  PAtimokkha, PrAtimokSasUtra）則只集成此類已確定的條文。

經分別中，條文確定下來後，接著就是「條文解釋」的部分，即在這裡解釋條文中的重要語句或定義其概念。例如條文最初因為有「任何比丘」（Yo pana bhikkhu）一語，所以在「條文解釋」的部分中，首先就定義此
「比丘」一詞，並作詳細說明；即採取的說明方法是：列舉了十餘種世間對比丘的稱呼，其中律藏中所意味的比丘是如何如何。在列舉十幾種比丘的方式中，諸律有繁簡之差，而注釋的方法根本上則沒有差異。條文解釋結束後，敘述判例、條文的適用；即敘述紛爭事件後，顯示出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如何適用條文。列舉許多事例來說明判決。經分別中，每一條條文的注釋方法分為上述三個部分，順序也固定為因緣談、條文解釋、判例適用。但是遇到不重要的條文時，這三項有時也沒有都會出現。而且因緣談部分，公認是為了說明條文而在之後才編出的故事，遠比記錄實際上發生過的事件還多。以六群比丘等為主題的同類型的故事，適用於許多條文。因此，整個因緣談的成立應該比條文還晚，雖然也許有許多因緣談是為了說明條文，在之後才創作出來的，但並非全都是虛構的故事，其中理應也記載了實際發生過的故事。總之如上所述，條文的注釋方式，不只具有經分別名稱的巴利律，連漢譯諸律也都一樣，所以即使在漢譯諸律中，要說明兩百五十戒的注釋部分時，借用經分別的語詞也沒有什麼矛盾。


《五分律》由於全部分為五個部分，所以稱為「五分律」。而且其第一分（卷一－卷十）相當於比戒的經分別，第二分（卷十一－卷十四）相當於比丘尼戒的經分別。接下來自卷十五至卷二十二的第三分為受戒法以下的九法，卷二十三、二十四的第四分為滅諍法與羯磨法，卷二十五至卷三十的第五分收錄破僧法以下的十法。第三分以下相當於其他律的犍度部。如同以上的區別十分清楚一般，此五分既非以份量為標準作分類，也不是以內容為標準來區分。不知道是以什麼標準來區隔的。

接著的
《四分律》被分成四部分，其初分（卷一－卷二十）為比丘戒經的分別，第二分（卷二十一－卷三十七）為比丘尼戒經分別及受戒、說戒、安居，加上自恣前半的四犍度，第三分（卷三十八－卷四十九）收錄自恣犍度其餘的皮革犍度之後的十四犍度，第四（卷五十－卷六十）則包含了房舍犍度等四個犍度與調部、毗尼增一等。此四分律四分的區分，也不清楚是使用什麼標準。

接下來是
《十誦律》，最初三誦（卷一－卷二十）相當於比丘戒的經分別，第四誦收錄「七法」，第五誦、第六誦收錄「八法」。此第四誦至六誦相當於其他律的犍度部。接下著的第七誦（卷四十二－卷四十七）相當於比丘尼戒的經分別。之後第八誦以下相當於「附隨」，其中包括相當五百、七百犍度的部分。換句話說，十誦律的經分別沒有整理在一處，「比丘尼分別」接到犍度部的後面，而且其中還有應該包括在比丘尼犍度中的「比丘尼八敬法」及「比丘尼壇文」。這種將比丘尼相關事項置於最後的現象，在僧祇律中也可以看到。


《摩訶僧祇律》整體可略分為「比丘僧戒法」（卷一－卷三十五）與「比丘尼戒法」（卷三十六－卷四十），而比丘僧戒法可以分為相當於經分別的部分（卷一－卷二十二）及「雜誦跋渠法」（卷二十三－卷三十三）與「威儀法」（卷三十四、三十五）三部分。後兩部分相當於其他律的犍度部。如十誦律及僧祇律這樣，將比丘尼分別自比丘分別中分割開來，置於最後的形式，也許是較晚的形式。

接下來，根本有部律由於整體的份量龐大，所以各部分便獨立出來；漢譯中，相當於比丘經分別的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比丘尼經分別為《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二十卷。但是相當於此的
藏譯本，則將比丘戒經（So sor thar paHi modo, PrAtimokSasUtra）的注釋記載為「律分別」（Hdul ba rnam par Hbyed pa, VinayavibhaGga），比丘尼戒經（Dge sloG maHi so sor thar paHi mdo, BhikSuNI-PrAtimokSasUtra）的注釋作「比丘尼律分別」（Dge sloG maHi Hdul ba rnam par Hbyed pa, BhikSuNI-VinayavibhaGga）。所謂Rnam par Hbyed pa，是vibhaGga的意思。因此，根本有部的漢譯不作「分別」，而藏譯則作「分別」。而且藏譯戒經也作So sor thar paHi mdo（PrAtimokSasUtra），由於稱為sUtra，所以顯然此一「分別」是對於經的分別。根本有部律這種情況是漢譯與藏譯題名上的差別，無法決定何者為原形，而且漢譯不只根本有部律，一般關於這部分的翻譯都缺乏可靠性。

如上，因為漢譯諸律中沒有經分別的語詞，而且也沒有替代性的用語，所以在提在這部分時，為了方便起見，就決定依據巴利律，借用「經分別」一語。但是必須要探討的是，究竟這部分是像巴利律一樣，一開始就有經分別一詞，後來在漢譯諸律才消失的？還是本來並沒有經分別的語詞，而巴利律及藏譯中附加此語？

「經分別」的意思是「經sutta的注釋」，這個地方的「經」指波羅提木叉PrAtimokSa, PAtimokkha。波羅提木叉在巴利文中只稱為PAtimokkha（PTS Dic.中作pATimokkha是錯的），
梵文的《有部戒經》及《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戒經》中稱為PrAtimokSasUtra，清楚地點出sUtra部分。巴利文中雖然沒有加上sutta一字，不過自古就承認這是sutta。巴利及梵本在波羅提木叉中，有稱波羅提木叉個別的條文（sikkhApada, ZikSApada）為
sutta的例子，相對應的漢譯諸律中也譯為「經」。而且巴利律
犍度部中，也有數處稱各個條文為sutta的例子。如此一來，由於波羅提木叉是經，所以其注釋自然便成「經分別」，因此經分別一詞顯示出，經比經分別還早出現。因為波羅提木叉於每半個月的布薩中誦出，所以布薩時誦出戒經的習慣成立時，戒經應該就已經成立了；這如後章所論證的，理應是在原始佛教時代。經比經分別先行產生一事，為所有對原始經典作原典批判的學者所認同，這一點在第十章中已經檢討過了。

但是有學者對此持不同的看法，即認為廣律比戒經的成立還早。這是站在律是「隨犯隨制」的立場而主張的。隨犯隨制是貫穿律藏的理念，從這個立場來看，由於沒有因緣就無法制定律，所以當有條文時，因緣談必然也已經成立了。因此條文如果彙整起來，那麼因緣談也會隨之彙整，兩者很難分離，因為光從因緣談獨立出來的條文，其意義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如果因緣談與條文已經整理出來的話，接著就可能會把一些語句的說明等，也附加上去。如此一來，所成立的就成了律藏的原形。而且再接下來認為，由於戒經是在布薩時誦出波羅提木叉所必要的，所以只從此一「原形律藏」中擷取條文，而成立了戒經。

從這個看法來看的話，因緣談與條文的結合先有，然後有戒經，接著第三，經由整理第一的內容而成立了「經分別」。而且漢譯諸律沒有用經分別的名稱，是繼承了律藏原形的傳統，比起有經分別的巴利律，形式還更古老。當然，如果站在最根本的立場來看的話，一開始應該沒有經分別這個語詞，所以經分別的命名必然是在中途成立，因此十分有可能在經分別以前，就有原形律藏。但是因此而認為不具經分別名稱的漢譯諸律繼承了古形，而巴利律為新形，這樣的看法過於草率。只不過同時，若是經分別的語詞具有堅定不移的傳統，那麼漢譯諸律中似乎也應該多少保存一些「經分別」的語詞。現存廣律六本中，保存經分別用語的，僅巴利律與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的藏譯本，這也許顯示出這個語詞在部派分裂以前並不存在，故關於經分別這樣形式，有稍作檢討的必要。

2　經與經分別的關係
巴利上座部自古便使用「經分別」的用語一事，也可以從
巴利律犍度部中已經用了這個語詞而得知。現行巴利律的「經分別」中，波羅提木叉幾乎被全般收八，只缺「戒序」而已；巴利律中，被視為是戒序原形的，保存於
布薩犍度Uposathakkhankhaka之中。戒經一開始誦出戒序，接著誦出四波羅夷，巴利律的經分別從這四波羅夷的注釋開始（這一點漢譯諸律也一樣）。以戒文居於因緣談及條文解釋之間的形式，一一注釋四波羅夷的條文。這些結束後，經中有關於四波羅夷的
羯磨文。在布薩時誦出戒經的場合，當誦出四波羅夷後，誦出者便會向全體僧伽詢問，在半月之間是否有破此條文？宣布破波羅夷者應為僧伽驅出，而後便問「關於這一點問諸長老，這一點清淨否？再度問，這一點清淨否？三度問，這一點清淨否？」。因為是以沈默來表明清淨，所以用「諸長老是清淨的，因為沈默的關係。這件事便如此保持」來結束羯磨。這「一白三羯磨」的羯磨文正是布薩說戒時必要的，因此是戒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並沒有包括在「經分別」中的必要。經分別只是針對條文（經）的注釋，若是對羯磨文方面作注釋的話，就會變成與布薩犍度或羯磨犍度的內容相同。因此經分別中就不對羯磨文作注釋。故經分別中，羯磨文以與戒經同樣的形式收錄進去的情況，說明了並非後來才插入，而是之前就有。換句話說，這應該顯示出經分別是針對戒經的注釋作品。巴利經分別中，之後也保存了
僧殘、不定、捨墮、單墮、波羅提提舍尼、學法、滅諍法的各個羯磨文，比丘尼經分別方面也一樣。所以自經分別中除去注釋後，再加上戒序的話，就成了原本的戒經。從這一點也可以闡釋，巴利律經分別是在戒經加上注釋而成的（但此事並不意味著經分別全然沒有較早的成分。一般認為，在製作經分別時，因緣談及語詞說明等方面都應用了古老的傳承）。

然而四分、五分、十誦等諸律中，完全沒有上述的羯磨文，只有針對條文的因緣談及條解釋。因此不可能從這些律來還原戒經。不過如後述，根本有部律與僧祇律中，羯磨文遺留有不完整的形式。因此，從漢譯諸律除了不具有經分別的名稱外，內容也沒有羯磨文這一點看來，其戒經注釋的戒式沒有巴利律顯著。但是如果仔細看的話，漢譯系統中也應該不是全然沒有稱得上是經分別的形式，以下列出一二。

第一，稱波羅提木叉為「經」一事，也可以在漢譯諸律中看到。巴利律中只稱波羅提木叉為PAtimokkha，而梵文有部戒經及梵文根本有部律戒經中則稱為PrAtimokSa-sUtra，明示出sUtra。但是稱波羅提木叉為經一事，已經可以在波羅提木叉之中看到，以巴利律為例，在
波逸提法第七十三條。這條學處是禁止經常出席布薩的比丘說「自己剛剛才知道有這條規則」等遁辭，這條戒是規定比丘必須要經常知道波羅提木叉的條文（sikkhApada  學處），巴利律為，

任何比丘，在每半月宣說波羅提木叉時Patimokkhe uddesamAne這樣說，「我現在才知道此法（dhamma）包括在sutta中（suttAgato），收錄於sutta中（suttapariyApanno），每半月宣說出來」。

這裡提到的「sutta」是指波羅提木叉，從文意上看就知道了。不只巴利律將各個學處稱為sutta，其他律也都如此。
《梵文說一切有部戒經》中，這個部分由於寫本破損而不清楚，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戒經》中，此條文出於波逸提法第八十三條：”……PrAtimokSasUtre uddiZyamAne……ayam api kila dharmo sUtrAgato sUtraparyApannoddeZyam Agacchati……”，與巴利律有些許不同，而稱波羅提木叉為sUtra這一點，則和巴利律同樣清楚。
藏譯《根本有部律戒經》及漢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也與此相合。


《四分律》的這條學處，與巴利律同樣出於波逸提法第七十三條：「若比丘說戒時作如是語：我今始知此法戒經所載，半月半月說戒經來……」。其中相當於Patimokkhoddesa的語詞譯為「說戒」，相當於sutta的語詞譯為「戒經」。戒經一般是PrAtimokSasUtra的譯語，而這裡似乎只取意旨而將sUtra譯為如此。此外在
《五分律》中，此條文出於波逸提法第六十四條，
《十誦律》出於第八十三條，這些譯文大略同於四分律。但是
《僧祇律》和它們稍有差異，與巴利律比較接近。僧祇律中，此條文出於波逸提第九十二條，置於波逸提法最後；也許由於此條文是以波羅提木叉的存在為前提，所以認為這條戒置於波逸提法的中間很不合理，於是僧祇律便將此戒調在最後。僧祇律中作「若比丘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作是言：我今始知是法入修多羅，半月波羅提木叉中說……」，「說波羅提木叉時」及「修多羅」的譯語與巴利律十分一致。此外飲光部的
《解脫戒經》作「若比丘說解脫戒時作是言：大德，我今始知是法半月半月戒經中說……」。

從上面可以清楚知道，任何部派都稱波羅提木叉為「經」。而且波羅提木叉本身有稱之為sutta的實例，以及諸律中都如此說，從這兩點可知，波羅提木叉的成立較古老。但由於此條文已經預設為單純的波羅提木叉，所以就條文相互間而言，應該是較晚成立的。

如上，因為每個部派中都視波羅提木叉為「經」，因此如果有針對這個所作的注釋的話，照理說，應該稱之為「經分別」。不過在每個部派的律藏中，對這些學處說明的方式，都和巴利律的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故漢譯諸律沒有經分別的名稱，然而實質上應該可以稱為經分別。此外
Oldenberg從戒經的條文與條文間的連繫上，論證了戒經一開始只是戒經的集合。換句話說，以巴利律而言，波逸提法第四十九條中有
「這位比丘」tassa bhikkhuno一語，這個代名詞並非承接已然出現於經分別中此一條文的語詞，而是承接前一條文──
波逸提第四十八條條文中語詞。另外，同樣在
波逸提法第六十九條中有「與這樣說的比丘」tathAvAdinA bhikkhunA一語，此語也不是承接因緣談中所說的「比丘」，而是承接先前出現的
第六十八條的條文中的語詞。這種內容上的連繫方式，在戒經中是很理所當然的情形，而在經別中看起來，自然就顯示出一開始只有彙集條文，之後才附加注釋上去的先後順序。
Oldenberg這個說法，在梵文及漢譯中也受到支持。首先，這些條文在每一部廣律中都和巴利律一樣，各兩條前後出現。即《四分律》與巴利一樣是四十八．四十九條、六十八．六十九條，《五分律》為四十五．四十六條、四十八．四十九條，《十誦律》為四十五．四十六條、五十五．五十六條，《根本有部律》及《解脫戒經》同十誦律，《僧祇律》為五十五．五十六條、四十五．四十六條。但是在表現上說得較詳細的方面，
第一例為有部律及根本有部律的戒經，梵本中沒有相當於巴利的tassa的代名詞，藏譯及漢譯都相同。第二例，梵本及漢譯都與巴利的情況一樣；亦即梵文有部、根本有部戒經中，此條文出於波逸提法第五十六條，而其中
有部戒經作”tathAvAdinA pudgalena”，根本有部律戒經作”tathAvAdinaM pudgalaM”，旨趣相同。
藏譯同樣也作”shes bzhin du de skad zer baHi gaG zag”。漢譯方面，
四分、解戒經、根本有部律譯為「如是語人」，
十誦譯為「比丘作如是語」，
五分譯為「彼比丘」，僧祇作
「比丘作惡見」。因此，僧祇似乎差舉例所作的證明較遠，其他都合乎條件；應該提出這樣的說法：梵本及漢譯中是戒經先固定下來，然後才著作廣律。

接著，「經分別」這個用語使用於巴利律中，但是在北傳系統裡，也沒有道理完全都不知道。即使在根本有部律中，藏譯都存有此語，此事前面已經指出。此外，
《大智度論》中也有「解二百五十戒經」的用語，此一「解戒經」顯然是指SutravibhaGga。因此知道，在大智度論取得資料的部派佛教中，曾經使用這個用語。智度論中提及的律藏組織為
「三部、七法、八法、比丘尼、毗尼增一、優波離問、雜部、善部」，這個組織合乎現行的十誦律。但是現行
十誦律中也有「二部波羅提木叉分別」的語詞，所以可以說，巴利上座部以外也有「經分別」的語詞。接著，在《僧祇律》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經分別的用語；僧祇律在比丘戒說明結束的地方，有一句
「波羅提木叉分別竟」，此外在比丘尼戒說明結束處，有一句「比丘尼波羅提木叉分別竟」。這是相當於PAtimokkha-vibhaGgaM niTThitaM的語詞，也就是說，是和經分別一樣的語詞，這一點值得注意。

另外，僧祇律與根本有部律的羯磨文不完整地殘留下來，顯示出廣律是針對經的注釋。在僧祇律的比丘尼戒說明中，僧殘法解說結束的地方，有關於比丘尼僧殘法的羯磨文──
卷三十七中記載：

阿梨耶僧聽，已說十九僧伽婆尸沙法：十二是初罪，七乃至三諫，若比丘尼犯一一罪，半月二部眾中行摩那埵；次到阿浮呵那，二十僧二部眾中應出罪，稱可眾人意，二十人中若少一人，此比丘尼不名出罪，諸比丘比丘尼應呵責，是名時。是中清淨不？第二第三亦問，是中清淨不？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這顯然是羯磨文，與
僧祇律比丘尼戒本相較之下更清楚。與上述「波羅提木叉分別竟」合併思考後得到這樣的結論，僧祇律中也知道有經分別這個語詞，而廣律可以視為戒經的注釋。

接下來，《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及《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中，也處處保存了羯磨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中保存有僧殘羯磨文、捨墮法羯磨文兩者，
苾芻尼毗奈耶中保存四個：波羅夷羯磨文、僧殘羯磨文、捨墮法羯磨文、波逸提羯磨文。這些羯磨文遺留下來一事，說明了這些廣律是以「對戒經作注釋」為前提而有的作品。

再者，經分別中包括了「七滅諍法」，說明廣律原本是以注釋戒經為主而著作的，此事不只巴利律，漢譯諸律也都一樣。七滅諍法在滅諍犍度中作了詳細的說明，經分別中只列舉出七滅諍法的名稱而已，但是因為只有這樣，內容完全不清楚，所以經分別中列七滅諍法應該說是毫無意義。此事也可以用這樣的解釋來理解：先有戒經，然後以在其上對條文作分別的形式，產生了廣律。經分別中，並沒有對七滅諍法作分別一事，與沒有對羯磨文作分別的意思是一樣的，因為犍度的滅諍犍度中就有了。這個情況提供了判定犍度部與經分別成立的先後順序的材料；亦即現行的經分別可以說，假設出羯磨犍度與滅諍度的存在。而且經分別收入七滅諍法的方式，諸律有若干差異；
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根本有部律中，只列舉七種滅諍法的名稱；但只有
十誦律對七滅諍附加了簡單的說明。不過十誦律中，只用這樣來說明滅諍法並不完整，因而進一步在
卷三十五的「諍事法」中詳細說明這些。總之，經分別中，對滅諍法作說明是十誦律的特徵。接著，
僧祇律在應該列舉七滅諍法的地方，只談到諍事發生時「一切七止諍法滅」，並未列舉七滅諍法的名稱。僧祇律在此之前，也就是
卷十二「發諍戒」的說明中，已經說明了「四種諍事」與「七滅諍法」，因此有理由不一定要在經分別的最後列舉七滅諍。似乎是僧祇律的犍度部很亂，所以自然會變成這種情形。十誦與僧祇將比丘尼經分別自比丘經分別中分離出來等，有和其他律不同之處，然而這一點也和其他律不同。總之，諸律的經分別中，列舉七滅諍法一事，自然也駁斥了認為因緣談與條文密不可分的看法。

如上，從各種地方來看，漢譯諸律雖然沒有經分別的名稱，但是內容的形式可以說形成了與巴利律經分別相同的形式，應該和巴利律一同處理。

3　經分別成立的時期
如上所述，在律藏方面，「經分別」是巴利律的特殊用語。根本有部律藏中作「律分別」，因為並不一致，所以此語的成立不算早。如果部派分裂以前的原始佛教時代起，「經分別」的用語就已經確立了的話，那剩下的五部廣律理應也要和巴利律一樣，冠上經分別的用語才對。此語的成立較晚一事，也可以從巴利律本身來論證。巴利律中，「經sutta與經分別sutta-vibhaGga」的語詞在
滅諍犍度，再者，「經分別」一語可以在
七百犍度中看到。滅諍犍度有一節是，僧伽中發生諍事，意見對立，可以簡單地止息的情況時，選出「斷事人」（ubhAhikA  裁判官），由他們合議，裁定諍事。此斷事人中，有
「不持經、不持經分別者」（n’eva suttam AgataM no suttavibhaGgo）、「持經而不持經分別者」，若是作出取文失義的主張的話，則變成有一節是這樣的人不能裁定諍事。相當於此的
四分律四十七中為，

斷事比丘中，有不誦戒者，不知戒毗尼，便捨正義作非法語，僧應白，遣此比丘出。

即相當於巴利的「經與經分別」的部分，四分為「戒」與「戒毗尼」；
五分律卷二十三中記載，「若復有比丘雖多誦習，不解其義」；
十誦、僧祇中沒有相對應的文章。也就是，立「斷事人」一事在諸律中都相同，所以這是很古老的部分，但是斷事的說明諸律則各個不同，故一般認為其中有部派時代的增廣部分。然而，出現其中的巴利的「經分別」一語，應該不能也算作是古老的部分。四分律中，由於sutta譯為「戒經」，所以這裡所說的「戒毗尼」似乎與巴利的suttavibhaGga有幾分類似。而且巴利律的斷事人為ubbAhikA，
僧祇律作「闥賴吒」，
十誦律出現「闥賴吒」及「烏迴鳩羅」兩種斷事人。
四分、五分由於意譯為「斷事人」，故原語不明；而雖然就十誦及僧祇等音譯來看，難以推測出其原語，不過似乎與巴利的ubbAhikA不同。因此，斷事人的名稱也許也極不可能是在部派分裂以前就確定了。

除此之外，巴利律中有一般認為「經分別」一語產生之前，用來表現它的語詞。在其〈大犍度〉MahAkhandhaka中提到擔任和尚及阿闍梨的比丘應具備五種資格，之中第五個資格為
「對兩種波羅提木叉廣為善知、善分別subibhattAni、善轉，善抉擇經sutta與文」，這裡面的「善分別」的內容固定下來，形成「經分別」，故此語可能比經分別一詞的成立還早。而且這個表現也以同樣的形式出現於
滅諍犍度及遮說戒犍度中，定型下來。
四分律中，斷事人應具備的十種條件也舉出第三「若誦二部毗尼極利」，第四「若廣解其義」。

接著，巴利律〈七百犍度〉中的「經分別」一語，也很難得到其他律的支持。在巴利律七百犍度，當說明裁定「十事」dasavatthUni為「非事」的根據時，提出
「於經分別」suttavibhaGge，在經分別中尋找根據來剖析的情況，十事之中就有八事。例如十事的第一「器中鹽淨」siGgiloNakappa以觸犯「宿食戒」而否定，記載為，

「大德，為不淨。」「何處禁止？」「在舍衛城中，於經分別」SavattiyA suttavibhaGge「犯何事？」「宿食之波逸提」

其七事的情形也與此旨趣相同。然而對應此處的諸律的七百犍度中，全然沒有使用「經分別」一語。僧祇律的〈七百集法毗尼〉中，因為沒有談到十事，所以暫時擱置不談；
四分律「得與鹽共宿」為「在舍衛國，藥犍度中制」，
五分律「鹽薑合共宿」為「因一阿練若比丘……犯宿食波逸提」，
十誦律「鹽淨」為「舍婆提，毗尼藥法中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鹽事淨法」為「於王舍城……舍利弗……得波逸底迦罪」，在典據上都沒有出現經分別一語。巴利律還有七事都以經分別為典據，而其他律在所有的場合中，也都沒有用到經分別，乃至類似這個的用語。

但只有四分律在第五事「得常法」的說明中，用了「修多羅毗尼」的語詞：
「若觀修多羅、毗尼，檢校法律，與修多羅相應，與法律相應，不違本法」，這是應該與滅諍犍度中，相當巴利律的「經分別」之處，四分律譯為「戒毗尼」一事，合併思考的問題。但是此時的「毗尼」因為不可能是vibhaGga的音譯，所以「修多羅毗尼」、「戒毗尼」可能是接近suttavibhaGga的語詞，而不可能仍然視為完全一樣。

如上，「經」的解釋或「分別」這個字，在漢譯諸律不應該不知道，所以戒經的「廣說」可能自古就有了。但是整理這些後，使用「經分別」這樣的術語，似乎是巴利上座部分立出來之後的事。只是巴利上座部以外，類似於此的用語也有被使用的情況，可以從藏譯「律分別」及智度論的「解二百五十戒經」、十誦律及僧祇律的「波羅提木叉分別」等知道。但如此一來，大家會覺得，諸律之中，巴利律「經分別」的成立最後的，但實際上則不然；這一點應該包含於經分別的內容來斟酌。若詳細比較諸律的經分別便知道，巴利律經分別保存了極樸素之處頗多，不管是在因緣談方面或是在條文解釋方面，進而判例適用方面都是。只是無論是因緣談或其他兩部分，因為份量龐大，所以很難在這裡一一比較後作出結論。但因緣談或其他兩部分中，如果只比較其中一部分，則結論會因實例的選取方式而不同。

如上，故要論證諸律經分別成立的新舊，實非易事。但是因緣談中包含有阿波陀那avadAna, apadAna，其故事方面的性質上，具有關連整個因緣談的成分，因此這裡預計根據諸律中包含阿波陀那的多少，探索經分別成立的新舊。

4　經分別廣說的形式與十利
著手研究包含在諸律中的阿波陀那之前，想要先闡明律藏自部派分裂之前，已經存在經分別中條文注釋方法的傾向了。如上述，巴利律中規定，
「對兩種波羅提木叉廣為善知、善分別、善轉，善抉擇經與文」，為擔任和尚及斷事人的資格之一。同樣地，四分律中記載斷事人應有的資格之一，也提到
「若誦二部毗尼極利……若廣解其義」，「廣解」波羅提木叉為斷事人應有的資格之一。同樣，
五分律在和尚應具備的十法之一中，也記載為「善誦二部律，分別其義」；而
十誦律中也在和尚應具備之法中，列有「五、知誦波羅提木叉，學利廣說」，其中也都提出能廣說戒經一事。因此可以知道，在部派佛教時期，一般認為「廣說戒經」為學識淵博的比丘不可或缺的涵養之一。且這樣的風潮並非到了部派佛教時期才新生起的，而是有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經存在，此事可以由諸律廣說戒經的方式上具密切共通性一事推知。

就淫戒來觀察此事，成為淫戒最初制定的機緣的是
Sudenna，但如前述，唯獨僧祇律作迦蘭陀子耶舍。須提那行不淨法後後悔，而向他的比丘朋友說，因此這件事傳到佛陀處，呵責須提那後，制定了這樣的學處：「任何比丘若行不淨法，是波羅夷，不共住」。以上的因緣談中，關於須提那的父母十分反對他出家，以及須提那的家庭富裕、毗舍離鬧飢荒而乞食困難，故須提那想要仰賴故鄉而回到出生的村子、須提那家中無後嗣等處，諸律中的說明都有一致點，只不過是敘述時有繁簡之別罷了。而且「為十利」
dasa atthavase而制定學一事，諸律中都相同。

「十利」在
四分律中譯為「十句義」，
僧祇律譯為「十事利益」，
五分、
十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等，皆譯為「十利」
（DaZAnuZaMsAH）。由於諸律分離後歷經漫長歲月，故諸律間，「十利」有若干差異。巴利語與
翻譯名義大集的梵語中，用語的表現也有若干不同。其對照表列出如下：


「十利」對照表

	PAli VinayapiTaka
	五分律
	四分律
	摩訶僧祇律
	十誦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
	MahAvyutpatti

	Dasa atthavase
	十利
	十句義
	十種利益
	十利
	十利
	DaZAnuZaMsAH

	1 saMghasuTThutAya, 
	1 僧和合故
	1 攝取於僧
	1 攝僧故
	1 攝僧故
	1 攝取於僧故
	1 saMghasaMgrahAya

	2 saMghaphAsutAya,  
	2 攝僧故
	2令僧歡喜
	2 極攝僧故
	2 極好攝故
	2 令僧歡喜故
	2 saMghasuSThutAyai

	3 dummaGkUnaM puggalAnaM niggahAya,
	3 調伏惡人故
	3 令僧安樂
	3 令僧安樂故
	3 僧安樂住故
	3 令僧樂住故
	3 saMghasya sparZavihArAya

	4 pesalAnaM bhikkhUnaM phAsuvihArAya, 
	4 慚愧者得安樂故
	4 令未信者信
	4 折伏無羞人故
	4 折伏高心人故
	4 降伏破戒故
	4 durmaGkUnAM pudgalAnAM nigrahAya

	5 diTThadhammikAnaM AsavAnaM saMvarAya
	5 斷現世漏故
	5 已信者令增長
	5 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
	5 有慚愧者得安樂故
	5 慚者得安故
	5 lajjinAM sparZavihArAya

	6 samparAyikAnaM AsavAnaM paTighAtAya
	6 滅後世漏故
	6 難調者令調順
	6 不信者令得信故
	6 不信者得淨信故
	6 不信令信故故
	6 anabhiprasannAnAm abhiprasAdAya

	7 appasannAnaM pasAdAya
	7 令未信者信故
	7 慚愧者得安樂
	7 已信者增益信故
	7 已信者增長信故
	7 信者增長故
	7 abhiprasannAnAM bhUyobhAvAya

	8 pasannAnaM bhiyyobhAvAya
	8 已信者令增廣故
	8 斷現在有漏
	8 於現法中得漏盡故
	8 遮今世惱漏故
	8 斷現在有漏故
	8 dRSTadhArmikANAm AsavANAM saMvarAya

	9 saddhammaTThitiyA
	9 法久住故
	9 斷未來有漏
	9 未生諸漏令不生故
	9 斷後世惡故
	9 斷未來有漏故
	9 sAmparAyikANAM setusamudghAtAya

	10 vinayAnuggahAya
	10 分別毗尼梵行久住故
	10 正法得久住
	10 正法得久住，為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
	10 梵行久住故
	10 令梵行得久住
	10 brahmacaryaJ ca me cirasthitkkaM bhaviSyati


根據巴利律，十利為：1 為了僧伽的健全性；2 為了僧伽的安住；3 為了抑制惡人；4 為了善比丘的安住；5 為了禁止現世的煩惱；6 為了斷未來世的煩惱；7 為了使未信者信；8 為了使已信者更堅定；9 為了正法久住；10 為了尊崇律等十項。在上面的表中，巴利律與五分律比較一致，其中與僧伽有關的有兩項。四分律以下的，關於僧伽者則有三個項目，之後中間的六項都是共通的項目。巴利、五分的後面還有兩項，而四分以下為一項。巴利、五分的「正法久住」與「梵行久住」，四分以下形成各有取其一的情形；四分、僧祇取「正法久住」，十誦、根本有部等取「梵行久住」。但是嚴格說起來，巴利的vinayAnuggahAya並沒有「梵行久住」的意味，所以應該是與其他律相當的，僅五分的「分別毗尼梵行久住故」的前半稍有共通點。此外，巴利缺五分以下可以看到的「攝僧故」，五分具有「攝僧故」這個地方，與四分以下一致，但缺少巴利與其他共通的saMghaphAsutAya（僧安樂住）。

如上，「十利」中有若干不致處，不過至少可以在諸律中看到七項共通的，所以顯然可以視為是出自同一個源頭。換句話說，自部派分裂以前，在條文制定的根據方面，可能為了要再更進一步主張條文的適當性，所以將列舉這十利的內容確定下來。第一「攝僧」，意味著僧伽的結合，說明律的條文在僧伽的結合力上發揮作用。第二「令僧歡喜」，也譯為「極攝僧」、「極好攝」等，至於從巴利語來看的話，似乎有「為了確保僧伽的風範」的意思；律具有令人保持僧伽風範的力量，此項的旨趣在於，條文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才制定的。第三「令僧安樂住」，顯示出律具有讓團體生活順利進行的力量；惡法則無法使僧伽安樂住。第四「惡人調伏」，說明律保有強制力；律不同於道德規範，具有類似法律的強制力。第五「善比丘安樂住」與「令僧安樂」相同，只是可以理解為，前者從團體的立場來表示，後者從個人的立場來表示。第六「為斷現世漏」與第七「為斷未來漏」，說明律有斷煩惱的力量。世間的法律等有遮惡力，而無斷煩惱的力量，即說明了律的出世間性。第八「為令未信者信」與第九「為令已信者之信堅固」，說明律的教化力；律不只可以使僧伽的成員安樂住，還能夠獲得世間的歸依；意味著律是超世間的規範，雖然無法在世間實行，但是世間也承認這是真理；亦即說明了，律一方面具有否定世間的性質，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客觀性與適應性。第「正法久住」、「梵行久住」，說明律是傳持佛法的基本力量；因為由於律而僧伽行梵行，所以正法因此流傳後世。

十利在盜戒之後，只記載為「為十利」制戒，此一逐一列舉項目便省略了，不過它附隨於所有學處之上，每一個條文都是兼顧到此十利而制定。換言之，十利是為了主張律在宗教、邏輯上的適當性。

淫戒中，須提那是最初制戒的因緣，而此時成為因緣的比丘因為是制戒以前，所以視為
「無犯」，這是律的通則。同時顯示出，佛陀所制定的是法規的根源，旨趣在於，沒有制定的則無罪。

淫戒的第二個因緣，是與雌猿相通的比丘的故事。因為此事件的發生，所以插入一句
「乃至與畜生」，修正學處，敘述因緣。這個故事也是諸律都有。

接下來敘述的因緣是，受具足戒而持戒的比丘，由於意志薄弱而無法戰勝性欲的誘惑，發生了犯戒的事，所以佛陀在淫戒中特別允許「弱力捨戒」。所謂「捨戒」，即還俗的意思。淫戒的場合中，意志薄弱者為外界誘惑時，可能陷入毫無能力切守的狀態，所以此時經由向第三者公開表示捨戒，得免波羅夷。若以比丘的身分波羅夷，則為教團驅出，再也不具比丘身分。但是在這之前如果就還俗的話，因為便不構成犯波羅夷，所以再受具足戒成為比丘。因此，開了一條弱力捨戒之道。捨戒只要一兩句便成立，其說明的方法諸律也都一致。因為給予了此一弱力捨戒的方便法，所以學處第三度被改訂，插入一句
「不捨學，不告知力弱」。根據如上述的記載，幾經波折後，淫戒的學才告決定。

淫戒的因緣最後一共有三段，因條文而異，也有只有一段因緣的。最多的是
「別眾食戒」，列出六例乃至八例。最初不允許別眾食時，制為「別眾食，波逸提」，然而發生了病人無法遵守的情況，於是制了「除病時」的例外。接著又將施衣時除外，作衣時除外，設了行路時、乘船時、大眾會時、沙門施食時等七個例外。在制定這條戒時，由於事件一發生就當作例外，所以包括初制共成八制，敘述了八個因緣談。巴利、四分、五分也如上述有八制，不過十誦與僧祇、根本有部律則為六例，所以不算全部一致。只是藉由比較諸律得知，這些都出自共通的源頭。

淫戒的三段因緣談在巴利、四分、五分、十誦有繁簡之差，而架構則十分一致。根本有部律代以蘇陣那詳細的因緣談，猿的因緣談較簡略，而弱力捨戒的因緣談則沒有。根本有部律的學處也與其他律一樣地，包含一句
「不捨學處，學羸不自說」，所以缺少弱力捨戒的因緣談一事，應該是律藏方面的不完整。接下來，僧祇律在第一段中不作須提那而作耶舍，其他兩段的人名也有改變。然而接下來增加了其他的因緣談，但是最後學處的訂正同樣也是三制，只不過
三制的順序不同而已。

由於僧祇律屬大眾部系，所以與巴利等上座部系諸律不同處頗多。然而根本有部律後世增廣的部分也很多，講述耶舍的「前生談」也是其中之一。其前生談提到，耶舍於佛法中得信出家，同時他對自己為什麼會有一些不順利的事情產生疑問，佛陀回答說，耶舍之所以今生會發生這些不祥事，是因為前世種下了這樣的因緣。即佛說，他在劫初是一個
浮躁、貪欲重的眾生，由於他最先吃了地味，所以其他人也逐漸起而效尤，於是人類慢慢對食物產生染著心；當時的輕躁貪欲眾生，便是如今的耶舍。其中的寓含的教訓意義似乎是，前世作惡的人由於重蹈覆轍，所以今生也會犯下惡行，因此為了自己的來世著想，今生就不應作惡。換句話說，藉著說明同類因等流果的因果，作為破戒的訓誡。這樣的前生談稱為阿波陀那（教訓譬喻），僧祇律及根本有部律中非常多。僧祇律中
還說了一個關於耶舍阿波陀那，接著又說了一個阿波陀那，關於為天女魅惑而與死馬行不淨的
禪難提，淫戒方面共說了三個阿波陀那。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中，也說了一個關於蘇陣那的阿波陀那──劫初時，有一
稟性耽嗜的有情，首先開始嚐地味的故事，架構與僧祇律耶舍的前生談相合。根本有部律進而詳細敘述了一個其他律沒有的孫陀羅難陀的故事，自在俗生活至出家，最後行不淨法。因此份量也比其他律還多。

淫戒的因緣談方面，巴利、四分、五分、十誦之間相同處很多，相對於此，僧祇與根本有部律就比較不一樣，增加了多餘的故事。但若是除去這些的話，都包含了每一個因緣談架構方面的要點，這些要點似乎應該是部派分裂之前的律藏中，為了說明條文成立的因由，早就已經成立了。

接下來，「經分別」中，緊接在因緣談之後的是確定的「學處」，這是第二段的部分。

第三段是條文解釋。這是規定條文中重要語句的解釋與概念。如上所述，在比丘方面，當時因為有各式各樣的比丘，所以有必要從中區別出律藏中所意味的比丘。因此，經由白四羯磨的作法才是受過具足戒的人，定義為律藏中所意味的比丘。

例如，
巴利律中列出十二種：「所謂比丘為，乞求比丘、從事乞求意義的比丘、著割截衣比丘、名字比丘、自稱比丘、善來比丘三歸依具足比丘、善比丘、堅比丘、有學比丘、無學比丘、經由得無遮難處之和合僧白四羯磨作法而得具足戒之比丘」。而定義在律中意味的「比丘」為最後的，意意是只有「於和合僧中，經白四羯磨的作法而得具足戒之比丘」。這一點，其他律也都一樣，只不過列舉比丘種類的方式有些微差異。
五分律舉出十一種：「乞比丘、持壞色割截衣比丘、破惡比丘、實比丘、堅固比丘、見過比丘、一語受戒比丘、二語受戒比丘、三語受戒比丘、善來受戒比丘、如法白四羯磨受戒比丘」；
四分律中舉出八種：「名字比丘、相似比丘、自稱比丘、善來比丘、乞求比丘、著割截衣比丘、破結使比丘、受大戒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處所比丘」。
十誦律中在「比丘者有四種」中，舉出「名字比丘、自言比丘、乞比丘、破煩惱比丘」，接著詳細地分別說明此四種，白四羯磨比丘列為「自言比丘」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舉出「名字苾芻、自言苾芻、乞求苾芻、破煩惱苾芻、白四羯磨圓具苾芻」。但是
僧祇律只提到，「比丘者，受具足、善受具足、如法非不如法、和合非不和合、可稱歎非不可稱歎、滿二十非不滿，是名比丘義」，並沒有舉出比丘的種類。如上，列舉比丘種類的方式雖然不同，但是「比丘」這個用語，在律藏中已經被使用於教團的特殊用語上，意味著「在和合僧中以白四羯磨受具足戒者」。關於這一點的解釋，諸律盡皆相同。

接下來詳細講述「捨戒」的意味及其方式。列出許多例子來說明捨戒成立的場合與不成立的場合。捨戒藉由說「我捨佛」或「捨法」、「捨僧」等話而成立，而且說「自已放棄當比丘」也成立。也就是說，經由單方面的宣言便告生效，毋須獲得和尚或阿闍梨的許可。但是此宣言必須能讓對方聽得懂，因此如果向幼兒說，或是向語言不通的外國人說，便不成立。此捨戒的說明在諸律中理應也不是逐句相同，然而架構當然一致，逐句方面也可以看到相當一致。

然因為語句的解釋及定義中，可以加上阿毗達磨式的分別，所以可以看到諸律依情況不同而有相當大的差別。例如，波羅夷法第二條盜戒的「盜物」的說明，及波羅夷法第三條殺戒的「殺」的說明等，諸律有極大的差異。如盜物中，
巴利律舉出地中物、地上物、虛空物等三十種，
四分律舉出地處、地上處、眾處等十八種。
五分律也舉出地中物、地上物、虛空物等三十種。這些大略相似，但不盡相同。
十誦律舉出地、上處、虛空處等十六種。十誦數量較少，而此十六種物之中，可以看到有很多是上述三律中所舉出的。一般認為，以上四律在這個地方出自同一個源頭。但是
僧祇律所舉的完全不同，僧祇律在「物有八種」方面，作：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壽藥、隨物、重物、不淨物、淨不淨物八種，並進一步詳細分類說明此八種。之後再更進一步於「復有十六種物」中，舉出地、地中物、水、水中物等十六種作說明。這個屬於上座部系諸律列舉的系統，而內容只有一半相同。接下來，根本有部律也舉出了類似十誦的十六物，由於整個是以故事為中心，所以律的說明處就較為模糊不清了。

進而在波羅夷法第三條殺戒說明殺的方式，
巴利律中舉出自殺、教殺、使人殺等三十種，
四分律中也舉出自殺、教殺、遣殺等十九種，
五分律中舉了自殺、遣殺、展轉殺等三十一種。四分的數量較少，不過內容方面與三律相當一致。但是
十誦律在「有三種奪人命」方面，分用內色（用自己的身體殺對方）、用非內色（以器物殺）、用內非內色（身體與器物兩者並用來殺）來說明。接著在這三項遺漏的方面，舉出毒藥、憂多殺、頭多殺、弶等十五種。在這些之中，也與上述三律所舉相同之處，然而系統應該不同。同樣地，
僧祇律也舉出刀殺、毒殺、塗殺、吐殺、下殺、墮胎殺、說相殺、歎譽殺八種，屬於別系統。
根本有部律舉內身殺、外物殺、內外合殺等種類，與十誦律相合。

如上，盜及殺的解說中，僧祇律顯然是別系統，上座部系中，十誦律及根本有部律也與其他三律十分不同。因此，條文的語句說明雖然也有在部派分裂以前就確定下來的，但是這些是少數，部派分裂後被加入的應該佔大部分。而且巴利、四分、五分之間有很多共通點一事，可以在前面種種比較的部分中看到，也可以從其他各點的比較中得到結論。而且可以在此三律中見到共通處一事，一般認為，可能很接近上座部系統經分別的原形。總之，「對學處語句作解釋」的方式，應該是部派分裂以前就有的。

在定義、解釋語句之後，經分別中提出「判例的適用」。這其實是以實例說明學處適用於什麼樣的場合。在波羅夷法等的情況中，列出了許多實例，一一顯示犯與不犯。淫戒的情況中，在舉出實例的故事時，也可以看到許多諸律共通的故事。因此列舉實例後，提出犯或不犯這樣的方式，應該也已經存在於原形律藏中了。

站在認為諸律一致的部分，在部派分裂以前就存在於律藏中的立場來看的話──關於此一立場的妥當性，於後章中斟酌──組成經分別架構的組織，即：因緣談、最初制定學處、因其他實例而改制學處、最後學處的確定、條文解釋、以實例解釋判例等形態，在原形律藏中應該已經出現了。但是如果有組織及形式的話，當然也應該有內容。在淫戒的情況中，如上所示，因緣談的故事及十利、語句的解釋、若干判例等，似乎可以說已經存在了。

5　因緣談與apadAna的結合
因緣談是故事，然而，因為是犯戒比丘的故事，因此很容易與具有教訓譬喻性質的阿波陀那結合。因緣談，究其根源的話，應該是成為制戒機緣的「事實的收集記錄」，但同時，又必須包含「防止犯戒」的教訓式意味；從這層意義上來看，自然就會努力於有效地敘述因緣裧。而且對因緣談作增廣或修改的問題必定會產生。再者，傳承中斷的時候──以記憶來傳承的時代中是有可能的事──，因緣談配合條文重新述作也不困難。因此，因緣談是極容易變動的部分，因此，不得不將之視為缺乏客觀性。

如上，故在部派分裂以的原形律藏中，因緣談中理應有不屬實的故事。如此一來，因緣談的成立因為為很複雜，所以根本不可能從現行因緣談之中，進一步分出事實的部分。但是，諸律中共通地敘述的故事，以及律藏的外部，也就是阿含經等之中，也以同樣的形式流傳下來的故事等，似乎就是在很早期的時候就作出其原形了。因緣談方面，廣律的諸位編集者也似乎並沒有這麼重視其真實性。例如
十誦律卷四十中敘述，面對優波離問到：「佛在何處說修多羅、毗尼、阿毗曇？我等不知云何」，「佛言：在六大城、瞻波國、舍衛國、毗舍離國、王舍城、波羅奈、迦維羅衛城。何以故？我多在彼住，種種變化皆在是處」。這段文字似乎意味著，沒有必要去重視制戒的場所及教法宣說處等。此外，
根本有部律雜事卷二十五中，同樣敘述，鄔波離問，當不知道經典的宣說處及學處的制定處時，應該如何？關於佛陀如此回答：「於六大城。但是如來久住大制底處，稱說無犯」。也就是說，任意稱說六大城的其中一城皆可。而且當忘記諸王名字時，便說勝光（波斯匿王），長者名則舉給孤獨、鄔波斯迦為毗舍佉，訴說昔日（過去世）的因緣情由時，提到「應云婆羅[病-丙+尼]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相續、鄔波斯迦名長淨，隨時稱說」。一般認為，其中讓人清楚地意識到，因緣談就是故事。

同樣，
僧祇律卷三十三中也敘述，「一切聽一切制皆在八大城：一、舍衛，二、沙祇，三、瞻婆，四、波羅奈，五、拘睒彌，六、毗舍離，七、王舍城，八、迦毗羅衛。是九部經若忘說處者，是八大城趣舉一，即名是處，世尊所印」。


巴利、四分、五分等對於因緣談，還沒有發展出這樣的看法，而到了後世，這樣的傾向似乎就加強了。同時，這個情況可能也與到了後世時，戒律開始產生混淆之處有關連。亦即，佛陀滅後不久，似乎僅以「佛所制故」的理由來遵守戒律，然而隨著時間的經過，只用這樣的理由就變得不夠充分了，為了以此為基礎，於是逐漸使用「業的邏輯」。於是業報的故事大量被插入因緣談中，且漸次從這個立場來修改因緣談。因此，因緣談在說明事實之餘，其實它本身是故事的性質反而更強。成立越晚的律藏，教訓譬喻就越多；筆者認為，我們可以經由比較包含於諸律中的阿波陀那的數量及性質，來說明這件事。

二　apadAna與譬喻
1　古典梵語中的阿瓦陀那

在以阿瓦陀那為媒介來探討「經分別」的新舊之前，想要簡單說明
阿瓦陀那與經典的關係。首先，必須要確定此語的意思。apadAna與avadAna的關係方面，巴利經典中完全都使用apadAna；此事驗證長部第十四經的MahApadAna-suttanta（漢譯長阿含大本經）及小部第十三ApadAna（漢譯缺）的用例，便可以明瞭。而且除此之外，尼柯耶中可以看到若干阿波陀那的用語的例子。巴利聖典協會的
巴利語辭典中，阿波陀那的意思分三個來解釋：第一，同梵語apadAna，有removing, breaking off 等意思；例句方面列出DN. vol. III, p. 88, nApadAnaM paJJAyati, （段落不明）。第二，相當於梵語的avadAna，意思是advice, admonition, instruction, morals等，例句舉出VinayapiTaka, vol. II, pp. 4, 7; MN. vol. I, p. 96; AN. vol. V, p. 337; TheragAthA p. 47, 等。而第三的apadAna具有legend, life history的意思，長部第十四的MahApadAna為此一意思的用例。以上是巴利語辭典的說法，但是也有反對分為第二及第三的意思的說法。例如，
 Winternitz將兩者視為同樣的字來處理。因此具有「切斷」意味的第一的apadAna則不在現在的探討之中，與梵語avadAna等同視之的apadAna的意思，就是此處的重點。將巴利語apadAna配上梵語avadAna的，是
 Childers，而此一看法之後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根據學者的研究，認為古典梵語中，apadAna與avadAna使用於相同的意思，兩者可以互相混用。


Winternitz繼諸家的研究之後，簡潔地闡釋這個問題。他首先以RamAyaNa II, 65, 4; RaghuvaMZa XI, 21, 1; ZWakuntalA VII, vs. 1; KumArasambhava VII, 48等用例，證明古典梵語中apadAna與avadAna意思相同。從這些用語例來看，此語具有「行為、功業、偉大的行為」等意思。接著Winternitz在印度的古辭典中，以AmarakoZa等字，證明apadAna與avadAna意思相同的看法。簡而言之，阿波陀那與阿瓦陀那在古典梵語、文獻、辭典中，都以相同的意思來處理，其意思據載有：
1 行為 karma, 2 過去的行為 karma vRttaM, ativRttaM, 3 英勇的行為 parAkarma, 不可思議的行為 adbhutakarma, 清淨的行為 ZuddhaM karma，4 往事、歷史 itivRtta等。阿瓦陀那有「英勇的行為、偉大的行為」的意思一事，也與法譯AvadAna-Çataka的Feer及出版此原典的Speyer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另外並得到許多
學者的認同。但是這個語詞的意為何？以及在佛教中，此語詞被使用之際，是否從什麼意思轉變成「偉業、偉勳」？學者的意見不盡相同。

Winternitz將重點置於，佛教梵語系統的阿瓦陀那中，不只敘述出「偉大的行為」，也常談到惡業、惡果的邪惡行為的阿瓦陀那；反對只在「偉大的行為」的意思中捕捉這個語詞。但由於這個語詞在語源上的意思不清楚，所以很難從
語源學的立場來決定這個語詞的原意。關於這一點，至今諸學者的解釋也還沒達到全體一致。Winternitz對這些語源式的解釋表示疑惑，並斥責巴利辭典提出的advice, admontion, instruction, morals等意思，認為在上述種種意味中，可以看出共通的
「行為」karman，其實便是這個字本來的意思。總之，從古典梵語的「用例」來看的話，「偉大的行為、英勇的行為」似乎是這個語詞最恰當的解釋了，而且許多學者也支持此說。但是關於其「原意」為何一點，學者的意見紛歧。因此佛教用語方面的阿瓦陀那＝阿波陀那，其意思為何？無法單在古典梵語中決定這個字的意味。所以我們絲毫不反對在古典梵語中，阿瓦陀那＝阿波陀那具有偉業、偉勳的意思，然而佛教性用語方面，就應該從佛教本身的資料中去探討其意思。但是佛教文獻中，關於阿瓦陀那也有許多新舊的資料，所以要探求其原意，應該儘可能利用舊資料。

2　佛典實例中的阿瓦陀那
佛教中，阿瓦陀那的古用例自然一定要在阿含中找。此時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十二部經中的一支──「阿波陀那」（譬喻），獨立典籍乃至文學方面的阿瓦陀那比它還晚成立。

為「十二部經」其中一支的阿波陀那，與「因緣」nidAna、「論議」upadeZa同樣都沒有包含於九分教中。毋須多加說明，「九分教」是巴利上座部所使用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眾部系的
《摩訶僧祇律》提出了與巴利同型的九分教，此外九分的順序不同，而與巴利同樣提出九分教的，是大乘的
涅槃經。此外，
十住毗婆沙論及法華經中也都有提到九分教，這些都是知道有十二部經情況下的九分教。提出十二部經的是
說一切有部、法藏部的四分律、長阿含、化地部的五分律、增一阿含的傳持部派等。此外，諸多大乘經典在原則也是十二部經。一般咸認為，九分教的分類形式比十二部經還早。也許這是對的吧。因此阿波陀那未被收入九分教一事，似乎就代表著佛教的「法」的最早分類形式之中，阿波陀那並不存在。但是，根本分裂於佛滅百年，其後發生枝末分裂，所以佛滅兩三百年之間，十二部經的分類似乎應該已經成立了。這也許可以說是比DivyAvadAna及AvadAnaZataka的編集還更早的事。因為DivyAvadAna有很多與包含於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中的阿瓦陀那類的故事。然而與其說是自DivyAvadAna中擷取出故事後，再穿插入根本有部律中，其實一般都認為應該是相反的情況才對。總而言之，從根本有部律遠溯DivyAvadAna的成立，是很不合理的。只不過從律藏的相互比較來看的話，根本有部律的成立，必然是比其他任何一部律都還要新。因此，因為應該比它還早具有現在形的四分律及五分律中，已經講述了十二部經，所以我認為，十二部經的分類可以說比DivyAvadAna等都還更早成立。然而像長部的MahApadAna-suttanta，在長部經典中絕非屬於新層。因此為了要佛教中阿瓦陀那的原意，最重要的是將十二部經其中一支的阿波陀那視為線索。在這裡，必須闡釋唯一視為線索的阿波陀那的意思。

關於佛教的阿瓦陀那的新舊，包括自包含於阿含中的阿瓦陀那到阿瓦陀那文學，
Speyer將之區分為三階段，排列出新舊。其中兩個屬於經典中的阿瓦陀那，一個是經典以後的阿瓦陀那文學。包含於經典的兩種阿瓦陀那中，古層的阿瓦陀那包括在律藏及阿含中。這顯示出，律及經之中，阿瓦陀那被以戒律或教義的因緣談乃至實例的方式使用──即插入律及經之中的阿瓦陀那。擷取這種包括在經律中的阿瓦陀那後，加以編集，便是所謂的DivyAvadAna了。接著，所謂屬於經典中新層的阿瓦陀那，是指律及經固定下來後所著作的阿瓦陀那。然而被視為聖典方面的權威的阿瓦陀那，如AvadAnaZataka, KarmaZataka以及巴利小部的ApadAna，看待為屬於這個階段。相對於此，第三層的阿瓦陀那，是之後再出現的阿瓦陀那，稱為文學作品方面的阿瓦陀那。其中也包括作者很明確的阿瓦陀那，如AryaZUra的JatakamAlA及Ksemendra的BodhisattvAvadAnakalpalatA等，即屬此項。據載，後者成立於西元十一世紀。第三大類並非都是這麼新的作品，總之稱為聖典確定之後產生的
阿瓦陀那類。
以上Speyer的區分，我認為十分恰當，不過分類有稍嫌過於粗略之處。例如他將DivyAvadAna置於第一階段中，但是在阿瓦陀那方面，這絕非屬於最古的階段。如上述，一般認為DivyAvadAna主要是從根本有部律中擷取出來的阿瓦陀那類中，加入從其他方面收集的阿瓦陀那後，著作而成。因為如後述，阿瓦陀那公認本來是在律藏中發展出的。但是根本有部律與其他派的諸律相較之下，是一部被增廣的部分相當多的律。只不過其增廣的部分主要是這些阿瓦陀那的部分。我們藉由比較諸律可以證明，律的因緣談中，剛開始是很單純的故事，於其中順次附加阿瓦陀那後，逐漸增大起來。在這個情況下，根本有部律的形態顯示出最新的階段。因為這種情形，所以由DivyAvadAna來顯示阿瓦陀那最古階段的作法並不完善。我們可以從Speyer所說最早的阿瓦陀那中，再區分出新舊，而且如果不這樣作的話，就無法藉由阿瓦陀那判別出因緣談的新舊。但是使之成為可能一事，是十二部經之一的阿波陀那的研究，因為其中應該可以顯示出阿波陀那的最古形。

然而當談到十二部經中的阿波陀那的意味為何時，這也難以輕易決定。也許九分教已經確定後，阿波陀那立為一支，所以與九分其他支意思重複之處頗多。法譯AvadAna-Çataka的Léon Feer根據內容將阿瓦陀那分為
五種類型──(1) AvadAnas proprement（本來的阿瓦陀那，即過去的阿瓦陀那）；(2) AvadAnas-jAtaka（本生方面的阿瓦陀那）；(3) AvadAnas du présent（現在的阿瓦陀那）；(4) AvadAnas de l’avenir（未來的阿瓦陀那，即VyAkaraNa授記經中的阿瓦陀那）；(5) AvadAnas mixtes（本來的阿瓦陀那，即過去阿瓦陀那與授記經──未來阿瓦陀那，的混合阿瓦陀那）。此一Feer的分類只將重點放在阿瓦陀那的內容上，似乎是很恰當的解釋。

阿瓦陀那在古典梵語中的意思是「輝煌的成果、偉大的行為」，此外有「那個故事」的意思，而佛教的阿瓦陀那經典中也說了一個一方面捐獻龐大財富蓋佛塔後供養佛陀，招待大比丘眾，施行食物及衣服等大布施的故事。因此解釋為，這種放棄自我的善行與布施，便是輝煌的行為，即阿瓦陀那。但是DivyAvadAna及AvadAnaZataka等之中，目的並非在展現這種輝煌的善行，而將重點置於「因過去世行如此善行，故今世獲此等善果報」。亦即顯示出，結合
過去世的善業（Zukla-karman與今世的善果（Zukla-vipAka），以業的因果法則強調善行、惡行。因此Feer著眼於此來定義阿瓦陀那，定義為：
「阿瓦陀那者，存在於行為及其難以避免的結果之間的連瑣，經由種種事實來揭示的教訓」。也就是說，所謂阿瓦陀那，就是「業的故事」。說明在今世的人如果享受了幸福的生活，其中應該有原因，是在過去世累積了與此等值的善業。宣說僅以香花供佛、禮拜佛塔或供養比丘一缽之食等小小的善業，便能獲得莫大的果報。而且在這樣的故事之後，還說了「善業必招善果，惡業必招惡果」這樣的法則。換句話說，阿瓦陀那是藉由業報的道理，結合過去發生過的事和今生發生過的事的故事。因此，Winternitz說，
「正當的阿瓦陀那是經由現在故事、過去故事及道德而成立的」；而且這種業報的故事之中，當佛陀前生的菩薩是故事的主人翁時，便是阿瓦陀那同時也是
本生談。因為，所謂本生談，是經由敘述佛陀前生偉大的修行，闡釋今世成佛的原因的故事。但因為本生談只敘述佛陀的前生，所以佛陀以外的人的前生談即使是再怎麼偉大的故事，本生談也不會提到。

除此之外，若認為藉這樣的業報之理，可以支配人類的命運的話，基於現在所行的善或惡的行為，照理說是無法預立此人未來的命運。這是
未來故事方面的阿瓦陀那，便成了與「授記經」vyAkaraNa相同的作品。

而且從這點，也有
學者指出，阿瓦陀那與尼陀那（nidAna因緣）有密切關係。因為尼陀那也是說明現實發生的事情的原因的經典形式，其中表現出「結合」現在發生過的事與過去發生過的事的性質，這點與阿瓦陀那共通。

此外還有可以指出，阿瓦陀那與itivRttaka（本事）也有密切關係。
Winternitz提出，阿瓦陀那的意義中，具有「往事、歷史」（itivRttaka）的意思，而阿瓦陀那如果從主要是敘述過去世的往事這一點來說的話，應該也會產生與itivRttaka意思重複的地方。因此根據
學者的說法，九分教的第六支itivuttaka本來的意思是「如是語」ity-uktaka，但因為巴利語itivuttaka改為梵語時，可以還原為ityuktaka或itivRttaka，所以itivuttaka之中失去了「如是語」的原意，於是itivRttaka──「往事」的意思便被附與其上了。因此有學者說，十二部經的avadAna的原意為itivRttaka為奪，avadAna中漸漸被附予原先沒有的「譬喻」的意思。此一說法，在指出avadAna與itivRttaka之間意思有重複之處時，我想是正確的，但是將阿瓦陀那的原意當作是「往事」一事，未必是學界的定論，而且即使暫定如此，假設本來阿瓦陀那中並沒有譬喻的意思，阿瓦陀那的內容被「本事」奪走之後，為什麼譬喻的意味會與這個字結合？也就是說困難之處似乎在於，缺乏證明其結合的必然性。然而十二部經中的itivuttaka在梵語中不常被拼寫成itivRttaka；當然itivRttaka這個字也存在，例如那連提耶舍譯的
大悲經中的十二部經的翻譯中，可以看到「伊帝毗利多迦」的譯語。很明顯地，這個字的原文似乎就是itivRttaka。但是也有很多人認為原文顯然可能是ityuktaka。例如羅什在智度論中譯十二部經，此語意譯為「如是語」，音譯後為「一目多迦」。在
「如是語經者有二種」方面，區分為ityuktaka與itivRttaka來說明。根據其中的說法，如是語的第一種為「結句」，這是指ity-uktaka。第二敘述為「三藏、摩訶衍外，更有經名一目多迦」，也說還被稱為「目多迦」；而且說明這是「出因緣」（講解因緣給人聽）。從這裡看來，「一目多迦」似乎就是itivRttaka的音譯。如此一來，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出itivuttaka的兩個意思，所以當意譯為「如是語」時，其原語似乎自然就是ityuktaka。同樣地，羅什在
大品般若中也意譯為「如是語」，
成實論中他音譯為「伊帝曰多迦」。既然面在智度論中將itivRttaka譯為「一目多迦」，那麼這個
伊帝曰多迦的原文可能就不是itivRttaka了，有可能是ityuktaka吧。同樣地，浮陀跋摩等翻譯的
舊毗婆沙中也譯為「伊帝曰多迦」，曇無讖的
大乘涅槃經中也音譯為「伊帝曰多迦」。
如此一來，由於北傳系統中，itivuttaka沒有全部轉化為itivRttaka，所以對於因為avadAna的內容被奪取，故阿瓦陀那被附加「譬喻」的意思的說法，很難一下子就贊成。
3　關於將阿波陀那解釋為「偉大的行為」的疑問
如上，阿瓦陀那與jAtaka, vyAkaraNa, nidAna, itivRttaka等，在意思上有重複之處。所以只將阿瓦陀那的內容解釋為「往事」或「偉大的行為」，或者是「那個故事」，無法擬定從以上諸支區別出來的「阿瓦陀那的意思的特有領域」。然而jAtaka, vyAkaraNa, itivuttaka是九分教的支分，如果阿瓦陀那的內容是如上的意思的話，由於在九分教中已經包含這些支分了，所以根據這些理應可以充分顯示出阿瓦陀那的內容。因此，九分中加上三支的十二分中，與阿瓦陀那意思重複的尼陀那就被加入了。如果阿瓦陀那本來是如上述的意思的話，那麼十二部經中，加上阿瓦陀那的一事，只有增加理解上的混淆而已。換言之，這件事似乎顯示出，九分、十二部經成立的時期，阿瓦陀那的內容應該與以上諸學者所闡明的意思不同。

上述諸學者的資料方面，無論是RamAyaNa，還是RaghuvaMZa，都是距十二部經被提出的時期還十分後面的年代。佛教內部的文獻方面，諸學者使用的是DivyAvadAna及AvadAnaZataka等，或者是其後的文獻。但是我想，在十二部經甫被提出之際，這些文獻應該也還不存在。因此把從這些資料可以得到的結果，直接運用於佛教中的阿瓦陀那的原意，我認為必然有不合理之處。當然，如果應用這些也沒有矛盾的話，就沒有問題，然而如上，九分、十二分的其他支之間，意思出現重複，使得理解上有困難，因此我想，十二部經的阿瓦陀那的意思，必須從十二部經及九分教本身之中提出。只不過，這也許是佛教中的阿瓦陀那的用法的「原意」。但不消說，這可能就不算是阿瓦陀那的語源學上的意思。

4　譬喻方面的阿波陀那
如上述，apadAna與avadAna一般都被混用，有必要探究在佛教中，這種情況是否從一開始便如此。巴利中如MahApadAna-suttanta，全部都只用阿波陀那。但因為巴利不講十二部經，所以十二部經中自古是使用apadAna還是avadAna，無法從巴利聖典決定。梵語的十二部經出現於
MahAvyutpatti中，其中十二部經的第七收錄為avadAna。由此看來，梵語系統中似乎使用avadAna，而不使用apadAna。但
MahAvyutpatti的成立較晚，只不過是根本有部律系統的資料而已。因此十二部經中，最早是用哪一個字，必須參照漢譯的來研究才對。

漢譯十二部經時，音譯的場合多譯為「阿波陀那」，意譯的場合多譯為「譬喻」。但是其他的譯語雖少，也可以看得到。

首先，
羅什翻譯十二部經時，經常音譯為「阿波陀那」，大智度論、成實論、大品般若、華手經等，都是如此。接著在浮陀跋摩等譯出的
舊毗婆沙中，也音譯為「阿波陀那」，曇無讖也在大乘的
涅槃經中音譯為「阿波陀那」。在求那跋陀羅的
雜阿含經、那連提耶舍的
大悲經等，也音譯為阿波陀那。由此看來，當音譯十二部經時，似乎經常都是用阿波陀那，不過也有例外。佛馱什等所譯的五分律中，音譯為
「阿婆陀那」。
荻原博士認為，在漢譯中轉寫va時，沒有用「波」的例子，所以「阿波陀那」的原文必定是apadAna。確實，波的音譯方面，如
優波離UpAli、賓波羅窟Pippala、波羅蜜ParamitA等，波是pa, pA轉寫的例子很多。但是像波羅捺城VarANasI，也有轉寫vA的例子。因此不算是確定性的，不過如果要在其中決定一個的話，似乎將阿波陀那視為是apadAna的轉寫較為恰當。

根據
Karlgren的說法，古代中國音的「波」發pwâ，漸次變化為中世發puâ，現代發po。同樣地，據他所說，「婆」的發音為古代b’wâ，中世b’uâ，現代p’o。因此在古代中國音中，認為梵語的pa轉寫為「波」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如此一來，梵語的pa可能轉寫為「波」一事，從Karlgren的說法說得通，在「四十二字門」的音譯方面也說得通。對照華嚴經梵本
GaNDavyUha的四十二字門與相對應的漢譯諸本時，在GaNDavyUha中，按a, ra, pa, ca, ……的順序列出，
六十華嚴以阿、羅．波、者的順序列出，
八十華嚴的順序為阿、多（？）、波、者，
四十華嚴的順序為女可、囉、跛、者。四十二字門中，除此之外，還有
般若經系統及其他許多資料，在這些中，pa經常轉寫為「波」或者是「跛」。這個情況，在羅什譯的
《大品般若》以及
《大智度論》的四十二字門中也都一樣，其中都用阿、羅、波、遮等字。而且智度論在說明波後談到，
「若聞波字，即時知一切法、入第一義中。波羅末（木）陀，秦言第一義」。「波羅末陀paramArtha」以下似乎是譯者羅什附加的，總之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知道，羅什以波來譯pa。

只不過關於v方面，問題就比較複雜了。根據
學者的說法，古代中國音中v並不存在；因此當有必要去轉寫梵語的v時，好像就無法明確地決定要用哪一個字去。但是根據學者所說，古代中國音中，接近va的是「婆」或者是「縛」。檢視四十二字門，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
GaNDavyUha中，四十二字門的第八與第十一有出現va（我想，也許這兩者其中有一個是ba的筆誤），在相對應的
漢譯中，前者為「婆」，後者為「縛」、「口縛」。而且羅什譯的
大品般若及智度論中，前者為「婆」，後者為「和」。許多學者認為，此一「和」的原文是va。但是羅什在大智度論的同一處中，也可以看到
「薩婆sarva，秦言一切」的用例，此處，他很明顯地把婆用來對應va。

如上，一般認為波在古代中國音中是pa的轉寫音，四十二字門中也把波用在轉寫pa上。尤其羅什的情況，由於同樣在智度論中有va被譯為和及婆的實例，所以我認為，羅什音譯為「阿波陀那」的原文，如荻原博士所說，視為apadAna似乎較為恰當。特別是智度論中提到十二部經的時候，使用「阿波陀那」，而其他的獨立經典的情況方面有用婆，譯為
「阿婆壇那經」、「阿婆陀那」等。但是獨立經典也有提到
「阿波陀那經」、「毗尼阿波陀那」等例子。其中羅什分別使用了「婆」與「波」，是想要表現原文的不同？還是後世的筆誤？難以驟下斷言。總之，原文如果一樣的話，譯語會有如此混亂的情形，十分令人不解。但是
Lamot的法譯中，並不重視這個地方的不同，全部都還原為avadAna。

應該注意的是，十二部經「阿波陀那」的音譯方面，使用「波」的例子，除了羅什以外，還有很多。當然如上述五分律也有「阿婆陀那」這樣的音譯，不過這種例子很少見。如果假設當時pa, va有被明顯地分譯的話，那麼似乎就可以解釋成，大品般若等原典中拼寫成apadAna，五分律中則是使用avadAna。

如果就上面看來，根據翻譯名義大集，十二部經之一支的「譬喻」的原文是avadAna，但是不應該只以此就決定了北傳系統的十二部經之一支「譬喻」的原文，如果從漢譯中也有很多音譯為「阿波陀那」的例子來思考的話，我認為，其實十二部經方面，取apadAna的部派應該是比較多。

尤其在推測apadAna的原文時，最近出版的Waldschmidt 的
 MahAvadAnasUtra等似乎應該可以為大家提供參考（這其實相當於巴利的MahapadAnasuttanta），但因為此經卷末題記已經破損了，所以無法經由寫本決定此經的原名。將此視為是avadAna，為Waldschmidt的推測。

接下來，如果從十二部經阿波陀那的意思來檢討譯語的話，譯為「譬喻」具壓倒性的數量。
玄奘在婆沙論、瑜伽論、發智論及其他經典中，經常譯為「譬喻」。
義淨也在根本有部律雜事中，譯為「譬喻」。此外，竺法護也由在
光讚般若中譯為「譬喻經」了。而
增一阿含中也譯為「譬喻」，
七知經、
意經、
八犍度論、
四分律、
六十華嚴、八十華嚴、
寶積經等，都譯為「譬喻」。由於這麼多的譯者都譯為「譬喻」，而且其中不乏有力的譯經家，所以不可否認的，十二部經其中一支的阿波陀那中有「譬喻」的意味。此結論與apadAna及avadAna中有「偉業、偉勳」的意思不相衝突。因為阿波陀那的意思並非一定只能有一個。然而十二部經其中一支的apadAna，以及獨立經典的avadAna，即使意思不同，也完全沒有影響到。因此應該可以理解為，身為十二部經其中一支，此語具有譬喻的意思。

但是十二部經的情況中，也不能一直都理解為譬喻，也有譯經家給這個字其他的譯語。例如
大集經中譯為「雙句經」，
中阿含中譯為「本起」，
出曜經中譯為「成事」。所謂「雙句」，似乎是指過去故事與現在故事兩者，而本起及成事的譯語可能意味著，過去世的業因在現在世結果。一般認為，若是如此的話，這些翻譯者似乎是基於阿瓦陀那的一般性意思而譯出的。此外，
藏譯中，十二部經的阿瓦陀那也譯為Rtogs-par brjod-paHi sde，這句話譯為”a moral legend”(Jäschke) ”discriminative speech, the utterance of what is fully grasped”(S. C. Das) 等，也就是「故事」的意思。因此藏譯並不認為是「譬喻」的意思。另外，
長阿含在意譯十二部經的時候，是給予阿波陀那「證喻經」的譯語；我想，這似乎是把譬喻的意思應用在業因業因的故事後，解釋為「教訓譬喻」的譯語。

如前所見，西方學者中，沒有人指出阿瓦陀那或阿波陀那中有「譬喻」的意味。但是
荻原博士說，阿瓦陀那中沒有譬喻的意思，但是阿波陀那從語源學上可以產生出譬喻的意思；根據此說，漢譯中譯為「譬喻」時的十二部經的原文，應該可以說大部分是apadAna。無論如何，十二部經的情況中，應該較常採用apadAna而不是avadAna，就十二部經而言，apadAna才是原始形。因此阿瓦陀那即使有偉業、偉勳的意思，和同時認為阿波陀那具有譬喻意思一事，絲毫沒有矛盾。十二部經其中一支的阿波陀那中有譬喻的意思一事，若檢視諸經論中十二部經的注釋，就更為清楚了。

三　三種譬喻
1　優婆摩譬喻
如上述，佛教中的阿波陀那可以說是譬喻的一種，但是譬喻中也有其他用語，所以必須釐清它們與阿波陀那間的區別。在佛教經典，漢譯中譯為「譬喻」的原文裡，可以區分為
三類：第一是被稱為upamA, upamAna, opamma, aupamya的譬喻，第二是被稱為dRSTAnta, DArSTAntika的譬喻，第三是apadAna譬喻。而說得更詳細一點的話，還可以指出udAharaNa, utprekSA等。雖然這些都譯為譬喻，但是各個都具有不同的意味及傳統。

第一的優婆摩譬喻，即在說法之中，為了使對方容易理解說話的內容，舉出類事項後加以說明的譬喻；也就是「譬喻故事」一類。這種譬喻自古就被使用於佛教中，連《阿含經》也時常可以看到用例。例如「十支緣起」的教說中，當說明識與名色的相互關係時，舍利弗對摩訶拘絺羅說，


大德，今當說譬upamante karissAmi，如智者因譬upamAya得解所說義。大德，譬如此蘆束展轉相依而得豎立，大德，緣名色有識，緣識有名色，亦復如是。

亦即以一束蘆葦無法站立，若再加上兩束蘆葦來互相依賴就可以站立，這種日常經驗的事實為「譬喻」，說明識與名色的依存關係。或者像是
「五陰譬喻經」的旨趣也一樣──將五蘊一一作比喻：色如恒河的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陽炎，行如芭蕉，識如幻事，來說明五蘊的無我。優婆摩便是這種意味的譬喻。也就是為了讓人理解抽象性的教理，例示、比較與之相合的具體事實來說明；阿含中有很多這種譬喻經典，其中也有在經題標示出優婆摩的經典。例如《相應部》有
〈譬喻相應〉Opamma SaMyutta，收錄十二經。此外中部有
〈譬喻品〉Opamma-vagga，收錄十經。其中的經典除了三、四部經之外，其他都在經題上顯示出是優婆摩經典。而且在這裡面，中部有經題題為優婆摩的經典。

大乘經典中，具有此一名稱的，以
法華經的譬喻品Aupamya-parivarta，
般若經的譬喻品Aupamya-p.等為有名。前者藉由火宅三車的譬喻，想要顯示出一佛乘的殊勝，後者經由船的比喻等，顯示應該修習般若波羅蜜的必要。此外從大藏經《本緣部》來看，有很多應該是屬於優婆摩譬喻的譬喻經典。例如，
求那毗地譯「百喻經」為其代表，此外像公認為支婁迦讖譯的「雜譬喻經」、失譯「雜譬喻經」、康僧會譯「雜譬喻經」、道略集「雜譬喻經」、羅什譯「眾經撰雜譬喻」、法炬譯「群牛譬經」、義淨「譬喻經」等。而且除了這些，如果再更詳細列舉的話，阿含及大乘經典中都有很多優婆摩譬喻乃至優婆摩經典。佛陀說法之際，巧妙地使用譬喻一事，可以完全從阿含經典推測出來。其實在應機而說適切的譬喻這一點上，有身為說法者的釋尊的作風。這種保存佛陀適切的譬喻之處，可以說是阿含具有的特質之一。一般認為，這種傾向也受到後世尊重，在經典製作中似乎形成了一股有力的流派。

說法之際，「譬喻故事」受重視的根本理由，除了具有使對方容易理解的作用外，畢竟開悟的本質無法光憑理論就可以充分表達的。如所說的，「諸法實相，言語道斷」，開悟的真實情況很難只用語言就完整地傳達給對方。因此最低限度，當問題來的時候，就可以說neti, neti，或也變成維摩一默。如果想要積極地表露出來的話，在自覺語言的有限的同時，想要說明自己的體驗，但是似乎卻找不到比用譬喻更好的方法了。當然就像所謂「譬喻一分」，譬喻只能把想要表達的事情表現出一部分而已。但因為這要訴諸對方的體驗，所以如果根據各種情況，適切地使用的話，很明顯地，為了說明教法，譬喻就成了十分有力的方法了；就這層意思來看，大藏經中當然也會有許多優婆摩經典。同時也應該注意到，佛教教團內「譬喻者」（譬喻師）存在一事。但是譬喻者是否如此自覺到，在表現開悟時，語言的不完全性，於是才自己以譬喻者的身分出現，此事並不清楚。

2　譬喻者
根據稱友的
俱舍論釋，譬喻者的梵名是DArSTAntika，這個語詞是出自「喻」dRSTAnata。DRSTAnata是度邏輯較特殊的論證作法的「喻」（實例）的術語之一，是一個與邏輯的關係也很深的語詞。印度邏輯中，「喻」的作用十分重要，然而為何譬喻者不使用自古就被流傳在佛教內的upamA, upamAna，而採用dRSTAnata，這一點並不清楚。前幾年，
宮本正尊博士涉略了許多經典後，總結關於譬喻者的資料，開拓了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的新領域。譬喻者出現在《婆沙論》中的，似乎是最早的，不過其中沒有關於譬喻者的部派名稱。而且婆沙論也介紹、破斥了
八十六種譬喻者部執的說法，只是從這些引用的文字中，也無法清楚譬喻者「譬喻」的意味。同樣地，
成業論中也以「日出論者」來說明譬喻者，介紹、破斥其身表說，而其中也找不到判定譬喻意味之類的材料。說明譬喻者意味的，只有在慈恩
《成唯識論述記》卷二本中提到，鳩摩邏多KumAralAta（童受）為經部的本師，「亦名譬喻師，或為此師造喻鬘論，集諸奇事，名譬喻師，經部之種族」；或是在卷四本中記載有，「以根本師造結鬘論，廣說譬喻，名譬喻師，從所說為名也」。接下來，如果根據
普光及法寶，童受除喻鬘論外，還有癡鬘論、顯了論。慈因的說法也許是從玄奘處來，但是不知道這是根據確實度多高的資料。

接著，有人說漢譯的馬鳴造《大莊嚴經論》實際上並非馬鳴的著作，而是童受的作品。根據
Lüders的推測，從Qyzyl發現的梵本為大莊嚴經論的原本，題名為KalpanAmaNDitikA or KalpanAlaMkRtikA，還有一個DRSTAntapaMkti的別號。而且因為作者讀作Arya-KumAralAta，所以排除掉馬鳴作而主張童受作。因此，如果這是童受作的話，照理說，也可以根據大莊嚴經論的內容，來推測譬喻者的譬喻的意味。大莊嚴經論這部論的形式是，為了讓人理解佛教教理，所以引入史實、傳說、譬喻（upamA）、因緣、本生、寓言等，創作出適合教理且令人感動的故事，再配合這些故事來宣說教理。因此其立場應該是，為了說明真理而使用譬喻dRSTAnta的「譬喻者」的立場。但是大莊嚴經論的立場並不是為了教理的研究、組織而使用譬喻的學者的立場，其實是為了將教理傳導給一般人的「勸化者」的立場，表現出接觸大眾的傳道者的立場；所以與婆沙論等所展現出來的譬喻者的教學式態度，似乎有些許隔閡。

但是相對於將大莊嚴經論視為童受所作的Lüders的說法，也有
Lévi的反對說，以及友松圓諦師的研究，最近，
金倉圓照博士也提出，「似乎至少應該把偈的部分視為是馬鳴所作」。因此譬喻者的研究中，無法將大莊嚴經論視為基本的立場。而且除此之外，公認童受作的
「牝虎銜子之中道偈」等，似乎也對譬喻者在處理譬喻給予一個啟示。但是由於基本資料不足，所以很難決定譬喻者的譬喻的意思。

3　阿波陀那譬喻
由於阿波陀那譬喻方面的資料十分豐富，所以能夠闡釋得相當清楚。
但是它不只是譬喻一事，從羅什將之音譯為「阿波陀那」，而沒有嘗試意譯這一點上，也可以想像到。羅什在智度論及法華經等，屢次使用「譬喻」的譯語，然而這些字在內容上或是對照梵語原典時，可以知道通常是
upamA譬喻或是
dRSTAntakaiH譬喻。也就是說，這兩種譬喻，羅什同樣都使用「譬喻」的譯語，只有阿波陀那是音譯，其中似乎有區別。這個情況不只在十二部經譯出時發生，像是在阿波陀那單獨出現的時候，也都可以看到被音譯為阿波陀那經、阿婆壇那經等。這與羅什對於jAtaka的作法不固定的情況不同──有時音譯為闍陀（智度論卷二五，大正二五，二四六下）、闍陀伽（成實論卷一，大正三二，二四四下），有時又意譯為本生經（智度論卷三三，大正二五，三○六下）。

阿波陀那的「譬喻」的意思的研究，必須以出現在諸論書中的十二部經的注釋為指標。首先，智度論最先舉出解說十二部經阿波陀那的說明，


阿波陀那者，與世間相似柔軟淺語，如中阿含中長阿波陀那經、長阿含中大阿波陀那、毗尼中億耳阿波陀那、二十億阿波陀那、解二百五十戒經中欲阿波陀那一部、菩薩阿波陀那出一部，如是等無量阿波陀那。
也就是說，所謂阿波陀那，是「世間相似柔軟淺語」。這個意思不太清楚，大致上是意味著，阿波陀那不是根據很難的理論，而是講述一般通用於世間的常識性且有趣的平易近人的故事。光只這樣說，還是不能釐清阿波陀那的意思，不過因為舉出了豐富的實例，所以可以經由檢討這些例子，思索出其意義。這一點在下一節中將照順序處理。接下來在婆沙論中提到，


譬喻云何？謂諸經中所說種種眾多譬喻，如長譬喻、大譬喻等，如大涅槃持律者說。

這裡所說的長譬喻、大譬喻，即智度論所謂的長阿波陀那、大阿波陀那。持律者說，意思是說持律者喜歡用阿波陀那譬喻，顯示出「律藏」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阿波陀那。但不清楚這裡提到的「大涅槃」是什麼意思。接著在大乘涅槃經中說，


何等名為阿波陀那經？如戒律中所說譬喻，是名阿波陀那經。
這裡清楚說明了阿波陀那就是譬喻，然而這宣說於律藏中。十住毗婆沙論中也說，律藏與阿波陀那有密切的關係──從
「若遇持律者，應當請問起罪因緣罪之輕重滅罪之法及阿波（三本、宮本作婆）陀那事」等之中可以知道。接下來瑜伽論中說，


云何譬喻？謂於是中有譬喻說。由譬喻故本義明淨，是名譬喻。
這應該是說，包含在譬喻中的教說就是阿波陀那。而且這個譬喻具有釐清「本義」──其教說的中心思想──的作用，就這一點應稱為阿波陀那。再者阿毗達磨集論中簡單說明，


何等譬喻，謂諸經中有比況說。

主旨與瑜伽論似乎相同。而成實論中說，


阿波陀那者，本末次第說是也。如經中說，智者言說則有次第，有義有解不令散亂，是名阿波陀那。
其中謂的「本末次第」，似乎是指被譬喻的教理、舉例的譬喻兩者。可能前者是義，後者相當於解。接下來順正理論中，


言譬喻者，為令曉悟所說義宗，廣引多門比例開示，如長喻等契經所說。有說此是除諸菩薩（之本行），說餘本行能有所證示所化。
這裡說明了關於阿波陀那的兩種說法。二說之中，初說與他論中所看到的阿波陀那的解釋相合；後說則清楚顯示出中期阿瓦陀那的特質。其中所說的「本行」，與本生同樣是過去的故事，而專指前世自己放棄的善行（為成佛所作的修行）。但因為這裡將菩薩的本行除外，所以應該就是將本生排除在外了，所以就不包含「菩薩阿波陀那」了。順正理論因為成立較晚，所以也採用了認為阿瓦陀那的意思是偉業、偉勳的說法。但應該注意的是，這種看法尚未被正統說承認。也就是說，將阿波陀那解釋為譬喻，是佛教的傳統立場。

如上，佛教傳統上的解釋方面，apadAna被解釋為譬喻的意思，而且可以說，這個意思比將這個字理解為「偉大的故事」還早。雖然由此便可清楚知道，阿波陀那就是譬喻，但是就「這是何種性質的譬喻」而言，在以上的解說中，還不太清楚。智度論所謂「世間相似柔軟淺語」，表達出阿波陀那譬喻的一個特質，然而僅僅如此還是沒有解釋得十分透徹。不過據經典記載，阿波陀那大多被包含在律藏中，而且智度論中也有大量的實例。因此我們以上述事項為線索，藉由一一檢討智度論中提出的實例，希望在闡釋阿波陀那性質的同時，經由阿波陀那的多少乃至故事性質的不同，探討律藏的新舊判別。

不過，由干潟博士提出一個推測：智度論十二部經的說明，原本在智度論中沒有，可能是譯者羅什附加上去的。確實，這十二部經的說明，從智度論全體看來，似乎有令人認為矛盾之處。但是僅僅如此就能斷言這些（大正大藏經中約一頁半）全都是羅什潤飾的嗎？這個地方一開始是大品般若中列舉十二部經，智度論引其經文後，對十二部經一一加以注釋。智度論中因為「因論生論」的，結果就可以看到很多偏離所釋般若經的說明論議，「初品」的解說中特別多。但是這個地方的說明，是直接用所釋般若經的經文來敘述的。大品般若中，既然枚舉了十二部經，那麼智度論的立場就非對此說明不可。因此，即使這個部分有若干與智度論全體不一致之處，似乎也不能立刻就斷定為都是羅什的潤飾。亦即也許可以說，智度論的原典中，應該有一一對十二部經作某程度的解釋吧。

在這裡，我們的重點「阿波陀那」的部分，應該思考：這是智度論中一開始就有的？還是可以視為是羅什附加上去的？關於這一點，雖然我們也無法明確地下決定，不過從內容來看的話，我想應該是智度論原典中就有的。原因是，如以下的檢討，智度論中出現的阿波陀那的例子，有十誦律中很難找到的，倒是一般人認為和根本有部律十分親近這一點，龍樹應該比翻譯十誦律的羅什還有可能。而且智度論舉出的實例「長阿波陀那、大阿波陀那」等，也都是婆沙論中出現過的，與曾在學習有部教說的龍樹的學說並無矛盾之處。

此外，當視這些為羅什潤飾時，則會產生一個問題：羅什自何處得到這些資料？這種情況下，似乎可以說，羅什繼承了印度的某個傳統說法。因此，目前我們的研究中，智度論的阿波陀那的主張，無論是本來在智度論原典中就有，或者是羅什的潤飾，都不會因此而受到決定性的影響。

四　由大阿波陀那的成立看律藏序分的新舊
1　大阿波陀那與大本經
《大智度論》在阿波陀那的例子方面，舉出六種阿波陀那，其第二為「長阿含中之大阿波陀那」，相當於《婆沙論》舉例的「大譬喻」。這相當於現在《長阿含》第一〈大本經〉（巴利DN. 14 MahApadAna-suttanta）一事，
學者間並無異論；漢巴的內容也大體相合。大本經的意思大概就是
「大本緣經」吧；無法決定此一「本緣」的原文究竟是apadAna？還是avadAna？也許是avadAna。由於巴利的相當經典寫作MahApadAna-suttanta，所以毫無問題地，巴利為apadAna，而漢譯的原文有不清楚的地方。長阿含卷一的大本經的結語中記載，
「佛說此大因緣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由此看來，大本經其實似乎應該稱為「大因緣經」。由於有這樣的困難處，故出版大本經梵本的
Waldschmidt以梵本卷末題記破損而題名不明，參照漢譯還是認為有若干疑問的情況下，將梵本原名定為MahAvadAna-sUtra。

也許這樣的題名是對的。漢譯大本經的原名似乎也不是MahA-apadAna-sUtra。因為漢譯長阿含中列出了兩次「十二部經」，上面譯為
「證喻經」（卷三）、「譬喻經」（卷十二）的，應該相當於avadAna；而且因為其中有「相應經」、「本緣經」等譯語，如果將這些對應為avadAna的話，結果就無法求得「證喻經」、「譬喻經」的原文了。因此應該可以認為，長阿含中十二部經的apadAna譯為「譬喻」或者是「證喻」，其原文作apadAna，大本經中原文為avadAna，意思是「本緣」，譯為「大本經」。

大本經是一部敘述過去七佛傳記的經典，說明七佛的種姓、族姓、壽命、成道處、大弟子名、大說法會數、父母、都城等，其後特別詳細述說了毗婆尸佛的傳記。但是其中過去佛的傳記皆與釋尊的傳記雷同，講成同樣的型式；這是因為在諸佛常道方面，站在取誕生、出家、成道、梵天勸請等全部相同型式的立場。因此可知，大本經是在關於釋迦佛的佛傳產生後，將此適用於過去六佛而著作出的經典；不難想像，釋尊佛傳的原型可能是在陀滅後不多時，便被著作出來的。與此相較之下，過去七佛的信仰是後來才有的，此事便十分清楚了。但由於考慮到法的真理性、法的永遠性，便生起「過去必定也有人領悟到與此相同的法」的想法，於是產生了
「古仙道」、
「古佛道」的信仰，興起了「釋尊也是循著與古仙、古佛相同的道路而到達開悟」的信仰。以這樣的思想為題材的經典也不算少，一般認為，也許探尋這樣的過程後，也產生了過去七佛的信仰。進而，身為將來佛的彌勒信仰理應也隨之而起。
被列為過去七佛第五位的拘那含牟尼佛KonAgamana, Kanakamuni，在阿育王碑文已經出現過了。亦即在其
「NigAlI Sagar法敕」中，敘述，王在灌頂十四年後，將拘那含佛Budha KonAkamana的塔修復為兩倍。此事顯示出，拘那含牟尼佛的塔，在阿育王以前就已經存在了，而過去七佛的信仰也出乎意料地早。如上，大本經的原形未必很新，不過當時為什麼一定要將釋尊的佛傳適用於過去佛，而著作出這樣的經典呢？還有，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可以將這個經典稱為阿波陀那。僅就大本經而言，其中沒有可以視為「譬喻」的意思。──由於學者只從大本經就想決定阿波陀那的意味，所以結果自然就一定要將阿波陀那定義為
legend, life history等意思。──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去探求這部經的「原形」，但是我想，我們可以在律藏的〈序分〉中，發現這部經的原形。

大本經毗婆尸佛的佛傳與釋迦佛的佛傳相較之下，所出現的種種名稱都不同，然而其形式則完全一致，不過有一處不同點很值得注意。根據釋迦佛的佛傳，有一節是當弟子增加到若干人數時，佛陀允許諸弟子說法教化，勸告說，「兩人勿同行一道，為世間利益、世間安樂而說法」。毗婆尸佛的佛傳中也有這一段，但是之後接著附加
「但如果六年過後，因為要誦出波羅提木叉，所以要再返回槃頭都城」。釋迦佛傳中，說法宣言是很有名的一節，但是波羅提木叉的誦出，由於釋尊的處理方式是「隨犯隨制」，所以並沒有這麼明確地就是在六年後說戒。根據大本經，大梵天也在聽聞毗婆尸佛的話後隨喜，梵天自身也誓言六年後再聚集，而且眾神每過一年便警惕諸比丘，通知他們誦出波羅提木叉的時間逼近了。而且最後有敘述，毗婆尸佛在大眾中宣說
波羅提木叉。因此，波羅提木叉的誦出，在大本經、大阿波陀那經中極受重視，此事在釋迦佛的佛傳中並沒有記載，因此必須釐清這是從何處來的。
2　律藏序分與過去七佛
律藏的
最初，也就是在波羅夷法第一淫戒被宣布前，敘述釋尊與五百弟子於毗蘭若雨安居。據說當時毗蘭若正值饑荒，糧食缺乏，世尊及諸比丘三個月都食用馬麥。這個故事被敘述在律藏的最初，是因為闡釋波羅提木叉──兩百五十戒的每一條學處從什麼樣的立場才會被制定下來的事件，一般認為是從此時發生的。亦即舍利弗某日在靜處思索，哪些過去佛的正法永續？哪些過去佛的正法不永續？之後向釋尊請益此事，佛陀教導他說，
「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孫佛、迦葉佛，此諸佛修梵行法得久住。隨葉佛、拘那含牟尼佛，法不久住。」。──這是根據四分律，
五分律、巴利律、僧祇律稍有差異，十誦律、根本有部律則缺這部分。──而在原因方面教示說，正法久住的過去諸佛，制定弟子生活規範的波羅提木叉，為防止諸弟子日常生活的紊亂。於是舍利佛向佛陀建議說，那麼，正使釋迦佛也正法久住，請儘快制定波羅提木叉。但是佛陀沒有採用他的建議，他回答說，沒有犯者而事先制定罰則是不正確的，應該在犯者出現後，才開始定下禁止那個行為的規則。

在以上的教說中，波羅提木叉的誦出一事，成了關心的焦點。毗婆尸佛由於誦出波羅提木叉而正法久住，亦即波羅提木叉是正法的生命。但是釋迦佛尚未宣說出來，雖然總是會宣說，但這是「隨犯隨制」的。這裡讓人體會到毗婆尸佛的正法與釋迦佛的正法，有根本上的差異。律藏中，這個故事被包含在淫戒中，然而一開始應該是個別獨立，成為整個律藏的「序分」。此一律藏的序分中，從哪個佛有說波羅提木叉、哪個佛沒有說波羅提木叉，這樣的角度，來列舉七佛的名字。所以，如果應用其中成型的佛傳的話，那麼過去七佛就很容易成立。我想，如此一來，被擴大的作品可能就是長阿含的大本經、大阿波陀那經等。至少，根本不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大本經及大阿波陀那強調毗婆尸佛誦出波羅提木叉一事，從佛傳的形態中是導不出來的。其中顯然有不得不認為是受律藏影響的部分。

大本經及巴利大阿波陀那經中，詳細敘述毗婆尸佛在六年後宣說波羅提木叉的事，但是七佛中，哪一位佛有說波羅提木叉，哪一位沒沒有說，則沒有敘述到。然而大本經有很多異譯，現行的就有
法天譯《七佛經》、同樣為法天譯的《毗婆尸佛經》、失譯《七佛父母姓字經》、《增一阿含》卷四十五等。其中，七佛經中記載，
「過去劫中，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宣說尸羅ZIla清淨戒律，成就智慧最上之行」，並且提到，「賢劫中，俱留孫佛、俱那含牟尼佛、迦葉波佛，亦說清淨律儀及禪定解脫之法，我所說法，亦復如是」。

將過去六佛分為這兩種一事，與前述之四分律不同，而與巴利律、五分律的記述一致。但是
巴利律、五分律中，毗婆尸佛等三佛都「未說」波羅提木叉，而七佛經中則變成「說過」。這是因為脫離律藏後，「正法久住」等等限制就寬鬆了，所以哪一位佛是否有宣說戒經就不是重點，而且，其實更改為每一位佛都說戒經可能比較自然吧。此外，因為毗婆尸佛經是自七佛之中，只提出毗婆尸佛來細說的，所以就沒有提到有哪些佛說過戒經了；但是
六年後說戒經一事則有出現。接下來，
七佛父母姓字經以說明七佛的父母、壽量、姓字、眾弟子為主，戒經方面什麼都沒有說。再者，
增一阿含卷四十五也是與此同類的經典，然而更進一步列出了以彌勒佛為首的六位未來佛。戒經誦出一事，同樣沒有提到。

律藏的「序分」與長部大阿波陀經之間有關係一，佛音也注意到了。他在
SamantapAsAdikA中注釋律藏序分時，從大阿波陀那處取得補充來作說明。而且大阿波陀那中認為，毗婆尸佛六年後宣說戒經，但是巴利律的「序分」中，佛卻被包括在沒有宣說戒經的佛之中，所以佛立便會通這一點──他說，毗婆尸佛沒有宣說ANApAtimokkha（威德波羅提木叉），而說了OvAdapAtimokkha（教誡波羅提木叉）。
根據巴利部大阿波陀那經，毗婆尸佛當時針對波羅提木叉說了三偈，


忍辱、苦行、寬容為最上，諸佛宣說涅槃為最上，害他實非出家者，惱他不名為沙門。。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此為諸佛所教。

不爭，不傷害，更能於波羅提木叉中制禦，食事知量，持寂靜臥坐處，傾心冥想，此為諸佛所教。

此偈的意趣只是「教說」ovAda，並非具有禁止與罰則的規範（威德  ANA）。因此佛音稱此為「教誡波羅提木叉」，因為只有毗婆尸佛實行了教誡，因此會通了沒有說波羅提木叉的說法。此一教誡波羅提木叉在巴利大阿波陀那為三偈，漢譯大本經則為一偈──


爾時如來於大眾前上昇虛空，結加趺坐，講說戒經。
忍辱為第一，佛說涅槃最，不以除鬚髮，害他為沙門。
這與巴利大阿波陀那的第一偈相合。而且這些偈文與收錄於律「戒經」的「七佛偈波羅提木叉」相同或者是類似。現在自
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中，引用七佛偈戒經如下，

佛言，毗婆尸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略說波羅提木叉。


忍辱第一道　　涅槃佛稱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為沙門

尸棄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略說波羅提木叉。

　
譬如明眼人　　能避嶮惡道

　世有聰明人　　能遠離諸惡

毗葉婆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略說波羅提木叉。

　
不惱不說過　　如戒所說行

　飯食知節量　　常樂在閑處

　心淨樂精進　　是名諸佛教

拘留孫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略說波羅提木叉。

　
譬如蜂採華　　不壞色與香

　但取其味去　　比丘入聚落

　不破壞他事　　不觀作不作

　但自觀身行　　諦視善不善

拘那含牟尼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略說波羅提木叉。

　
欲得好心莫放逸　　聖人善法當懃學

　若有智寂一心人　　爾乃無復憂愁患

迦葉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略說波羅提木叉。

　
一切惡莫作　　當具足善法

　自淨其志意　　是則諸佛教

釋迦牟尼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為寂靜僧略說波羅提木叉。

　
護身為善哉　　能護口亦善

　護意為善哉　　護一切亦善

　比丘護一切　　便得離眾苦

　
比丘守口意　　身不犯諸惡

　是三業道淨　　得聖所得道（下略）

其中，大本經毗婆尸佛的偈戒經，顯然相當於巴利大阿波陀那的第一偈，律藏的「戒經」中，也與毗婆尸佛的「略說波羅提木叉」一致。巴利大阿波陀那有三偈，其第二偈相當於律藏戒經中迦葉佛的偈戒經。且其第三偈相當於毗葉婆佛的偈戒經。因此一般認為，七佛的偈戒經似乎是以大本經及大阿波陀那經為基礎，加以增廣後，再配上七佛而成立的。

關於附加於戒經末尾的七佛「偈戒經」，諸律中有異動。前面指出的是僧祇律戒本的偈，其中釋迦佛的偈戒經還附加三偈上去。而且五分律戒本、十誦律戒本與前引的僧祇律偈的譯語完全吻合（這應該是以羅什譯的十誦戒本為底本，其他二譯採用此本一事，如第二章已經論述過的）。接下來，
四分律戒本末尾的偈戒經，譯語有差異，然而旨趣與前述一致。不過釋迦佛的偈為一偈半。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中，漢譯方面與四分同樣，譯文有異而內容與其他律的戒經吻合。但是
梵本與藏譯的偈文內容與漢譯相合，不過偈並沒有分配給七佛，而是連續列出九偈。順帶一提，Finot出版的
梵文有部戒經，與漢譯十誦律同樣將九偈分配給七佛，接著再列出一偈（此梵本的末尾破損了，所以不清楚之後是否還有偈）。接下來，飲光部的
解脫戒經中，七佛的偈戒經記載於卷首。至於完全都沒有的，是巴利律戒經。

也許完全沒有這些偈的巴利律戒經的是最早的版本。一般認為，似乎是受大阿波陀那等毗婆尸佛的偈戒經影響後，偈文在其他部派中增廣，分配給七佛後，成了「七佛偈戒經」。總之學者指出，七佛偈戒經的九偈，大部分存在於Dhammapada，也有存在於UdAnavarag中的。但是其中兩偈不在巴利法句經中。因此可能偈戒經是由巴利上座部以外的部派的人，大約自法句經等擷取出偈文，著作成七佛的偈戒經。此外，在法天譯毗婆尸佛經卷下，毗婆尸佛的波羅提木叉也是三偈，與巴利大阿波陀那的三偈相較之下，內容有些許差異。亦即上面這樣記載，


忍辱最為上，能忍得涅槃，過去佛所說。出家作沙門，遠離於殺害，身口七支過，持此戒具足，發生大智慧，得佛清淨身。世間無有上，出生無漏智，盡苦苦生死。

3　律藏序分的新舊
如上，大阿波陀那與律藏「序分」有密切的關係，我想很有可能由於擴大律藏序分後，大本經等便成立了。從這個角度看來，首先就能夠理解大阿波陀那是「譬喻經典」一事了。亦即這意味著，波羅提木叉成為正法久住的根本這件事，在對照過去佛梵行久住或不久住的事蹟後，便昭然若揭了。但並不是說，律「序分」現在的這個內容，就是大本經或大阿波陀那當初的原形。律的序分中，把說明釋迦佛的波羅提木叉是「隨犯隨制」這一點置於中心，然而在大本經等反而把重點放在敘述過去佛的事蹟上。

考慮以上之後，探討諸律律藏序分的新舊如後。首先，擁有此一序分的是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等四部律，十誦律與根本有部律則缺這個部分。此一關係也可以在犍度部的佛傳中看出來──巴利、四分、五分的受戒犍度中存有佛傳；僧祇律的受戒犍度中簡單地提及佛傳；而十誦律則完全缺少佛傳；根本有部律出家事提到類似佛傳的阿瓦陀那，然而因為這屬於不同系統的作品，所以根本有部律也列為缺少佛傳這類中。如此一來，情形便與「序分」的場合相同了。

律的序分方面，如果看得更仔細一點就會發現，巴利、四分、五分的序分中，場所作
毗蘭若VeraJjA，僧祇律的場所作
舍衛國。根據巴利律等記載，佛陀與五百弟子受毗蘭若婆羅門邀請雨安居，在毗蘭若渡過三個月雨季。當時毗蘭若婆羅門雖然招待佛的僧伽，但是卻忘了這件事，完全沒有供養。除此之外，毗蘭若當時正值饑荒，所以佛與五百弟子即使乞食也得不到施食，好不容易從馬師處得到馬麥的供養，三月食馬麥。僧祇律由於場所設在舍衛國，所以沒有三月馬麥的故事，直接便切入主題。這兩者的不同，似乎顯示出上座部系諸律與大眾部系律的系統的差異。

接著，問何等佛梵行久住、何等佛梵行不久住的，是舍利弗。這一點四律全同。亦即他於靜處住於冥想中時，產生了過去佛的正法為何會滅的疑問，並思考什麼樣的佛正法長續，什麼樣的佛正法速滅的問題。之後從禪定中起，到佛前時，便提出這個問題。

接下來在佛陀的回答中，梵行久住的佛與不久住的佛的區別，巴利律與五分律都是將過去六佛各分一半──
毗婆尸佛VipassI、尸棄佛SikhI、隨葉佛VessabhU這三佛的梵行不久住，拘樓孫佛Kakusandha、拘那含牟尼佛KonAgamana、迦葉佛Kassapa的梵行久住。相對於此，
四分律將梵行久住、不久住倒過來，改變了區分──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孫佛、迦葉佛的梵行是久住的，隨葉佛、拘那含牟尼佛的法是不久住的。此一四分律的區分方式，與認為「毗婆尸佛宣說了波羅提木叉」的大本經的立場一致，不過並不清楚巴利、五分與四分之間的差異是如何產生的。

接下來，
僧祇律中沒有出現七佛的名號。只記載佛陀回答說，「諸佛如來不為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法不久住……以如來廣為弟子說九部法，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教法久住」。

但是當時舉為譬喻的鬘師的故事，四律之中都有。即說到，鬘師如果把花串在線上的話，這些花如果被風吹的話，不會立時飛散。同樣地，三佛為弟子廣說正法，然而沒有結戒，沒有說波羅提木叉，所以梵行就快速滅亡而不久住。這個譬喻，同樣都出現在四律中。

接著，舍利弗向世尊懇請，為使釋迦佛也正法久住，為聲聞制學處，立說波羅提木叉。對於這個請求，佛陀說，沒有罪而先行制戒是不行的，作出「必須隨犯隨制」的回答。這一點四律的意趣也都相同。

由上可以輕易地看出，這個故事理應出自同一個來源。因此照理說，「隨犯隨制」的思想在部派分裂以前就已經存在了，之後便如上所見一般，以一段插曲的形式被流傳下來。但是這個故事中，僧祇律與其他三律之間有差異，所以現在形應該是在部派分裂以後固定下來的。

檢視此四律序分的新舊時，巴利與五分的形似乎可以說是比較早的。這兩律以毗婆尸、尸棄、隨葉沒有說波羅提木叉，這與大阿波陀那及大本經等矛盾。因此律的序分可以說與大本經等沒有關係，也許在之前就已經成立了。接著，這兩律與諸律「戒經」中的七佛偈戒經矛盾。諸律的戒經中，如上述是作「七佛皆說波羅提木叉」，記載了這些偈戒經。因此與這些立場不同的巴利、五分的形可以說是最古的。接下來四分律以毗婆尸、式、拘留孫、迦葉佛說波羅提木叉一事，應該是之後修改的。

僧祇律因為和上面三律的系統不同，所以要直接論述新舊是很困難的事，我想，也許比上述三律的形還新。首先談到為什麼沒有七佛名號，這可能和僧祇卷二十七「布薩法」之中，七佛的偈戒經
便以「偈布薩」之名，原封不動地在裡面有關係。諸律之中，此偈戒經被包含在廣律之中的，只有僧祇律。其他律沒有包含在廣律中，只包含在《戒經》而已。如上述。偈戒經中安排，七佛都宣說了波羅提木叉，只不過「序分」屬故事性質，非舉出不說波羅提木叉的佛不可，無法處理為全部的佛都說了波羅提木叉。因此，「七佛偈戒經」包含在廣律中的僧祇律方面，如果想要除去律全體的矛盾的話，除了從序分中刪去七佛名號外，別無他法。一般認為，僧祇律的序分中沒有七佛的名號一事，可能是因為如此。

此外，一般認為僧祇律的序分很新一事，應該是僧祇律在此處提出舍利弗的
「前生因緣」。舍利弗請求「諸比丘未有過患，而請世尊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一事，不只今生如此，過去世也曾經有相同的請求；佛說了他的前生因緣：他在前世是迦尸國的大臣，名字為陶利，治國的時候，儘管國家治理得和平安樂，但還是想要事先制定刑罰。在這個故事中，當時國王大名稱為我（釋尊），大臣陶利為舍利弗。如後述，站在「重覆同樣的事情」的立場，作出前生因緣談的，為阿波陀那的類型之一，然而這被包括在此處這一點，必定是僧祇律的序分的固定，比其他三律的都還晚。

接下來，缺少序分的十誦律的立場可能為何？如果從單純的形是比較早的立場來看的話，那什麼也沒有的十誦律的形必定是最早的吧，然而這種情況不能這樣看待。我認為，十誦律應該是刪去了本來存在的序分。假設部派分裂以前有序分的原形的話，十誦中沒有的這部分，就不得不認為是刪掉了，然而當檢視整部十誦律時，一般認為十誦律的編集者顯然已經知道了這個序分的存在。
十誦律中也有說到，佛陀受毗羅然國VeraJjA的阿耆達Agnidatta婆羅門邀請去安居的事──在其卷十四「與外道食戒」與卷二十六「醫藥法」這兩個地方提到；文章幾乎全部一樣，不過有與其他律的說明不同的，應該注意的地方。佛接受婆羅門這個邀請時，釋尊敘述說，「我先世果報必應當受，作是念已，默然受請」。換句話說，十誦律的編集者將佛與其眾弟子在毗羅然國沒有食物，三月食馬麥一事，解釋為是由於先世的業報，無可避免。這故事詳細敘述在
根本有部律《藥事》卷十、十一中，其中更進一步強調，由於佛陀及諸弟子前所作的業報，三食馬麥的事不可避免。而根據十誦律記載，
「是時舍利弗獨往不空道山中，受天王釋夫人阿須輪女舍詣請，夏四月安居天食供養，時佛與五百比丘，少一人在毘羅然國安居」。亦即十誦中明白指出，舍利弗此時沒有去毗羅然國。如果沒有去的話，那麼關於過去佛梵行久住、不久住的問題，自然就一定不會產生了。十誦律在記錄與巴利等同意趣的三月馬麥的故事的同時，特意講到舍利弗沒有參加安居的事，我認為是為了否定序分的作為。因此我覺得十誦律的編集者本來應該知道，廣律一開始的地方有序分，在整理十誦律為現在形時──將比丘尼分別挪後等，顯然十誦律是一部曾經整個重新整理過的律──刪掉了序分。不知道是為了什麼緣故而刪除的，也許是因為律藏中阿瓦陀那增大了，反而變成理解律的障礙，所以才加以整理吧。
智度論中也曾經提到，「一者摩偷羅國毘尼，含阿波陀那、本生有八十部。二者罽賓國毘尼，除卻本生、阿波陀那，但取要用作十部」。

如果這樣看來，顯示出不具有序分的十誦律的經分別，應該是比僧祇律還要更新的階段。順帶一提，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中可以看到的同類的故事，也與十誦律的旨趣相合，而且敘述得更詳細。也就是說，其中說到，舍利弗由於風病，不堪三月食馬麥，拒絕同行。然而同時，目犍連也留下來看顧舍利弗而沒有同行，敘述為
「佛與四百九十八苾芻，於此夏安居」。因此表示，根本有部律藥事的於鞞闌底城食三月馬麥的故事，是比十誦律還要更新的階段。總之，十誦及根本有部律在講述毗蘭若婆羅門的故事之際，關於舍利弗的行動故意作不同的說明一事，我想應該是因為具有關於序分記載的知識，想要辯護自己將之刪除的事。

其中並非以過去七佛的故事及毗蘭若婆羅門的探討為主，所以關於這一點的探詩就省略了，然而自大阿波陀那這樣的立場來判定律藏序分的情況，發現有序分的巴利、五分、四分、僧祇的形，比不具有序分的十誦律、根本有部律還古老。而且在具有序分的四律之中，巴利與五分的形最古，接著下來是四分。至於僧祇律，可以說位於比上述三律還新的階段。而十誦與根本有部律之間，應該是根本有部律比較新。
經由律藏序分所附上的以上六種廣律的新舊階段，不僅序分內部很恰當，即使對整個廣律的狀態而言，大致上也很妥當。換句話說，其他部分的比較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結果。更深入而言，關於五分與四分的新舊，每一個部分都有不一樣，和五分相較之下，四分讓人覺得保存了古型的部分相當多。因此，大都把順序定為巴利、四分、五分、僧祇、十誦、根本有部律。這一點，預計由其他部分的比較研究再作進一步的闡釋。

五　阿波陀那的發達與律藏
1　長阿波陀那
《大智度論》首先提出的「中阿含中長阿波陀那經」，即《婆沙論》及《順正理論》之「長譬喻」，相當於現存《中阿含》中第七十二經
《長壽王本起經》。《中阿含》譯者將阿波陀那譯為「本起」一事，可以自中阿含「十二部經」的譯語例中得知──其
卷一中，十二部經譯為：正經sUtra，歌詠geya，記說vyAkaraNa，偈口他gAthA，因緣nidAna，撰錄unAna，本起apadAna(or avadAna)，此說ityuktaka，生處jAtaka，廣解vaipulya，未曾有法adbhutadharma，說義upadeZa。這時候，「本起」配為阿波陀那（或阿瓦陀那）最恰當不過了。

相當於《中阿含長壽王本起經》的巴利中部《隨煩惱經》
MN. 128. Upakkilesa-sutta中，沒有長壽王的故事。但是這個故事十分有名，
漢譯方面有《增一阿含》卷十六、《出曜經》卷十六、《六度集經》卷一〈長壽王本生〉、《四分律》卷四十三、《五分律》卷二十四、《僧祇律》卷十三《長壽王本生經》、《十誦律》卷三十《長壽王經》、《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事》之KoZAmbaka-vastu、異譯單經方面的失譯《長壽王經》等，此外巴利系統則宣說於巴利律〈拘睒彌犍度〉Kosambakkhandhaka、〈法句經注〉DhammapadaTThakathA、本生第三七一經Dighiti-kosala-jAtaka、同上第四二八經KosambI-jAtaka等。雖然有這麼多資料，但是全都不是同形的故事，可以在其中看到發展的階段。

首先是長壽王，智度論及婆沙論等只譯為「長」而不作「長壽王」，這也許是因為如下所說的理由吧。從巴利系的四份資料來看，長壽王方面可以看到DIghIti, DIghiti, DIghati三種傳承。第一的DIghIti可以譯為「長災」，其他兩詞很難看出意思。而且根本有部律梵本的DIrghIla-sUtra的意思也不清楚。此外關於其子長生太子，有DIghAyu, DighAvu兩個傳承。這兩者都可以譯為
「長生」。因為南傳本生的題名已經記載為Dighitikosala-jAtaka，所以我認為漢譯長壽王本起經的梵名，可能也是DIrghiti-apadAna(or avadAna) or DIrghati-apadAna(or avadAna) 等吧。總而言之，在王子也是長生（長壽）這一點，總是會讓人覺得有些混亂。中阿含中因為詳細敘述了長壽王的故事，所以從中便可以知道這是王的名字，而且王子的名字也可以對照後，下適切的譯語，由於智度論及婆沙論只有引用經名，所以漢譯者只要沒有注意到這點的，自然就不會出現「長壽王」的譯語。因此我認為，單從題名似乎就會形成《長阿波陀那》、《長譬喻》的譯語。

接下來預定暫時先考慮，這是從什麼意義上來看才會譯為「譬喻」的。根據中阿含長壽王本起經，佛陀某時曾住在拘睒彌KosambI，當時這個住處的比丘眾因細故而生口角，互不相讓，所以意見變得極端對立，時常發生爭執，無法過和合的生活。於是佛陀說「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是法可尊貴」後，說了長壽王的忍辱故事。「過去拘舍羅國有一位長壽王，隔鄰加赦國有一位名梵施的王。這兩位國王時常相互戰爭、爭執，最後長壽王戰敗，失去了王位，成為流浪他國的人。其間長壽王生了一位王子，命名為長生。然而之後長壽王從前的身分被識破了，於是受到梵施王的追殺，在執行死刑時，對悄悄地跟隨在他身旁的兒子長生留下一句話：「莫起怨結，但當行慈」後就死了。之後長生太子隱藏身分於梵施王的王宮任職，逐漸取得王的信任而命他隨侍身旁。某日無人時，王枕在長生的膝上睡覺，長生心想，現在正是可報父母仇的時候了，於是拔利劍架在王的脖子上，但是憶起父親當時的遺言，於是放棄殺梵施，向王懺悔。王也後悔從前做的錯事，向長生道歉，於是互相原諒了對方。之後王送長生回到故國，將自己的女兒嫁他，兩人彼此和睦地生活」。這是長壽王故事的梗概。拘睒彌的比丘眾惡聽到佛陀所說的故事後，仍然不和解，所以佛陀認為，與其受諍事煩擾，不如獨住較為快樂，於是捨其地移往他所。於是諸比丘也後悔前非，尾隨佛陀而到佛陀的下榻處，雙方和解。

這裡，長壽王故事為譬喻故事的意味就在於，為經常爭執的拘睒彌比丘眾，說出最初有衝突，而後來捨怨而和解的長壽、長生、梵施的故事。在「爭執」這個共通的問題中，出現了完美地解決它的實際例子，其實是希望解決現實的爭執。因此這不單只是類似乎故事而已，多半是教訓、實踐性質的。除了為了讓人理解理論及教理外，編出對現實的錯誤行為能夠有類似感受的故事，想藉此來改正這個錯誤的，便是「譬喻」。所謂阿波陀那，可以解釋為具有這種意味的譬喻，這裡為方便起見，將這個稱之為「教訓譬喻」。如上一來，由於阿波陀那是與諸比丘的日常行為有關連而說出的譬喻，所以也可以把它理解為，可以說是和律藏的關係很深。律是比丘眾的的生活規範，禁止不正確的行為，規定正確的行為。因此，有人做出不正確的行為時，為了要教誡此事，有可能就會敘述與此類似的教訓故事。所以律藏中很容易保存阿波陀那。如長壽王本起經，也是由於讓它與拘睒彌比丘眾的紛爭產生關連，才開始出現「譬喻」的意味，我認為，原型位於律的〈拘睒彌犍度〉中。

如上述，長壽王故事存在於種種經典中，但是形都不同。
巴利及四分律的拘睒彌犍度，以及五分律的羯磨法中，長壽王的故事都敘得十分詳細，但是上面只敘述為「過去世的往事」，並不是佛陀的前生談。而且敘述到爭執的比丘眾最後和解為止，其教訓譬喻本身的形已經前後一貫了。接著
僧祇律中卷十三「發諍戒」中，提到拘睒彌比丘鬥諍的事情，不過其中省略了長壽王的故事說，「如長壽王本生經中廣說」，亦即在這裡視為是「本生經」之一。因此僧祇律除了省略故事外，還把長壽王故事理解為佛陀的前生故事。同樣，在
十誦律卷三十「俱舍彌法」中，也詳述了俱舍彌比丘的鬥諍，但是長壽王故事被省略了，而且提到：「廣說長壽王經已，即從座起，往支提國……」。也就是說，十誦律中已經預先設定了「長壽王經」。這個情況也與梵本根本有部律Vinayavastu「律事」的
「拘睒彌事」KoZAmbaka-vastu中一樣。在上面也敘述：「詳細（如）中阿含
三昧相應中之Dirghila經（所說）」”vistareNa dIrghilasUtraM madhyamAgame samAdhisaMyuktake”。換句話說，在根本有部律方面，已經知道此經包含在中阿含之中了。但是此一長壽王經DIrghila-sUtra究竟是阿陀那，還是本生？光憑這些還不知道。

以上，巴利、四分、五分詳細說明了長壽王的故事，僧祇、十誦、根本有部律則省略，但是這應該是以省略來作成更新的形。因為最初，拘睒彌犍度被著作時，這個故事自然一定是包含在其中的。以拘睒彌比丘的鬥諍為契機來述說這個故事，是所有的資料都這樣記載的。因此具體敘述拘睒彌的故事的話，照理說，就不能省略長壽王的故事。而且談到關於律藏以外的資料，漢譯
中阿含長壽王本起經、出曜經卷十六、增一阿含卷十六等故事都只作「過去世的故事」，沒有被說成是和佛陀的前生有關。但是別出單經的
長壽王經、六度集經卷一中，都把這個視為是佛陀前生發生過的事，記載說，「時長壽王者，今我身是也。太子長生者，阿難是」。巴利的
本生也將此視為佛的前生，但是這裡，以太子長生為菩薩。如此一來，成為佛的前生談的，顯然比過去世故事的還晚成立。因此巴利、四分、五分的阿波陀那，應該可以說比本生還早成立。但由於僧祇預先設定了這種本生經化的長壽王經，所以應該可以把僧祇律重新整理的時期定在相當晚的時候。十誦律只說到「長壽王經」，但應該注意的是，別出單經「長壽王經」的內容是本生經。因此也不能說十誦律的長壽王經不是本生經。但是梵本根本有部律已經提到「中阿含中之長壽王經」，所以可能不是被本生經化的長壽王經，不過因為它位於「三昧相應」SamAdhisaMyuktaka中，所以與現存漢譯中阿含的長壽王經位於「長壽王品」相較之下，組織必然不同。因為一般都認為漢譯中阿含屬有部系統，所以根本有部與有部的關係方面，有必須要探討的問題。

以上藉由「長譬喻」判定諸律的新舊後，可以說，巴利、四分、五分位於古階段，僧祇、十誦、根本有部律位於新階段。
2　欲阿波陀那
智度論在第五項中舉出「解二百五十戒經中欲阿波陀那一部」，無法決定到底所指為何。但是一般認為，也許有可能是指散說於「經分別」中，所說的有關貪欲的譬喻。站在這個角度來看經分別，則有如下多欲的教訓譬喻。

一、龍王愛惜寶珠的譬喻與飛鳥愛惜羽毛的譬喻。這兩則故事除十誦律外，其他律都有。但是
巴利、四分、五分、僧祇等四律中，出現於僧殘法第六「無主作房戒」，只有
根本有部律出於「索美食學處」。十誦與根本有部律的「無主作房戒」中沒有說譬喻。其中這兩律只有在譬喻方面，顯示出是不同系統。

二、二獺與野干的譬喻。這位於
僧祇律的「長衣戒」，
十誦律的「衣法」中也有說。但是「衣法」不屬經分別部分。

三、黃金鵝的譬喻。出於比丘尼律，即在比丘尼律的波逸提「食蒜戒」中，因偷蘭難陀比丘尼的
多欲而說的，存於巴利、四分、根本有部律三本的尼律中。

四、賴吒波羅RaTThapAla連父母也迴避乞求的故事。這是很短的故事，在無主作房戒中，接在飛鳥愛惜羽毛的譬喻之後說的，只存於
巴利、四分、五分中。

五、梵志迴避乞求迦夷國王的故事。這只出於
五分律，於前述無主作房戒中。因此五分律的無主作房戒中有四則譬喻故事。

六、吐羅難陀比丘尼前世為賊時的故事。這只出於
根本有部律，於前述「食蒜戒」中，在根本有部尼律黃金鵝的故事後面，就是這則故事。

律藏中可以算是多欲譬喻的如上述。這裡要注意的是，十律的經分別中，並沒有多欲的譬喻。因此智度論說的「解兩百五十戒經」，自然就不是指十誦律了。整體而言，智度論的資料大多採用自說一切有部的學說，但是關於這一點，還有再作詳細檢討的必要。

以上阿波陀那的數量，巴利四則、四分四則，兩律一樣多。五分四則，但是其中一則與上述兩律不一樣。僧祇三則，但是一則與上述三律不同。根本有部律四則，十誦律沒有。不過十誦律在犍度部中記載了一則故事。

從上面，十誦律中沒有欲阿波陀那一事，與大阿波陀那的情況一樣，我想是被刪掉的。

接著，就譬喻內容來探究其新舊如下。

第一龍王愛惜寶珠的故事，佛陀訓誡說，「從前靜林中的大池旁有一位仙人在修行，池中住著龍王，已經歸依仙人。龍時常出來，為了對仙人表示敬意，以長大的身體捲住仙人的身體，為他防護寒苦。但是仙人很怕龍，因為被龍身捲住的恐懼而日益衰竭。其他的仙人看到這樣，就教他說，如果不希望龍來的話，就乞求龍頭上的寶珠。於是仙人隔天向從池中出來的龍王，唱出想要頭上寶珠的偈時，龍王就嚇得進入池中，再也沒有出現在仙人面前了。過份的要求連畜生都厭惡，諸比丘，乞求應知量」。

接著飛鳥愛惜羽毛的譬喻是說，「從前雪山中有一位仙人在修行。但是到了夜晚便有許多鳥兒聚集過來鳴喚，十分干擾仙人的禪定。就在為此困擾時，朋友教他說，如果不希望鳥過來的話，就向牠乞討羽毛。於是當仙人乞求說，你們給我翅膀吧，給我蛋與幼鳥吧，鳥兒都害怕得銜著蛋、帶著幼鳥，跑得遠遠的，再也沒有出現過了。連鳥類都會因為過份要求而遠去，何況人類呢？過度乞求的話，大部分的人都會嫌惡」，告誡不可多求。

在以上兩則故事中，巴利與四分都十分一致。兩律龍王名皆作摩尼犍大MaNikaNTha，他律沒有提到龍王的名字。五分律中教仙人乞求寶珠的，是釋尊的前生──記載為「我於爾時行菩薩道」，菩薩教仙人乞求寶珠。因此五分因為取本生談的形，所以應該比巴利、四分還晚成立。僧祇也視為是過去世的故事，而不是佛的前生談。

接著的「飛鳥惜羽毛喻」，在巴利、四分、五分中為，我（釋尊）教導一位比丘乞求羽毛。僧祇律中為，在過去世，佛教一位名為跋懅的比丘；而且也列出這位跋懅的前生談。即敘述
過去世中有一龍象，因林中忽然刮起大風，吹斷樹木，受到驚嚇而奔走的故事。而且結尾為「爾時象者今林中比丘是」。僧祇律這種譬喻之中還加入前生談的形，自然要屬很新的階段了。

在以上兩則故事中，應該注意的是，在五分出現釋尊前生談的形這一點上，表示是比四分還新的形。在無主作房戒中，巴利、四分、五分進一步簡單地說到，賴吒波羅連對雙親都迴避乞求的故事，五分更敘述說，「為摰友迦夷國王說梵志迴避乞求的故事」，這只有五分律中才有。因此僅就與無主作房戒有關的多欲阿波陀那方面而言，五分律應該包含了比巴利、四分還新的成分。
接下來「二獺與野干」的故事，出現在十誦律的兩個地方（卷二十七、五十八）與僧祇律中。故事是說，兩隻水獺在河中得到大鯉魚，然而卻無法分配而感到困擾時，一隻野干過來賣弄詭辯後，將頭和尾給他們，奪走中間一截最好的肉。十誦律中記載，
「時二獺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跋難陀是。是跋難陀前世曾奪，今世復奪」；亦即顯示出「前世是貪欲的人，今世還是貪欲」的理念。此外
僧祇律中作「不但今日欺彼比丘，過去世時已曾欺彼」，略說這則故事，接著以「如生經中廣說」結尾。如以上，十誦律、僧祇律中的這則多貪的故事，是前生談的譬喻，處於新的階段。

以上的欲阿波陀那中，龍王惜寶珠喻在
JAtaka No. 253, MaNikaNTha-jAtaka中成為本生故事。在這裡，兩仙人中，弟弟是阿難，哥哥是菩薩。接著十誦與僧祇中的「二獺與野干」的阿波陀那也被本生化為
JAtaka No. 400, Dabbhapuppha-jAtaka，裡面看到野干與水獺的行動的「樹神」，被當作是菩薩。而且據載，兩者都被收於
巴爾胡特的生雕刻中。因此應該注意的是，因為是處於本生以前的階段，所以是處於比這些還更早的階段。

剩下的兩個是因偷蘭難陀比丘尼ThullanandA而有的「黃金鵝譬喻」，以及她前世為賊時的多欲的譬喻。前者出於巴利、四分、根本有部的比丘尼律「食蒜戒」，後者只出於根本有部律的比丘尼律。黃鵝的譬喻是附帶在偷蘭難陀任意吃信者田裡的蒜而說的。她在前世是一婆羅門婦，丈夫已死，但是丈夫因為擔心妻子而生為一隻黃金鵝，每天為妻子送一根黃金的羽毛。但是她由於貪欲，想要拿到全部的黃金羽毛，於是捉了這隻鵝拔下全部的羽毛，因此再也長不出黃金的羽毛，變成一隻普通的鵝。這裡應該注意的地方是，這個故事成為偷蘭難陀比丘尼的前生談。因此，巴利中也存在有前生談形式的阿波陀那。但不在比丘經分別，而是在比丘尼經分別中。這表示，一般而言，比丘尼律經分別的形成較晚。而且這個故事在四分律中也記載，
「婆羅門死為雁者，豈異人乎，莫作異觀，即園主是。其端政婦多生男女者，即偷羅難陀比丘尼是」，對照前世今生來作說明。這個故事在巴利、本生中，被本生化了, 
JAtaka No. 136, SuvaNNahaMsa-jAtaka. 其中給黃金羽毛的鵝是釋尊。因此巴利及四分比丘尼分別中的故事，可以說不僅已經變成是前生談，而且表現出比本生還古老的形。

此外還有一個只出現於根本有部尼律的，吐羅難陀比丘尼的多欲譬喻，她前世為賊時，潛入皇宮順利取得金銀財寶，然而卻想起忘了偷出一個杓，由於再度回去而被發現，受到極大痛苦的故事。

以上概觀律藏中的多欲阿波陀那，在這個場合中，巴利、四分、五分是較古形式的結論也沒有變化。但要注意的是，這兩律中，五分表現出比較新的形。
3　億耳阿波陀那
智度論列為第三項的「毗尼中億耳阿波陀那」，應該是指律藏中所說的「億耳之前生因緣」。這個故事巴利、四分、五分中沒有，僧祇律中被省略，十誦律中為不完整的形，完整形式的只有在根本有部律中。以下所提到的阿波陀那主要只存在於根本有部律中，但是根本有部律如上述，沒有大阿波陀那及長阿波陀那；不過一般認為，可能是智度論在長阿含及中阿含中得到典據吧。

沙門億耳SoNa-KuTikaNNa, ZWroNa-KoTikarNa出身阿槃提Avanti，從迦旃延出家受戒，之後以到舍衛城拜見世尊，代替師父迦旃延請求
「五事」而聞名，出於諸律的「皮革犍度」。但是億耳為什麼會被叫作「沙門億耳」的這個因緣，巴利、四分、五分中沒有說。僧祇律中以億耳為在輸那國SunAparanta開教的富樓那PurNa的弟子（這一點與上座部系諸律不同）。在五事的說明中以
「此中，應廣說億耳因緣」，略去億耳的前生因緣。因此僧祇律的編者雖然沒有說，然而卻已經知道他的前生因緣了。十誦律說了沙門億耳的因緣──
生於沙門宿日，故名沙門WroNa，兩耳上掛著價值一億金的金耳環而生，因此稱為億耳KoTikarNa（根本有部律中譯為「聞俱胝耳」）。此外十誦律中提到，
「是沙門億耳，先世供養佛種善根，利根近見諦。以是因緣力，能得今世無漏智」。而且億耳尚未出家前，擔任商主出外旅行，歸途中迷路到不思議餓鬼城，於是見到許多餓鬼的痛苦，然而自餓鬼自己的口中，聽到他們告白說，由於前世做了如此這般的惡業，因此如今受這種痛苦。在這裡，他親眼看見業報的可怕，於是下了出家的決心，歸鄉之後排除了種種困難而追隨迦旃延出家，得到開悟。

十誦中，關於億耳前生所行善業方面，只提到供養佛而已，然而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Carma-vastu中，則具體地詳說這一點──
「世尊，此億耳苾芻曾作何業，生大富貴家，財寶無量，於母胎中，耳上自然有此妙寶耳璫，價直無量，復得出家近圓不見世尊，得無學果，斷除煩惱」，諸比丘如此詢問億耳果報優越的原因。於是佛陀說，「此億耳苾芻，先所作業，自作自受，因緣會遇，如暴水流，決定須受，今始會遇，合受斯報」，說因果理法之不易而說偈言：「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並在之後億耳於前世所作的善業。即前世為商人時，變賣耳環以修繕迦葉波如來的佛塔，並作寶蓋幢幡供養後發願，說了這樣的誓言：「我今供養此迦攝波如來塔所有善根，願我當來生處，常得富貴尊高，於當佛所，願得出家，斷除煩惱，證無學果」。於是在結尾處說了業報不易之理：「若作白業得白果報，若作黑業得黑報，雜業雜報……」。這是根本有部律中特別被強調的「業報之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後所示，這已經出現於五分律卷二十一中。亦即表示，業的問題方面，五分律比巴利及四分處於更晚的階段。

智度論所謂的「毗尼中億耳阿波陀那」，一般認為也許是指以上的內容。這在律藏方面只於根本有部律一事，成為推斷智度論依據的律藏的根據之一。若假設億耳到餓鬼城後經歷不可思議的事情這一段是加進去的，那麼這自然也存在於根本有部律及十誦律之中。總之，此一億耳阿波陀那中，可以看出與在此之前的譬喻不同的特質。其中，對於億耳今生生於大富貴人家，出家後迅速得到開悟的「本末談」，理應稱為阿波陀那。這似乎是將重點置於要說明業報之理上，經由此一業報之理，對人們獎勵善行。從這個角度可以說，這樣的業報故事具有勸善懲惡的教訓喻的性質。以上，在阿波陀那其中一種方面，經常看到基於「重覆曾經做過的事」──
一切事業皆是串習以為因緣──這樣的法則被組成的譬喻（而且這在僧祇律中尤其明顯）。這就業的法則而言，是「同類因等流果」。相對於此，在億耳阿波陀那中可以看到，善業感樂果的「異熟因異熟果」的性質。僧祇律的譬喻大部分是「等流果」的譬喻，而根本有部律中，異熟果的譬喻則具壓倒性的數量。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從律藏的立場來談的話，運用等流果的譬喻，似乎可以視為是最先採用的方式。因為律藏的重點在於善惡，最主要的目的在於讓人不破戒、不作惡。因此，宣說「如果作惡就無可免於再作惡」的教訓譬喻，十分有效。反之，積聚善業而想要得樂果一事，不算是律藏主要的目的。善業與布施有密切的關係，強調此事的對象，其實應該是在家信者才對。從這個角度來看，包含大量異熟果譬喻的根本有部律，似乎可以說，已經偏離了律藏本來的立場了。

4　二十億阿波陀那
智度論列為第四項的「毗尼中二十億阿波陀那」，是首樓那二十億WroNa-KoTiviMZa. SoNa-KoLivIsa的故事。首樓那二十億在修行時過度精進，反而陷入懷疑時，
佛陀以琴絃的鬆緊為喻，教導「唯有正道是正確的修行方法」一語，十分有名。雖然這也是譬喻的一種，但這似乎應該屬於優婆摩譬喻。律藏中關於二十億比丘還有談到一個「業報譬喻」。智度論的二十億阿波陀那，也許指的就是這個。相傳二十億出生的同時，有二十億的財寶，足裡柔軟，生金毛，因而被命名為首樓那二十億。足裡柔軟是因為前世九十一劫間，足不曾踏地，這是來自再更早之前，供養以毗婆尸佛為上首的諸阿羅漢的果報。此二十億比丘的前生因緣，
十誦律中沒有提到。巴利、四分中也沒有，然而
五分律〈皮革法〉中有敘述。此外
僧祇律中也有，根本有部律詳說於
〈破僧事〉中。根本有部律
〈皮革事〉中也有首樓那二十億的故事，但是既沒有琴的譬喻，也沒有億耳的前生談。

根據
僧祇律卷三十一記載，二十億不只財寶無數，而且每天的食物都具微妙芳香，瓶沙王得到二十億供養佛陀剩下來的食物，為其微妙的味道驚訝不已。據說這樣的果報的原因是，因為他在前世供養毗婆尸佛與六萬八千位阿羅漢三月安居，布施了種種的物品。這個故事顯然也是「業報譬喻」。關於這個故事，五分、僧祇、根本有部旳說法有若干差異，不過大致上架構都一樣。如前所述，業報譬喻與律藏沒有直接的關係。業報譬喻所勸的善業主要是「布施」，所以是比丘最無法做的事。十誦律刪掉這樣的譬喻，我想可能是因為和律沒有直接的關係。這樣的業報譬喻被收在五分律一事，應該要注意。五分律在其他地方
（卷二十一）有一個偈：「夫業若黑白　終不有腐敗　雖久要當至　　還在現前受……」。因此，五分律主對於「業報不易之理」十分關心，此處說二十億的業報譬喻一事，似乎表示五分律現在形的固定，比巴利及四分都還晚。此事也可以從整個譬喻的情況得知。

5　菩薩阿波陀那
智度論列為第六項的「菩薩阿波陀那」，大概是指以菩薩──佛陀的前生為主人翁的阿波陀那。談到律藏中的菩薩阿波陀那，以隨提婆破僧而說的佛的前生談最要注意。諸律的「破僧犍度」中，提波的破僧說得相當詳細，其中便藉由阿波陀那來說明提婆受佛陀恩惠，但是卻背叛佛陀的事實。也就是以「提婆不只今生背叛佛陀，前世也是受佛陀的恩又背叛佛陀」，來講述菩薩阿波陀那。或者也有說到，提婆才剛完成了他破僧的企圖，馬上就因舍利弗、目犍連的活動而失敗，提婆因此怒火中燒，且活生生地落入地獄中。其中受矚目的是，以「提婆不只今世模仿佛而受大苦，前世為象時，身為小象的提婆也模仿身為大象的佛陀，而受大苦」，敘述與象有關的本生談。


巴利律的菩薩阿波陀那，只說了一個小象模仿大象而受大苦的故事。而且只說，「如模仿大象的小象受苦般，（提婆達多）模仿我而困苦死去」，並不是很清楚的前生談。但是
四分律、
五分律中以「時大象者，即我身是；小象者，提婆達多是」，構成前生談。
四分律還提到，舍利弗破提婆達多不只這次而已，以過去也曾經如此，記載波羅門散若（舍利弗）於射師（佛陀）座下學習射術，破賊帥（提婆達多）與五百賊群的故事。四分中還有的第三個故事方面，以「提婆達多非但今日破壞我弟子，乃往過去世……」，說到過去世時，月王與月益王治理閻浮提時，有善行王子（佛陀）與惡行王子（提婆）；善行入海想探得如意珠，與五百商客共同入海之際，惡行王子處處妨害。四分中為以上三則，
五分律則有四則，即「大象與小象」前生談、「調象師與弟子（提婆）」前生談、「射師．弟子．賊帥」前生談、「二雁與龜」前生談等四則。第四則的大意是，二雁與龜結為好朋友，由於池水乾涸，想要將龜移到水較多的池中；於是找來一根樹枝，二雁各銜一端，龜咬住正中，飛過空中去移往他池。但是中途由於小孩看到這一幕而笑，龜便發怒而張開口，於是脫離了樹枝，掉落地面死掉；此龜即調達，由瞋得死苦。其中，大象小象的故事，巴利等都有，射師的故事與四分相同。而二雁與龜的故事
可以在僧祇律、根本有部律中看到，但是沒有與提婆結合。總之，如以上可知，與提婆相關的前生談，以巴利、四分、五分的順序而擴大。其中，射師的故事、調象與弟子的故事、二雁與龜的故事等，在
本生中被改編為本生談後收錄其中。

接著，僧祇律中由於沒有整理為「破僧犍度」這樣的章節，因此關於提婆的前生談自然便少了。但是僧殘法
「破僧違諫戒」記載了一個故事：提婆不只今生不接受勸告而遭受苦惱，前世提婆為野干之主時，不聽從諸野干輩的忠告而破壞義井，因而被婆羅門打殺。至於接下來的
「助破僧違諫戒」中說，提婆前生為獮猴主時，企圖捕水中月，與其他獮猴一起掉在水裡死去。

接下來，十誦律在其
「調達事」中，說了三個「本生談」。這些是阿難在急怖時不捨佛陀的本生談，共三則：鹿王與母鹿的故事，第二為雁王與雁王大臣的故事，第三為獅子王與野干的故事。之後以
「佛即以是因緣故，如是廣說五百本生」作結尾。因此十誦律中應該是解釋為，本生談是因為提婆破僧的關係而說出來的。以上
三則也都被收錄於本生中。十誦中，除此之外，關於提婆的破僧因舍利弗、目犍連的奔走而失敗一事，說道：
「不但今世得調達便，過去世時亦得其便」，記載了射師與弟子，以及賊主與千賊的故事。這則也存於四分、五分中，本生中也有。總之，就這一點可以知道，十誦律這部律是在本生談整理之後，考慮這個的同時，將本生談刪去，然後整理而成。

但是關於提婆，真正說說菩薩阿波陀那的，是根本有部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有二十卷，與其他律「破僧犍度」的一卷乃至兩卷相較之下，是大篇幅的擴大，這是因為其中充滿了佛陀與提婆及其他弟子的前生談。破僧事自釋迦族的由來談起佛陀與提婆的關係，因此本身就成了一種佛傳，中間則插入許多阿波陀那，數量達六十五個。其中，提婆在接受佛陀恩惠的同時，
「無恩無報」的前生談有十二則，世尊與提婆前生也處於
「怨惡關係」的前生談五則，提婆不聽佛的忠告而受大苦的
前生談兩則等，關於提的前生有三十六則。其中也有
提婆為得金色身、或為得腳輪相而辛苦不已的前生談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佛陀敘述其
前生談說，提婆破了自己的和合僧，是因為自己前世於一仙人座下修行時，企圖破此仙人的弟子教團。這裡顯示出，即使是絕對者佛陀，都無可免於因果理法的支配。站在強調因果理法的絕對性的業報譬喻的立場來看，不認為佛陀的業報具有較優越的地位。同樣地，《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中，舉出成佛之後的佛陀生病了，或是背痛、三月食馬麥、出去乞食得不到食物等
「十種」傷害佛陀圓滿性的事例，諸弟子問，為什麼成為佛陀後，還無法免於這樣的災難呢？想要知道其因緣。於是佛陀回答這個問題，一則一則地說出自己由於前世行的惡業，今世受其報的前生談。佛陀自己強調，即使成為佛陀也無法免於業的果報，不能避開因果的理法。

從這個立場來看因果理法的，本生中沒有。就本生的立場而言，佛陀是超越業報的因果的人。正因為超越了業的因果，才成為佛陀。而且我認為，阿波陀那過度的因果觀，很難獲得一般的佛教業報觀支持。但是教訓譬喻式的阿波陀那只站在業報的立場敘述，也會出現這個極端的事例。總之，菩薩阿波陀那因為是業報譬喻的一種，所以和讚仰佛陀的前生、企圖以成佛的圓滿性為基礎的本生相較之下，其立場必定不同。雖然兩者偶有一致之處，但是本質上的立場應該是不同。從這個角度來看，
「菩薩本生即菩薩阿波陀那」這種說法，不算正確。但是阿波陀子與本生這種立場的區分，並非經常可以體會得到的。這也可以從律藏的阿波陀那被以種種的形式本生化、保存於本生經中而推知。況且，在僧祇律等沒有區別阿波陀那與本生經，都稱為「生經」，因此演變成生經不只限定於佛陀的前生談，連諸弟子的前生談也置入其中。

宣說於律藏中的菩薩阿波陀那，應該是指以上的內容。

6　由阿波陀那看律藏的新舊
智度論舉出的阿波陀那為以上六種，其中只有大阿波陀那於前節中探討，剩下的五種於本節中檢討。律藏的譬喻大部分都被智度論指出的阿波陀那囊括了，不過還剩下幾個，一是出於波逸提法第二
「毀呰語」的故事，出自「連畜生都嫌惡毀呰語，何況人類」的譬喻；故事是說，牛因受毀呰，所以無法出力而輸了比賽，受讚美則贏得比賽。這個故事在巴利、四分、五分、僧祇、十誦、根本有部律中都有，亦存於本生中。但是僧祇律中以「難提本生中說」而省略。

接著是出自波逸提法第三
「離間語」的故事。為出自「連畜生都嫌惡離間語，何況人類」的譬喻；故事是說，獅子與老虎殺了說離間語而想要使兩者不和的野干。巴利律中沒有這個故事；存於四分、五分、十誦、僧祇（但以「三獸本生經中說」而省略）、根本有部律中；本生中也有。

以上為經分別中的譬喻，犍度部的臥坐具犍度中，也有一個說於為恭敬年長者譬喻的「鵽tittira．彌猴makkaTa．象hatthinAga的故事」，以即使畜生也恭敬年長者為例，說彌猴與象恭敬最年長的鵽的故事。這個故事在
巴利、四分、五分、十誦、僧祇等，本生中也有。

諸律中沒有共同存在的故事，而只有存在於某部律中的故事則還可以指出更多，將這些也包含在內，整理存在於律藏中的阿波陀那後，結果如下。首先
巴利律中，這種譬喻有九則；亦即一、龍王惜寶珠故事；二、飛鳥惜羽毛故事；三、RaTThapAla不向父母乞求故事；四、NandivisAra牛的毀呰語譬喻；五、下座的婆羅門為上座的王說法故事；六、黃金鵝前生談；七、長壽王故事；八、鵽．彌猴、象的恭敬年長者譬喻；九、模仿大象的小象故事。其中成為前生談的，只有黃金鵝前生談。換句話說，巴利律譬喻的數量最少，再加上前生談為一則，與他律相較之下，是最古形。

接著是四分律。
四分律全部記載了十二則譬喻，其中單純的阿波陀那七則，成為前生談的阿波陀那五則──巴利九則中，一、二、三、四、七、八的六則，與離間語的虎．獅．野干故事，是單純的阿波陀那。成為前生談的是一、黃金雁故事；二、射師弟子與賊帥故事；三、大象與小象故事；四、善行王子本生；五、世尊得千輻輪相本生（慧燈王本生）。亦即比巴利數量多，而且前生談形式的也變多了。此外，四分律受戒犍度的佛傳中，還說了彌卻（Megha）從定光如來得受記故事，以及伊羅缽ElApattra龍王前生因緣等，進而在《雜犍度》中，仔細敘述了佛陀向對手六師外道顯大神通的故事。因此，僅就阿波陀那來看，四分律的情況中，無論是質或量，必然都比巴利律還新。
接下來，
五分律單純的阿波陀那六則，採前生談形式的十一則，共十七則（此外，前生談還有五則，加起來有二十二則）。而且其中還包括了像二十億阿波陀那這種業報譬喻；也就是說，五分的譬喻數量多過四分，而且前生數量也比四分多，且包含有一例是業報譬喻，由此來看五分的情況，當然也比四分多出許多更新的成分。

接著，
僧祇律中為三十一則詳說的阿波陀那。這些主要是犯罪比丘的前生談，為站在同類因等流因立場的業報故事。但是也有少數如根本有部律中可以看到的，站在異熟因異熟果立場的業報故事。從這一點可以說，僧祇律現在形的成立，比根本有部律還早。僧祇律三十一則阿波陀那中，至僧殘法結束的卷七為止，共說了二十七則。其後在卷二十七、三十一、三十八等中，只記載了四則。而且自卷八起，阿波陀那大多被省略了；亦即應該說前生談的場合中略而不說，敘述為「如生經中廣說」，或是「如本生經中廣說」等。以這種方式省略前生談的例子，僧祇律中可以看到
二十七個。

這裡受矚目的是，僧祇律在這種場合中，經常說「生經」jAtaka，而不說阿波陀那。亦即僧祇律中，本生應該不是限定為佛陀前生談的用語，而可以適用於弟子的前生談。這似乎與僧祇律採用九分教，而不採用十二部經也有關係。九分教中沒有包含阿波陀那，然而由於阿波陀那尚未發達而沒有包含於九分中，與即使發達之後，由於整個都包含在本生中，所以阿波陀那沒有別立一支，兩者意義不同。如上述，巴利經典中阿波陀那很少，所以即使沒有與九分並列為一支，也可以理解。但僧祇律的情況似乎可以視為，由於阿波陀那已經被包含在本生中了，所以不就被九分教所立了嗎？

根本有部律講述阿波陀、本生是最多的，光在相當於他律經分別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中，就有四十六則。而且破僧事中有六十五則等，根本有部律整個多達一百七十九則。而且這些除了幾個外，都成為前生談的形式。其中也有將單純的阿波陀那改寫為前生談的，大部分是「業報譬喻」，為根本有部律中新插入的。因此從阿波陀那的角度來看，顯然根本有部律就是處最新的階段。

接下來，檢視十誦律方面，如上述，由於十誦律省略阿波陀那，所以阿波陀那的數量很少。
單純的阿波陀那有四則，作前生談形式的有八則，共十二則，比五分律的十七則還少。但因為明白表示省略
長壽王經與守牧婆羅婦本生經，所以再加上這兩則是十四則。此外，億耳出海，歸程走陸路而在空澤迷路，入餓鬼城一事，前面已經敘述過了，其中餓鬼的故事有
五則。這並非前生談，而是業報故事。因此如果將之視為業報譬喻的話，全部為十九則，變成比五分律還多，但是它位於比五分律還新的階段一事，就不必多說了。尤其像是隨提婆而順便說到的前生談中記載，
「佛即以是因緣故，如是廣說五百本生」，十誦律固定的時候，五百本生應該已經成立了。因此，十誦律中阿波陀那被省略一事，似乎是因為在其他方面，阿波陀那的集成（例如DivyAvadAna）及本生經的集成等，成立為獨立經典了。因此十誦律現在形的成立，應該可以在與這樣的文獻的關係中理解。因為律藏中，阿波陀那大幅擴大的情況，反而成為在理解律藏、純粹屬於律的部分的障礙。這個情況在檢視包含龐大的阿波陀那的根本有部律，由於著重於敘述阿波陀那，因而導致沒有作重要的律的說明。因此十誦律現在形的固定，可以說比僧祇律還新。無法明確地決定它與根本有部律的先後順序，而從根本有部律中，律的專門性說明不完整這點看來，僅就律的立場來看，根本有部必定比十誦律還新。

以上藉由阿波陀那，檢討了諸律的成立、發展。由於阿波陀那遍及廣律全體，所以不能把探討範圍限定於經分別中，然我認為，大體而言，經分別的新舊藉此也可以作大致上的預測。總之，由上面可以進一步闡釋，「經分別」是部派佛教時代之後，各部派個別固定下來的。這並不意味著，經分別中沒有包含較早的成分。如前所指出的，有包含可以視為是部派分裂以前的成分。此事在諸多阿波陀那方面也可以說得通。阿波陀那中，也有六種廣律全都存在的阿波陀那，共同存在於五律乃至四律等中的阿波陀那，可以再指出更多。似乎可以說，這些共通於諸律的阿波陀那，早已存在於部派分裂以前的律藏中。總之我認為，像是部派分裂以後，某一部派新採用的阿波陀那，為其他部派順次採用一事，似乎沒有辦法進行得很容易。此外，如果就諸律共通的阿波陀那的發展作檢討的話，也許其原始形態也可以大致推測出來。

如以上，所以即使是包含在「經分別」中的資料，如果慎重利用的話，應該也有可以利用於部派分裂以前律藏研究中的部分。但是如此一來，在各個資料方面，每一次都有斟酌這個可能性的必要。因此經分別的部分，在原始律藏的研究資料上，只具有第二手資料的價值，我們必須努力於追求更確實的資料。所以，顯然比經分別還早成立的「波羅提木叉」，就必須檢討其資料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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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井伯壽，前引書一四四頁。


�宇井博士這個對照也許正確。小尼柯耶很明顯地比其他四尼柯耶的成立還早，但是被視為彌蘭王問經新層的“Te ca tepiTakA bhikkhU pabcanekAyikApi ca catunekAyikA ceva NAgasenaM purakkharaM.”（彼等通三藏比丘及通五尼柯耶比丘，視那先為導師）Milindapabha, Trenckner ed. P. 22, cf. P. 19，從文意來看，其中的「五尼柯耶」似乎是包含小尼柯耶的五尼柯耶。但是赤沼智善師反對「將小尼柯耶分離出來，當作是後世編集」的說法。《佛教經典史論》一五七頁以下。並參照前田惠學「バーリ小部の原形とその發達」（《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一卷第二號四九八頁以下）


�宇井伯壽，前引書一四八頁以下。但是赤沼智善，前引書一五八頁中，出現反對的說法。


� B. C. Law, A History of PAli Literature, vol. I, p. 42.


�宇井伯壽《原始佛教資料論》（《印度哲學研究》第二卷，一一三頁以下）。和辻哲郎，在前引書三七頁以下，有和辻博士對此的批評。


�宇井伯壽，前引書一五○頁以下。


�同上，一五七頁以下。


�同上，一六五頁。


�同上，一六六頁。


�和辻哲郎，前引書四六頁以下。


�宇井伯壽，前引書一六五頁。


�和辻哲郎前引書四六頁。


� 同上，六五、七七頁。因此結論是，「關於佛及其嫡傳弟子所管理的原始僧團，從律藏無法直接地得知任何內容」。同書八三頁。


� 同上，一一一頁。


� 同上，一三一頁。


� 同上，一二二頁。


譯注 因為從這些碑文中，很難看出當時是部派並立的時期。


� 同上，一頁


� 宇井伯壽〈佛滅年代論〉（《印度哲學研究》第二卷六頁）。


� H. Jacobi, Buddha und MahAvIras NirvANa und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Magadhas zu jener Zeit, Berlin, .1930. 根據金倉圓照《印度古代精神史》三三九頁。


� 阿育王即位的時間，以往的說法都是西元前二七一年，一般認為，即使有變動，也大約是兩年左右。但是根據最近的研究，似乎變更為二六八年較為恰當。中村元〈マウリヤ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方學》第十輯，昭和三十年四月）。


� 宇井伯壽，前引書，五九頁。


� 金倉圓照《印度古代精神史》三三九頁以下。最近，水野弘元博士也贊成這個說法。水野弘元〈阿育王時期に部派は存在していた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六卷第二號八四頁以下）。


譯注：漢譯亦作「布羅那論」，主要包含世界開闢與神、王室系譜、神話、傳說等十八種，類似史書。


� 宇井伯壽，前引書，五九頁。


� 《分別功德論》中，關於阿育王佛滅百歲出世的記載在卷三：「昔佛去世後，百歲時有阿育王」（大正二五，三九上）。分別功德論為漢譯《增一阿含》的注釋，增一阿含一直都被認為是大眾部所傳，因此分別功德論也可以視為是大眾部的作品。但是在檢討內容時，應該注意到分別功德論的記述與有部的關係很深。首先，分別功德論是薩婆多家所說，傳持「沒有序及十一事的增一阿含」（同上，卷二，大正二五，三四中），外國法師的弟子說，不可以記錄下來，以口授的方式傳持（同上，卷二，大正二五，三四上）。像這種引用外國法師及薩婆多家所說的方式，是犍陀羅方面的論書特徵。接下來，這部論舉出戒有兩百五十戒、五百戒，判為「是亦俗戒」（譯注：原文應作「亦是俗戒」），斷定這是聲聞家的戒（同上，卷二，大正二五，三六中）。此外並說，羅漢僧、緣一覺都是大乘僧，認為「眾僧」之中包含這三乘（同上，卷二，大正二五，三八中）。從以以上幾點可以看出，分別功德論應該視為出自住在北印度的大乘教徒之手。即然是大眾部，照理說，是不會將兩百五十戒或五百戒說成是「俗戒」，或是不可能說，這是聲聞家的戒；因為自己就隸屬於聲聞乘之列。因此這部論應該視為是一位具有部派佛教者自覺的人所著的。


� 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二卷，一四九頁。


� 水野弘元《日用經典解說》（曹洞宗通信講座I）。前田惠學〈九分教スッタの具體的內容比定の問題〉（《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二卷，第二號二七○頁以下）。


� 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二卷，一五八頁。


� 相應部在漢譯被稱為《雜阿含經》，增支部被稱為《增一阿含經》，都冠上「經」這個字，但是原典中似乎沒有sUtra這個語詞。


� Buddhaghosa, SamantapAsAdika p. 27. 《南傳大藏經》第六五卷〈一切善見律〉三六頁。


� E. Hultzsch, Inscriptions of Asoka, New Edition, Oxford, 1925, p.173.


� ibid. p. 173. 1. Vinaya-samukase, 2. AliyavasANi, 3.Anagata-bhayAni,  4. MunigAthA, 5. Moneya-sUte, 6. Upatisa-pasine, 7. e chA LAghulovAde musA-vAdaM adhigichya bhagavatA Budhena bhAsite.


�在律藏中，對五比丘宣說四諦時，這句話並沒有出現；反而被用在對耶舍的四諦說法中。MahAvagga I, 7. 6; I. 7. 10; I. 8. 1. etc. vol. I, pp. 16, 17, 18. etc. 經典敘述佛陀對外道人士說法時的型式是，首先說施論、戒論、生天論，當聽者作好能接受佛陀的教的心準備時，就「宣說諸佛最勝法說之四聖諦教說」。然而對佛弟子宣說四諦的時候，就不說準備性教說的施論、戒論、生天論，而直接宣說四諦。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將相對於準備性教說的四諦說形容為「諸佛的最勝法說」。對五比丘宣說四諦時，沒有出現這句話，就是這個緣故。此外對四諦說冠上「最勝法說」一詞，在下個情況中也可以看到。DN. 3. AmbaTTha-sutta, vol. I, p.110; MN. 56. UpAli-sutta. Vol. I, p.380. 宮本正尊〈最初說法の研究〉（《根本中と空》一八四頁）。


� VaMsA, AN. Vol. II, p.31; anAgatA, AN. Vol. III, p.110.


�赤沼智善師也指出此事。《佛教經典史論》一二九頁。


� 《中阿含》卷三，大正一，四三六上。並參照《增一阿含》卷七，大正二，五八一中下。


� 《雜阿含》卷四十九，大正二，三六二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三，大正二四，十一中。根本有部律的梵本中，與此同類的句子出現於〈皮革事〉中。在這裡被包含在XZroNa KoTIkarNa（沙門億耳）在佛陀面前以妙音聲誦出的經典中。其中列舉出來的經典有udAna，pArAyaNa，satyadRSTi，ZailagAthA，munigAthA，sthavirIgAthA，sthavirIgAthA，ArthavargIyAni，sUtraNi，與漢譯雜阿含所列的經典一致。MUlasarvAstivAda-vinayavastu, Carmavastu.(NalinakSa Dutt,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IV, p.188, Calcutta, 1950.) 這件事石上善應氏已經指出。石上善應〈佛教初期の讀誦經典について〉（《宗教文化》第十一號，昭禾三十一年三月，五五頁）。山田龍城〈梵語佛典の文獻學序說〉（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第八號，昭和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四、二五頁）中也有提及。


� DivyAvadAna, p.34, PUrNAvadAna. 水野弘元博士已經指出。水野弘元〈ウダーナと法句〉（《駒澤大學學報》復刊第二號，昭和二十八年三月，十四頁）。此外，DivyAvadAna, p.24, KoTIkarNAvadAna中，ZroNa在佛陀面前誦出的經典方面，舉出pArAyaNa, satyadRshTa, WailagAthA, munigAthA, arthavargIyANi, sUtra六種。這些與前注《梵本根本有部律皮革事》的教說相當，但是其中所列的經典數目，DivyAvadAna的數量較少。億耳受師父迦旃延之命往詣佛陀，向佛陀請教「五事」時，佛陀說，誦出所持的教法吧，所誦出的教法，出現於諸律的皮革犍度中。但是律藏中，如根本有部律的皮革事及Divya-avadAna等，沒有列出大部分的經典。巴利律則記載，此時億耳說出ATThakavaggikAni（MahAvagga V. 11. 9, vol. I, p.196），四分律作「十六句義」（大正二二，八四五中），五分律作「十六義品」（大正二二，一四四上），僧祇律作「八跋祇經」（大正二二，四一六上）。十諞律中記載誦出「波羅延 ParAyaNa，薩遮陀舍 SatyadRSTa，修妒路 SUtra」（大正二三，一八一中），顯示出如雜阿含及根本有部律等，經名有逐漸增大的徵兆。《大毗婆沙論》中也有這句話，其中記載為「波羅衍拏．見諦．經」，與十誦律相合。大正二七，一五三下。


� SN. I. X. 6. PiyaGkara. Vol I, p.209.


� SN. I. V. 9. vol. I, 134. 《雜阿含》卷四五，大正二，三二七中。


� 《摩訶僧祇律》卷二七，大正二二，四四七下。


� 《五分律》卷十五，大正二二，一○五中。


� 《四分律》卷三二，大正二二，七九○上中下。


� 《長阿含》卷十三，阿摩晝經，大正一，八八上。


� 《中阿含》卷三二，優婆離經，大正一，六三○下。


� 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二，一一七頁。


� 此一順序出自僧祐撰的〈薩婆多部記目錄序〉。同樣，僧祐的〈長安城內齊公寺薩婆多部佛大跋陀羅師宗相承略傳〉中，也缺大迦葉，而之後的四個人相同。（《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大正五五，八九上下）。此外這個順序在《阿育王經》卷七〈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品〉中也相同。大正五○，一五二下。但是在《阿育王傳》中，付法相承為迦葉、阿難、商那和修、優婆掬多、提地迦，沒有末田地。大正五○，一二一上。這一點與《根本有部律雜事》相同。雜事卷四十中說到付法相承為，大迦葉波、阿難陀、奢搦迦、鄔波笈多、地底迦、黑色、善見。大正二四，四一一中下。因此有部與根本有部的系譜稍有不同。這是因為末田地和商那同是阿難的弟子，末田地至罽賓傳道，是在此地打下有部基礎的人。根據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記載，由於這樣，罽賓一地的人也想將末田地列入付法相承中，而與中印度的有部意見相左。寺本婉雅《ターラナータ印度佛教史》三二頁。因此中印度的有部的說法似乎就是根本有部律系的付法相承說。


� VinayapiTaka, ParivAra I, 1. vol. V, p.2.


� 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二卷，一一七頁。


� 和辻哲郎《原始佛教の實踐哲學》四七頁。


� DIpavaMsa V, p.37; V, p.114. 《南傳大藏經》六十卷，一七四頁。


� 《異部宗輪論》大正同，參照十七下．二十中。


� 但是，如Frauwallner等，也有學者否定錫蘭佛教繼承了上座部的傳統。E. Frauwallner, The earliest Vinaya and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p. 1, note 1.


� 窺基《法華玄讚》卷一本，大正三四，六五七上。「四阿含及僧祇律大眾部義」。（譯注：原文作「舊四阿含及僧祇律大眾部義」。）


� 法幢《俱舍論稽古》卷上，大正六四，四四○下。


� 椎尾、干潟、宇井、赤沼等諸位學者，都認為長阿含為法藏部所傳。椎尾辨匡《宗教界》大正三年，八一四頁。干潟龍祥《佛教學雜誌》第三卷第六號。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二，一三四頁。赤沼智善《佛教經典史論》二八∣五○頁。


� 《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二七中。


� 《增一阿含》卷十七，大正二，六三五上等。


� 《摩訶僧祇律》卷三二，大正二二，四九一下。


� 《增一阿含》卷一，大正二，五四九下。


� 《摩訶僧祇律》卷三二，大正二二，四九一下。


� 《增一阿含》卷一，大正二，五五○下。


� 參照注7。


� 和辻博士藉由比較涅槃經的五個版本，闡釋了這種教的增廣及插入。《原始佛教の實踐哲學》八八頁以下。


� M. Anesaki, The Four Buddhist Agama in Chinese, 1908. 赤沼智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一九二九年。


� 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二，一四○頁。


� E. Frauwallner, The earliest Vinaya and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p.1, footnote 1.





� MahAvaMsa, XIII, 6~9. DIpavaMsa VI, 15; XII, 14, 35. SamantapAsAdikA, pp. 70, 71.《善見律毗婆沙》卷二，大正二四，六八六中下。


� Mah. V, 39; DIp. VI, 15; Samanta, p.70. 《善見律毗婆沙》卷二，大正二四，六八六中。


� DIp. XX, 21; Mah. XXXIII, 104.


� H. Oldenberg, The VinayapiTakaM in PAli, one of the principal buddhist holy scriptures in the PAli language, 5 vols. London, 1879~1883.


� K. E. Wells, Thai Buddhism, its rites and activities, Bangkok, 1939, p.225.


� Minayeff, PrAtimokSasUtra, St. Petersburg, Akad, 1869; Dickson, The PAtimokkha, JRAS. 1875. p.1.ff; W. Geiger, PA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S. 11, Anm. 2.


� 最近近藤正也氏根據錫蘭、緬甸等地的波羅提木叉，介紹被附加在「戒序」前的「四偈」，闡釋其意義。《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五卷第二號，昭和三十二年，一六四頁。


� 四偈中的最初兩偈被引用於Dorothy Maskell校訂的KaGkhAvitaranI的十一頁，第三偈被引用於第四頁。但是沒有發現第四偈。總之，這些偈文從很早開始，就可以在巴利戒本中看到。前述的Dickson校訂出版的戒本中，似乎也有附上這些偈文，不過Rhys Davids, H. Oldenberg的英譯中，沒有附上這些；可以說，反而將之刪除。在SBE. Vinaya Text, part I, vol. XIII, p.1, footnote 1中，Rhys Davids認為，這些偈文本來不存在於古戒本中，似乎將之刪去。但是如果從諸部派戒本的比較研究來看的話，不應該輕率刪除這些偈文。日譯的「巴利波羅提木叉」中，也沒有附上這些偈文。


� R. D. Vadekar, PAtimokkha, Poona, 1939.


� SamantapAsAdikA, Buddhaghosa’s commentary on the Vinaya PiTaka ed. By J. Takakusu, M. Nagai, K. Mizuno, 7 vols, 1924~1947.


� 長井真琴《善見律毗婆沙とサマンタパーサーディノーとの對照研究》（《南方所傳佛典の研究》一頁以下）


� D. Maskell, KaGkhAvitaraNI, Buddhaghosa’s Commentary on the PAtimokkha, 1956, London.


� W. Geiger, PA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S.11.


� 河口慧海《ナルタン版西藏大藏經甘殊目錄》昭和三年，一～十頁。東北大學藏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一九三四年，一～二頁。大谷大學《西藏大藏經甘殊爾勘同目錄》一九三○～三二年，三九九～四一七頁。


� 關於藏譯戒經，有甲斐實行氏的研究。〈西藏律の比丘戒本〉（龍谷大學論叢第二七七號，昭和二年十二月，五八頁以下）。


� 寺本婉雅《ターラナータ印度佛教史》三○六頁。寺本氏在注解上說明，Jinamitra為九世紀前半的人。


� Rock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pp.223, 224.


� 例如VidyAbhUSaNa的附於藏譯戒經原典中的研究。Jour. Of the Asiat. Soc. Of Bengal, March-April, 1915, p.30; Dpag-bsam-llon-bzaG, ed. By S. C. Das. P.115.


� VinayapiTaka, vol, I. P. 69. 《南傳大藏經》第三卷一一七頁 《四分律》卷三四，大正二二，八○七上－下。《五分律》卷十七，大正二二，一一五上。《摩訶僧祇律》卷二四，大正二二，四二○下。


� 《十誦律》卷二一，大正二三，一五○中下。《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與外道四月共住白四〉大正二四，四八三下，四八四上。附帶一提，《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中，沒有舊外道四月別住的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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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大正同，七○下。


� 《大唐內典錄》卷三，大正五五，二四六下。


� 《開元釋教錄》卷三，大正同，五○七上。


�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五，大正五五，八○三下。


� 《高僧傳》卷二，大正五○，三三三下。


� 參照《十誦律》卷六一，大正二三，四六一注二七。


� 《十誦律》卷六○，大正二三，四四五下以下。


� 同上，卷六○，大正同，四五○上以下。


� 《高僧傳》卷二，大正五○，三三三上。此一說法也被採用於《歷代三寶紀》卷八、《大唐內典錄》卷三中，認十誦律的翻譯年代為「弘始六年」。大正四九，七七中、大正五五，二五二中。《開元錄》卷四中，分別舉出六十一卷與五十八卷本，在五十八卷本中出現這樣的字：「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於中寺出」，六十一卷本上則沒有列出譯出年次。《貞元錄》也按照這個說法。大正五五，五一五以下、五一六上。《貞元錄》卷六，大正同，八一二中下。


� 這是高僧傳的說法。《高僧傳》卷二，大正五○，三三三上。但是關於羅什的歿年，當時已經傳出弘始七年或八年歿的不同說法，這個說法同時也為高僧傳所採用。但是除此之外，《廣弘明集》卷二三（大正五二，二六四中下）中載有僧肇的〈鳩摩羅什法師誄〉，其中以「癸丑之年（四一三，弘始十五年）四月十三日」為羅什辭世之日，此一說法廣為人所信賴，也被許多學者採用。而且《開元錄》卷四（大正五五，五一五中）、《貞元錄》卷六（大正同，八一二中）也討論了羅什的種種歿年，根據上述的〈鳩摩羅什法師誄〉，以弘始十五年說為正說。但是最近塚本善隆士對僧肇〈鳩摩羅什法師誄〉的可信度提出疑義，考慮當時歷史上的各個條件後，闡釋高僧傳的弘始十一年說最為合理。這裡決定沿用此說。（《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三卷第二號二二四頁以下。昭和三十年三月）


� 《出三藏記集》卷三，大正五五，二○中下。


� 《出三藏記集》卷三，大正五五，二○下。此外，此〈長阿含經序〉收錄於《出三藏記集》卷九中。大正五五，六三下。文章與引用於上述卷三的大致相同，文字有兩三處不同。


� 《高僧傳》卷二，大正五○，三三四中。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一一中。


� 《歷代三寶紀》卷八，大正四九，八○中。《大唐內典錄》卷三，大正五五，二五四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同，一四○上。


� 《仁壽錄》卷一，大正同，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七下。《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二中。


� 《開元釋教錄》卷四，大正同，五一七上。


�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六，大正同，八一四上。


� 《高僧傳》卷二，大正五○，三二九上。


� 同上，大正同，三二九中。


� 同上，大正同，三二九中。


� 同上，大正同，三三二中。


� 《歷代三寶紀》卷八，大正四九，八○中。《大唐內典錄》卷三，大正五五，二五四中。


� 《開元釋教錄》卷四，大正五五，五一六中。


�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六，大正五五，八一三中。


� 《出三藏記集》卷三，大正五五，二○中。


� 同上，卷，大正同，一一中。


� 《高僧傳》卷二，大正五○，三三四中。


� 《歷代三寶紀》卷八，大正四九，七九下。


� 同上，卷十四，大正同，一一九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上。


� 《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七下。


� 《仁壽錄》卷一，大正同，一五五中。


� 《大唐內典錄》卷三、卷九，大正五五，二五四上、三二四上。


�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卷二三，大正五五，八一三中、九五一下。


� 《出三藏記集》卷三，大正五五，二○下。


� 此外，關於這一點，在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二，七八頁、赤沼智善《佛教經典史論》四二五頁、西本龍山《國譯一切經律部八．摩訶僧祇律解題》四、五頁等文章中，可以看到學者的見解。


� 《出三藏記集》卷三，大正五五，十九下。


� 《大方等大集經》卷二二，虛空目分第十之一，大正十三，一五九上中。


� 宣說五部律傳承的有，《翻譯名義集》卷四〈律分五部篇〉大正五四，一一一三上中；《舍利弗問經》大正二四，九○○下；《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卷下，大正二四，九二五下、九二六上；吉藏《三論玄義》下六○右（大正四五，十上）等。此外，玄奘也傳有「律儀傳訓有五部焉」的字句，《西域記》卷三，大正五一，八八二中。上述諸說所舉的五部不盡相同。另，五部的資料方面，宮本正尊《大乘と小乘》四九二－六頁、二七八、九頁中有列出。


� 《摩訶僧祇律私記》大正二二，五四八上中。


� 《律二十二明了論》據傳為正量部所傳持。大正二四，六六五中。


� 《摩訶僧祇律私記》大正二二，五四八中。


� 《高僧傳》卷二、卷三，大正五○，三三五下、三三八中。


� 《高僧法顯傳》大正五一，八六四中。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一下。《法經錄》卷五，大正同，一四○上。《歷代三寶紀》卷七，大正四九，七一上。《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七下。《大唐內典錄》卷三，大正同，二四七上。《開元釋教錄》卷三，大正同，五○五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五，大正同，八○二中。


� 《出三藏記集》卷三，大正五五，二一上。


� 《高僧傳》卷三，大正五○，三三九上。


� 《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四九，八九中。


� 同上，卷十四，大正同，一一九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上。


� 《仁壽錄》卷一，大正同，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


� 《大唐內典錄》卷四，大正五五，二五七下。同卷九，大正同，三二四上。


� 《開元錄》卷五，大正五五，五二三下。《貞元錄》卷五，大正同，八二○中。


� 大正藏二二，一上。


� 西本龍山《國譯一切經律部十三．五分律解題》三頁中，也就這個地方作過探討。


� 《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卷，一○七中、一三六下、一六七下、二八八下、二九○上、四一七中、四五三上、四九五上。此外正倉院聖語藏中，似乎也插入此「和醯」的語詞，因為大正藏中沒有注記這一點，所以作如此的解釋。


� 《出三藏記集》卷三，大正五五，二一中。


� 大正二四，六五九上。大正藏作「解脫戒經」，而各經錄中都以「解脫戒本」的題目出現。《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四九，八七上。《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上。《仁壽錄》卷一，大正同，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四，大正同，二七○上。《開元錄》卷六，大正同，五四二下。《貞元錄》卷九，大正同，八四一上。


� 大正二四，六五九上。


� 《宋高僧傳》卷一，大正五○，七一○中。


� 《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正五五，五六七下、五六八上。


� 同上，卷九，大正同，五六九上。


� NalinakSa Dutt, MulasarvAstivAda-Vinayavastu( The Kashmir Series of Texts & Studies, No. LXXI(E),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s 1-4) 1947, Srinagar-Kashmir.


� 《貞元錄》卷十三，大正五五，八六八中下、八六九上。


� 《開元釋教錄》卷二十，大正五五，六九五上。《貞元錄》卷三十，大正同，一○四三上。


� 《開元錄》、《貞元錄》也都同上。


� 《高僧法顯傳》中敘述，「法顯，昔在長安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道整、慧應、慧嵬等，同至天竺尋求戒律」。大正五一，八五七上。文中的弘始二年相當於四○○年。然而梁高僧傳卷中作「晉隆安三年（三九九）出發」。大正五○，三三七下。


� 《高僧法顯傳》，大正五一，八六四中。


� 鼻奈耶為十誦律之前的翻譯一事，於下一節論證。


� 《出三藏記集》卷二中記載「十誦比丘戒本一卷」為，晉簡文帝時，曇摩侍誦胡本，竺佛念譯出。而且同一處記載「比丘尼大戒一卷」為，僧純在拘夷國得到胡本後攜來，竺佛念、曇摩侍、慧常等共譯。大正五五，十上。同樣，出三藏記集卷二中記載，竺法護所譯經典中有《誡具經一卷》、《比丘尼誡經一卷》。大正五五，九中。《出三藏記集》中沒有出現，而在《梁高僧傳》中記載，曇柯迦羅在魏嘉平年中至洛陽，譯出《僧祇戒心》。《高僧傳》卷一，大正五十，三二四下，三二五上。此外，《出三藏記集》卷十一中，收錄了道安作的〈比丘大戒序〉、竺曇無蘭的〈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等。由這些可知，當時除了曇摩侍的戒本以外，至少還有兩本戒本存在。大正五五，八十、八一。這些可以視為是十誦譯出以前就存在的戒本。此外，關於這些地方，將在下一節檢討。


� 《出三藏記集》卷三，十誦律在長逍遙園，四分律在長安中寺譯出。大正五五，二十中下。


� 《出三藏記集》卷三，大正五五，二十下。《高僧傳》卷二，大正五十，三三四中。


� 大正二四，八五一以下。根據大正藏的注釋，宋、元、明、宮本等都作「戒因緣經鼻奈耶」。鼻奈耶當然就是Vinaya的音譯，其實意思就是「律」。戒因緣經，是指敘述兩百五十戒的每一條戒文的制戒因緣，即所謂的「經分別」SuttavibhaGga。鼻奈耶的內容因為是敘述比丘戒條文的制戒內容，所以相當於「戒因緣經」的名稱。普通的廣律包含比丘戒分別、比丘尼戒分別、犍度部，以及針對以上的附隨式說明等。因此廣律在說明比丘、比丘尼的制戒因緣這一點上，自然也可以稱為「戒因緣經」，而且鼻奈耶在缺比丘尼戒分別及犍度部等這一點上，應該也可視為是不完整的廣律。總而言之，光是說到「鼻奈耶」的話，意味包含甚廣，不適合當作經題。這個地方似乎應該視「戒因緣經」為正規的經題。


� 大正二四，八五一上。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中下。


� 《高僧傳》卷一，大正五十，三二九上中。


� 《歷代三寶紀》卷八，大正四九，七七上。


� 同上，大正同，七七中。


� 《大唐內典錄》卷三，大正五五，二五二上。


� 《開元釋教錄》卷四，大正同，五一二上。


�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六，大正同，八○八下、八○九上。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上。《仁壽錄》卷一，大正同，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二中。


� 宇井伯壽《釋道安研究》一一○頁。


� 《鼻奈耶序》大正二四，八五一上。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中。


� 《歷代三寶紀》卷八，大正四九，七五下。《法經錄》卷六，大正五五，一四四中。《仁壽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八○中。《靜泰錄》卷二，大正同，一九六中。《大唐內典錄》卷三，大正同，二五○上。《開元釋教錄》卷三，大正同，五一○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五，大正同，八○七中。


� 《出三藏記集》卷九，大正五五，六四下。宇井士根據陸澄的《法論目錄》，闡釋此序為道安所作。宇井伯壽《釋道安研究》五六、一五一頁以下。


� 《開元釋教錄》卷四，大正同，五一二上。


� 矢吹慶輝《鳴沙餘韻．燉煌出土未傳古逸佛典開寶》一九三七年。


� 同上，四一枚下段。在中國，「建初」的年號有四種：後漢「建初一－八」（七六－八三）、成「建初一－二」（三○二－三○三）、後秦「建初一－八」（三八六－三九三）、西涼「建初一－十二」（四○五－四一六）。矢吹博士認為這是西涼的「建初元年」（四○五）。但是西本龍山師似乎認為是「三八六年」。西本龍山《四分律比丘戒本講讚》正誤表。


� 《鳴沙餘韻解說》。


� 西本龍山，《國譯一切經律部十九．解題》十二頁。同，《四分律比丘戒本講讚》九五頁。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的，八十中。宇井伯壽，《釋道安研究》一○二頁。認為「鶉火為午，三七○年」。但是橫超博士否定此事，認為曇摩侍的戒本譯出為「建元十五年」（三七九）。《中國佛教の研究》七九頁。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同，十上。


� 同上，卷二，大正五五，九中。


� 同上，卷二，大正同，十上。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十中下。


� 侍，大正藏中「傳」。但是宋元明三本都作「侍」，這裡沿用之。參照大正五五，八十頁注三二。同橫超慧日《中國佛教の研究》一○七頁。但是宇井博士採用「傳」。《釋道安研究》一○四頁。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十下、八一上。


� 同上，卷十一，大正同，八一上。


� 參照本書第四章第二節。


� 《鳴沙餘韻》三九枚下段。


� 同上，三九枚下段。


� 同上，四十枚中段、下段。


� 同上，三九枚中段。


� 同上，三九枚中段。


�卷末附記，敦煌本是建初元年時，一位稱為比丘德祐的人，書寫在敦煌城南受具足戒的紀念。《鳴沙餘韻》四一枚下段。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九中。《大唐內典錄》卷二記載，此《比丘尼誡經》為十誦本，與曇摩侍所出本「小異」。大正五五，二三五下。《開元釋教錄》卷二，大正五五，四九六下。


� 《鳴沙餘韻》四一枚下段。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一中。但是宋元明三本作「秦元六年」。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四下。


� 同上，卷四，大正同，三三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歷代三寶紀》卷五，大正四九，五六中。《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二，大正同，二二六下。《開元錄》卷一，大正同，四八六下。《貞元錄》卷二，大正同，七八三下。


� ParAjika 1. VinayapiTaka, vol. III, p.23. 參照《南傳大藏經》第一卷，三六頁。


� 《十誦律》卷一，大正二三，二上。


� 《鼻奈耶》卷一，大正二四，八五二下。


� 同上，卷一，大正同，八五二中。但是梵文戒經中，無論是有部戒本，或是根本有部戒本（皆參照次注），都作pArAjiko bhavati。但是，鼻奈耶的「菩提」也許是hoti的音譯。


� Le PrAtimokSasUtra des SarvAstivAdins, JA. nov-déc, 1913, p. 477;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m, Banerjee ed. 1954, p. 8. 梵文的asaMvAsya相當於巴利文的asamvAsiya。F. Edgerton, BHSD. P. 82.


� 《鳴沙餘韻》三九枚上。


� 《四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五七一上。


� 《摩訶僧祇律》大卷二，大正同，二三五下。


� 《五分律》卷一，大正同，四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一，大正二三，六二九下。


� 但是鼻奈耶中存在有「波羅夷」的譯語。不過一般認為，這是多年後抄寫時混入的。不能視為竺佛念同時使用波羅夷及波羅移兩個譯語。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其皮賴夷」，或「簸賴夷」。大正五五，八一下。


� VinayapiTaka, vol. III, p. 110ff.


� PrAtimokSasUtra, JA. nov-déc, 1913, p.479ff.


� MahAvyutpatti荻原博士本 No. 256, p.213. 榊博士本 No. CCLVI. P.530.


� MUlasarvAstivAda-Vinayavastu,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IV, p.127.


�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Banerjee ed. p. 9.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一下。


� 《鳴沙餘韻》三九枚上中。


� 《鼻奈耶》卷三，大正二四，八六○下以下。但是，在宋元明宮本等，使用了「僧伽婆尸沙」這個與十誦相同的譯語，不過一般認為，這是後世抄寫時混入的。


� 《十誦律》卷三，大正二三，十四上以下。《四分律》卷二，大正二二，五七九中以下。《僧祇律》卷五，大正同，二六二下以下。《五分律》卷二，大正同，十中以下。


� 《律二十二明了論》大正二四，六六六下。而且僧伽胝施沙是比較特殊的譯語，公認此一原語似乎是saMghATisesa。這是因為，真諦在同書中，將saMghATi譯為「僧伽胝」（大正二四，六六七下）。總之應該可以說，十誦等律的原文可能並不一樣。應該也可以把Sylvain Lévi推測saMghAdisesa的原形為saMghAtiZeSa等事，一併考慮進去。參照JA. nov-déc, 1912, p.504; Geiger, PA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38. 辻直四郎《印度》六七五頁。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十一，大正二三，六八○中以下。


� VinayapiTaka, vol. III, p.195ff; vol. IV, p.1ff.


� PrAtimokSasUtra, JA. nov-déc, 1913, p.490ff, 502ff.


�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Banerjee ed. pp. 14, 20.


� MahAvyutpatti荻原博士本 No. 260. p.214; No. 256, p.214. 榊博士本 No. CCLIX. P.532, No. CCLVI. P. 530.


� MUlasarvAstivAda-Vinayasastu,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IV, p. 127; Part II, p. 174.


� 《鳴沙餘韻》三九枚中－四十枚上。


� 《鼻奈耶》卷六，大正二四，八七四中。但是鼻奈耶中，「貝逸提」的貝字，有時候也會變與十誦相同的波字。不過因為貝逸提、貝夜提出現的頻率相當，所以自然就應該視為是早期的形式。而且在考慮貝逸提與貝夜提之間，到底哪一個才是鼻奈耶的基本譯語時，由於兩者使用得十分混亂，所以很難下決定。然而如後述，儘管十誦律作波夜提，但是當考慮到四分律為波逸提以及竺佛念是譯者等事，一般認為，是否鼻奈耶中並非夜，而應該是逸才對。


� 《十誦律》卷五，大正二三，三十上以下。卷九，大正同，六三中以下。


� 《四分律》卷六、卷十一，大正二二，六○一下以下、六三四上以下。


� 根據大正藏的注釋，十誦律方面，尤其宋元明三本中，採用波逸提比波夜提的例子還多。反之，三本中，四分律以波夜提取代波逸提。


� 《僧祇律》卷八、卷十二，大正二二，二九一此以下、三二四下以下。


� 《五分律》卷四、卷六，大正同，二三上以下、三七中以下。


� 《律二十二明了論》大正二四，六六六以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十六、卷二十五，大正二三，七一一以下、七六○中以下。


� VinayapiTaka, vol. IV, p.175ff; 正確似乎應為pATisesanIya，而Oldenberg的版本皆作pATidesaniya。


� PrAtimokSasUtra, JA. nov-déc, 1913, p. 525.


�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Banerjee ed. p. 30.


� MahAvyutpatti荻原博士本 No. 256. p.214. 榊博士本 No. CCLVI. P. 531


� MUlasarvAstivAda-Vinayasastu,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IV, p. 127.


� 《鳴沙餘韻》四一枚上。


� 《鼻奈耶》卷十，大正二四，八九四上。但是宋元明宮本等作「簸麗提舍尼」。


� 《十誦律》卷十九，大正二三，一三一中。


� 《四分律》卷十九，大正二二，六九六中。


� 《僧祇律》卷二一，大正同，三九六下。


� 《五分律》卷十，大正同，七二上。


� 《律二十二明了論》大正二四，六六六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九，大正二三，八九七上以下。


� VinayapiTaka, vol. IV, p.185ff.


� PrAtimokSasUtra, JA. nov-déc, 1913, p. 527.


�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Banerjee ed. p. 31.


� MahAvyutpatti荻原博士本 No. 256. p.214. 榊博士本 No. CCLVI. P. 531


� So-sor-thar-paHi mdo, Journ. Of the Asiat. Soc. Of Bengal, March-April, 1915. p.127.


� 《鳴沙餘韻》四一枚上。


� 《鼻奈耶》卷十，大正二四，八九四下。此語是附於眾學法每一條戒最後的語詞，但是鼻奈耶中作「不應，尸叉罽賴尼」的例子並不多，大多數是以「不應，戒行」來結束條文。


� 《十誦律》卷十九，大正二三，一三三中。


� 《僧祇律》卷二一，大正二二，三九九中。


� 《五分律》卷十，大正同，七三下。


� 《四分律》卷十九，大正同，六九八上。但是「丹本」中將「式叉迦羅尼法」代之以「百眾學法」。只是如果想要還元此語就有點困難。如果置入百的話，應該除去眾成為「百學法」。因此一開始應該不是「百眾學法」，也許是如大正藏所載的「式叉迦羅尼法」。但大正藏卷二十的卷首題為「百種學法之二」，卷二一的卷首題為「百眾學法之三」等，並不統一。而且四分戒本中，四分律比丘戒本作「眾學戒法」（大正二二，一○二○下、一○二二上），四分僧戒本作「眾多學法」（大正同，一○二八下）、「眾學法」（大正同，一○二九下）等，譯語十分混亂。因此，四分律最初的譯語為何，並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決定的；一般認為，也許是「式叉速羅尼法」，但可能這個譯法並不適合，所以戒本的翻譯便因循十誦律，採用意譯的方式。或者認為，也有可能是抄寫之間受到十誦譯語的影響，變成現行的樣子。無論是怎樣，雖然最初會譯為眾學法，但仍沒有將之譯出，令人費解。


� 《鳴沙餘韻》四一枚上。這即使連四分律也在使用。四分律中使用式叉迦羅尼及式叉罽賴尼。但是同為四分律，戒本不用此語，而作「應當學」。


� 同《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中。


� 同上，卷十一，大正同，八一上。


� 《律二十二明了論》大正二四，六六六下。因為「學對」中無法找到相當於「眾學法」的眾字，所以一般認為，正量部使用與巴利的sekhiyA dhammA同類的用語。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五十，大正二三，九○一中。


� VinayapiTaka, vol. IV, p.207. PrAtimokSasUtra, JA. nov-déc, 1913, p. 538; Banerjee ed. P.36.


� 《鳴沙餘韻》四一枚下。


� 《鼻奈耶》卷十，大正二四，八九九中。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中。


� 《十誦律》卷二十，大正二二，一四一中。


� 《四分律》卷二一，大正二二，七一三下。但是四分律本文中有「如是七悔過法，半月半月說戒經」的譯文，與鼻奈耶相同，殘留有悔過法的譯語。其中被認為是竺佛念譯作的同時，也可以知道，成為五分律及僧祇律翻譯標準的，並非四分律，而是十誦律。而且，即使在四分律戒本中，也沒有使用悔過法，統一為滅諍法。


� 《五分律》卷十，大正二二，七七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五十，大正二三，九○四中。


� 《僧祇律》卷二二，大正二二，四一二中。


� 《佛說犯戒罪報輕重經》大正二四，九一○中。且大正藏中收錄有聖語藏的異本，除了卷末的偈文顯著減少之外，文意大致相同。大正同，九一一上。


� 例如《十誦律》卷一，大正二三，五上。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六上。


� 《出三藏記集》卷四，大正同，二九下。


� 同上，卷四，大正同，三二上。


� 《歷代三寶紀》卷四，大正四九，五二上中。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六中。


� 《歷代三寶紀》卷四，大正四九，五二中。


� 同上，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下。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


� 《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下。《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


� 《大唐內典錄》卷一，大正五五，二二三上。


� 同上，卷九，大正同，三二四中。


� 《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三上。


� 《開元釋教錄》卷一、卷十三，〈別錄〉大正五五，四八○上、六一九中。《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一、卷二三，大正同，七七七中、九五二下。


�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大正二四，九七二中下、九八三下、九八四上。


�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卷上，大正二四，九一三中。水野弘元〈大乘佛教と部派佛教の關係〉《大乘佛教の成立史的研究》三○八頁。博士也已經否定此經為安世高譯。


�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卷上，大正二四，九一三中。


� 同上，大正同，九一四下。


� 同上，大正同，九一四下、九一三中。


�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大正同，九一五上。


� 「布薩」《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卷上，大正二四，九一三中。「自恣」同上。「羯磨」同上。「突吉羅」卷上，大正同，九一四中。「阿闍梨」卷上，大正同，九一六上。「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卷上，大正同，九一六下。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一下。


� 《鼻奈耶》卷一，大正二四，八七四下。


�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大正二四，九一四中。


� 《鼻奈耶》卷一，大正二四，八五一中。


� 《十誦律》卷一，大正二三，二中。


� 《摩訶僧祇律》卷二，大正二二，二三六中。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五下、六上中。


� 同上，卷四，二二上。而且大正藏中連續有兩個「大比丘威儀經」，不過根據注釋，宋元明三本中只有一個，一般認為，當然是一個才是正確的。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下。


� 《仁壽錄》卷一，大正同，一五五下。


� 《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


� 《歷代三寶紀》卷四，大正四九，五○上。


� 同上，卷十四，大正同，一一九下。


� 同上，卷十四，大正同，一一九上中。


� 《大唐內典錄》卷一，大正五五，二二一上。同，卷九「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大正同，三二四上。


� 《大周錄》卷十，大正五五，四三三上。


� 《開元釋教錄》卷一，大正五五，四八○上。同，卷十三「別錄」大正同，六二○上。《貞元錄》卷一，大正同，七七七中。這裡記錄卷數為一卷，而聖語藏本則為兩卷。同，卷三十「入藏錄下」大正同，一○四三中。


� 《戒消災經》大正二四，九四五上。


� 《義足經》卷下，大正四，一八七下。


� 《戒消災經》大正二四，九四四中。


� 同上，大正同上。


� 同上，大正同上。


� 《義足經》大正四，一七四中、一七五下、一七六中、一七七下、一七八上、一七九下、一八八上等。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六下、七上。


� 同上，卷四，大正同，二八下。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


� 《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下。《靜泰錄》卷一，大正五五，一八八上。


� 《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下。


� 同上，卷五，大正四九，五八上。


� 《大唐內典錄》卷二、卷九，大正五五，二二八下、三二四中。


� 《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三上。


� 《開元釋教錄》卷二，大正五五，四八八下。卷十三〈別錄〉，大正同，六一九下。《貞元錄》卷三、卷二三，大正同，七八六上，九五二下。


� 《高僧傳》卷一，大正五十，三二四下。


� 同上，大正同，三二五上。


� 《高僧傳》卷一，大正五十，三二五上。


� 同上，大正同，三二五上。


� 《曇無德律部雜羯磨》一卷，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鎧譯，大正二二，一○四一上。《羯磨》一卷，出曇無德律，曹魏安息沙門曇諦譯，大正二二，一○五一中。此外，曇迦羅的僧祇戒心，在經錄方面，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開始有記載。接著被收錄在歷代三寶紀卷（大正四九，五六中）以下的經錄中。之後在大唐內典錄卷九的〈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中，記有「僧祇律比丘戒本二十紙，前魏曇迦羅於許昌譯」（大正五五，三二四中），所以在內典錄當時，應該存在有歸於曇柯迦羅的戒本。但是在開元錄時期，就被視為已經消失了，開元錄將此經置入「闕本」中。開元錄卷十五，大正五五，六四八中。但存於內典錄時期的僧祇律比丘戒本，是否真是曇柯迦羅的譯作，頗有疑問。


    曇諦本、康僧鎧本的「羯磨」是中國撰述一事，筆者曾經指出，《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三卷第二號十六頁以下（昭和三十年三月）。之後西本龍山師也否定此兩羯磨為譯出本，後來橫超慧日博士也贊成這個說法（西本龍山《四分律比丘戒本講讚》九一頁。橫超慧日《中國佛教の研究》二六頁）。因為如此具代表性的學者已經承認這個說法，所以沒有必要再耗費筆墨來論證了，不過初稿已經寫了，而且有詳細探討這一點的價值，因此決定不刪去這個討論真偽的部分。


� 康僧鎧本，大正二二，一○四二下。曇諦本，大正同，一○五三下。


� 尼薩耆波逸提與波逸提，都只見於曇諦本。大正同，一○五五中、一○五六上。


� 康僧鎧本，大正二二，一○四一上。曇諦本，大正同，一○五一中。


� 曇諦本，大正二二，一○五一下。康僧鎧本，大正同，一○四一中。四分律卷三五，大正同，八一九下。


10 大正二二冊中，曇諦本順次出現於下面的頁數：第二，一○五三上；第三，一○五四中；第四，一○五六中；第五，一○五七上；第六，一○五七下；第七，一○五八中；第八，一○五九上；第九，一○五九中；比丘尼羯磨文，一○六○上以下。康僧鎧本，第二，一○四二上；第三，一○四三中；第四，一○四四下；第五一○四五中；第六，一○四五下；第七，一○四六中；第八，一○四七上；第九，一○四七中；比丘尼雜羯磨，一○四七下以下。


11 曇諦本羯磨，大正二二，一○六四上。


12 康僧鎧本，大正二二，一○五一中。


13 曇諦本，大正二二，一○六五上。《十誦律》卷六一，大正二三，四六○中下。


14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二中。


15 《高僧傳》卷三，大正五十，三四一上。


16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


17 《歷代三寶紀》卷五、卷十，大正四九，五六下、九十上。


18 《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小乘錄入藏目〉大正同，一一九中。


19 《僧羯磨》卷上並序，大正四十，五一一中。


20 宇井伯壽《支那佛教史》八二頁。


21 《法經錄》卷七，大正五五，一四九上。


22 《續高僧傳》卷二一，大正五十，六一○上。


23 《仁壽錄》卷五，大正五五，一七七中。《靜泰錄》卷五，大正同，二一五上。


24 《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


25 《靜泰錄》卷一，大正五五，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四，大正同，二五八中。《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二中。《開元錄》卷五，大正同，五二六上。《貞元錄》卷七，大正同，八二二下。


26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卷一，大正二二，一○六五中。


27 《開元釋教錄》卷一，大正五五，四八六下、四八七上。


28 《歷代三寶紀》卷五，大正四九，五六中。《法經錄》卷一，在康僧鎧的部分舉出《郁伽長者所問經》一卷，但是法經錄中沒有列出無量壽經。在無量壽經的六本同本異譯中，法經錄沒有收入康僧鎧本。大正五五，一一九上中。《大唐內典錄》卷二，大正同，二二六下。


29 《高僧傳》卷一，大正五十，三二五上。


30 參照注19.


31 《開元釋教錄》卷一，大正五五，四七七上。


� 《梁高僧傳》卷一，大正五十，三二四下。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


� 《歷代三寶紀》卷五，大正四九，五六中。《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其中記載「後魏世曇摩迦羅譯」。《靜泰錄》卷一，大正五五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二，大正五五，二二六下。《開元釋教錄》卷一，大正五五，四八六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大正五五，七八三下。


� 《大唐內典錄》卷九，大正五五，二二四中。


� 宇井伯壽《支那佛教史》五頁。


� 《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七〈小乘律本譯有無錄〉大正五五，三○○中。同上，卷八〈入藏錄〉大正同，三一○中。同上，卷九〈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大正同，三二四中。


� 


� 《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大正二三，四七○下。《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大正二二，五四九上下。《彌沙塞五分戒本》大正二二，一九四下。


� 同上，大正二三，四七八中下。大正二二，五五五中下、五五六上、一九九下、一○○上中。


� 《四分僧戒本》大正二二，一○二三上中。《四分律比丘戒本》大正同，一○一五上中。


� 同上，大正同，一○三○、一○二二。


� 《解脫戒經》大正二四，六五九中下。


� 《高僧傳》卷三，大正五十，三三九上。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上中。《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下。


� 《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中。卷十，大正同，八九中。


� 《靜泰錄》卷一，大正五五，一八八中。


� 《大唐內典錄》卷九，大正五五，三二四中。《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二下。《開元釋教錄》卷五，大正五五，五二三下。《貞元錄》卷七，大正五五，八二○中。


� 《彌沙塞五分戒本》大正二二，一九四下以下。《五分戒本》大正同，二○○中以下。


� 《高僧傳》卷二，大正五十，三三二中。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一上中下，十二中。


� 同上，卷二，大正五五，十一下。


� 《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


� 《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此外〈闕本錄〉為《仁壽錄》卷五，大正同，一七七中；《靜泰錄》卷五，大正同，二一五上。


� 《大唐內典錄》卷七〈小乘律本譯有無錄〉大正五五，三○○中。卷八〈入藏錄〉大正同，三一○中。卷九〈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大正同，三二四中。


� 《開元釋教錄》卷二十〈入藏錄下〉大正五五，六九四下。卷十五〈總括群經錄〉大正同，六四八中。貞元錄與開元錄同。同上，卷三十〈入藏錄下〉大正同，一○四二中。同，卷二五〈別錄〉大正同，九五一下。


� 參照《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


� 《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四九，九三下。


� 《大唐內典錄》卷四，大正五五，二六一上。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三上。但是《高僧傳》卷十一法穎傳中敘述，「撰十誦戒本，並羯磨等」，大正五十，四○二上。


� 《開元釋教錄》卷五，大正同，五三二上。


� 《摩訶僧祇律》卷十七，大正二二，三六二中。


� 《摩訶僧祇律戒本》大正二二，五五二下。


� 《摩訶僧祇律》卷二七，大正二二，四四六下，四四七上。


� 《比丘大戒序》（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下、八一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大正二四，五○○中。


�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Banerjee ed. P. 5; So-sor-thar-pa, Jour. of the Asiat. Soc. Of Bengal, March-April, 1915, pp. 71-75.


� M, pp. . L. Finot, Le PrAtimokSasUtra des SarvAstivAdins, JA. nov-déc. 1913, pp. 539-543.


� 大正大藏經第二三冊，四七九頁注九。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一四○下。《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四九，九三下。《大唐內典錄》卷四，大正五五，二六一上。《開元錄》卷五，大正五五，五三二上。《貞元錄》卷八，大正五五，八二九上。


� 《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大正二三，四八六中。


� 《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大正二三，四七六下。


� 《十誦律》卷十九，大正二三，一三三下。


� 同上，卷十九，大正二三，一三八下。


� 《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大正二三，四八七中。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四下－十五上。


� 同上，卷二，大正五五，九中。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七九下。


� 橫超慧日《中國佛教の研究》七○頁。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上。


� 同上，卷十一，大正五五，八一中。


� 橫超慧日，前引書，七一、七三頁。


� 西本龍山〈羅什譯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の出現並諸部僧尼戒本の對照研究〉《大谷學報》第九卷第二號二七頁以下。昭和三年五月。


� 西本龍山，同上，《大谷學報》同上，三六頁對照表。


� 五分戒本，大正二二，二○○中。


� 同上，大正同，二○六上。


� 《彌沙塞五分戒本》大正同，二○○中。


� 這部五分本與十誦戒本相合一事，和辻博士已經指出，和辻哲郎《原始佛教の實踐哲學》六九頁。西本龍山師認為與十誦同系統，並持有不同看法，〈羅什譯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の出現並諸部僧尼戒本の照研究〉（《大谷學報》第九卷第二號三二頁）。


� 諸經錄的「入藏錄」中，只記載一部《五分戒本》。《出三藏記集》卷三，「比丘戒本，一經五人出」，大正五五，十四下。《法經錄》卷五，大正同，一四○上。《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中。《仁壽錄》將五分戒本置於闕本之列，同上，卷五，大正五五，一八○上。但是被接下來的《靜泰錄》發現，同上，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中。《大唐內典錄》卷九，大正同，三二四中。《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二下。《開元錄》卷十三，大正同，六一九上。《貞元錄》卷二三，大正同，九五二上。


� 《五分比丘尼戒本》大正二二，二○六中。


� 《高僧傳》卷三，大正五十，三三九上。《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二中。


� 《開元錄》卷十三，大正五五，六一九上。同上，卷六，大正同，五三八上。


� 同上，卷六，大正同，五三八上。


� 《摩訶僧祇比丘尼戒本》大正二二，五五六上。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的，十一下、十二上。


� 同上，卷二，大正同，十四下、十五上。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


� 《歷代三寶紀》卷七，大正四九，七一中。


� 《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下。《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內典錄》卷三，大正同，二四七上。《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二下。《開元錄》卷三，大正同，五○七中。


� 僧祇律的眾學法有六十六條。大正大藏經所收的僧祇尼戒本的眾學法，有六十四條與比丘戒的眾學法相同，十三條不合。關於這一點，請參照第四章第四節。


� 《四分律比丘戒本》大正二二，一○一五上。《四分僧戒本》大正同，一○二三上。《四分比丘尼戒本》大正同，一○三一上。


� 《四分僧戒本》大正二二，一○二三中。


� 《四分僧戒本》大正二二，一○二八下。


� 《四分律》卷十九，大正二二，六九八中。


� 《四分律比丘戒本》大正同，一○二○下。


� 《四分僧戒本》大正二二，一○三○下。


� 大野法道《大乘戒經の研究》四二○頁。


� 《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大正二三，四七九上。《彌沙塞五分戒本》大正二二，二○○中。《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大正二二，五五六上。


�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大正二四，五○八上。


� So sor thar pa bton pa yi/ bsod nams grub pa gaG yod pa/ des ni Hjeg rten pa lus pa/ thub dbaG go HphaG thob par Zog// Journ. of the Asiat. Soc. of bengal, March & April, 1915, pp. 139, 70.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一中。《法經錄》卷五，大正同，一四○上。《歷代三寶紀》卷八，大正四九，七九下。《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三，大正同，二四七上。《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二中。《開元錄》卷四，大正同，五一六中。


� 參照前注。


� 《出三藏記集》卷三，大正五五，十四下。


� 《四分比丘戒本》並序，大正二二，一○一五上。《四分尼戒本》並序，大正同，一○三○下。


� 《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中。這被包含在「小乘入藏目」中，沒有列出譯者。因為沒有包含於佛陀耶舍的譯經中，所以三寶紀理應是將此四分尼戒本視為別人的作品。而且也有出現在《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下，《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中，《內典錄》卷九，大正同，三二四上等之中。


� 《大周錄》卷十，大正五五，四三二中下。


� 《開元錄》卷十三，大正五五，五一九上。此外卷九，大正同，五六四下有舉出懷素的撰出經，也包含在其中。


� 《解脫戒經》大正二四，六五九上。


� 兩者的譯經產生混淆一事，是因為譯者都只記載為「流支」，很難決定到底是誰。難以區分一事，敘述於《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四九，八七上，《大唐內典錄》卷四，大正五五，二七○上，《續高僧傳》卷一，大正五十，四二九中等。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上。


� 《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四九，八七上。《大唐內典錄》卷四，大正五五，二七○上。《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五五，五四二下。


� 《續高僧傳》卷一，大正五十，四二九中。《開元錄》卷六，大正五五，五四三上。


� 《解脫戒經》〈譯經緣起〉大正二四，六五九上。


� 同上，大正二四，六一九上。


� 《優婆離問佛經》大正二四，九○三上。


� 西本龍山《四分律比丘戒講讚》九五頁。


� 《優波離問佛經》大正同，九○三中。


� 《鼻奈耶》卷一，大正二四，八五二下。


� 《優波離問佛經》大正同，九○三上、九○五中。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一下。


� 《優波離問佛經》大正同，九○三下以下。


� 同上，大正同，九○三中以下。


�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卷上，大正二四，九一三中、九一四下、九一五上。


� 同上，大正同，九一三中。


� 《優波離問佛經》大正二四，九○三上。


� 同上，大正同，九○六中。


� 《出三藏記集》卷四，大正五五，二四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仁壽錄》卷一，一五五下。《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中。《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四中。


� 《歷代三寶紀》卷四，大正四九，五四下；同上，卷八，大正同，七四中。


� 《大唐內典錄》卷二，大正五五，二四九上。


� 《開元釋教錄》卷一，大正五五，四八三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大正同，七八一上。


� 《高僧傳》卷三，大正五十，三四○上以下。


� 《曇無德律部雜羯磨》大正二二，一○四一上。大沙門百一羯磨法十誦羯磨比丘要用


� 《羯磨》大正二二，一○五一上。


�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大正二二，一○六五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大正二四，四五五下。


� 《彌沙塞羯磨本》大正二二，二一四上。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二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上。《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中。


� 《仁壽錄》、《靜泰錄》中列為闕本。《仁壽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八○上。《靜泰錄》卷五，大正同，二一七下。


� 《開元釋教錄》卷五，大正五五，五二三下。


� 《開元錄》卷九，大正五五，五七一上。《貞元錄》卷十四，大正同，八七三下。


� 《宋高僧傳》卷十四，大正五十，七九六上。


�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大正二三，四八九上。


� 同上，大正同，四八九頁注二。


�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大正二三，四九二下。參照《十誦律》卷六一，大正二三，四五三中。


� 同上，參照大正同，四八九中、四九二中。


� 《出三藏記集》卷四，大正五五，三三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下。


� 《仁壽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八○上。


� 《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中。


� 《大唐內典錄》卷九，大正五五，三二四中。《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四中。《開元釋教錄》卷十三，大正同，六一九上。


� 《開元釋教錄》卷五，大正五五，五三五上中。


�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大正二三，四九六上。


� 《高僧傳》卷十一，大正五十，四○一中。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三上。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下。但是《仁壽錄》作「闕本」，《仁壽錄》卷五，一七七下。《靜泰錄》作「闕本訪得」，同上，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中。《內典錄》卷九，大正同，三二四中。但《三寶紀》、《內典錄》在列出僧璩譯出經時作「十誦僧尼要事羯磨二卷」，《三寶紀》卷十，大正四九，九三下。《內典錄》卷四，大正五五，二六一上。


� 《開元錄》卷五，大正五五，五三二上。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三上。


� 《高僧傳》卷十一，大正五十，四○二上。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下。


� 《仁壽錄》卷五，大正五五，一七七下。《靜泰錄》卷五，大正同，二一五下。


� 《出三藏記集》卷四，大正五五，二四中。


� 《歷代三寶紀》卷四、卷七，大正四九，五四下、七四中。《大唐內典錄》卷一、卷三，大正五五，二二五中、二四九上。以上兩錄在「漢代失譯」及「東晉失譯」都列出此經，《開元錄》已選定為「後漢失譯經」，同上，卷一，大正五五，四八四上。但似乎不是那麼早期的作品。


�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大正二四，五二五上。


�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大正二三，五○三下。


� 這些譯語散見全卷，舉其中一例，卷二、卷三、卷五、卷九，大正二三，五一五、五一九、五三七、五六二等。


�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一，大正二三，五○八下。


� 同上，卷四，大正同，五二八下。


� 同上，卷六，大正同，五三八上。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下。


� 《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下。《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下。


� 《大唐內典錄》卷九，大正五五，三二四上。


� 《續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序》大正二三，五五八下。


� 《大周錄》卷十，大正五五，四三四中。《開元錄》卷四，大正同，五一八下。《貞元錄》卷六，大正同，八一五下。


� 《開元錄》卷四，大正五五，五一八下。


� 《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大正二三，五六四下。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二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


� 如卷一、卷二、卷三，大正二三，五六九、五七三、五七九等。


� 〈摩得勒伽記第十四．出經後記〉，《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二上。


� 《善見律毗婆沙》大正二四，六七三中。


�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大正五五，八二上。


� 同上，卷二，大正同，十三中。


� 《歷代三寶紀》卷十一，大正四九，九五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上。《仁壽錄》卷一，大正同，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九，大正同，三二四上。《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四上。《開元錄》卷五，大正同，五三五下。


� 《善見律毗婆沙》卷一，大正二四，六七五上。並散見各處。


� 長井真琴《南方所傳佛典の研究》一頁以下。


� 《律二十二明了論》大正二四，六六五中。


� 同上，大正二四，六六六下。


� 同上，大正同，六七二下。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上。


� 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六，九二頁。


� 《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六上。《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下。


� 《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四九，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五，大正五五，二七三中。《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三下。《開元錄》卷七，大正同，五四五下。


� 《律二十二明了論》大正二四，六六五中。但是大正藏作「弗」，依注釋改為「佛」。


� 同上，大正同，六七二下。


� 《毗尼母經》大正二四，八○一上。


� 同上，卷二，大正同，八一一中、八○八下。


� 同上，卷三，大正同，八一三中。


� 同上，卷二，大正同，八○八上。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下。《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中。


� 《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下。《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九，大正同，三二四上。《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三中。《開元釋教錄》卷十三，大正五五，六二○上。


� 《大周錄》卷十，大正五五，四三三中。此外，橫超教授採用大周錄的說法，認為毗尼母經的譯者為僧伽提婆，《中國佛教の研究》一一三頁。


� 《開元錄》卷四，大正五五，五一八下。


� 出自赤沼智善《佛教經典史論》二六頁。


�境野黃洋《支那佛教史講話》四六一頁。


�國譯一切經，律部十五《毗尼母經及薩婆多毗尼毗沙解題》。


�赤沼智善《佛教經典史論》二六頁。


� 金倉圓照〈毗尼母經と雪山部〉昭和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日本佛教學會年報》第二十五號一二九頁以下）


� 《毗尼母經》卷四，大正二四，八一九上中。


� J, Przyluski, Le concile de RAjagRha, pp. 317-318.


� André Bareau, Les sectes bouddhiques du petit véhicule, 1955, pp. 111-112. cf. M. Hofinger, Étude sur le concile de VaiZAlI, Louvain, 1946, p. 166; E. Frauwallner, The earliest Vinaya and the beginning of Buddhist literature, Roma, 1956, p.10.


� 《佛阿毗曇經》大正二四，九五八上。


� 諸經錄大多在其上添加「大乘論」。《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一中。《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四九，八七下。《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三下。《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五下。《大唐內典錄》卷五，大正同，二七三上。《大周錄》卷六，大正同，四○六下。《開元釋教錄》卷七，大正同，五四五下。


� 《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四九，八七下。


� 同上，卷十三，大正同，一一四下。


� 《大唐內典錄》卷五、卷九，大正五五，二七三上、三二一上。


� 同上，卷五，大正同，二七三下。


� 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六，八十頁。


� 《佛說苾芻五法經》大正二四，九五五上。《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大正同，九五六下。


�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八，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卷，二二七上。縮藏．結八，七十三右。


� 《佛說苾芻五法經》大正二四，九五五下、九六六上。


� 同上，大正同，九五六上。此外，「阿缽帝」大正同，九五五下。「各四說」同上。「各四法解說」大正同，九五六上。「寶沙地」大正同，九五六上中。


� 《舍利弗問經》大正二四，八九九下。


� 《開元釋教錄》卷三，大正五五，五一○中。


� 《出三藏記集》卷四，大正五五，三三上。《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中。《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小乘錄入藏目〉大正四九，一一九下。《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九，大正同，三二四中。《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四中。


� 《出三藏記集》卷四，大正五五，三三上。


� 《舍利弗問經》，大正二四，九○○中下。


� 同上，大正同，九○一中。


�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大正二四，九七二中，九八三下。


� 同上，大正同，九八三下。


� 同上，大正同，九七三、九八四。


� 同上，大正同，九七二中下、九七三下、九七六下、九八四上、九八八上。


� 《開元釋教錄》卷二十，大正五五，七一九下。


� 同上，卷十三，大正五五，六一九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三，大正同，九五二下。


� 《佛說目連所問經》大正二四，九一一中。


�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八，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卷，二二七上。縮藏．結八，七十三右。


�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五篇事品第一〉大正二四，九七二中、九八三下。


� 《目連所問經》大正二四，九一一中下。


� 同上，大正二四，九一一下。


� 《大愛道比丘尼經》大正二四，九四五中。


� 同上，「般若波羅蜜」大正二四，九四六下。「菩薩」同，九四八中。「建立大乘」同，九五○中。「六度無極」同，九五一上。


� 大野法道《大乘戒經の研究》三九○頁。


� 《開元釋教錄》卷四，大正五五，五二二中，五二三上。


� 《出三藏記集》卷三，大正五五，十八下。諸經錄大多將此冠上「大乘論」。《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一中。《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四九，八七下。《仁壽錄》卷一，大正同，一五三下。《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五下。《大唐內典錄》卷五，大正同，二七三上。《大周錄》卷六，大正同，四○六下。《開元釋教錄》卷七，大正同，五四五下。


� 《大愛道比丘尼經》，「裘曇彌」大正二四，九四五中及其他。「阿祇梨」大正同，九五二中。「飛行皇帝」大正同，九四九中。「六度無極」大正同，九五一上。


�大野法道《大乘戒經の研究》三九○頁。


� 《佛說迦葉禁戒經》大正二四，九一二上。《佛說五恐怖世經》大正同，九五七中。


� 《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四九，九三上。


� 《大唐內典錄》卷四，大正五五，二六○中。《開元釋教錄》卷五，大正同，五三一上。


� 同上，卷三，大正同，十七中。


� 同上，卷三，大正同，十七中。


� 《法經錄》卷五，迦葉禁戒經包含在「眾律失譯」，大正五五，一四○中。五恐怖世經包含在「眾經失譯」，同上，卷三，大正同，一三一上。《仁壽錄》卷一，大正同，一五四下、一五五下。《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七中、一八八上。


� 《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包含在〈小乘錄入藏目〉的「小乘修多羅失譯」與「小乘毗尼失譯」中，大正四九，一一七上、一一九下。《大唐內典錄》卷九，〈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大正五五，三二三中、三二四中。


� 《大周錄》卷七、卷十，大正五五，四一三、四三三下。


�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大正十四，四一八中。《治禪病祕要法》卷上，大正十五，三三三上。


�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大正二四，九三九下。


�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五五，十二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十二中。《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四九，九十上。《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卷四，大正同，二五八中。《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三下。《開元釋教錄》卷五，大正同，五二六上。


� 長井真琴《南方所傳佛典の研究》〈優婆塞五戒相經の批判〉二九七頁。


� 《大乘戒經の研究》三八三頁。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一卷 大正二四，九二六中。《沙彌威儀》一卷，大正二四，九三二中。《沙彌十戒儀則經》一卷，大正同，九三五中。《沙彌尼戒經》一卷，大正同，九三七上。《沙彌尼離戒文》一卷，大正同，九三八中。


� 《大乘戒經の研究》三九○頁以下。


� 《摩訶僧祇律》卷二九，大正二二，四六○中。


� 《大乘戒經の研究》三九三頁。


� 同上，三九三頁。


�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大正二四，九二七上。


� 《大愛道比丘尼經》大正二四，九四七下。


�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大正同，九二八中下、九三一下。


� 《大戒經の研究》三九六頁。


� 《出三藏記集》卷四，大正五五，二四中。


� 《靜泰錄》卷一，大正五五，一八八中。《大唐內典錄》卷九，大正同，三二四中。《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四中。


� 《開元錄》卷三，大正同，五一○中。


� 《出三藏記集》卷四，大正五五，二四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上。《歷代三寶紀》卷十，大正四九，九十上。但是三寶紀在「東晉失譯」中，也列有「沙彌威儀一卷」，同上，卷七，大正同，七四中。《仁壽錄》卷一，大正五五，一五五中。《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上。《大唐內典錄》東晉失譯及求那跋摩兩邊都有，同上，卷三，大正同，二四九上、二五八中。《大周錄》卷十，大正同，四三三下。《開元釋教錄》卷五，大正同，五二六上。


� 《沙彌威儀》大正二四，九三五上。


� 《諸德福田經》大正十六，七七七上。


�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大正二四，九三二中。參照九三二頁注二五。


�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八，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卷，二二七上。縮藏．結八，七三右。


� 《大戒經の研究》三九六頁。


� 《沙彌尼戒經》大正二四，九三七上。


� 同上。大正同，九三八上。


� 《大愛道比丘尼經》卷上，大正同，九四八中。


� 《沙彌尼戒經》大正二四，九三七下。


� 《出三藏記集》卷四，大正五五，二四中。


� 《法經錄》卷五，大正同，一四○下。《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小乘毗尼失譯錄〉大正四九，一一九下。但是三寶紀在後漢失譯及東晉失譯中，各有《沙彌尼戒經》一卷，同上，卷四、卷八，大正同，五四下、七四中。


� 《仁壽錄》卷五，大正五五，一七七中。


� 《靜泰錄》卷一，大正同，一八八中。


� 《開元釋教錄》卷一，大正同，四八三下。


� 《沙彌尼離戒文》大正二四，九三八中。


� 《沙彌尼離戒文》大正二四，九三九中。


� 同上，大正同，九三九中。


� 同上，大正同，九三九中。


� 同上，大正同，九三九中。


� 《出三藏記集》卷四，大正五五，三三中。


� 《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大正四九，一一九下。《法經錄》卷五，大正五五，一四○下。


� 《靜泰錄》卷一，大正五五，一八八中。《大唐內典錄》卷九，「沙彌離戒四紙」大正同，三二四中。《大周錄》卷十，《沙彌離戒經一卷》大正同，四三四中。


� 《開元釋教錄》卷十三，大正五五，六一九上。同上，卷三，大正同，五一○中。


� VinayapiTaka, vol. III, p. 11ff. 《南傳大藏經》第一卷，十七頁以下。


� 《四分律》卷一「迦蘭陀村須提那子」大正二二，五六九下。《五分律》卷一「有長者迦蘭陀子名須提那」大正同，二中。《十誦律》卷一「名須提那．迦蘭陀子」大正二三，一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一「羯闌鐸加迦村羯闌鐸迦子名蘇陣那」大正二三，六二八上。


� 《摩訶僧祇律》卷一「名曰耶舍，信家非家，捨家出家，其父名迦蘭陀子」大正二二，二二九上。第二結集時，舉發毗舍離比丘使用金銀後，成為舉行七百會議的開端者即是一名叫做耶舍的比丘，僧祇律將最初的犯戒者名為「耶舍」，也許和這件事有關。


� 《巴利律》列出十二種比丘，VinayapiTaka vol. III, p.24. 《五分律》卷二舉十二種（大正二二，四中），《四分律》卷一舉八種（大正同，五七一上），《十誦律》卷一舉四種（大正二三，二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一舉五種（大正同，六三○上）。但只有僧祇未列出比丘的種類，大正二二，二三五下。


� 參照《五分律》大正大藏經第二十二卷目錄。


� 《四分律》同上，參照目錄。


� 《十誦律》，根據大正大藏經第二十三冊目錄。


� 《摩訶僧祇律》，大正大藏經第二十二冊目錄。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大正大藏經第二十三冊。


� 《西藏大藏經大谷目錄》三九八頁以下。同《東北目錄》一、二頁。


� 梵文戒經中，戒經的文章中也經常出現“PrAtimokSasUtraM uddekSyAmaH…”（我等應誦出戒經），或者是“PrAtimokSasUtroddeçam Agacchanti…”（誦出戒經時來）等表現。相當於插入巴利律中的巴利波羅提木叉的這一句，並沒有sutta一語，記載為”Patimokkham uddiseyy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JA. nov-déc. 1913, pp. 475, 476, 479, 488, 490, 502 etc.;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pp. 7, 9, 14, 20, 30, 31, 36.; VinayapiTaka, vol. I, p. 102. etc.


� 參照注(18)－(26)。


� VinayapiTaka, vol. I, p.65. suttato anuvyaJjanaso. Vol. II, pp. 95, 249; ibid. pp. 96, 97. “n’eva suttaM AgataM no suttavibhaGgo,”; SBE. Vol. XIV, Introduction, p.xxxix.


� Cullavagga IV. XII. Vol. II, pp. 96, 97, 306, 307.


� MahAvagga II. vol. I, pp. 102-103.


� PArAjika IV. VinayapiTaka, vol. III, p. 109. 《南傳大藏經》第一卷，一八三頁。


� VinayapiTaka, vols. III, pp. 186, 194, 266. IV, pp. 174, 184, 206, 207, 222, 242, 257, 345, 348, 350, 351.


� PAcittiya LXXIII, vol. IV, p. 144. 《南傳大藏經》第二卷，二二九頁。


� 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PatayantikA No. 83, JA. ibid. p. 522.


�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PayantikA No. 83, p. 29.


� So-sor-thar-paHi mdo, LtuG-byed. No. 83. Journ. of the Asiuta. Soc. of Bengal, March-April, 1915, pp. 122, 60.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大正二四，五○六上。


� 《四分律》卷十八，波逸提法第七三條，大正二二，六八六中。


� 《五分律》卷九，波逸提法第八十三條，大正二二，六二下。


� 《十誦律》卷十八，波夜提法第八十三條，大正二三，一二七上。


� 《摩訶僧祇律》卷二一，波夜提法第九十二條，大正二二，三九六上。


� 《解脫戒經》波逸提法第八三條，大正二四，六六三下。此外《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九中也提到「修多羅者，四阿含及二百五十戒。」認為兩百五十戒是經，大正二三，五五九下。


� H. Oldenberg, VinayapiTakaM, Introduction, p. xvii ff.


� PAcittiya No. 49. vol. IV, p. 106. 《南傳大藏經》第二卷，一六八頁。


� PAcittiya No. 48. vol. IV, p. 104. 《南傳大藏經》第二卷，一六六頁。


� PAcittiya No. 69. vol. IV, p. 137. 《南傳大藏經》第二卷，二一七頁。


� PAcittiya No. 68. vol. IV, p. 135. 《南傳大藏經》第二卷，二一三－二一四頁。


� 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JA. do. P. 512;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p. 25; So-sor-thar-paHi mdo, Journ. of the Asiat. Soc. of Bengal, do. P. 112. 《四分律》卷十五，大正二二，六七○上。《五分律》卷八，大正同，五六中。《十誦律》卷十四，大正二三，一○一下。《僧祇律》卷十八，大正二二，三七五中。《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七，大正二三，八三二上。《解脫戒經》大正二四，六六二下。


� 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JA. do. P. 515;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p. 25


� So-sor-thar-paHi mdo, do. p. 115.


� 《四分律》卷十七，大正二二，六八三中。《解脫戒經》大正二四，六六三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九，大正二三，八四一中。


� 《十誦律》卷十四，大正二三，一○六下。


� 《五分律》卷八，大正二二，五七下。


� 《摩訶僧祇律》卷十八，大正二二，三六七下。


� 《大智度論》卷三三，大正二五，三○七中。


� 同上，卷二，大正二五，六九下。


� 《十誦律》卷二四，大正二三，一七六中下。


� 《摩訶僧祇律》卷二二，大正二二，四一二中。同上，卷四十，大正二二，五四四下。


� 《摩訶僧祇律》卷三七，大正二二，五二四上。


� 同上，比丘尼戒本，有相同的內容，但是語句上有兩三個異動。大正二二，五五八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十六、二四，大正二三，六七○上、七六○上。


�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五、七、十一、二十，大正二三，九三一上、九四三中、九六六上、一○一	七中。


� VinayapiTaka, vol. IV, pp. 207, 351. 《南傳大藏經》第二卷三三六、五六三－四頁。《四分律》卷二一，大正二二，七一三下。《五分律》卷十，大正二二，七七中。《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五十，大正二三，九○四中。同上，《苾芻尼毗奈耶》卷二十，大正二三，一○一九下。


� 《十誦律》卷二十，大正二三，一四一下－一四七。


� 同上，卷三五，大正二三，二五一上以下。


� 《摩訶僧祇》卷二二，大正二二，四一二中。


� 同上，卷十二，大正二二，三二八，但是在僧祇戒本中。


� Cullavagga, IV, VinayapiTaka, vol. II, pp. 96, 97. 《南傳大藏經》第四卷，一五○、一五一頁。


� Cullavagga, XII, VinayapiTaka, vol. II, pp. 306, 307. 《南傳大藏經》第四卷，四五七頁以下。


� 注52。但是Buddhaghosa將這裡的sutta解釋為mAtikA，suttabibhaGga解釋為Vinaya。SamantapAsAdikA, vol. IV, p. 1197. “n’eva suttaM Agatan ti na mAtikA AgatA. No suttavibhaGgo ti vinayo na paguuo.”　sutta意味學處一事，先前已經論證過了，而佛音將經分別解為vinaya的作法，四分律相對應處譯為「經毗尼」（參照下一注），也值得注意。從這個解釋也可以了解經分別一語並非歷史悠久。


� 《四分律》卷四七，大正二二，九一八上。


� 《五分律》卷二三，大正二二，一五四下。


� 參照注58、59。


� 《摩訶僧祇律》卷十二，大正二二，三二八上。《五分律》卷二三，大正同，一五四下。


� 《十誦律》卷三五、二十，大正二三，二五二下、一四四上。


� 《四分律》卷四七，大正二二，九一八上。《五分律》卷二三，大正同，一五四下。


� MahAvagga I, VinayapiTaka, vol. I, p.65. 《南傳大藏經》第三卷，一一四頁。


� Cullavagga IV, IX. Vol. II, pp. 95, 249. 《南傳大藏經》第四卷，一四九、三七一頁。


� 《四分律》卷四七，大正二二，九一七下－九一八上。


� Cullavagga XII. Vol. II, pp. 306, 307. 《南傳大藏經》第四卷，四五七頁以下。


� 《四分律》卷五四，大正二二，九七○上。


� 《五分律》卷三十，大正二二，一九四上。


� 《十誦律》卷六十，大正二三，四五一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四十，大正二四，四一二中。


� 《四分律》卷五四，大正二二，九七○上。


� VinayapiTaka, vol. I, p.65; vol. II, pp. 95, 249.《南傳大藏經》第三卷，一一四頁。第四卷，一四九、三二一頁。


� 《四分律》卷四七，大正二二，九一七下、九一八上。


� 《五分律》卷十七，大正二二，一一四下。


� 《十誦律》卷二一，大正二三，一四九中。


� 參照注1－3。


� VinayapiTaka, vol. III, p.21. 《南傳大藏經》第一卷，三二頁。巴利律十事的順序如下：1.saMghasuTThutAya, 2.saMghaphAsutAya, 3.dummaGkUnaM puggalAnaM niggahAya, 4.pesalAnaM bhikkhUnaM phAsuvihArAya, 5.diTThadhammikAnaM AsavAnaM saMvarAya, 6.samparAyikAnaM AsavAnaM paTighAtAya, 7.appasannAnaM pasAdAya, 8.pasannAnaM bhiyyobhAvAya, 9.saddhammaTThitiyA, 10.vinayAnuggahAya.


� 《四分律》卷一「一、攝取於僧。二、令僧歡喜。三、令僧安樂。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令增長。六、難調者令調順。七、慚愧者得安樂。八、斷現在有漏。九、斷未來有漏。十、正法得久住。」大正二二，五七○下。


� 《摩訶僧祇律》卷一「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為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大正二二，二二八下。


� 《五分律》卷一「僧和合故，攝僧故，調伏惡人故，慚愧者得安樂故，斷現世漏故，滅後世漏故，令未信者信故，已信者令增廣故，法久住故，分別毘尼梵行久住故」大正二二，三中下。


� 《十誦律》卷一「攝僧故，極好攝故，僧安樂住故，折伏高心人故，有慚愧者得安樂故，不信者得淨信故，已信者增長信故，遮今世惱漏故，斷後世惡故，梵行久住故」大正二三，一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一「一、攝取於僧故。二、令僧歡喜故。三、令僧樂住故。四、降伏破戒故。五、慚者得安故。六、不信令信故。七、信者增長故。八、斷現在有漏故。九、斷未來有漏故。十、令梵行得久住故」大正二三，六二九中。


� Rosen的推測。Valentina Rosen, Der VinayavibhaGga zum BikSuprAtimokSa der SarvAstivAdins, 1956, S. 136.


� MahAvyutpatti No. 225. 「制戒十益」1.SaMghasaMgrahAya, 2. SaMghasuSThutAyai, 3. SaMghasya sparZavihArAya, 4. DurmaGkUnAM pudgalAnAM nigrahAya, 5. LajjinAM sparZavihArAya, 6. AnabhiprasannAnAm abhiprasAdAya, 7. AbhiprasannAnAM bhUyobhAvAya, 8. DRSTadhArmikANAm AsavANAM saMvarAya, 9. SAmparAyikANAM setusamudghAtAya, 10. BrahmacaryaJ ca me cirasthitkkaM bhaviSyati.荻原本二一三頁。榊本五二八頁。


� 表中按諸律出現的順序排放十利。不過Waldschmidt以對照同一項目來作對照表。E. Waldschmidt, Bruchstücke des BhikSuNI-PrAtimokSa der SarvAstivAdins. S. 49.


� VinayapiTaka, vol. III, p. 33. 「不知者、不覺者、顛狂者、喪心者、痛惱者、最初犯者不犯」。《南傳大藏經》第一卷，五二頁。《五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五上。《四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五七二中。


� VinayapiTaka, vol. III, p. 22.《南傳大藏經》第一卷，三五頁。《五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三下。《四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五七一上。但是四分律將此因緣談置於第三。《十誦律》卷一，大正二三，二上。十誦律也將這段因緣談置於第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一，大正二三，六二九下。《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三三中。


� VinayapiTaka, vol. III, p. 23.《南傳大藏經》第一卷，三六頁。《五分律》卷一，大正二二，四中。《四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五七一中。《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三二上。《十誦律》卷一，大正二三，二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一，大正二三，六二九下。


� VinayapiTaka, vol. IV, pp. 71-74.《南傳大藏經》第二卷，一一三－一一八頁。此戒巴利出於PAcittiya No. 32.《五分律》卷七，波逸提第三二條，大正二二，五一上。《四分律》卷十四，波逸提第三三條，大正二二，六五八下。《僧祇律》卷十七，波逸提第四十條，大正二二，三六二中。同上，戒本，大正同，五五二下。《十誦律》卷十三，波夜提第三六條，大正二三，九五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六，波逸底迦第三六條，大正二三，八二三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一，大正二三，六二九中下。


� 《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三一中下、二三二上。


� 同上，卷一，大正二二，二二九下。


� 同上，卷一，提到耶舍與誘惑耶舍使他行不淨法的母親的關係是，在前生談為金色鹿王與想要得到金色鹿王的國王夫人的故事。大正二二，二三○上－二三一中。


� 《摩訶僧祇律》卷一，說到禪難提與誘或他的天女的關係是，仙人的鹿班童子與阿藍浮天女的關係。這個故事類似一角仙人的故事。大正二二，二三二上－二三三上。


� 


� VinayapiTaka, vol. III, p. 24.


� 《五分律》卷一，大正二二，四中。


� 《四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五七一上。


� 《十誦律》卷一，大正二三，二上。


� 《根本說一有部毗奈耶》卷一，大正二三，六三○上。


� 《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三五下。


� VinayapiTaka, vol. III, p. 47. 《南傳大藏經》第一卷，七七頁。


� 《四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五七三下。


� 《五分律》卷一，大正二二，六中。


� 《十誦律》卷一，大正二三，五上。


� 《摩訶僧祇律》卷三，大正二二，二四四上、二四五上。


� VinayapiTaka, vol. III, p. 74. 《南傳大藏經》第一卷，一二三頁。


� 《四分律》卷二，大正二二，五七六下。


� 《五分律》卷二，大正二二，八中。


� 《十誦律》卷二，大正二三，八中下。


� 《摩訶僧祇律》卷四，大正二二，二五五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七，大正二三，六六一上。


� 《十誦律》卷四十，大正二三，二八八中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二五，大正二四，三二八下。


� 《摩訶僧祇律》卷三三，大正二二，四九七上。


� 但是巴利律附隨中敘述，「二部律於七大城制定」，列出有：VesAlI, Rajagaha, SavatthI, AlavI, KosambI, Sakka, Bhagga。ParivAra 8, VinayapiTaka, vol. V, p. 144. 《南傳大藏經》第五卷二四七頁。


� 關於阿波陀那，曾經發表了〈大智度論における阿波陀那について〉（《日本佛教學會年報》第十五號，昭和二十五年，八四－一二五頁），之後自中村元博士處得到其他資料及教示，在這裡作增補。感謝博士的厚意。


� PT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 51.


� M. Winternitz, AvadAna, ApadAna (Journal of the Taisho University, vols. VI-VII, 1930, p. 7)  此外，J. S. Speyer, AvadAnaçataka, vol. II, St-Pétersbourg, 1909, preface p. III.中，也有旨趣相同的論述。


� Childers, PAli Dictionary, p. 47.


� M. Winternitz, ibid. p. 7.


� do. p. 9.


� M. Léon Feer. AvadAna-Çataka, Introduction(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XVIII, p. IX) légende, action héroique; J. S. Speyer, ibid. p. IV. Illustrious--, glorious achievements; H. Kern, 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p. 66; T. W. and C. F. Rhys Davids,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part II, 1910, p.3. “The Story of the Great one or the Great story. ”; W. Geiger, PAli Literaute und Sprache, S. 15. §. 14. die Großtaten. ; E. Waldschmidt, Das MahAvadAnasUtra, SS. 3, 4. Große Offenbarung über (des Buddha) Verbindung mit der Vergangenheit; 日本的學者大致上也解釋為同樣的意思。《荻原雲來文集》，三九五頁「偉業、勳業」。山田龍城〈大乘經典の興起に關する一視點〉《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十二年，十二頁。林屋友次郎，《佛教研究》第一卷，七五四頁。高田修《南傳大藏經》第二六卷《アパダーナ》國譯目次。赤沼智善《佛教經典史論》一七五頁。


� Böthlingk und Roth, Sanskrit Wörterbuch, SS. 282, 475, 476; Monier Williams, SanskRt-English Dictionary, pp. 49, 99.; F. Edgerton, BHSD. P. 72. 高畠寬我「AvadAnaとItivuttaka」《日本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三卷第一號，三三三頁以下。


� M. Winternitz, ibid. pp. 10-12.


� 《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二七中。


� 《大般涅槃經》卷三，大正十二，三八三下。


� 《十住毗婆沙論》的九分教，是在巴利等的九分中再加上「因緣」，除去「本生」的九分教。卷九，大正二六，六九上。法華經的九分教是從十二分教之中，刪去受記、優陀那、方廣的九分教，但是取代阿波陀那，代之以aupamya。SaddharmapuNDarIka-sUtra荻原土田本四一頁。除此之外，也有出現與巴利同系統的九分教的經論，這些是巴利系的作品。或也有像是DharmasaMgraha，加上「論議」的九分的表現方式，參照水野弘元〈大乘經典の性格〉（《大乘佛教の成立史的研究》二八四頁以下。）


� 關於這些地方，水野弘元博士前引書中，已經整理、收集好資料了。


� J. S. Speyer, ibid. p. X. ff.


� 阿瓦陀那中，現在還遺留有很多作品，《荻原雲來文集》〈世に知られたる梵語佛典〉四五一頁中有列出這些。此外，Sanskrit Seminar, Taisho University, Buddhist Manuscripts of the Bir Library.; 山田龍城《梵語佛典の文獻學序說》六十頁以下。Y. Iwamoto, Cataloqu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okai University, 1960.


� M. Léon Feer, AvadAna-Çataka, Introcuction pp. XIII, XIV.


� 根本有部律及Divya、AvadAna、AvadAnaZataka等中，在提出一個阿瓦陀那後，都有一段定型語句開示善業得善果、惡業得惡果的業報之理。”……iti hi bhikSava ekAntakRSNAnAM karmANAm ekAntakRSNo vipAka ekAntaZuklAZuklAnAm ekAntaZuklo vyatimiZrANAM vyatimiZras tasmAt tarhi……”DivyAvadAna, pp. 23, 55, 115, etc.; AvadAnaçataka vol. II, p.6. 「汝等苾芻應知，往業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白報；若雜業者，得雜業報。下略」《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四，大正二四，二二三上。


� M. Léon Feer, ibid. p. XIV.


� M. Winternitz, Geschichite der Indischen Litteratur, Bd. 2, S. 216. 日譯〈印度佛教文學史〉二八○頁。參照J. S. Speyer, ibid. pp. IV, VIII.


� Speyer說：「因此所有的本生談都可以稱為阿瓦陀那。但反之，經常不能算是正確的」。J. S. Speyer, ibid. pp. IV.; AvadAnaçataka中也有**具BodhisattvajAtaka之名的。Ibid. p. V.


� J. S. Speyer, ibid. p. VII.


� H. Zimmer, Zum MahAvastu-AvadAna, ZII, bd. 3(1925)S. 207 ff.


� M. Winternitz, AvadAna, ApadAna, ibid. p.9


� 高畠寬我〈AvadAnaとItivuttaka〉《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三卷第一號，三三三頁。昭和二十九年。


� 《大悲經》卷五，大正十二，九六八中敝


� 《大智度論》卷三三，大正二五，三○六下、三○七中。


�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一，大正八，二二○中。


� 《成實論》卷一，大正三二，二四五上。


� 但是一般也認為，「一目多迦」及「伊帝曰多迦」的目與曰是否是抄寫之間的混淆。接下來的大乘涅槃經中，大正藏經本中記載為「伊帝曰多迦」，宋元明三本中作「目」。而且認為「目」是vR的轉寫一事，似乎也有困難。根據Karlgren所說，目在古代中國發音為miôk，中世時為miuk，實際上使用時逐漸發音為mu。B.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p. 270, no. 1037. 但是如後述（注51），古代中國音中，據說沒有v的存在，因此就很推測出vR在中國音中要如何音譯。


� 《阿毗曇毗婆沙論》卷一，大正二八，二中。


� 《大般涅槃經》卷十五，大正十二，四五一中。


� MahAvyutpatti No. 62. DvAdaçAGga-dharmapravacanaM, 1. SuraM, 2. GeyaM, 3. VyAkaraNaM, 4. GathA, 5. UdAnaM, 6. NidAnaM, 7. AvadAnaM, 8. ItivRttakaM, 9. JatakaM, 10. VaipulyaM, 11. AdbhutadharmaH, 12. UpadeçaH, 榊博士本九七頁。荻原博士本四五頁。


� 榊博士根據用於《飜譯名義大集》中的漢譯譯語中，是使用元代以後的俗語或時文，認為《飜譯名義大集》是元代以後成立的。前引書序四頁。


� 《大智度論》卷三三「修多羅sUtra, 祇夜geya, 受記vyAkaraNa, 伽陀gAthA, 優陀那udAna, 因緣nidAna, 阿波陀那apadAna, 如是語ityuktaka, 本生jAtaka, 廣經vaipulya, 未曾有adbhutadharma, 論議upadeZa」大正二五，三○六下、三○七上。《大品般若》卷一，大正八，二二○中。《華手經》卷二，大正十六，一三七上中。《成實論》卷一，大正三二，二四四下。


� 《阿毗曇毗婆沙論》卷一「修多羅、祇夜、婆伽羅那、伽他、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摩、優婆（宋元明本作波）提舍」大正二八，二中。


� 《大般涅槃經》卷十五「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曰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摩、優波提舍」大正十二，四五一中


� 《雜阿含經》卷四一，十二部經的譯語幾乎與涅槃經中的相同。大正二，三○○下。


� 《大悲經》卷「修多羅、祇夜、伽陀、毘耶迦羅那、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毘利多迦itivRttaka、闍多迦、毘弗略、阿浮陀達磨、優波提舍」大正十二，九六八中。


� 《五分律》卷一「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憂陀那、尼陀那、育多伽婆、本生、毘富羅、未曾有、阿婆陀那、憂波提舍」大正二二，一下。


� 《荻原雲來文集》三九五頁。


� 宇井伯壽〈佛國記〉


� Bernhard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reprinted from the Museum of Far Eastarn Antiquities, Bulletin 29, Stockholm, 1957. pp. 26, 27. No, 25.


� The GaNDavyUha-sUtra, critically edited by D. T. Suzuki and Hokei Izumi, Kyoto, 1936, p. 448.


� 《晉譯華嚴經》卷五七，大正九，七六五下。


� 《唐譯華嚴經》卷七六，大正十，四一八上。


� 般若譯《四十華嚴經》卷三一〈普現行願品〉大正十，八○四上中。


� 山田龍城〈四十二字門に就いて〉（《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三年）中有詳細研究。


� 《大品般若經》卷五，大正八，二五六上。


� 《大智度論》卷四八，大正二五，四○七下。


� 同上，卷四八，大正二五，四○八中。


� 藤堂明保教授之指示。


� The GaNDavyUha-sUtra p. 449.


� 《晉譯華嚴經》卷五七，大正九，七六五下。但此處缺相當於第十一va的漢譯。《唐譯華嚴經》卷七六，大正十，四一八上。《四十華嚴經》卷三一，大正十，八○四中。


� 《大品般若經》卷五，大正八，二五六上。《大智度論》卷四八，大正二五，四○八中。


� 《大智度論》卷四八，大正二五，四○八下。


� 


� 


� 


� E. Waldschmidt, Das MahAvadAnasUtra, Teil I, Berlin, 1953, S. 3. 此經相當於巴利長部的MahApadAnasuttanta。現存漢譯長阿含中，譯為「大本經」，而此經的經名不只如此。漢譯大本經的卷末題記記載為「佛說此大因緣經已」，也稱為「大因緣經」，大正一，十下。而且就在這之前的本文中，也有一句「此是諸佛本末因緣」。大本經也可以視為是大本因緣經的意思（大正一，一頁注十三）。「本緣」的話，當然是avadAna的譯語，那麼如果是「大因緣經」，其原名也許就是MahAnidAnasUtra。因此Waldschmidt也表明在決定此經的經名上有困難。因為巴利長部中，另外還有MahAnidAnasutta，這在漢譯長阿含中譯為「大緣方便經」。因此大本經卷末題記的「大因緣經」中無法相對應於MahAnidAnasUtra。此外把大本經的原名視為是MahAnidAnasUtra時，還會有其他的疑問產生。在長阿含卷三可以看到十二部經的譯語，這些被譯為「貫經、祇夜經、受記經、偈經、法句經udAna、相應經nidAna、本緣經itivRttaka、天本經jAtaka、廣經、未曾有經、證喻經apadAna、大教經upadeZa」（大正一，十六下）。其中譯語的分配上，本緣分配為itivRttaka，證喻則必定分配為apadAna。若是如此，則大本經的原名視為是MahAnidAnasUtra一事，自然就很不合理。但是大本經的原名作itivRttaka一事因為全無根據，故根本不可能。因此如今還有若干疑問，然而大本經的原名是MahAvadAna，十二部經「證喻」的原名是apadAna，我想似乎是譯者區別這兩個語詞的意思。


� 《大毗婆沙論》卷一二六「契經sUtra，應頌geya，記說vyAkaraNa，伽陀gAthA，自說udAna，因緣nidAna，譬喻apadAna，本事irivRttaka，本生jAtaka，方廣vaipulya，希法adbhutadharma，論議upadeZa」大正二七，六五九下。《瑜伽師地論》卷二五，大正三十，四一八中。《大乘阿毗達磨集論》卷六，大正三一，六八六上。《發智論》卷十二，大正二六，五八一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八「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因緣、本事、本生、方廣、希有、譬喻、論議」大正二四，三九八下。


� 《光讚般若》卷一「聞經sUtra，分別經vyAkaraNa，頌經geya，詩歌經gAthA，初經udAna，此應經nidAna，生經、受經irivRttaka，方等經、未曾有經、譬喻經、注解章句經」大正八，一五○下。


� 《增一阿含》卷十七「契經、祇夜、受決、偈、本末itivRttaka，因緣、已說upadeZa，生經、頌udAna，方等、未曾有法、譬喻apadAna」大正二，六三五上。此外卷二一、三三、四六、四八，大正二，六五七上、七二八下、七九四中、八一三中。


� 《七知經》「文、歌、說、頌、譬喻apadAna，本記nidAna，事解itivRttaka，生傳、廣傳、自然udAna，行adbhutadharma，章句」大正一，八一○上。順帶一提，水野博士的對照表中，將「自然」分配為未曾有法，「行」分配給優陀那，其他的分配則相同。水野弘元〈大乘經典と部派佛教との關係〉（《大乘佛教の成立史的研究》二八五頁）。


� 《意經》「契、歌、記、偈、所因nidAna、法句udAna、譬喻apadAna，所應itivRttaka、生、方等、未曾、法說」大正一，九○一下。另，水野博士推測此經的譯者為曇摩難提。前引書二九一頁。


� 《阿毗曇八犍度論》卷十七「契經、詩、記、偈、因緣、歎udAna、本末itivRttaka、譬喻、生、方廣、未曾有、法議」大正二六，八五三下。


� 《四分律》卷一，「契經、祇夜經、授記經、偈經、句經udAna、因緣經、本生經、善導經itivRttaka、未曾有經、譬喻經、優波提舍經」大正二二，五六九中。


�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二「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因緣、憂陀那、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譬喻、憂波提舍」大正九，四七八上。《八十華嚴》卷二一，譯語與六十華嚴幾乎相同，大正十，一一四上。


� 《大寶積經》卷三四「契經、應頌、受記、自說、諷誦gAthA、譬喻、因緣、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大正十一，一八九下。


� 《大方等大集經》卷十六「契經、音合偈經geya，自記經、偈經、結可經udAna，因緣經、雙句經avadAna、本生經、勝處經itivRttaka、方等經、未曾有經、大教勅法」大正十三，一○九下。


� 《中阿含經》卷五四「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udAna、現法itivRttaka、生經、方等、未曾有、義經」大正四，六四三中下。


� 《出曜經》卷六「契經、誦、記、偈、因緣、出曜udAna、成事avadAna、現法itivRttaka、生經、方等、未曾有、義經」大正四，六四三中下。


� MahAvyutpatti No. 62. 榊本九七頁。


� 《長阿含》卷三，大正一，十六下。參照注59。


� 《荻原雲來文集》三九五頁。認為apa+dA有「翻開」的意思，從這裡成立了譬喻的意思。但是干潟龍祥博士提出，Ava+dA有「解開」的意思，avadAna的意思是，以寓言來解開難了解的法門，就具有譬喻故事的意思。亦即，干潟博士應該是認為，在語源學上，avadAna也有「譬喻」的意思。干潟龍祥編《本生經類の思想史的研究》二十頁。


� 關於這三種譬喻，在山田龍城〈大乘經典の興起に關する一視點〉《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十二，十二頁；宮本正尊《大乘と小乘》六八四頁等有提及。


� SN. XII. 67. Nalakalpiya. vol. II, p. 114. 《南傳大藏經》第十三卷，一六○頁。《雜阿含》卷十二，大正二，八一中。


� 《五陰譬喻經》大正二，五○一上。《雜阿含》卷十，大正二，六八中。SN. XXII, 95. Phena, vol. III, p. 140. 《佛說水沬所漂經》大正二，五○一下。


� S. N. XX. Vol. II, p. 262ff. 《南傳大藏經》第十三卷，三八九頁以下。


� MN. Vol. I, p. 122 ff. 但是PTS本中不是這個標題。根據暹羅版；暹羅版大藏經十二卷，二四八頁。MN. 21. KakacUpamasutta，《鋸喻經》。22. AlagaddUpama-s. 《蛇喻經》。23. VammUka-s. 《蟻塜經》（但是漢譯作《蟻喻經》，大正一，九一八）。27. CULa-Hatthipadopama-s. 《象跡喻小經》。28. MahA-Hatthipadopama-s. 《象跡喻大經》。29. MahA-Saropama-s. 《樹心喻大經》。 30. CULa-Saropama-s. 《樹心喻小經》。7. VatthUpama-s.（《水淨梵志經》大正一，五七五上）。66. LaTukIlkopama-s. （《迦樓鳥陀夷經》大正一，七四○）等。


� SaddharmapuNDarIka-sUtra. III, Aupamyaparivarta, Wogihara-Tsuchida ed, p. 59ff. 《妙法蓮華經》卷二〈譬喻品〉第三，大正九，十中。及其他。


� 《大品般若經》卷十五，〈譬喻品〉第五十一，大正八，三二九下。及其他。


� 以各經論的翻譯者名字，為了方便起見，都是根據大正大藏經第四卷，但是譯者方面還有檢討的餘地。


� 玄奘譯《俱舍論》譯為「譬喻者」，真諦譯《俱舍論釋》譯為「譬喻部師」，而稱友的AbhidharmakoZavyAkhyA作DArSTAntika。《俱舍論》卷十五、《俱舍釋論》卷十二，大正二九，八一下、二三八上。AbhidharmakoZavyAkhyA p. 392. l, 21. 《俱舍論》卷十六、《俱舍釋論》卷十二，大正二九，八四中、二四○上。AbhidharmakoZavyAkhyA p. 400. l. 17.


� 宮本正尊〈譬喻者．大德法救．童受．喻鬘論の研究〉《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一年。


� 宮本正尊，前引書。赤沼智善《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一四五、一四六頁。拙論〈婆沙論より見たる大乘教團の在り方〉《日本佛教學會年報》第二十二號，二七○頁。


� 山口益《世親成業論》一一五頁以下。


� 《成唯識論述記》卷二本，卷四本，大正四三，二七四上，三五八上。


� 《俱舍論記》卷二，大正四一，三五下。《俱舍論疏》卷二，大正同，四九六上。


� H. Lüders, Bruchstücke der KalpanAmaNDitikA des KumAralAta, Leipzig, 1926, S. 19. 此外，《大莊嚴經論》最近的研究上，金倉博士已經詳細敘述過了。金倉圓照〈馬鳴の部派〉《文化》第二十卷第五號，八頁。


� S. Lévi, La DRSTAntapaMkti et son auteur, JA. 1927. pp. 95-227; Entai Tomomatsu, SutrAlaMkAra et KalpanAmaNDitikA jA. 1931. pp. 135-174, 245-337. 此外在山田龍城〈梵語佛典の文獻學序說〉《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第八號，昭和三十二年十二月，七十、七一頁（平樂寺版七一、七二頁）中，總結、列舉至今學者的研究。


� 金倉圓照，前引書八頁。


� 此偈在《成實論》卷十〈身見品〉（大正三二，三一六下）中引用為「虎啗子」的偈，《俱舍論》卷三十〈破我品〉中引用為「有頌曰」（大正二九，一五六上，三○七上）。相對於此的稱友的注釋中，偈記載為Bhadanta KumAralAta。AbhidharmakoZavyAkhyA p. 708 l. 15.


� 《智度論》中譯為「譬喻」的例子很多，舉其中二三。「放牛者譬喻經」（《智度論》卷二，大正二五，七三中。以下僅記載卷數及頁數）。此經從內容來看，可以在巴利《中部牧牛者大經》MahAgopAlaka-s. 羅什譯《放牛經》大正二，五四六、《雜阿含》卷四七、《增一阿含》卷四九，大正二，三四二、七九四等之中，看到相當的經典。這部藉養牛的秘方來說明修習佛道的要諦的經，很明顯是個譬喻。《栴檀譬喻經》（卷三，八三上）、毒蛇喻經（卷十二，一四五中）、《木伐喻經》（卷三一，二九五中）、《七車喻經》（卷四五，三八七上）等，都可以視為upamA經典。此外「十譬喻」（卷六，一○五下）是說明如幻、如焰等十喻，這顯然也是upamA。另外，卷七一中出現「譬喻品」的品名，此原名對照般若經的原典後，可以知道是Aupamya（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の研究》九八二、九八八頁）。此外，《法華經》方面，羅什所譯「譬喻品」的原名為Aupamya-p.，對照梵本便可清楚，大正九，十中、十二中。梵本、荻原土田本六九頁十行、十二行。且《法華經》中出現有「九部法」，此處羅什譯為「譬喻」的語詞，其原文為Aupamya，大正九，七下。梵本、荻原土田本四一頁二一行。


� 將dRSTAnat譯為「譬喻」的例子，在《法華經》中經常可以看到。列出在方便品、譬喻品中，兩者符合之處如下：「以諸緣譬喻」hetUhi dRSTAntehi（大正九，七下，二三行；梵本四一頁十七行）。「種種緣譬喻」dRSTAntakaiH kAraNahetubhiZ ca（大正九，八下，四行；梵本四六頁七行）。「種種因緣譬喻」dRSTAntahetUn（大正九，九中，二十行；梵本五二頁十一行）。「種種緣譬喻」hetUhi ca kAraNaiZ ca dRSTAnta-koTInayutaiZ ca（大正九，十一上，二二行；梵本六二頁十七行）。「以此譬喻」imena dRSTAntavareNa（大正九，十五上，五行；梵本八五頁十一行）。「譬喻」dRSTAnta（大正九，十六上，二五行；梵本九三頁二四行）。順帶一提，兩品之中，羅什不得不將aupamya與dRSTAnta以外的語詞譯為譬喻的，僅見到一兩處。法華經中似乎不avadAna, apadAna。九分教的《譬喻》當然應該是apadAna，而法華經中，這個字被aupamya所代替。從這一點看來，法華經與阿瓦陀那不同的思想性領域


� 《大智度論》卷三三，大正二五，三○七中。


� 《大毗婆沙論》卷一二六，大正二七，六六○上。


� 《大般涅槃經》北本卷十五，大正十二，四五一下。南本，卷十四，大正同，九六三下。


� 《十住毗婆沙論》卷八，大正二六，六三上。


� 《瑜伽師地論》卷二五，大正三十，四一八下。


�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卷六，大正三一，六八六中。


� 《成實論》卷一，大正三二，二四五上。


�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四四，大正二九，五九五上。


� 如赤沼智善《佛教經典史論》一六四頁。木屋友次郎《佛教研究》第一卷，七四八頁。


� 大正大藏經第一冊長阿含中，出現「大本經」的題名，注中作「大本緣經」。大正藏第一冊，一頁注十三。


� 《長阿含》卷一，大正一，十下。


� E. Waldschmidt, Das MahAvadAnasUtra, Teil I, 1953, S. 1 ff.


� 《長阿含》卷三、卷十二，大正一，十六下，七四中。


� 《雜阿含》卷十二，大正二八十下、八一下。《緣起聖道經》大正十六，八二八中下。宮本門尊《根本中と空》四三二頁。


� SN. XII. 65. Nagara, vol. II, p. 106. 《增一阿含》卷三一，大正二，七一八下。


� The NigAlI SAgar Piller, E. Hutzsch, Inscriptions of Asoka, p. 165. 此外，KonAgamana也出現在巴爾胡特（Bharhut）的碑文上。JA. 21, 229. no. 30.; Kern, 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p. 64. 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四，三一六頁。


�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 51. PAli Text Society.


� DN. vol. II, p. 47. 《長阿含》卷一，大正一，十上。


� Ibid. p. 49. 《長阿含》卷一，大正一，十上。《毗婆尸佛經》卷下，大正一，一五八上。


� VinayapiTaka, vol. III, pp. 1-11. 《四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五六八下以下。《五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一上以下。《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二七上以下。


� 《四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五六九上。


� 《五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一中。VinayapiTaka, vol. III, p. 7. 《南傳大藏經》第一卷，十二頁。《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二七中。


� 《七佛經》大正一，一五○以下。《毗婆尸佛經》大正一，一五四以下。《七佛父母姓字經》大正一，一五九以下。《增一阿含》卷四五，大正二，七九一。


� 《七佛經》大正一，一五○上。


� VinayapiTaka, vol. III, p. 7. 《南傳大藏經》第一卷 十二頁。《五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一中。


� 《毗婆尸佛經》大正一，一五七下。


� 《七佛父母姓字經》大正一，一五九。


� 《增一阿含》卷四五，大正二，七九一中。


� SamantapAsAdikA, vol. I, p. 186. 《善見律毗婆沙》卷五，大正二四，七○八上。


� DN. 14. MahApadAna-s. vol. II, p. 49. 《南傳大藏經》第六卷，四二一頁。


� 《長阿含》卷一，大正一，十上。


� 《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大正二二，五五五中下。此外，七佛的「戒經偈」在《僧祇律》中作「布薩偈」，廣律中也有包括。卷二七，大正二二，四四七上。另，七佛的「戒經偈」在《彌沙塞五分戒本》、《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中，譯語與僧祇律相同。大正二二，一九九下，二○○上。大正二三，四七八中下。與其他戒經的異同敘述於以下。此戒經偈中的偈在Dhammapada及UdAna中可以找到相當的偈，也許有可能是從這些節錄出來之後再編集而成的。


� Dhammapada v. 184.


� UdAna V, 3. p. 50.


� Dhammapada v. 185.


� Dhammapada vv. 49, 50.


� UdAnavarga IV, 7. S. L’ApramAdavarga, étude sur les recensions des Dharmapadas, JA. sept-oct. 1912. p. 242.


� Dhammapada v. 183.


� UdAnavarga VII, 11. Dhammapada v. 361.


� UdAnavarga VII, 12. 順帶一提 此偈與注30的偈據說出自SwAt的碑文。Ep. Ind. Vol. IV, p. 135.以上的諸偈與Dhammapada等對照，為L. Finot, Le prAtimokSasUtra des SarvAstivAdins所作。JA. nov-déc. 1913. pp. 540-553. 如以上的對照，顯然九偈中有兩偈在UdAnavarga，而巴利dhammapada中則缺（漢譯法句經方面，將於其他機會中探討）。此戒經偈並不存在於巴利波羅提木叉中。從缺少兩偈這一點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也許可以視為是在有部系統中著作的。果真如此，則會產生「大眾部的僧祇律中為什麼為包含這些？」的問題。


� 《四分僧戒本》大正二二，一○三○上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大正二四，五○七中下。


� MUla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Banerjee ed. P. 36 ff. So-sor-thar-pa, Vidyabhusana ed. Pp. 135-137.


� SarvAstivAda-PrAtimokSasUtra, JA. 1913. pp. 539-543.


� 《解脫戒經》大正二四，六五九中。


� 《毗婆尸佛經》卷下，大正一，一五八上。如上，波羅提木叉的偈，在漢譯大本經中為一偈，巴利大阿波陀那中為三偈，毘婆尸佛經中也記載有三偈，在律的戒經中還被增廣為更多的偈。


� 參照注12.


� 同上。


� VinayapiTaka, vol. III, p. 7. 《南傳大藏經》第一卷，十二頁。《五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一中。


� 《四分律》卷一，大正二二，五六九上中。


� 《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二七中。


� 《摩訶僧祇律》卷二七，大正二二，四四六下，四四七上。而且除僧祇律之外，《根本有部律》中，戒經偈也被附加到廣律上。但是這不是在廣律之中，而是在經分別的最後。一般認為，這是在以根本有部律為基礎的戒經中，附上七佛的偈，原封不動地被保存在廣律之中。因此情況與僧祇律的場合不同。根本有部律戒經偈的包含方式顯示出是最新的形。大正二三，九○四中下。一○一九下，一○二○上。


� 《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二八上中。


� 《十誦律》卷十四「外道食戒」，卷二六「醫藥法」，大正二三，九八下、九九上、一八七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十、十一，大正二四，四五上以下。MUlasarvAstivAda-Vinayavastu, BhaiSajyavastu,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I, p. 25 ff.


� 《十誦律》卷十四，大正二三，九九上。卷二六，大正同，一八七下。


� 《大智度論》卷一百，大正二五，七五六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十，大正二四，四六上。


� 《中阿含》卷十七，大正一，五三二下。


� 《中阿含》卷一、五四，大正一，四二一上、七六四上。


� MN. No. 128. Upakkilesa-sutta, vol. III, p. 152 ff.


� 《增一阿含》卷十六，〈長壽〉大正二，六二六下。《出曜經》卷十六，大正四，六九三中。《六度集經》卷一〈長壽王本生〉大正三，五上。《四分律》卷四三，大正二二，八八○中。《五分律》卷二四，大正二二，一五九上。《摩訶僧祇律》卷十三，大正二二，三三五上。《十誦律》卷三十，大正二三，二一五下。《長壽王經》大正三，三八六。MUlasarvAstivAda-Vinayavastu,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IV, p. 182, l. 7. Dighila-sUtra. 《僧祇律》作「長壽王本生經」。MahAvagga X, Kosambakkhandhaka, VinayapiTaka, vol. I, p. 342 ff. 《南傳大藏經》第三卷，五九四頁以下。Jataka No. 428 KosambI-jAtaka, No. 371 Dighitikosala-jAtaka 《南傳大藏經》第三十三卷，一○三頁。第三十二卷，九七頁。DhammapadaTThakathA vol. I, p. 56.


� DIghAyu是長生及長壽一事，並沒有問題。但是DighAvu同樣也有長壽、長生的意思。如梵語的Ayusmat相當於巴利的Avuso，y轉化為v並不算少見。Geiger, PA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 46. 同樣的例子，巴利的SoNajAtaka中，有DighAvu王子的名字，相當於此的MahAvastu的ArindamarAja-jAtaka中，將此王子名字拼寫為DirghAyu。JAtaka No. 529, vol. V, pp. 247-261.; MahAvastu, vol. III, p. 457, l. 8. 因此，王子的名字並沒有問題，父王的名字有問題。


� VinayapiTaka, vol. I, p. 342 ff. 《四分律》卷四三，大正二二，八八○中。《五分律》卷二四，大正二二，一五九上。


� 《摩訶僧祇律》卷十三，大正二二，三三五上。


� 《十誦律》卷三十，大正二三，二一五下。


� MUlasarvAstivAda-Vinayavastu, KoZAmbakavastu,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IV, p. 182, l. 9.


� 一般認為，漢譯中阿含為有部所傳持，但是漢譯中阿含中，《長壽王本起經》位於「長壽王品」的第一經中，「三昧相應」中沒有提到。此外，巴利中部也沒有此名稱。


� 《中阿含》卷十七，大正一，五三二下。《出曜經》卷十六，大正四，六九三中。《增一阿含》卷十六，大正二，六二六下。


� 《長壽王經》大正三，三八六。《六度集經》卷一，大正三、五上。


� JAtaka No. 428, vol. III, p. 487 ff. 《南傳大藏經》第三十三卷，一○三頁。


� SaGghAdisesa No. 6, vol. III, pp. 146-148. 《南傳大藏經》第一卷，二四六頁以下。《四分律》卷三，大正二二，五八四下以下。《五分律》卷二，大正二二，十三中以下。《摩訶僧祇律》卷六，大正二二，二七七上以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一，大正二三，八五四下。


� 《摩訶僧祇律》卷八，大正二二，二九一下。


� 《十誦律》卷二七，大正二三，一九九下。此外這個故事也出現在卷五八中，大正同，四三八。


� BhikkhunI-vibhaGga, PAcittiya No. I, vol. IV, pp. 258, 259. 《南傳大藏經》第二卷，四一九頁。《四分律》卷二五，大正二二，七三七上。《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十七，大正二三，九九七中以下。


� 同注14.


� 《五分律》卷二，大正二二，十三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十七，大正二三，九九七中以下。


� 《摩訶僧祇律》卷六，大正二二，二七七上中。


� 《十誦律》卷二七，大正二三，一九九下。


� 《摩訶僧祇律》卷六，大正二二，二九一下。


� JAtaka No. 253, MaNikaNTha-jAtaka. 《南傳大藏經》第三十一卷，十九頁。


� JAtaka No. 400, Dabbhapuppha-jAtaka, vol. III, p. 332. 《南傳大藏經》第三十二卷，二九五頁。


� Cunningham, Stupa of Bharhut, 干潟龍祥《本生經類の思想史的研究》附錄二，五頁。


� 《四分律》卷二五，大正二二，七三七中。


� JAtaka No. 136, SuvaNNahaMsa-jAtaka. 《南傳大藏經》第二十九卷，四二三頁。


� VinayapiTaka vol. I, p. 194 ff. 《南傳大藏經》第三卷 三四三頁以下。《五分律》卷二一，大正二二，一四四上以下。《摩訶僧祇律》卷二三，大正二二，四一五下以下。《四分律》卷三九，大正二二，八四五中以下。《十誦律》卷二五，大正二三，一七八上以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上，大正二三，一○五三下以下。MUlasarvAstivAda-Vinayavastu, Carmavastu, Gilgit Manuxcripts vol. III, Part IV, p.; 159 ff.


� 《摩訶僧祇律》卷二三，大正二二，四一五下。


� 《十誦律》卷二五，大正二三，一七八中。此外《根本有部律皮革事》卷上記載，「生於聞星之下」”jAtaH ZravaNeSu ca nakSatreSu.”大正二三，一○四九上。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IV, p. 162 l. 3.


� 《十誦律》卷二五，大正二三，一八○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上，大正二三，一○五三上。Carmavastu, ibid. p. 190ff.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二九，大正二四，三五○中。


� 這個故事出於律藏的皮革犍度。但是《十誦律》中沒有彈琴的譬喻。《根本有部律》出於《藥事》卷十七，皮革事中沒有。此外《中阿含》卷二九，沙門二十億經、《雜阿含》卷九、《增一阿含》卷二三、《增支部第四集》等也有出現。


� 《十誦律》卷二五〈皮革法〉大正二三，一八三上。VinayaipTaka, MahAvagga V Cammakkhandhaka, vol. I, p. 182. 《南傳大藏經》第三卷，三二三頁。《四分律》卷三八〈皮革犍度〉大正二二，八四四中下。


� 《五分律》卷二一〈皮革法〉大正二二，一四五上以下。


� 《摩訶僧祇律》卷三一，大正二二，四八一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七，大正二四，一八七中以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卷下，大正二三，一○五五下。Carmavastu,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IV, pp. 202-204.


� 《摩訶僧祇律》卷三一，大正二二，四八一中。


� 《五分律》卷二一，大正二二，一四一中。


� Cullavagga VII, p. 201. 《南傳大藏經》第四卷，三○八頁。


� 《四分律》卷四六，大正二二，九一○下。


� 《五分律》卷二五，大正二二，一六四下。


� 《四分律》卷四六，大正二二，九一○上．九一○下－九一三上。


� 《五分律》卷二五，大正二二，一六四下．一六五上．一六五中．一六五下。


� 《摩訶僧祇律》卷二九，大正二二，四六二中。《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二八，大正二三，七七九中。


� 射師本生，JAtaka, No. 374 Culla-Dhanuggaha-JAtaka, vol. III, p. 219 ff. 《南傳大藏經》第三十二卷，一一二頁以下。調象師本生，JAtaka, No. 215 Kacchapa-JAtaka. 《南傳大藏經》同，二九七頁以下。干潟龍祥《本生經類の思想史的研究》附錄一○○．一○一．一○七頁。


� 《摩訶僧祇律》卷七，大正二二，二八二中。


� 同上，卷七，大正二二，二八四上。


� 《十誦律》卷三六，大正二三，二六三以下。


� 同上，卷三六，大正二三，二六四中。


� JAtaka, No. 359, 533, 534, 502, 157.


� 《十誦律》卷三七，大正二三，二六六上。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二十，大正二四，九九以下。SaMghabhedavastu,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I, Part IV, p. 211 ffl. 但是梵本並不完整，僅存最後的部分。但藏譯是完整的翻譯。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五－十七，大正二四，一七五－上一八九上。


� 同上，卷十八．十九，大正二四，一九五中－一九七中。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九．二十，大正二四，二○○下－二○一中。


� 同上，卷十八，「作身金色，作腳輪相」大正二四，一九一下、一九二上。


� 同上，卷二十，大正二四，二○三下。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十八，大正二四，九四上－九七上。


� J. S. Speyer, AvadAna Çataka p. IV.


� VinayapiTaka, vol. II, p. 5. 《南傳大藏經》第二卷，七頁。《四分律》卷十一，大正二二，六三四下。《五分律》卷六，大正二二，三七下。《摩訶僧祇律》卷十二，大正二二，三二五。《十誦律》卷九，大正二三，六四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二五，大正二三，三七下。《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十二，大正二三，九六九。JAtaka No. 28.


� 《四分律》卷十一，大正二二，六三六中。《五分律》卷六，大正二二，三八中。《十誦律》卷九，大正二三，六六上中。《摩訶僧祇律》卷十二，大正二二，三二六。《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二六，大正二三，七六八．七六八－九。JAtaka, No. 361, 349.


� VinayapiTaka, vol. II, p. 161. 《南傳大藏經》第四卷，二四六頁。《四分律》卷五十，大正二二，九四○上。《五分律》卷十七，大正二二，一二一上。《十誦律》卷三四，大正二三，二四二。《摩訶僧祇律》卷二七，大正二二，四四六。JAtaka, No. 37.


� VinayapiTaka, 一、vol. III, p. 143.；二、vol. III, p. 143.；三、vol. III, p. 148.；四、vol. IV, p. 5.；五、vol. IV, p. 203.；六、vol. IV, p. 258.；七、vol. I, p. 342.；八、vol. II, p. 161.；九、vol. II, p. 201. 順帶一提，干潟博士〈本生經類の思想史的研究〉附篇，十四頁中列出例子。但因為干潟博士在列為第六的「母雞與烏之子」的故事，所以在此省略，以下與干潟博士的表有若干差異。


� 《四分律》單純譬喻  一、「龍王惜寶珠故事」卷三，大正二二，五三八下。以下僅記載頁數。二、「飛鳥惜羽毛故事」卷三，五八四上。三、「賴吒婆羅不乞求於父故事」卷三，五八五上。四、「牛被讚美而出力故事」卷十一，六三四上。五、「虎與獅惡野干之兩舌故事」卷十一，六三六中。六、「長壽王故事」卷四三，八八○中。七、「鵽、彌猴與象守恭敬法故事」卷五十，九四○上。前生談譬喻  一、「婆羅門生為黃金雁故事」卷二五，七三七上。二、「舍利弗破提婆之前生談．射師弟子與賊帥」卷四六，九一○上。三、「模仿大象之小象得苦惱故事」卷四六，九一○下。四、「善行王子本生」卷四六，九一○下－九一三上。五、「世尊得千輻輪相本生．慧燈王本生」卷五一、五二，九五○－上九五一下。除此之外，不是譬喻的，有定光如來為彌卻授記故事（卷三一，七八二－五）、伊羅缽龍王過去因緣（卷三二，七九二）等。


� 《五分律》單純譬喻  一、「迦夷國王與梵志故事」卷二，大正二二，十三下。二、「羅吒波羅不乞求於父母故事」卷二，十四上。三、「牛被讚美而出力故事」卷六，三七下。四、「獅子與虎惡野干之離間語故事」卷六，三八中。五、「雉與彌猴與象守恭敬法故事」卷十七，一二一上。六、「長壽王故事」卷二四，一五九上以下。前生談譬喻  一、「龍王惜寶珠故事」卷二，十三中。二、「飛鳥惜羽毛故事」卷二，十三下。三、「提婆之前生談．野狐與迦夷王故事」卷三，十八中下。四、「二十億前生因緣」卷二一，一四五上以下。五、「提婆前生談．模仿大象之小象故事」卷二一，一六四下以下。六、「象師與弟子故事」卷二五，一六五上。七、「射師與弟子與賊帥故事」卷二五，一六五中。八、「二雁與一龜故事」卷二五，一六五下。九、「羅候羅前生．仙人故事」卷二五，一六八上。十、「舍利弗前生．黑蛇故事」卷二六，一七三下。十一、「雛雉滅火故事」卷二六，一七五下。此外，五分律中還有伊羅缽龍王過去因緣（卷十五，一○六上）、優陀延王與月光夫人故事（卷十八，一二六中以下）、文荼長者前生談（卷二二，一五○下以下）、禁寐王十夢故事（卷二六，一七二上以下）、迦葉佛塔故事（卷二六，一七二下以下）等。


� 《摩訶僧祇律》前生談  一、「舍利弗前生．大臣陶利」卷一，大正二二，二二八上。二、「耶舍前生．輕躁貪欲者」卷一，二二九下。三、「耶舍母前生．金色鹿王」卷一，二三○、二三一中。四、「難提比丘本生．鹿班」卷一，二三二下。五、「達膩伽本生．劫初眾生」卷二，二三九中。六、「達膩伽本生．仙人與龍與金翅鳥」卷二，二四○上。七、「達膩伽本生．六牙象與獵師」卷二，二四○下。八、「達膩伽本生．大象與比丘」卷二，二四一上。九、「取衣比丘本生．婆羅門與二羝羊」卷二，二四二上。十、「瓶沙王本生．名稱王」卷三，二四三上。十一、「瓶沙王本生．婆羅門殺那俱羅」卷三，二四三中。十二、「佛陀本生．成為鸚鵡說世八法」卷四，二五八中。十三、「輕躁比丘本生．狼與帝釋天」卷四，二五九上。十四、「增上慢比丘本生．海神與婆羅門」卷四，二六○上。十五、「優陀夷本生．鼈與獼猴」卷五，二六五上。十六、「同上，婆羅門與婦」卷五，二六五中。十七、「二摩訶羅比丘本生．豆主與驢主」卷六，二五七下。十八、「林中比丘本生．飛鳥惜羽毛」卷六，二七七上。十九、「同上，龍象與大風」卷六，二七七中。二十、「龍王惜寶珠故事」卷六，二七七中。二一、「闡陀本生．鏡面王與獼猴」卷六，二七九中。二二、「提婆本生．野干與義井」卷七，二八二中。二三、「六群比丘本生．獼猴與月影」卷七，二八四上。二四、「闡陀本生．長者與奴」卷七，二八五中。二五、「同上．弗盧醯婆羅門與奴」卷七，二八五下。二六、「六群比丘本生．迦尸王之狗」卷七，二八八中。二七、「闡陀本生．禿梟與鸚鵡」卷七，二八八下。二八、「巔多鳥與獼猴與象三獸恭敬」卷二七，四四六上。二九、「二十億童子本生」卷三一，四八一上以下。三十、「五離車童子與跋陀羅比丘尼本生．一天女與五天子」卷三八，五二八下。三一、「跋陀羅比丘尼本生．辟支佛與梳頭女」卷三八，五二九上。


� 僧祇律引用本生經，僅列出卷數與經名。「生經中廣說」「鳥生經」以上卷八。「難提本生經．三獸本生經、象王本生經」以上卷十二。「怨家本生經．長壽王本生經」以上卷十二。「迦毗羅本生經」卷十四。「賢鳥本生經」卷十五。「生經」卷十六。「孔雀本生．鳥本生經．鼈本生經．生經」以上卷十七。「仙人獼猴本生經」卷十八。「釋提桓因本生經．獼猴本生經」卷十九。「蛇本生經」卷二十。「佛陀菩提樹下成道線經中廣說．億耳因緣」卷二三。「舉吉羅本生經．巔多鳥本生經．鼈生經．鸚鵡生經．本生經」卷二九。「生經」卷三五。「七女經」卷三六。


� 《十誦律》單純譬喻  一、「黑牛被讚美而出力故事」卷九，大正二三，六四上。二、「獅子與虎惡野干之兩舌故事」卷九，六六上中。三、「狗入他家知法」卷十四，九八中。四、「多欲譬喻．野干失肉故事」卷三四，二四六上。前生談譬喻  一、「跋難陀多欲譬喻．二獺與野干」卷二七，一九九下。二、「鵽．獼猴．象恭敬年長者」卷三四，二四二中。三、「阿難急怖時不捨佛因緣．鹿王與母鹿」卷三六，二六三上。四、「同上，雁王與雁大臣」卷三六，二六三中。五、「同上．獅子王與野干」卷三六，二六四中。六、「提婆破僧．射師與弟子與賊主」卷三七，二六六上。七、「父子比丘前生．以棒打頭上的蚊子故事」卷五八，四三八中。八、「舍利弗吐食因緣．毒蛇本生」卷六一，四六四上。


� 《十誦律》省略的前生談  一、「長壽王經」卷三十，二一五下。二、「守牧婆羅門婦本生」卷三四，二四五下。


� 億耳在空澤入餓鬼城故事，《十誦律》卷二五，第一則，一七九上。第二則，一七七上。第三則，一七九中。第四則一七九中。第五則，一七九下－一八○中。


　　以上，在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十誦律譬喻的搜索中，受干潟博士《本生經類の思想史的研究》附篇之幫助頗多，深表謝忱。


� 《十誦律》卷三六，大正二三，二六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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